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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生物多样性、农业和生态系统服务

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食物及其生产途径，构成我

们食物的各种植物和动物都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虽然生物多

样性的某些部分不容易被发现，但同样重要，如土壤中的无数生物、植

物授粉者和病虫害的天敌，他们所提供的调节服务支持着农业生产。农

民每天管理着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用以生产食物和

其他产品，并以此来维持生计。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也提供了如

水土保持和碳截存等其他生态服务。除了这些功能上的重要性外，从自

身角度讲，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

目前农业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都必须

将多样性纳入这些大的人类系统中。另外，由于农业和历史景观相互影

响，同时更多的人接触农田及其周围的野生生物多样性，使得农业生物

多样性具有很深的文化意义。

本书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其中部分章节介绍作物遗传

资源（第 1 章、第 2 章、第 3 章、第 10 章、第 11 章和第 16 章），一些

章节介绍家畜遗传资源（第 4 章、第 5 章和第 17 章），其他章节介绍水

栖生物多样性（第 6 章）、授粉者多样性（第 7 章）和土壤生物多样性

（第 8 章）。第 9 章、第 10 章和第 11 章阐述了多样性与病虫害管理的关

系，第 12 章和第 13 章阐述了在环境和经济变化的大空间尺度下农民对

多样性的管理，第 14 章论述了多样性对食物构成、营养和人类健康的

贡献，第 15 章至第 17 章探讨了遗传资源的价值和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本介绍性章节概括介绍了后续章节，并从学术和国际政策方面回顾

第 1 章	 生物多样性、农业和生态系统服务

D. I. Jarvis C. Padoch H. D. Cooper



2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了有关农业生物多样性近期的各种计划，从多方面立体地审视了农业生

态系统多样性，论述了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生物

多样性的功能，以及人类管理对其造成的影响。本章也简要地展望了农

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未来。

近期和正在实施的定位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工作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作物、家畜和水栖遗传资源对农业的重要性，但

只在近 10 年，农业生物多样性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意义才得到全

球的认可。在国际政策方面，1996 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

国大会首次全面地阐述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并于 2000 年制订了 CBD 农

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计划，认识到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广泛性和所提供的

各类服务和产品。缔约国大会同时指出农民、本国和当地社团在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在维持生

计方面的重要性。在公约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计划框架内，也启动了

介体、土壤多样性、食品和营养多样性的特别计划。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新视点，就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不断加剧

的共识。全球观察关于国内动物多样性名录显示，35% 的哺乳动物

和 63% 的鸟类处于濒危状态，每周都有一个物种灭绝。世界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状况描述了用于食物和农业的植物遗传

资源多样性的丧失，包括物种、植物品种和基因组的不断丧失（FAO，

1998）。除了南极洲，世界上每个洲都报告了授粉者数量至少在某个

地区和国家的不断下降，蜜蜂种群的数量在欧洲和北美骤降，相应

的黑色大蜜蜂 Himalayan cliff bee （Apis laboriosa）也发生锐减（Ingram

等，1996）。随着哺乳动物和鸟类数量的不断减少，其他授粉者也受到

密切的关注。全球目前至少有 45 种蝙蝠、36 种非飞行哺乳动物、26

种蜂雀、7 种太阳鸟和 70 种雀形目鸟，被认为处于濒危或灭绝状态

（Kearns，1998）。

基于对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丧失率剧增的共识，需要更好地对其变

化率进行定量研究。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社会、各国和当地组织都积

极投入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中。典型的项目有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

究所（IPGRI）的全球农家保护项目（Jarvis 和 Hodgkin，2000 ；Jarvi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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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和人口土地管理和环境变化（PLEC）项目 （Brookfi，2001；Brookfi
等，2002）、社区生物多样性开发和保护（CBDC）项目、国际热带农业

中心 （CIAT）的热带土壤生物和肥料研究 （TSBF）项目、联合国粮农组

织全球授粉者项目、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实施

计划等。上述和其他组织机构发起的许多研究项目在 2001 年的蒙特利

尔“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得以总结，该研讨会

是在 Scientific Subsidiary Body to CBD 会议的间隙举行的。

本书就是基于在蒙特利尔国际会议报告中的案例撰写的。传统农业

生物多样性着重于一些静态的组成部分，本书中的很多章节着重于农业

生物多样性动态方面和各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和环境科学的研究

者也为本领域添加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们探讨了长久以来在农田系

统、农业社区和更广阔的领域中，管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过程、联系、

动态和实践。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多维性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在农业系统生产过程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各个组分，涉及在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水平上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的变化和变异，这些变化和变异对于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关键功能、

结构和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涵盖了作物、树木和其他有关的植

物、鱼类和家畜，包括授粉者、共生体、病原物、寄生虫、食肉者和

竞争者等。

耕作系统含有“计划好的生物多样性”，包括所种植的作物、饲养

的动物和家畜的多样性，加上作物的野生近缘种，这些多样性构成了

粮食农业的遗传资源。然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范围很广，也包含了

其他支持农业生产的相关多样性，包括养分循环、害虫控制、授粉和

多重产品等（Wood 和 Lenne，1999）。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系

统服务，如流域保护也被认为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Aarnink 等，

1999 ；CBD，2000 ；Cromwell 等，2001）。

本书综合性地阐述了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涉及的各类问

题。第 2 章和第 7 章主要着重于作物、家畜和鱼类等农业系统中有计划

的生物多样性。除了驯化的作物和家畜，人为管理和野生条件下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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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可提供不同类型的有用动植物的种类，包括叶菜类蔬菜、水果和

坚果、真菌、野生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以及鱼类（包括软体动物、贝

类和长须鲸）（Pimbert，1999；Koziell 和 Saunders，2001；也见 Halwart 

和 Bartley， 第 7 章）。这些食物资源对于贫困和无土地的人们是特别重

要的（Ahkter 案例 13.2， 第 13 章），特别是在饥荒或普通食物无法供应

的冲突时期，或当地或难民无法获取其他营养时（Scoones 等，1992 ；

Johns， 第 15 章）。即使在平常时期，这些生物多样性包括野菜也是非常

重要的，可通过丰富食物组成来提供均衡的日粮。一些传统土著村社

用 200 多种原料制作食品（Kuhnlein 等，2001；Johns 和 Sthapit，2004；

Johns， 第 15 章）。

物种和遗传水平上的多样性构成了特定地区种群和物种中的全部

变异。遗传多样性通过不同的表型和用途来显现，它可以体现在三个

方面：不同群体的数量（比如每种作物的品种数量，在指定位点等位

基因的数量）；各群体分布的均匀度；各群体间的差异程度。作物遗

传多样性可以从不同的尺度衡量（从国家或大的农业生态系统到当地

社区、农场或田地），遗传多样性的指标是具有尺度效应的。Brown 和 

Hodgkin 在第 2 章和 Sadiki 等在第 3 章介绍作物，Gibson 等在第 5 章介

绍了家畜，Halwart 和 Bartley 在第 7 章水稻系统中介绍了水生生物的

生物多样性。这些章节同时补充有案例，说明农民是怎样命名和管理

其农业系统中的作物（Sadiki 等，第 3 章；Hodgkin 等， 第 4 章）、动物

（Hoffmann， 第 6 章）和水生生物多样性（Halwart 和 Bartley， 第 7 章）。

第 8 章至第 10 章聚焦了相关生物多样性在支持作物生产中的作

用（Swift 等，1996 ；Pimbert，1999 ；Cromwell 等，2001）。第 9 章介绍

了蚯蚓、其他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如何会同植物和树根维持土壤结构及

确保营养循环（Brown 等， 第 9 章）。 第 10 章、第 11 章、第 12 章介绍

了寄生虫、捕食动物、病害控制生物和具有遗传抗性的作物是如何控

制病虫害的（Wilby 和 Thomas， 第 10 章；Jarvis 等， 第 11 章；Zhu 等， 

第 12 章），以及昆虫等介体授粉对异花授粉植物杂交的贡献（Kevan 和 

Wojcik， 第 8 章）。这不只是包括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生物，同

时也包括食物链的其他组分，例如授粉者的各种食物牧草（包括大块农

田间的小块未耕地）和农业病虫害天敌的各类捕食者等。这一现象表现

在糯稻田中，复杂的食物链确保了农业害虫的天敌，例如，昆虫、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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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节肢动物在害虫少的情况下仍能获得食物，保持了自然病害管理

系统的持续性（Settle 等， 1996）。

耕作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多维性，使得对生产系统生物多样性的

整体高低程度的分类变得很困难，尤其也要考虑其时空性。第 11 章，

Jarvis 等讨论了假定病原体超级变种出现，作物遗传多样性对及时控制

病虫害是有益还是有害的。他们列举了一些农民利用有抗性的当地基因

型，以及利用混合品种的种内抗性和一些抗性育种项目的成果，来抵抗

病虫害降低作物的易感性的一些案例。作者同时也指出了确定标准的挑

战性，这些标准将在病虫害管理中，被用于确定什么时间和地点遗传多

样性可以发挥作用。

尽管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学术研究着重于其特殊的组成部分（包

括作物、病害、家畜）、农民对整个系统的管理以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等

内容，但是由于长期的适应性和调整、不断出现的变化、各种知识和

实践的丰富积累，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是难以界定和描述的。Halwart 和 

Bartley 在第 7 章介绍了农民怎样将鱼的管理融入到农业系统中。在第

13 章中 Brookfield 和 Padoch 讨论了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和地貌中管理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他们讨论了农民经常使用的一系列技术，在不

同的地貌下管理生物多样性。作者使用了一个名词“Agrodiversity”，来

描述了将生物多样性和小范围生产的各类技术和制度相结合。第 14 章

同样讨论了“Agrodiversity”的概念，在这一章中 Rerkasem 和 Pinedo-

Vasquez 列举了一系列事例说明小农户怎样管理生物多样性，并解决出

现的问题，同时强调了事例的整合性、动态性和交融性。作者更新了对

传统知识和实践的看法，以更好地反映小农户生产的现状。  

生态系统的服务和价值

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为该系统提供了广泛的服务和产品（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2000）。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可以用经济术语来描述，

因为人类和社会受益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经济价值包括最近利用的

价值和其他价值（保险价值和探索价值）。总经济价值的概念包括了当

前使用价值、替代价值（保险价值加探查价值）、存在价值或人类对于

任何用途都不相关的现存资源的偏好等，这些被经济学家广泛用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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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物多样性的各种价值（Orians 等，1990 ；Pearce 和 Moran，1994 ；

Swanson，1996）。另外，生物多样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经常具有公共或

公共和私人混合的特性，由于没有进行贸易，这些产品的经济价值没有

通过市场价格来体现（Brown，1990）。例如，农民种植并收获的多类型

混合种子，将通过食物消费、出售或其他用途体现其私有价值。当这种

混合种子被认为是一种基因型时，其作物遗传多样性将对当地农民和其

他地区人们，带来当前和未来的公众利益（Smale，2005）。由于农民对

其田间作物品种的使用和管理可能会影响有潜在价值的等位基因的流

失，他们的选择会产生跨地区和跨代的结果。经济理论预测，一旦农业

生物多样性是有益的，农民将减少其生产以调节到社会最佳状况，因

此，非常有必要通过有关制度的干涉来缩小这一差距 （Sandler，1999）。

第 15 章，Johns 举例论证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多样化的

饮食、营养和健康。Gauchan、Smale （第 16 章） 和 Drucker （第 17 章）

通过案例介绍了作物和家畜多样性（包括种内和种间多样性）对农民的

价值，这些价值通常在市场价格分析时被忽略。事实上，很多作物和家

畜多样性的价值，是与作物改良和未来的适应潜力直接相关的，并和

生态系统服务如水土流失干预和病害控制有关。如第 16 章、第 17 章介

绍，社会的不同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其价值（Smale，2005）。第 16

章比较了遗传学家和农民的价值观，确定了影响农民是否持续种植水稻

当地品种的因素，而育种家和保护学家认为这些品种对于未来的适应性

和作物改良是非常重要的。第 17 章讨论了传统育种下降的原因是缺乏

传统育种的种质资源，而不是农民的纯收益。

尽管生物多样性提供食物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源于生物多样性

的其他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Ceroni 等， 第 18 章）。生物多样性和相关

生态系统价值的计算处于边际状态，只是评估了管理决策和其他人类措

施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或评估了来自小范围或地区的生态系统服

务。尽管目前有多种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方法，但只有生态系统产品

（或供应生态系统服务）被定期评估（Ceroni 等， 第 18 章）。而大多数

常规生态系统服务则没有被评估，主要是因为他们承担着公共服务的特

性，没有进入市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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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和农民管理之间的关系

尽管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理解还不太全面，但有

一些观点还是很确定的。首先是物种的组成比物种的绝对数量更重要。

从功能的角度看，功能体的多样化比物种的丰富度更重要（Brown 等， 

第 9 章），例如一系列有害生物的捕食者是害虫控制的有效手段（Wilby 

和 Thomas， 第 10 章）。其次，种内遗传多样性通过进化应对不断变

化的条件和农民的需求，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将有助于持续提供

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Brown 和 Hodgkin， 第 2 章；Sadiki 等， 第 3 章；

Hodgkin 等， 第 4 章；Hoffmann， 第 6 章；Halwart 和 Bartley， 第 7 章；

Jarvis 等， 第 11 章）。再次，在栖息地和景观水平上的多样性也是非常

重要的（Brookfield 和 Padoch， 第 13 章；Rerkasem 和 Pinedo-Vasquez， 

第 14 章）。在景观水平上的多样性包括植物多样性所需提供的作物授粉

者的多元饲用资源和巢穴，或为作物病害天敌提供的多元的食物来源

（Kevan 和 Wojcik， 第 8 章；Wilby 和 Thomas， 第 10 章）。

本书阐述了很多小规模管理案例，以探索适合在不适宜的环境条件

下或边缘化农业生产中通常发现的问题。具体环境条件是地形陡峭、贫

瘠、旱涝或偏远地区的小农户，那里仍然可以发现很多农业生物多样

性。在这种环境下，高水平的多样性管理可以成为农户、牧民和村社生

计管理的主要部分（Brookfi 和 Padoch，第 13 章；Rerkasem 和 Pinedo-

Vasquez， 第 14 章）。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以保证系统的适应性以应对突

变。小农户和其涉及的社会及生态环境经常会遭遇各种变化。当变化突

然发生时，那些适应性强的农户会有能力更新并重新组织生产，甚至可

以变得更兴旺（Folke 等，2002）。对失去调节力的系统，适应变化会非

常困难，一些小的变化就有可能损失惨重。由于没有能力应对这些危

险、压力和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和环境的突变都会威胁系统中小农

户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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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未来

普遍认为全球化和追求高农业生产力成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敌人，

绿色革命带来的杂交种子和技术的广泛传播、新的日常饮食和知识产权

保护法规、种子和新品种的发布、登记和审定，以及世界范围内对获取

种子的限定，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结

果并非是简单和线性的，现代技术和市场全球化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

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更关注农业系统的专业化和一致性，

由农田农业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服务，也被外在的投入如化肥、杀虫剂和

改良品种所替代。在农业和其他生态系统中，过度和不合理的利用经常

会降低生物多样性（也降低了将来的生产能力）。本书中很多章节建议

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这样既可以提高生产力又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们需要提高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各组分内在联系的认识，并了解可使各

种生产系统保持稳定、适应性强和高产的途径，并确定相应的管理措

施、技术和政策，以改善农业生物多样性，提高生产力，加强可持续生

计能力。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直接管理者，农民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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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可持续方式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全球农业目前面临

的最大挑战，目前公认保护植物遗传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既可以满足

短期的需求，也可获得长期的持续性。

生物多样性管理是复杂和综合的，包括多样性的各个层次（生态系

统、物种、基因和环境），并取决于各个学科（遗传学、耕作学、社会

学）。在这些学科中，遗传多样性本身是否需要特别关注？答案当然是

肯定的。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基因水平、原生境和可持续管理农业生物多样

性的知识框架，这一框架必须考虑其可保持性和可利用性。本章讨论了

在生产系统中保护植物遗传多样性，描述了遗传多样性的管理和有关行

动指标的制定，以及遗传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以下三类植物种构成了农田植物的多样性：

（1）为食物、纺织、燃料、饲料、木材、医药、装饰和其他用途种

植和收获的植物种。

（2）在自然环境下，为农业环境提供保护、遮阴和地下水调节的野

生物种。

（3）栽培种的野生近缘种，可以被杂交繁殖或有助于其同缘作物基

因库，可以和这些作物共同生存，有共同感染的作物病虫害，在饥荒的

时候可被食用。

在这三种类型中，本章着重于介绍第一类。

第 2 章	 评估、管理和保持农田作物的
	 遗传多样性

A. H. D. Brown      T. Hodg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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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的新视角

人类对植物遗传多样性的认识由来已久（Frankel 等，1995）。传统

上，农民已经管理、选择和利用了他们或家庭保持的植物种之间和之内

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形态学、生产性能、可靠性、质量和抗病性，还

包括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分子生物学时代，这一新

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用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探究遗传多样性的基础。本章扩

展了遗传多样性的新视角，并与作物农艺性状变化的研究相关联。

分子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来自 DNA 核苷酸线性序列的改变，即基因编码区域序

列的变化，或基因间 DNA 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基因副本的数量，一些

基因的连接或整个染色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被解读为蛋白质、基因

标记多态性、特异性和农艺性状的形态学变化，并最终转变为不同名称

的不同品种。

为了有效地管理多样性，我们需要明确和理解它的外延和分布。

变化评估的方法包括用形态学特征评估植物显性变化到利用分子遗传

标记。目前分子生物学中三种主要的方法为评估作物遗传多样性和管

理植物遗传资源开辟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主要包括：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系统发育和功能基因组学。由于其可以在大量的样品中获取

DNA 序列数据，因此成为主要的研究手段。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

表 2-1 总结了作物和其野生近缘种在 DNA 水平上对多样性的评

价，主要评估了各收集样品两个序列碱基对不同的概率。这一 DNA 的

评估是初步的，因为在种的水平上仍然缺乏种群的数据。多样性丰富度

统计 K 指数是多态点每个碱基对的平均数。均匀度统计指数 Q 指初步

反应杂合性。即比较两个随机序列 SNP 之间的碱基对的平均数。 

评估表明在 DNA 水平上存在着广泛的遗传多样性。评估着重于不

同基因组基因内和基因间的不同部分的多样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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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生大麦的醇脱氢酶体系中分子生物多样性的分析表明，在基

因组不重要的部分有 DNA 的额外堆积趋势。主要的醇脱氢酶（Adh1）

位点的多样性只有其次要 Adh2 位点的一半（表 2-1）。第三个位点

（Adh3）在野生大麦的主要连接中没有记载，表明其对大多数多样性功

能的表达不重要。在小麦栽培种样品中的多样性较低，表明了现代品种

高度选择的基因库对多样性的限制，同时也可能成为限制六倍体小麦起

源数量的主要瓶颈。 

表 2-1　最近的核苷酸多样性研究

　　品种　 　样品 　基因 K（bp）* Q（bp）*
每个（kb）

的顺序

玉米 a （Zea mays） 9 个新品种
16 个传统品种

21 loci 0.036 0.010 14.4

野生大麦 b （Hordeum 
spontaneum）

25 个广泛分布
的收集品

Adh1
Adh2
Adh3

0.01
0.02
0.06

0.003
0.005
0.015

1.4
2.0
1.8

面包小麦 c（Triticum
aestivum）

＜ 8 个品种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
 morphism
 probes

0.004 2.4

大豆 d（Glycine max）25 个基因型译码
Noncoding

115 loci 0.002
0.005

0.00053
0.00125

29
48

资 料 来 源：aTenaillon 等 （2001），bLin 等 （2002），cBryan 等 （1999），dZhu 等 

（2003）。多样性丰富度统计 K 指数是多态点每个碱基对的平均数。均匀度统计反应

杂合性。

育种体系非常关键，Charlesworth 和 Pannell （2001）回顾了近来对

自然植物种群分子多样性的评估，并强调了育种体系的重要性。表 2-1

给出了一些玉米数据并同小麦和野生大麦的评估做了比较，如预期的一

样，玉米至少有 2 倍的近亲繁殖价值。远缘繁殖种和近缘繁殖种在种群

水平上的差异比种的差异更明显。

很多核苷酸序列多样性将不会被功能表达，主要问题是它们在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因此选择中度多样性，在评估个体、

种和种群之间的关系、确定种群规模发展的限制因子、汇编基因流、基

因重组、种子供应和品种鉴定中是非常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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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和融合

越来越多的 DNA 序列数据和从群落中获取序列样品的能力，将会

有助于多样性序列分析中更准确分析系统的发育和进化时间 （Clegg ，

1997），一旦这项技术普及化，在追踪基因和种群的时间变动方面是非

常理想的。这将有助于改进保护决策，发展核心材料收集，搜索新抗性

基因的特性，选择植物育种所需的父母本。

例如，大约 300 万年前，野生大麦样品在 Adh3 位点等位基因的系统

发育将收集到的材料分离为两个不同的谱系 （Lin 等，2002）。一组聚类

种群来自于新月沃地的北部和西部（以色列、约旦、土耳其、叙利亚和

伊拉克），另一聚类部分重叠和向东延伸（伊拉克、伊朗、土库曼斯坦和

阿富汗）。这一结果揭示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分化是否适用于基因组的

其他部分，这两个 Adh3 的基因谱如何融合到栽培大麦的基因库中。

分子系统发育也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Brown 和 Brubaker，2000）。在多年生大豆亚属中，其种是大豆的野生

近缘种，基于叶绿体序列的单核基因和多核基因的系统发育学对了解物

种关系和多倍体起源谱系开辟了新的视角。多样性差异评估可以用来评

估自然保护区协作网的有效性，保护区保护整个亚属基因库，如评估农

田多样性，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开展差异评估。

功能基因组学

物种中如此多的核苷酸多样性，位于基因组的未表达部分，我们将

如何获取这小部分具有重要功能的遗传多样性？基因组学领域的生物芯

片技术提供了新方法（Aharoni 和 Vorst，2001 ；Peacock 和 Chaudhury， 

2002）。基因组学是研究有机体中的所有基因。生物芯片（ DNA 芯片）

使我们能够了解植物基因组的空间阵列。例如，拟南芥基因组在一个显

微镜幻灯片上可容纳 10 万个液滴，可以被多次复制和用作参考阵列。

参考阵列可以从两个对照来源中筛选两名信使 RNA。这一方法可

以有效地比较和区分对特殊压力有反应的基因，对压力有抗性和敏感基

因型的不同表达来源于对照区的基因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调控指标序列

或来源于结构基因本身的不同。拟南芥中，显著重叠发生在基因对各种

不同压力的表达上（E. Klok 和 E. Dennis，个人观点，2003）。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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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34 个基因的表达随缺氧和受伤有所改变，5 个基因对所有三种抗性

（缺氧、受伤和干旱）都有反应。确定了拟南芥中的这些基因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在作物中筛选适应性强的种群。因此，基因

组方法和生物芯片的应用可以将 DNA 水平表达的差异与适应性差异相

结合。

地方品种的适应性

芯片技术是一种新的有前景的方法，可揭示在分子水平上重要种群

遗传多样性的适应性变化，尽管还需要大规模试验，但已经清楚表明地

方品种是适应性变种的源泉。Teshome 等 （2001）综述了谷物和豆类地

方品种在其原产地中心的变异（表 2-2）。综述涉及影响传统栽培种遗

传多样性和种群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包括人类、生物和非生物因素。

有许多报告阐述了利用遗传标记或形态评价变异。但是，分析其多样性

的功能和关键因素的研究却较少。此外，大多数的研究着重于种群之间

的差异，但很少侧重于单个种群内部的差异。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地品种具有适应特殊环境的功能，这是多样性的主

要源泉，通过生物芯片技术可进一步确定。

表 2-2　同功酶、DNA 多态性和形态鉴定研究谷物及豆类

当地品种之间不同的研究报告数量

各种多样性因子 遗传标记 形态鉴定

不同水平的地理差异（国家、地区和当地） 12 19

生物交互作用（病虫害） 0 7

非生物因素

（海拔、气候、土壤和土地面积） 7 14

极端非生物压力

（水涝、干旱、热、冷、盐化） 2 8

农民的选择标准 1 3

总共 42 个种群 31 个基因库样本 22 51

资料来源： Teshome 等 （2001）。

本地品种的适应性的近期研究，主要是通过原种群的新鲜样品，而

非基因库保存的材料，Weltzien 和 Fischbeck（1990）证明了野生大麦品

种在极端环境中的优异表现。为了确定影响高粱当地品种多样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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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Teshome 等（1999）研究埃塞俄比亚北方 Shewa 和南方 Welo

的样本。系统抽样的 200 多个田块，发现 64 个农民命名的品种，平均

每块田 10 个不同的本地品种。在这个例子中，每块田都是本地品种的

混栽， 每一个命名的本地品种构成了一个遗传多样性单元。遗传统计通

过形态型频率很容易计算出丰富度和均匀度。关于当地品种丰富度和田

间水平的一系列变量的多元回归发现，在中等海拔、土壤低 pH 值和低

黏粒条件下，农民使用更多的选择标准来选择得到的本地品种存在较高

的多样性。第 4 章的案例研究将证明这种适应性， 除了评估 DNA 多样

性及其格局，对形态特征和种群在良好和不利的环境下表现的研究似乎

是世界性的（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研究），这一

技术是连接分子和形态多样性的桥梁。如果囊括异型酶研究，有大量有

关植物种群关系的文献，由于涉及广泛这里将不再详述。但有关作物本

地品种的研究却非常少。目前对 DNA 序列数据取样的规模和强度与形

态学研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测定收集材料的标记和特性之间连接

的不均衡性有所改善（Rafalski，2002）。

分子和形态学的信息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其适应性以及环境和人类管

理的相互作用。通过 DNA 序列数据可以了解进化的过程，包括种群的

大小、联系、共同的祖先和重组，这些适应特性有助于通过作物改良满

足农民的需求。 

遗传多样性原生境管理指标

农田遗传多样性监测需要一系列指标。指标是一个显著的物理、化

学、生物、社会和经济变量，可用来估测确定的管理目标。表 2-3 列

出用于监测和管理农业生物多样性原生境管理的两组建议指标，包括

栽培和野生物种，并增加了原生境和异生境管理联系的指标（Brown 和 

Brubaker，2002）。第一组是人类培育的植物，包括驯化的依赖于人类

生存的和农民直接使用的野生物种，例如，作为传统医药和其他文化用

途的植物。第二组是在自然农业生态系统生长但没有直接使用的其他植

物［我们不考虑异生境管理指标，这些指标在其他地方讨论（Brown 和 

Brubaker，2002）］，这里的重点是原生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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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用于监测的指标

建议指标 有效性说明 最低适用水平
和较高水平

结合 *

驯化植物和可收获的野生种

独特的本地品种和收获

的野生种群的数量，频

度 

名称可信吗？随时间和空

间特定的本地品种遗传性

如何变化

田块 ++

每种作物的环境变化 遗传多样性和生物、非生

物的环境多样性相关吗？

在什么水平上？发生和生

产力之间的关系

地区 ++

农民管理和选择标准的

数量，持久性和演变

是否是多元选择标准和多

元利用导致遗传多样性

农田 +

传统知识的安全性 多样性和知识的联系在什

么水平上

行政地区 -

野生物种和作物近缘种

覆盖环境区域的指定地

区的物种

特定地区相关的地理区

域，管理和利益共享政策

自然资源

行政区域

+

种群数量和大小 种群的大小和持久性有怎

样的相关联系，最小的生

存量是多少？ 

集合种群 ++

遗传多样性， 种群变化

和分布

遗传信息和策略之间的联

系

种群 ++

原生境和异生境活动之间的联系

原生境脆弱种群的异生

境备份样品，顽拗型物

种的异生境保存

样品量，补充和利用策略 个体收集 ++

异生境机构和农村社区

的相互联系

信息和种子交换指南， 

利益共享，技术转让
国家项目 -

 * 资料来源：修改自 Brown 和 Brubaker（2002）。

 * 参考是否通过合理平均， 较高水平的指标（比如村级水平）可以来自较低水平

的数值（例如农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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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植物和可收获的野生物种

Brown 和 Brubaker （2002）提出了用每个地区的一些特殊本地品种

作为主要指标，并结合一些普遍性评价，或这些地点在本地区具有普遍

性，虽然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但根据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原生境

的经验在数据整合上存在一些实际困难。科学家们所关注的本地品种的

命名：他们在不同的作物种和不同文化之间有何差异，在相同的时间和

地点不同村庄的名字相同的本地品种种群之间有何差异。一定的不精确

性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允许一些误差。Teshome 等 （1999） 分析埃塞俄

比亚农民对当地高粱品种的认识（Sadiki 等；第 3 章），摩洛哥蚕豆本

地品种的认识表明传统知识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农民了解、认识和命

名的作物多样性对其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合适的基础信息，传统本地品种所占面积的百分比，可以成

为该地区农田多样性改变的重要指标。通过调查单个本地品种出现和

频度也可以获得大量数据。当然可以将这些变量合并到总结的方法中。

例如， 在尼泊尔按照出现频度（在几个或很多田块中出现）和种植面积

（大面积种植或小田块或花园中种植）将水稻本地品种简单地分为四类。

表 2-4 正是按照有可能比较的三个地区（在本例中，中等的 Kaskidi 地

区有较高比例的稀缺、受限的本地品种），根据其变化趋势，评估每一

地区脆弱性、利用模式、保存策略和参与式育种方法的不同。

表 2-4　尼泊尔三个原生境地区水稻本地品种的数量和分布

项目
Bara 地区

（80m 海拔）

Kaski 地区（650~

1 200m 海拔）

Jumla 地区（2 200~

3 000m 海拔）

每个本地品种的平均面积（hm2） 0.95 1.17 0.91

本地品种的总数 33 63 23

本地品种种类

大面积， 很多家庭拥有 9 9 4

大面积， 很少家庭拥有 2 3 0

小面积， 很多家庭拥有 3 3 3

小面积， 很少家庭拥有 19 48 16

资料来源：Joshi 等，Jarvis 等（2000: 83~8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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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燃料和其他收获或放牧物种为野生资源，统计其种群数量和

大小非常必要。有当地社区直接实施保存计划保护这些植物。因此，在

紧急时期直接需要将导致其过度利用。在制定保存战略和用这些指标评

估时，应当关注高价值的、被忽视或未被利用种群数量的下降。

在理论上，种群规模应与基因型丰富度相关：大的种群或更大的

样本应包括更多的基因型。如果这一联系是普遍的，那么规模种植（作

物）地区就可以快速平衡该地的丰富度，而通常该地区不可能进行遗传

考察。

进一步描述本地品种的分布，还包括考虑与之相关的气候、地形、

土壤，综合评估环境的多样性，例如将这些指标应用于自然植被的水土

流失，绘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澳大利亚谷物带增加导致的土壤流失的地

图。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 （Guarino 等，2002 ）也可以估计多样性

模式，监测本地品种的变化，有用的野生种种群分布和规模的变化，以

确定是否特定的栖息地正在失去多样性。

这些资料将有助于研究环境变化和遗传多样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

系并非非常直观，应该是作为一个研究重点。正如 Teshome 等 （2001）指

出，一个本地品种可能在许多不同的环境或许多种生态环境中具有高度

适应性和好的产量，它的广泛利用可能是农民在了解其表现的基础上做

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缺乏其他品种。如本地品种明显缺乏，

则适应性广的种群有巨大的价值。如果将该地区本地品种的地理信息系

统数据和表现相联系，结果应当更可信。例如，如果选择了在条件严酷

地区生长季节的早期绘制本地作物品种的分布图，但后来作物种植失败

了，那么早期绘制的分布图将不能成为其在该地区可持续存在的证据。

如前所述，调查农民选择的基础是了解多样性如何被保护的最佳

途径。用途是选择的主要动因，种植这些本地品种的目的在农民和年

份之间会有很大的变化。Taba’s （1997）的调查显示，在阿根廷，一些

农民种植了 16 种本地玉米品种中的 13 种主要是生产谷物（表 2-5） ，

但是其他人种植同样 13 个品种和 3 个额外的品种，有 31 种主要用途，

24 种次级用途和 13 种第三用途。总体而言，这些多元化用途表明一个

多样化选择的多元生态环境（Multiniche）模型，促进了适应的多元化

（Crow 和 Kimura，1970 ：262 ；Gillespie，1998 ：71）。除了不同利用方

式外，我们还可以加入农民由于特定环境因素而选择的基因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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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应对农田各种胁迫的品种，如水涝）。

问题是系列作物本地品种的多元利用本身并不能保证选择的多元

化。例如， 如果一个特殊新品种有很多好的用处， 它就会被广泛种植，

并促进更多的其他特殊类型的推出。然而用于衡量多种用途的统计价

值的总体快速下降可成为多样性选择丧失的一个信号，即多样性丧失

的前奏。

表 2-5　各国种植的玉米本地品种的不同用途， 

包括：主要、次要、第三用途和厨房用途

国家
本地品种的

数量

用于谷物的

数量

例外特别的主要

用途

次要

用途

第三

用途

阿根廷 16 13 31 24 13

玻利维亚 42 All 8 10 2

智利 13 3 5 4 2

墨西哥 12 All 5 11 3

资料来源：Taba （1997）归纳。

很明显，简单的计数不同的选择标准是非常表观的，探讨农民做选

择的各种原因和实际的遗传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已经

可以在本地品种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探讨。 

最终，如果能建立一种机制来有效防止传统知识的丧失，并分享其

他地区挖掘多样性的经验，将会有效地保持农田遗传多样性，也需要利

用各种方式来确定什么传统知识需要被保留和由谁来保持，这些方法可

提供保护传统知识的基础性指标。但影响传统知识的过程却难以衡量，

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开始涉足这些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决定品种多

样性和将来这些品种在别处产生可能得到收益的时间间隔，今天的利益

来自昨天的决定，这成为促进多样性种植的唯一的一个薄弱动力。该原

因使得这一指标可能也适用于国家或地区水平。

农业地区的野生种和作物近缘种

在之前讨论了管理农田多样性的栽培物种指标， 本章的开头指出，

管理农业生物多样性也应包含野生种。当农业措施直接导致野生栖息地

的丧失时，就存在一定的生态联系。 野生近缘种通常是农民田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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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作物和其近缘种共享昆虫、微生物、病害和虫害，导致非常复杂

的共同进化关系。另外，野生近缘种也可作为有用基因的源泉（Jarvis 

和 Hodgkin，1999）。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资源保护扩展到农业系统中

的野生种。事实上，野生种也是生产系统严重改变的指示物，因此研究

野生物种的遗传管理是必要的。

在农业地区监测野生植物种类的状况是一种挑战，主要问题包括是

否优先考虑某些物种，保护区或不适于农业地区的种群是否可以弥补弱

势或濒临灭绝的农田种群。Brown 和 Brubaker （2002）指出，由于野生

作物近缘种可以作为标识，因此可以作为重点考虑的优先物种，他们

和相关作物为同一病虫害的寄主。在农田边上的这些近缘种的未来种

群非常脆弱，农民需要刻意地保护他们。可能发现某些作物如玉米的

野生祖先，但不大可能涉及更多的远亲。这些野生种群较难进行保护，

必须在特定的野生种群保护区实行（如墨西哥的塞拉利昂日 Sierra de 

Manantlan 生物圈保护区，指定保护二倍体多年生玉米，同时也作为一

个生产区管理）。

保护组织正在收集濒危物种状况的数据，可以提取广泛的与作物有

关的物种信息。例如，Brown 和 Brubaker （2002）总结了澳大利亚本地

作物野生物种的保护状况。这份清单有两个主要特点：超过一半有风险

的作物物种被列为很难评估其状况，只有约 20％有风险的作物近缘种

在保护区。需要制定政府保护政策以改善这一状况。然而，分布地域如

此广泛的物种名单也只能为潜在地区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述，但还不能提

供一些详细的说明，即这些物种为何不稳定或保护区是否充分代表了这

些物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农业管理体系和农村耕作制度进行解释（例

如，采用的耕作方法及除草剂的使用是否威胁到了野生近缘种种群，农

民是否可以得益于这些种群）。广泛指标本身存在不精确和不易改变性，

可通过国家规划来完善这些统计数值，但仍有可能忽略由于农村栖息地

失去而导致的遗传丧失。

正如栽培种，种群的数量和规模分布名录是一个精确的数值，和物

种存在度相比，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记录，因此更能揭示其变化趋势。

Rocha 等（2002）提供了关于哥斯达黎加利马豆野生种群的详尽记录，

稀有和濒危物种可以遵循这一方法，这一点在关于该物种种群的生物学

文献中非常明显。这些数据可能掩盖以下问题：种群的规模是如何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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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田地的持久性相关？以及它如何与遗传多样性相关？我们如何评估所

需的最低规模、种群数量和分布？与相似物种的结合可能是很直接的，

但多年生木本植物的数量和规模是如何和一些短命的植物相关的？种子

库的动态也需进行监测。

目前正在使用新的分子学方法，以及对病害抗性和逆境耐受能力

测试，来研究野生近缘种的种群遗传结构。这些数据可以用来推断的

多样性比例（等位基因丰富度或杂合性），这些多样性可被不同策略所

保留或随时间和趋势而变。更基础的是他们可以揭示遗传系统的主要

特性，如隐秘多倍体、育种体系的变化，或紫菀自交不亲和（Rutidosis 

leptorrhynchoides）基因的缺失 （Young 等，2000），其种群规模本身也

许不能显示。而且，在主要是自体受精和单性生殖的情况下， 种群的多

态性是不相同的。最新发现，广泛分布的群落比在起源中心的种群变异

小，在乡村景观背景下，作为比较对生物和非生物压力响应的共同点，

对农田野生近缘种群的遗传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 

原生境和异生境保护的联系

原生境保护和遗传资源利用的项目将融入异生境保护行动， 如果遗

传资源在田间要抵御动荡和波动的话，需要两者的极端例子如战争等大

的灾害，将导致原生境品种或基因库样品的活力的丧失。 因此需要监

测原生境（农田）和异生境（大基因库）之间的联系并制定行动方案。

问题是这些活动如何相关联，以及需要什么样的附加指标来评估多样性

维持的进展。

可以评估需要补充的样品， 一旦原生境种群受到威胁，哪部分的样

品在异生境收集品中有备份。同样，样本是顽拗型种子，迅速失去活

力，或繁殖成本高，有多少被原生境安全保存了？

应当制订合作计划以推动研究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合作。长此以往，

这些联系必然会加强， 制定信息和技术交换机制，制定种子交换和利益

共享计划将巩固这些联系。

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的机遇

我们对农户田地原生境保护相关影响因素的理解越深，越有利于我

们的监测和管理。图 2-1 绘制了研究与发展相关的关键因素。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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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利用影响农田多样性的进化因素，两个中间的方块表示在种群遗

传结构水平上影响原生境的进化力。左边是影响种群的非选择性因素

（如种群规模和波动、迁徙、交配制度和重组）和相应采取的行动；右

边是和遗传功能相关的选择性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农民的选择）。这

样的分类有些随意性，因为选择这一适应进化的主要方式将通过不同的

存活、繁殖和重组等实现。然而，分类可以帮助制定研究和管理的方

法，并展示它们的关系。

图 2-1　和种群遗传相关的研究和发展机会

研究重点（左上方和右上方）， 管理和发展方法（左下方和右下方），

 关注影响农田多样性的两组因素

研究计划被列入上方的两个圆框，根据不同因素的作用和他们导致

的遗传变异分类， 在左上方的种群因素里，研究的数据涉及种群的数量

和标记基因的频率。相关的发展行动列入下方的圆框里（如种子供应系

统， 本地品种推广计划），有一些计划试图计算种群数量和基因流中有

研究

 监测种群的数量和规模

 种群的遗传分析

 基因检测行动

 生物和非生物压力检测

 农民的多样化标准

 利用调查

 种群数量改变

 迁徙和基因流

 交配系统

 种子供应

 推广本地品种

 利益共享

 协作网

 参与植物育种和品种测试

 田间多样化布局

 相互信息流

 适应性变化

发展



24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害的变化。这些行动的经验可以用来指导今后的研究。

右半边图着重于适应性变化和本地种群的功能多样性，研究策略包

括分析微序列基因， 检测种质资源对生物和非生物压力的反应。推动多

样性的发展行动包括参与品种检测、植物育种、改善田间的多样性配置

和信息技术流， 最终改善农民的选择。因为其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广泛存

在，区分这两种因素和相关的活动也许有些牵强。例如，成功的参与育

种计划促进了本地品种的推广、利益共享、种子供应和推广自己的产品

（例如，在印度西北部水稻品种 Kalinga Ⅲ的推广，1999 年由 Witcombe 

等分析）。然而，当我们考虑这些行动如何影响多样性时，应当根据其

是通过种群结构影响整个基因组的多样性，还是通过计划选择影响特殊

基因进行分类。  

发展计划如何指导未来的研究？一个案例是参与式育种如何影响农

田的多样性。重要的问题是参与式育种是否增加或减少了多样性，但

到目前为止相关的数据很少。在尼泊尔水稻品种的早期研究（Sthapit 和 

Joshi，1998） 表明通过参与式育种使位于高海拔气候严酷地区的本地品

种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项结果具有普遍性，包括对当地农业生

物多样性和其他管理及检测的间接影响。

多用途利用是一个共知的可以提高当地品种多样性保存的主要因

素。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大豆（Teshome 等，1999）和拉丁美洲的玉米的

很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Taba，1997） （表 2-5）。多样性的利用因此也

成为研究和文献的主题。传统知识可以推动多样化的选择计划，促进不

同的利用选择，这可以成为分子遗传研究多样性特性的基础。

结论

遗传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重点，是我们努力保存的珍贵

资源。尽管在农业系统中的测定很复杂，但我们必须了解是否可以有效

降低、改进遗传侵蚀。

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种群结构方面，可以用基

因标记监测并探明其历史和揭示系统的健康；在功能方面，提供适应多

变和极端的环境变化，并提供适应未来需要的原材料。

我们不能认为遗传多样性是一个无定性的、无差别的和有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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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我们必须确定这些变化。如何考虑利用农田保护应对改变，什

么样的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这种变化（侵蚀和丧失），这一指标可以作

为农田动态变化的一个特性。对遗传多样性管理的监测指标可以追踪种

群的遗传结构和功能多样性。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的综合过程，目前着重于一个生态系

统过程，可以延伸包括人类村社的变革。一些方法可以概略地解释遗传侵

蚀和物种濒危。尽管可以检验这一预测：发展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将自

动阻止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和保持未被利用的物种，但仍有一些研究者对为

什么追踪遗传多样性有疑问，用现代分子技术详细地揭示我们的遗传资

源是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章试图阐明保存植物遗传资源的任务和建议

我们怎样监测进展，以取得较好的保存结果。保存战略应当涉及种植和

收获的物种，以及在生态系统中的野生物种。在很多案例中， 受到特别关

注的野生物种是作物的进化近缘种。 SNPs 的最新数据强调在遗传水平多

样性的范围和物种间的区别。对遗传多样性的评估，以及不同时间和农

田的变化模式的探讨逐渐增加，也容易获取关键指标。从认识和命名本

地品种到关注农民的选择标准，再到了解种群变异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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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通常按照品种特性和用途为其使用的传统品种或地方品种命

名。Harlan （1975）讨论了如何从形态上识别农民已经命名的地方品

种，不同地方品种的土壤适应类型、结实期、成熟期、植株高度、营养

价值、用途和其他特性都有差异。许多研究都是有关农民如何根据他

们种植作物的农艺—形态学性状、生态适应性、品质和利用特点，来

识别和命名这些作物种群（Boster，1985 ；Quiros 等，1990 ；Bellon 和

Brush，1994 ；Teshome 等，1997 ；Schneider， 1999 ；Soleri 和 Cleveland， 

2001）。然而，与大量文献中研究农民如何给他们种植的品种定名相比

较，农民之间及村落之间确定这些品种名称以及对其性状特性描述是否

具有一致标准的研究较少，且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甚至很少有研究关

注，农民实际管理的多样性是否有特殊名称，且不同农民之间是否有可

比性（Jarvis 等，2000）。

地方品种名称是否可以作为评估当地农场作物多样性的基础，最近

有些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调查。此外，问题还在于品种名称是否

可以作为鉴定农民管理多样性的单位。这些可以鉴定的农民多样性管理

单元是否在农艺形态学、生物化学或分子水平上具有明显的遗传差异和

遗传上可以鉴定的种群形态，这些特性是确保获得有价值的多样性。如

果农民命名的品种在遗传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品种名称作为鉴定和量

化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工具将非常有限。相反，如果农民命名的品种

具有明显的遗传差异，在品种名称基础上形成的取样方法就可以用于评

价农田的多样性，在品种间也可建立遗传关系。另外，具有相似名称的

第 3 章	 品种名称——农业生态系统中作物
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的切入点

M. Sadiki D. Jarvis D. Rijal  J. Bajracharya
N. N. Hue T. C. Camacho-Villa  L. A. Burgos-May
M. Sawadogo D. Balma D. Lope  L. Arias
  I. Mar  D. Karamura D. Williams
 J. L. Chavez-Servia  B . Sthapit V. R. 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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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品种也可能具有独特的信息，因而会对多样性的使用和保存有帮

助，但是由于该品种与其他品种的名称相同而可能被丢弃，其蕴涵的多

样性就可能丧失。

品种名称在社区和地域间的分布为整个景观多样性评估提供了原始

数据。多样性水平从一个地方品种到另一个地方品种可能变化剧烈。在

一定的种群或景观中，通过鉴定品种或特性的稀有性或普通性，可以帮

助我们理解整个农业景观的多样性分布。农民对他们管理的生产空间的

理解会影响多样性分布格局。如果多样性可以满足农民对农业发展的需

求，那么确定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将非常重要。这包括确定地方作物品种

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对环境胁迫的适应性。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在这些区

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Brown 和 Hodgkin 在第 2 章，讨论了近来量化农田多样性的分子进

展。本章提出的主要是经验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比较农民田间品种与

实验室遗传研究的差异性和一致性，评价农田保持本土作物品种的作用。

名称作为多样性鉴定的一个指标

农民利用许多表型特征来鉴定和选择他们的品种。这些形态学指标

非常广泛，且通常与作物的遗传修饰相关。农民用这些形态学指标来区

别和命名品种，也常是农民选择种植作物的基础。评价农田中的作物多

样性非常重要，它可以确定农民按照农艺学性状进行品种鉴定和品种选

择的方法是否有效，农民依此标准确定品种名称的有效性。多样性的鉴

定及评价还作为依据来评价品种特性、挑选下一代的种子或繁殖体特

性。例如，农民可能根据玉米的颜色、叶形、原产地、烹调质量价值

等特征，选择系谱纯度高的种子来确定品种名称。在尼泊尔的 Begnas，

有关芋头的工作（表 3-1）表明，文献中名称的含义与农民利用性状指

标确定的芋头（Colocasia esculenta）品种名之间的差异很大。对农户的

调查发现农民使用至少 15 个性状指标来区分不同的芋头品种。

在 匈 牙 利，Mar 和 Holly （2000） 报 告 了 农 民 对 当 地 普 通 豆 品

种 的 命 名 与 其 作 物 农 艺 — 生 态 学 性 状 的 相 关 性， 尤 其 是 种 子 颜

色（ 如 Fehérbab= 白 色 豆 子，Feketebab= 黑 色 豆 子， Barnabab= 褐 色

豆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与这些地方品种的传统用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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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yecskebab）。墨西哥 Yucatán 农民开展的命名和管理玉米品种的研

究发现，生活史是区别不同玉米品种的首要特征，其次是玉米果穗和种

子的形状及颜色。用于区别种群内不同品种的主要特性是总苞形状、植

株高度和籽粒大小。总苞形状作为区别种群的特征之一，其级别相当

高，因为总苞能保护籽粒在贮藏过程中免受病害侵袭。具有大果穗的改

良品种，其果穗外的总苞不够大，因此限制了该品种在此地区被农民认

可 的 程 度（ 表 3-2 ；Arias 等，2000 ； Chavez- Servia 等，2000 ；Arias，

2004 ； Burgos-May 等，2004 ；Latournerie Moreno 等，2005）。

乌干达农民利用香蕉品种在当地表达出的特征特性给香蕉品种定

名，这对他们和其他消费者都是很重要的特征。Karamura （2004）用对

农民和消费者都很重要的特征，将高地香蕉无性繁殖系按照其特点的相

似性分成五类。例如，一个无性系类属于匍匐萌条丰富，成熟快，果肉

质地柔软；另外一个无性繁殖类则是萌条数量少、生长速度慢，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成熟且果肉质地坚硬。农民用来确定品种名称的那些特征，

尤其是在当地能表达的特征，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一致性程度高。对

农民和消费者都很重要的特征是在长期试验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实践

中在多个世代中选择性状相似的个体进行繁殖。在墨西哥对玉米和蚕豆

的研究表明：农民强调的用于区别品种内不同种群间的特性，与区别不

同品种间的特性有差异。对玉米和蚕豆来讲，形态学特性是区别品种间

差异的重要性状；反之，区分单一地方品种内种群间的差异，通常使用

适应性和用途特性 （表 3-3 ；Cazarez-Sanchez，2004 ；Cazarez- Sanchez 

和 Duch-Gary，2004，有关玉米地方品种的营养和自然特性及其与特殊

烹调特性的关系）。饶有兴趣的是，尽管在墨西哥，生长期仅用于品种

内种群差异的鉴定，但是早熟性或收获时间对于鉴定 Yucatán 地区的玉

米品种尤为重要，因为在当地生长周期短的品种对于躲避干旱期有重要

意义。

同村的农民对同一品种可能会有相同的称呼，但是随着空间尺度的

增大，这些名称将会与下一个村庄农民确定的名称不再保持一致。来自

埃塞俄比亚的证据表明，同一品种具有不同的名称，反映了不同的农民

或社区强调的品种品质特征不同。有关埃塞俄比亚硬质小麦的一个例

子，说明一些村庄将一个品种称作“白色”，而在另一个村庄同一品种

被称作“早熟”（Tanto，2001）。Tesfaye 和 Ludders （2003）发现，在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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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俄比亚，以无性系繁殖为主的香蕉同样有上述情况出现，即一些地方

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名称不同。

甚至在一个村庄内部，不同的农民对于同一作物品种也有不同

的叫法。Sawadogo 等 （2005）在布基纳法索研究了关于高粱品种（表

3-4）在不同生态环境内农民名称的一致性。品种名称与植物形态

特点（高度、形状、颜色、谷物大小、颜色和颖果颖片开口）、农艺

性状（生活史、开花期等）、环境适应性（抗旱性，对病、虫和鸟害

抗性，土壤适应性）和用途（鲜食、烹饪质量和口味）等特性相联

系。同一村庄或社区内品种名称的特定差异也反映了品种命名的语言

差异。例如在土伦，品种 Pokmiugu 在 Thiougou 被称为 Pokmiugu，而

在 Tougouri 被称为 Bmiugu。 Pok 是 fiba，在摩尔的意思是颖片， 因此 

Bmiugu 就是 Pokmiugu。一些品种（Kurbuli 和 Gambré） 仅在一个地区

使用且被农民认识，虽然品种 Zuwoko 和 Defibmiugu 仅在一个生态环境

中被发现或使用，但是其他地区的农民却用三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它

（Pokmiugu、Anigpelega 和 Fibmiugu）。

表 3-3　比较在摩洛哥农民鉴别蚕豆和在墨西哥 Yucatán 农民鉴别玉米品种间及

品种内使用的一些特性

类别

形态学

 　（蚕豆）   　（蚕豆）　（玉米）

生长 

周期
适应性 用途

荚
果
形
状
、

长
度
和
形
态

种
子
颜
色

种
子
大
小

叶
片
形
状

苞
皮
厚
度

收
获
时
间

抗
旱
性

日
光
抗
性

或
容
量
度

烹
饪
难
易

玉
米
籽
实

剥
离
难
易

蚕豆

品种间差异 X X X

品种内差异

（种子批间）
X X X X

玉米

品种间差异 X X X X

品种内差异

（种子批间）
X X X X X

资料来源：Arias 等（2000）； Sadiki 等（2001）； Morales-Valderrama 和 Qui ones-Vega 

（2000）。X 代表有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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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性状作为多样性的指标

评价农田作物遗传多样性水平可以为多样性保存数量和类型等方面

提供不同的信息。通过计算被命名品种的数量来评价特定时间和空间尺

度上品种的丰富度，这种方法已经为许多作物农场水平上的多样性保持

提供了依据，包括马铃薯（Quiros 等，1990 ；Brush 等，1995 ；Zimmerer，

2003）、 玉 米（Bellon 和 Taylor，1993 ；Bellon 和 Brush， 1994 ；Louette

等，1997）、豆类（Martin 和 Adams，1987 ；Voss，1992）、木薯（Boster，

1985）和高粱（Teshome 等，1997 ；第 2 章）等。然而，仍然存在的问

题是：使用当地作物品种名称是否能恰当地估计当地作物品种的多样性，

因为农民在定名和描述当地作物品种时可能并不一致（Jarvis 等，2004）。

在摩洛哥，Sadiki 等 （2001， 2002）指出，不同村庄的农民使用不

同的名称对同一批蚕豆品种的种子及荚果特性命名。在摩洛哥北部 3 个

省的 5 个社区中，15 个村庄的农田收集了 185 份蚕豆种子样品。这 185

份随机取样的蚕豆种子样品，收集信息包括：185 份样品的名称以及农

表 3-4　布基纳法索农民当地对高粱品种名称的一致性

品种的

最普通名称

该品种广泛种植生态环境中农

民对普通名称的识别率（%）

1~2 个生态环境中农民命名的其他

名称的百分率（%）

名称 1
地点 Thiougou

（6 个村子）

地点 Tougouri

（6 个村子）
名称 2 名称 3 名称 4

Kurbuli 100 5.55 0 0 0

Zugilga 0 100 33.34 0 0

Zuwoko 72.22 0 77.8 27.77 22.22

Fibmiugu 83.4 0 77.8 22.22 16.66

Z. fibsablega 100 16.70 83.4 0 0

Gambré 100 0 0 0 0

Z. wabugu 0 94.44 100 5.55 0

Balingpelga 0 100 100 0 0

Pokmiugu 5.55 77.8 94.44 22.22 0

Pisyobe 0 50 27.77 22.22 0

Zuzeda 0 72.22 27.77 22.22 0

资料来源：Sawadogo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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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要描述性状。要求农民列出他们知道的蚕豆地方品种的名称和生

长特点，同时列出每个栽培品种的特点及农民认为的品种的不同点。主

要是利用农民对同一蚕豆品种名称和性状的识别，评价了农民对地方蚕

豆品种命名的一致性。

表 3-5a 表明一些品种有不同的名称，例如 foul sbaï lahmar， foul 

表 3-5a　摩洛哥农民田间调查确定的蚕豆品种名称及引用的描述，

包括他们所了解和种植的类型

品种名称　　　
品种
代码

荚果
长度

每荚果
种子数

种子大小
（mg/ 种子粒）

种子
颜色

种子
形状

Foul sbaï labiade A 长 7 大（>1.5） 浅黄 扁平

Foul sbaï  lahmar B 长 6~7 大 褐色 扁平

Foul roumi C 长 6~7 大 褐色 扁平

Lakbir  lahmar D 长 6~7 大 褐色 扁平

R’baï  labiade E 中 4~5 大 浅黄 扁平

R’baï laghlid lahmar F 中 4~5 大 褐色 扁平

Khmassi laghlide khdar G 中 4~5 大 绿色 扁平

Foul beldi lou l’khal H 中 4~5 大 紫色 扁平

T’lati laghlide beldi I 中 3 大 深褐色 扁平

Beldi moutouassate labiade J 短 4~5
中

（0.8~1.5）
浅黄 扁平

Foul beldi aadi K 中 4~5 中 浅黄 扁平

Moutouas-sate labiade L 中 4~5 中 浅黄 圆柱

Foul lahmar
 moutouassate

M 中 4~5 中 浅黄 扁平

Foul moutouassate 
 lou l’khal

N 中 4~5 中 紫色 圆柱

Moutouas-sate labiade O 中 4~5 中 褐色 圆柱

Beldi moutouassate lakhdar P 中 4~5 中 绿色 扁平

Beldi (A) Q 短 3 中 浅灰 扁平

Beldi (B) R 短 3 中 浅灰 圆柱

Beldi (C) S 短 3 中 紫色 扁平

Foul r’guigue lahmar T 短 3 小（<0.8） 褐色 圆柱

Filt labiade U 短 3  小 浅灰 圆柱

Fouila baldia khadra V 短 3 小（<0.8） 绿色 圆柱

Foul bouzid s’ghir W 短 3 小（<0.8） 紫色 圆柱

Lou l’khal s’ghir X 短 3 小（<0.8） 黑色 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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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mi和 lakbir lahmar被农民描述有相同的性状。而有时候同一品种，不

同农民对其性状的描述不一致，如品种moutouassate labiade，不同农民

的描述就不同。最后，通过其他案例发现，一些品种没有特殊名称，仅

被定为普通名beldi，虽然没有准确的名称，但是农民们也能够在beldi类

别中辨别出不同的品名。在摩洛哥3个社区的7个村庄中，曾以卡平方配

对对样本非参数相关系数检验方法做统计，注意到蚕豆品种名称的一致

性问题（表3-5b）。本章给出了一个蚕豆品种的例子，显示出随地理

距离递增该品种名称的一致性下降。Sadiki（未发表材料）也比较了品

种名称的一致性，他主要靠农民描述品种特性的一组性状，发现用这组

性状描述一个品种，品种名称变化与其分布的地理区域具有相当高的

一致性。距离近的村庄，品种名称的一致性最高（同一社区的不同村

庄）。一致性指数（相关系数）随村庄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其中

名称变化比其性状变化更快（图3-1），这表明整个农艺形态学特性与

地理空间的变化趋于一致，而不在于品种名称。

表 3-5b　对 4 个社区 7 个村庄农民对蚕豆品种 Foul sba labiade 名称一致性，以卡

平方的村庄配对非参数相关系数检验分析

省份 * 社区 * 村庄 * Sidi 

Senoun Bouajoul Hadarine El Jir

Aïn 

Barda

Ghiata-

Al- 

Gharbia

Bou 

Rhoufa

Taounate Ourtzagh
Ain Kchir 0.70 0.53 0.46 0.18 -0.03 0.06 -0.21

Sidi Senoun 0.53 0.23 0.24 0.22 0.14 0.04

Ghafsai
Bouajoul 0.63 0.11 0.07 0.30 0.09

Hadarine 0.23 -0.07 0.24 0.09

Tammadit
El Jir 0.60 0.11 0.13

Aïn Barda 0.07 0.23

Taza Oued Amlil
Ghiata-Al- 

Gharbia
0.63

* 按当地通用名称给出，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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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Mar 等（2004）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农民能够利用

农业 - 生态学性状区别出普通豆品种的差异，但是仅能命名为普通名。

这与摩洛哥的大麦命名系统相似，当地品种的主体称为 beldi，意思是

“当地”，就是区别于现代引进品种。农民能够清楚地用种子、抽穗、植

物学特性、秸秆产量和动物饲料质量以及面粉的质量等来辨别和区分品

种（Rh’rib 等，2002）。

和蚕豆相比较，对摩洛哥硬质小麦名称的研究表明，农民确定的品

种是很宽泛的类别，由不同品种或实体组成 （Taghouti 和 Saidi，2002）。

这是建立在抽穗特性的基础上的复合类型，尤其是穗子颜色（黑色或白

色）。在每个类别中，虽然品种有一致的广义名称，但是农民又用其他

图 3-1　基于一致性指数（r）比较村庄间具有相同名称的蚕豆品种 foul sbaï 

labiade 的品种特性的一致性

品种名称和特性的 r（一致性指数）和 d（从 Ain Kchir 到其他 7 个村庄的距离（km）间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37 和 -0.173 ；名称和特性相关性的显著性值分别为 0.002 和

0.280（M. Sadiki， M. Arbaoui， L. G. Houti， and D. Jarvis， unpublished data， 2004）。 

一
致

性
指

数
（

r ）
特性
名称

以地理距离（km）排列各村庄（在 Ain Kchir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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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来区别它们。另外一种情况是，摩洛哥的苜蓿品种通常是按照地

理起源来命名。来源于同一生态环境的苜蓿品种的名称属于一类，表

明其对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的适应性。两个主要类群差异显著：山区

（Demante）和绿洲（Rich）。这两类苜蓿生长习性、刈割后的再生速度

和越冬性均不同。在一个类群内，农民依据植物的农艺学和形态学性状

来区分品种 （Bouzeggaren 等， 2002）。

图 3-2　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对农民命名的芋头品种的描述

男性和女性对每个品种使用不同性状的比例（Deepak Rijal， 未发表数据， 2004）。男

女使用的频率特性差异用 Wilcoxon 检验（Z=5.696）

女性
男性

芋
头

品
种

使用不同性状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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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组性状是识别品种通用的单元，但是所有农民都用这类性状

鉴定当地同一栽培品种吗？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类别分歧和多样性位

点及农田的多样性格局相关吗？在尼泊尔，对当地芋头名称的调查结果

见图 3-2，表明妇女对芋头品种的描述性状，其一致性要高于男性。农

民用与芋头相关的 18 个性状、24 个指标来确定芋头的地方品种，包括

球茎（类型、形状、大小和生长状况）、子球（数量和大小）、叶（形

状、大小、质地和颜色）、叶柄（颜色、叶鞘颜色和数量）、植株高度

（矮、中等和高）和根系（深度）等性状和指标。与男性农民相比，描

述地方品种时，女性农民更经常地使用相同指标，当被问及地方品种的

特性时，她们对特殊指标的信赖程度也超过他们的男伴。男性常常仅使

用球茎和茎部特征区别品种，然而妇女使用子球、叶形和叶大小、生长

习性等作为额外的鉴定指标。

在越南进行了类似研究，即对越南 7 个生态环境的 47 个芋头品种

的命名和描述一致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妇女对品种命名与描述的一

致性水平（80.57%~98.5%）高于男性（78.2%~94%），但是在统计学

上差异不显著（Canh 等， 2003 ；Hue 等， 2003）。

农家品种名称和遗传特异性

农民用于区别品种的名称或特性在村庄内或村庄间可能一致，然而

这并不能回答农民命名的单位在遗传上有差异或者是差异程度，在哪种

水平上存在差异，如农艺形态学、生物化学或分子水平等，虽然这些水

平上的差异都可能被发现。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尼泊尔不同海拔的 3 个生态环境的水稻品

种 的 农 艺 — 形 态 学 性 状 进 行 了 分 析（Bara，<100m ；Kaski/Begnas，  

600~1 400m ；Jumla， 2 200~3 000m），主要是评价这些被命名的地方品

种在农艺—形态学水平上的特异性（Bajracharya，2003 ；Bajracharya 等， 

2006 ；图 3-3）。两个低海拔生态环境中的地方品种种群明显聚集在一

起，表明名称和农艺形态学性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高海拔的 Jumla

生态环境中，虽然也有无数名称，但是很少发现测量性状的形态多样性。

在越南，对芋头形态学的评价揭示出相似名称内的变异性（Hai

等， 2003）和芋头地方品种不同名称间的差异（Hue 等，2003 ；Tu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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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

（a）在 Jumla

相似性

（b）在 Ka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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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3）。在印度和菲律宾的 Cagayan 河谷对水稻品种的工作也显

示出：具有同一名称的样品常在生化和分子水平具有不同的遗传组成

（Pham 等，1999 ；Sebastian 等，2001）。

在摩洛哥，对农民广泛种植的蚕豆地方品种的遗传差异做了同样的

分析，对生长在 14 个地区的 10 个描述相对一致的品种的分析表明，在

研究的大多数性状中，这些品种间均存在大量的表型多样性（Sadiki 等，

2002）。层次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判别分析揭示出拥有同样名称的种子

通常能够聚在一起。这些结果与农民对类型的表型描述一致，表明在这

些种群中，农民命名的单元是独特的，用于命名的这些特性的遗传基础

相同。建立在 RAPD 基础上的遗传距离数据及初步分子标记分析，确

定了不同类型种子的差异远远超过了具有相同名称的种子之间的差异

图3-3　尼泊尔3个生态环境的水稻品系与现代对照品种间差异的系统聚类图
（Bajracharya，2003；Bajracharya等， 2006） 

（a）Jumla点：名称具有多样性但是地方品种的遗传（形态上的）多样性很低，
图3-3（a）是根据Bajracharya 等（2006）的资料改写的；芒和柱头颜色是有显著
区别的特性。（b）Kaski点：具有相同名称的地方品种种群被聚在一起，表明名
称和农艺形态学描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农艺形态学可变性的范围大；叶和谷粒
形态特点很重要。（c）Bara点：农民多样性单元和出现的农业生态系统能够清

晰地聚类，表明名称和农艺形态学描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数量特性占主成分分
析总变异的60%；生长期是重要特性

相似性

早熟品种 正常和晚熟品种

（c）在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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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qadi，2003 ；Benchekchou，2004）。在摩洛哥，利用表型特征建立了

10 个地方品种种质资源等级格局，发现与农民对蚕豆品种的性状描述存

在高度的一致性（Belqadi，2003）。表 3-6 表明：依据农艺形态学性状

的相似性，分析的 70 份材料中有 94% 的材料被准确地划分在它们所属

的品种类型中。因此，表型聚类模式与农民对当地品种的性状描述非常

一致。建立在表型性状基础上的品种差异符合农民确定品种时对品种的

理解。关于这 10 个品种，农民的多样性单元与测量的表型多样性一致。

表 3-6　按照判别函数的定义，以品种内成员数目后验概率，从每个

品种划分出类别的材料比例

原始分类

（农民命名的因子判

别式分析，FAD 为

基础的品种名称）

类群（集群）*

品种名称 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Lakbir lahmar D 100 0 0 0 0 0 0 0 0 0
R’bï labiade E 0 100 0 0 0 0 0 0 0 0

Foul beldi lou l’khal H 0 0 86 0 0 0 14 0 0 0

T’lati laghlide beldi I 0 0 0 71 0 0 29 0 0 0

Beldi moutouassate
 labiade

J 0 0 0 14 86 0 0 0 0 0

Foul lahmar
moutouassate

M 0 0 0 0 0 100 0 0 0 0

Foul moutouassate
lou l’khal

N 0 0 0 0 0 0 100 0 0 0

Filt labiade U 0 0 0 0 0 0 0 100 0 0

Foul r’g uigue
 lahmar

T 0 0 0 0 0 0 0 0 100 0

Foul bouzid s’ghir W 0 0 0 0 0 0 0 0 0 100

资料来源： Sadiki 等，未发表资料。

* 用基于 fda 分析方法可以将 94% 的材料准确地归入它们原有的品种类别。

名称反映的变异与遗传特异性

具有一致名称的品种的变异性有多大？在乌干达，新的香蕉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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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个地区后被赋予新的名称，而不用其原产地的名称，就像不同的

族群在接受一个新无性系时可以改变其名称（Karamura D. and Karamura 

E，1994）。为了鉴别 192 个香蕉品种名称中可能存在的重复，Karamura 

（1999）在 61 个形态学指标的基础上，第一次计算了同一植物的一对无

性系分株的相异性，并进行了成对估计。同一植物的成对无性系分株的

距离系数范围为 0.044 ～ 0.147，这可以用来判断地方品种是否具有相

同名称而非同一无性系分株，并以此确定样品是遗传上不同品种的基

础。从 192 个指定变量的研究中发现 79 个无性系具有明显差异。如果

同一植株的无性系分株赋予相似的数值，则具有相同名称的种质材料中

有 18 对种质的差异性指数小于 0.1。有 4 对的相似值落在无性系分株

范围之外，因此可以认为是不同的无性繁殖系。

 多样性管理的农民单元

与简单使用品种名称相比，农民多样性管理单元的讨论还产生如下

几个问题：这个多样性单元与品种名称动态性相比是独特的吗？它随

时间发生变化吗？是加入命名品种与命名人的信息才使这个品种单元具

有独特性吗？用于描述品种的名称和性状在空间尺度上具有潜在的不一

致，其随时间尺度也有变化吗？名称也许始终不变，但是农民用于描述

品种的性状可能改变。同样地，农民用于描述一个品种的性状也可能始

终一致，但是与这些性状相联系的名称可以随时间改变，也可以由于当

地其他农民种植这种材料时改变。

由于种群中出现了新的特性，农民也可以通过在原有名称中增加一

个新的描述性状，从而修改普通类别名称 （Pandey 等，2003）中有关海

绵状葫芦的例子和 Rijal 等（2003）中芋头的例子。名称的变化也依赖

于世代传承，也就是对这些品种的传统认识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对这些

品种随时间变化持何种态度和认识。所有这些可能性的基础是地方品种

种群的遗传变异，下一世代种植的品种，其特性选择可以与原来保持一

致，也可以改变，这样就可能导致植物遗传结构的变化（第 4 章）。

农民鉴定一个品种的重要特性，也可能并不属于研究人员在品种遗

传特异性鉴定中使用的。在尼日利亚，Busso 等（2000）发现农民对珍

珠粟管理不一样，由于珍珠粟是异花授粉作物，因而导致农民之间引起



46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的差异远远超过不同农民种植同一品种的名称差异。因此，单个农民种

植不同名称的地方品种个体，与不同农民种植同一名称的地方品种，在

遗传结构上很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用于鉴定不同品种的名称其特

性并没有导致分子水平上的遗传一致性。同样地，Pressoir 和 Berthaud 

（2004）在墨西哥玉米（另一个异交种）中也发现了种群间在开花持续

期和雌雄穗开花间隔方面有很高的变异性，这表明这些农艺性状的种群

结构模式可能与分子标记描述是有差异。

尽管随时间推移，品种会发生许多变化，但在家族或村庄中，仍然

会保持原来的品种名称；品种管理人也可能认为现在所获得的品种（与

过去比较）与过去使用的品种（第 4 章香蕉的例子）完全不同，因而他

可以改变品种名称。然而，关键问题是所命名的种群与遗传差异无关，

这类被特殊对待的种群，反过来会影响甚至控制未来农田种群的遗传结

构（Brown 和 Brubaker，2002）。

多样性表现方式上的差异与作物生物学特性有关。Hamrick 和 Godt 

（1997） 总结了育种体系对作物种群内和种群间变异的影响，揭示出自

交种的种群变异性是异交种的两倍。品种间的这种差异在异交种中不如

自交种突出。另外，与异交种相比，农民对自交种定名的尺度可能相对

更细致。对于异交种紫花苜蓿，定名为普通的本地种，可能是整个村庄

都在种植的材料；然而对于常异交种高粱，种植在同一地点会有几个本

地种的名称。一旦异交本地种如玉米被确定了名称，就会作为单独的单

元进行管理，以可遗传的形态学特点如种子颜色、开花期的差异为鉴定

特征，这些鉴定特征会随时间推移而在遗传上有明显分化。

可能将定名的品种归入功能类群吗？以农民视角为基础的功能对群

体名称的自动分类可行吗？ Xu 等（2001）发现，虽然在中国西南部不

同族群用方言给作物确定了不同的名称，但是不同族群确定的名称在主

要形态类型方面具有明显差别。Gauchan 等（2003 ；第 16 章）将品种

名称归类为高水平多样性，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适应性的品种和稀有品

种，并且注意到不同家庭类型更可能保持着一个品种类别。

品种名称和空间多样性格局

品种名称在社区间、社区内、地区间或地区内的分布可以表明农田

遗传多样性格局的均一性和丰富性。在尼泊尔，建立在家庭种植每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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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量和面积基础上，形成了描述作物品种分布范围和数量特征的方

法（Sthapit 等，2000）。乡土品种按照每个品种占据的面积（依据平均

面积）和种植农户数量多少（按照平均种植户数）被划分成品种组。这

个四元分析（FCA）方法已经被用于很多品种。Rana 和其同事（Rana，

2004）以公顷为单位计算了一个村每个家庭种植每个品种的平均面积，

用以确定一个品种在农户家庭水平上种植面积的大小。此方法会引出一

个问题，农户的农业用地越多，就越有能力大面积种植任何一个品种；

反之，土地越少的农户只能小面积种植（种植一个或更多品种）。为了

校正这个问题，利用村庄内面积覆盖百分数对采集信息进行了重新分

析，任何一个品种都与村庄中种植该品种农户的百分数作比较，结果在

图 3-4 中列出。

图 3-4c 右上角的品种被许多农民种植，在村庄面积中覆盖很大比

例，对水稻农业的贡献较大。也有一些重要品种，农民种植的较少，其

总覆盖率在水稻种植区占的比例较小。从图 3-4 上很明显显示出如下

规律：种植的大多数品种，面积覆盖随农民种植这些品种人数的增多而

降低。图 3-4c 右下角落在主要趋势之外的品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

被许多农民种植但是面积很小；二是总百分覆盖率并没有像其他品种那

样随着种植农民数量的增加而以同比率增加。Rato anadi 和 Seto anad 这

两个品种是黏性品种，通常在灌溉区或者持续水淹的地方种植多。它们

在当地节日烹饪中很受欢迎。农民们都种植这两个有特殊宗教和文化意

义的地方品种，通常面积都很小，主要是自己食用。

Hue 等（2003）在使用 FCA 方法研究越南芋头时注意到 FCA 方法

的第二个局限性。记录的芋头平均面积随农业生态条件和市场波动急剧

变化。在研究地点，面积范围从 28~3 600m2，但是种植每个芋头品种

的农民的平均数量是 1~25 个，因为面积大小、农民数量多少的定义是

相对的，不同村庄间有差异。此外，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分析表明：芋头

种植面积大的村庄并不总是芋头多样性丰富的地方。通常，当地对 2~3

个芋头品种种植的面积较大，种植的农户较多，因此它们可以被定义为

当地广泛种植的普通品种。由于这些品种的质量特性，品种市场对这些

广泛分布的普通品种需求量大。然而许多品种（4~9）仍然仅被少数农

户小面积地种植管理。

表 3-7 显示：芋头多样性程度与命名的品种名称数量相当。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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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在 Kaski 生态环境中种植品种

（a）基于面积覆盖率和（b）（共 79.09hm2）和农民比例（c）（HH= 家庭；共 173

个）基础上水稻数据的重新分析（原始资料来源于 Sthapit 等，2000）

(a）

(b)

(c)

种植面积百分比

品种数

（种植户比例 × 种植面积）

品种数

种植户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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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和南部沿海沙地生态系统是芋头品种数量丰富的地方。用辛普森指

数（Simpson index）计算芋头多样性的基因型多样性指数，用来比较芋

头品种的均一性（如村庄水平农民种植每个芋头品种的频率）。表 3-7

也比较了不同生态环境间芋头的多样性指数。发现 Sa pa 生态环境中的

多样性指数最高，随后是 Da bac、Phu vang 和 Nho quan、Tra cu 地区的

多样性最低。

在摩洛哥，用每个品种农田种植面积的百分数和指定的地理区域来

评价地方品种的重要性。地方品种的空间分布用农民使用该品种的频率

来评价。研究发现，同一季节每个农民蚕豆品种的种植数量与农田大小

没有相关性（Sadiki 等，2005）。

Grum 等（2003）研究表明为了取代计算实际面积，研究者及农民

和当地技术推广工作者可以共同使用 FCA 方法，有机会与农民讨论他

们对一个品种中四个元素如何配置的看法，以及农民认为该品种的分布

是稀少、普通、广泛、还是地区分布的看法。Grum 和他的同事在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使用这个方法，讨论农民对水稻、山药、高粱、粟和

豇豆的看法。该方法促使研究者意识到农民和推广工作者对地方作物品

种分布范围和分布广度具有重要意义。现在该方法被贝宁和津巴布韦的

大学作为评价农田生物多样性的工具（M. Grum， pers. comm.， 2003）。

此方法也被用于了解农民为种植的每个品种进行土地分配的基本原

理，鉴定普通和稀有品种，监测尼泊尔、莫桑比克、斯里兰卡和马来西

亚等国地方品种的多样性保护运动（B. Sthapit， pers.comm.， 2003）。

在乌干达，Mulumba 等（2004）认为该 FCA 方法是鉴定和理解乌

干达半干旱地区 Lwengo 的香蕉稀有地方品种保护实践的最好方法。使

表 3-7　2003 年越南不同生态区芋头的多样性统计

生态区 品种数量
种植面积范围

品种（m2）

平均品种数每

个家庭

多样性指数

（H′）

Sa pa 12 28~907 2~4 0.847

Da bac 10 25~360 2~3 0.800

Nho quan 9 10~1 810 1~3 0.680

Phu vang 9 50~241 2~4 0.730

Nghia hung 4 36~216 1~2 0.378

Tra cu 3 50~310 1~2 0.340

资料来源：Hue 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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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方法，研究人员记录了县内共有 66 个香蕉品种，其中的 19 个品种

被农民认为是稀有品种，共确认有 21 个管理措施。主成分分析方法显

示 21 个管理措施中，有 9 个是稀有地方品种的生存关键。

Karamura 等（2004）利用同一分析来判定农民管理策略的有效性，

能够确定那些利用多样性降低病虫害的措施。他们的结果指明，研究地

点中社区保持评价和挑选香蕉基因型的数量，每个农场的基因型平均数

是 13 个。这个研究地点的多样性大约为 45%，保持数量比较小，由于

各种原因种植面积也较小。虽然农民确定了 20 多个香蕉园的管理实践

作为保持品种最大多样性的基本手段，但是成功管理香蕉树林与认真履

行香蕉园集约管理实践（包括分株、松土、连续轮作、移栽和施肥等）

有关。

不同生产空间中，品种的空间分布和土地利用、文化实践和环境

生态知识有关。案例 3.1 描述了在墨西哥，品种配置与生产空间相联系

的例子。农民常常不敢冒险，为适应特定的生产空间而使品种配置最

优化。会发生下列情况，如适应特殊小生态环境的品种可能会世代流

传，因为适应性很复杂，实际上这些品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甚至在原

生境外的其他生产空间会生长更好。他们利用所选特性对品种的评价可

能是不够全面，就像在尼泊尔发现的那样（案例 3.2）。利用 FCA 方法

能揭示地方品种间的差异程度，只靠地方品种在农田出现或不出现不能

用于评价品种的差异性。我们的工作与已发表其他研究的共同之处是，

在整个地区种植少量具有高度多样性的地方品种，适度种植大量的普

通品种，以及仅一二个农户种植稀有品种（Boster，1985 ；Zimmerer 和

Douches，1991 ；Pham 等，1999 ；Tesfaye 和 Ludders，2003）。

FCA 方法在种质资源收集时，采用与 Marshall 和 Brown （1975） 和

Brown （1978）推荐的与等位基因取样相似的方法。Marshall 和 Brown 认

为，取样时等位基因是否应该优先，比那些严格限制或局域出现而是高

频率的基因优先要好，问题是这种取样技术已经广泛用于植物种质资源

的收集。但是这种方法如何在地方品种水平上应用？如果许多农民在很

多地方种植一个地方品种，就可以认为是广泛分布的。这可能导致我们

集中选择被许多农民种植的地方品种，而不是优先保护小面积品种。然

而，必须注意，由于该特殊地方品种已被许多农民种植在许多小地块

上，已降低了品种丧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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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　墨西哥 Yucatán 的作物多样性分布和生产空间

　　在墨西哥的 Yucatán，连续栽培的作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农业系

统内的主要生产空间：家庭菜园、农业耕地（栽培地）和村庄小地块。而性别

关系则体现在：更多的与生产空间中的某一性别相关联，而不是与其他类型相

关联，这反过来又与劳动分工和性别特殊知识相关，因此可能反映出不同作物

种植模式和其包含的不同品种。男性专门负责在耕地中栽培种植作物，妇女不

允许在没有男性时的地里，妇女只在田里需要特别劳力时参与农田劳动，如在

收获的时候。另一方面，妇女主要从事轻体力劳动，主要在家庭菜园中做相关

决策，这样使她们总是能够留在家里劳动。家庭菜园可以认为是妇女最基本的

领地；反之，农田是男性的领地，在这两个传统空间中，性别行为的差异被强

化。在农村的小地块案例中，这种边界划分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妇女和男性都

有权决定共各自管辖的空间范围内种什么品种、种多少。妇女可以单独去村庄

的小地块而且也单独工作；男人也去村庄的小地块（尤其是位于社区边缘的地

块），他们共同决定种什么和如何种。案例 3.1 总结了生产空间的品种和种植量。

(a)

346 000m2 农田玉米品种种植比例

10 000m2 社区用地玉米品种种植比例

引进品种

白色

红色

黄色

紫色

黄色

紫色

引进品种

黄色

黄色

白色

红色

42%

14%

5%

25%

14%

37%

8%

8%

4%
1%

41%

1%

2%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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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136m2 家庭庭院玉米品种种植比例

1 014m2 家庭庭院南瓜品种种植比例

333 600m2 农田南瓜品种种植比例

引进品种
白色
黄色
紫色
白色

26%

1%

11%

1%
2%

18%

41%

25%

12%

10%

53%

97%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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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明，很难将玉米或南瓜的特性确认为女性或男性所特定的作物，也

就是说，某种作物的特点并不是与性别专有相联系。相反，在研究区域，发现

传统生产空间的农耕地（男性空间）和家庭菜园（女性空间）的品种选择和保

持是相互依赖的，这种相互依赖是男性和女性在特定生产空间栽培特定植物时

表现出来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结果，再加上男人和妇女按照生产空间进行其各

自的品种选择，这是具体的或不太明显的共同协商的结果。

 玛雅人（Mayan）的农田或栽培地是砍烧后实行玉米、豆类和南瓜间作，

没有机械，所有生产均是雨养农业。在栽培地中，虽然也找到其他园艺作

物，但是通常都是与玉米和其相关作物分开的。地块大小可以从几百平方米

（20m×20m，当地农民使用的测量农田的单位）到 4~5hm2。家庭菜园包含大

量的种间多样性，这些种主要用于食品、药物、饲料、燃料和装饰。除去这两

个传统空间，还包括由以前的家庭菜园形成的村庄小地块（Terrenos）或不再

居住的季节性居住地（Ranchos），以及已经分给个人家庭以备将来使用的公共

土地，主要是按照村庄空间规划和人口增长来布局。在本次研究中的家庭调研

中，这些地块的平均大小为 40m×60m，这些地块的使用情况反映了农田中看

到的时间格局和家庭菜园中的时间格局。

资料来源： Lope （2004）。

(a)
10 000m2 社区用地南瓜品种种植比例

60%

2% 2%

3%

33%

（注：未翻译部分为当地品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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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品种仅被几个农民种植，并且种植区域局限，这就可看成

是高度地方化分布（少量农民和小面积）。可以认为该地方品种是独特

的、有可能是濒危种，因此在异生境保护中很重要，而在农田范围保存

案例 3.2　尼泊尔 Kaski，双向移栽试验中比较水稻品种的谷物产量（海拔 1 150m）

　　农民通常不顾评价某地区品种配置，是否适合特定生产空间的最优化配

置。在尼泊尔，在水分条件变化时，水稻品种的相关表现，可用来检测并确定

其变化的水分和肥力条件下检测相似的地方品种是否会表现出差异，不同的水

稻生态系统是否需要特定的品种与其相适应（案例 表 3-1）。在水稻生态系统

中 5 个不同的水分制度下，采用双向种植方法：Ghaiya（旱稻生态系统）、Tari 

（雨养水稻生态系统）和 Sinchit （灌溉水稻生态系统）。

　　结果表明 , 生态系统中品种间相互作用显著，适应性改变品种特性（案例

图 3-2）。Tari 和 Ghaiya 生态环境中的品种在其原生生态系统中表现出高产，

但是 Sinchit 在水稻生态系统中的品种中，只有 Rato anadi 和 Khumal 4 在其原

生生态系统中高产。品种 Kalo jhinuwa 和 Ekle 在其原生境外的 Tari 水稻生态系

统中产量显著增加（雨养条件下）。

　　在单个品种产量基础上的排序表明：品种 Mansara、Kathe gurdi、Kalo 

jhinuwa 和 Ekle 在雨养水稻生态系统中产量较高，其次是在灌溉水稻系统中的

产量；品种 Ghaiya、Rato aanadi 在旱地系统和雨养系统的表现相似，但是低于

灌溉系统中的产量；品种 Rato ghaiya 在灌溉系统中的产量优于雨养系统中，但

是却显著低于其原生的旱稻生态系统中。对照品种 Khumal 4 在灌溉条件下产

量高，其次是在旱稻系统中的产量。

案例　表 3-1 　水稻品种与水分条件

水分条件

（不同农业生态系统）

该水分条件下的

地方水稻品种

独有特性和

价值

Ghaiya（高地） Rato ghaiya 稻草价值好，营养价值低

Tari（雨养） Mansara 生长在边缘地区，土地贫

瘠，可食性差

Sinchit（灌溉） Kathe gurdi
Kalo jhinuwa
Ekle
Rato aanadi
Khumal 4（对照）

早熟

优质香米

高产，种植广泛

糯米

改良品种

资料来源：D. Rijal， 未发表数据，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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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图 3-2　尼泊尔 Kaski，双向移栽试验中比较水稻品种的谷物产量（海

拔 1 150m）（Rijal，为发表资料）

 资料来源： D. Rijal（未发表数据）。

这个独特材料则不很有效。这也是农田保护与异生境保护的重要结合

点。如果能够预测这份材料能在农田保护，那么就需要取得材料多年存

活的许多信息。

如果一个地方品种被少数农民大面积种植，那么它就获得了农田保

护，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可能有适应性基因复合体和潜在的特殊适应

性。另外，一个地方品种在农田存活的几率是确定的，这时保护措施就

会很有效，并保护了其持续进化的机会。最终，被很多农民大面积种植

的地方品种可能在来源上更接近，没有丧失的危险。在不远的将来，在

确定要保护许多重要地方品种时，这些品种可以是农田保护的备选品种。

地方品种代表的区域多样性

本章中的一些证据表明：农田品种的丰富度或数量并不随多样性

（等位基因的丰富度）数量的增加而以同等速率增加。这可能是一些村

庄中少量品种包含的遗传多样性与其他村庄中大量品种所包含的遗传多

样性相一致，或者是一些村庄中有了很大范围内品种的主要特性。

品种

产
量

（
kg

/h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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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个生态环境中表现区域多样性？为了确定在一个独立研

究地点中玉米多样性是如何表现的，Chavez 和他的同事们（Chavez 等，

2000 ； Camacho- Villa 和 Chavez- Servia  2004） 在 Yucatán 半 岛 上 的

Yucatán 省的 Yaxcaba 做了以下研究。主要是比较来自 Yucatán 半岛的

3 个省的 314 个玉米品种，其中有 15 个地方种来自 Yaxcaba。基于前两

个主因子的空间分布表明来自 Yaxcaba 的玉米样品具有非常高的变异

性。用农艺性状衡量的多样性发现，Yaxcaba 的 15 个地方品种几乎涵

盖了整个 Yucatán 半岛玉米的农艺性状变异（图 3-5）。

同样，整个摩洛哥蚕豆主要种植区收集到 312 份不同地方品种的蚕

豆种质资源，这 312 份蚕豆种质的农艺学性状表现出，起源于两个北方

省的材料涵盖了大部分的多样性（Belqadi，2003）。似乎遗传多样性与

一些地理特点相关联，这也激起了研究者探求并追溯到是否是不同省区

农民实践活动存在的差异而引起的。

(a)

主
成

分
2

主成分 1

社区 邻近社区 邻近社区 +Roo 社区
Campeche 州



57

第 3 章　品种名称——农业生态系统中作物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的切入点

图 3-5（a）前两个主成分的散点图表明来源于 Yucatán 半岛的 314 个玉米种群的

离差。1999 年，在 Yucatán 半岛的 3 个社区收集玉米种群：Yucatán 社区、Quintana 

Roo 社区和 Campeche 社区。314 个种群中有 182 个是在 Yaxcabá村和其邻近社区收

集到的，这是 Yucatán 半岛的地理和文化中心。这些种群有 34 个形态学和物候特

点。轴 1（主成分 1）主要决定开花期（b）、植株高度（ph）、分枝长度（lbs）、总

生殖枝数量（tbn）和穗长度（el）。轴 2（主成分 2），按照其特征向量，主要由玉

米穗上的叶片（lac）、主穗轴节间长度（ctil）、穗直径（ed）、玉米穗轴直径（pd）

和玉米芯质地（kt）等性状决定。主要形态学特性描述了 Yucatán 半岛不同玉米种

群间的差异与其繁殖特性相关，如抽穗（长度、分枝、节间）、穗（形状、长度、

直径、髓）和穗轴（稠密度、直径）。如图所示，沿第二主成分轴，也就是由玉米

穗上的叶片（lac）、主穗轴节间长度（ctil）、穗直径（ed）、玉米穗轴直径（pd）和

玉米芯质地（kt）等性状决定的轴 2，Yaxcabá和其邻近社区的玉米种群几乎涵盖

了全部玉米的形态多样性。由开花期（b）、植株高度（ph）、分枝长度（lbs）、总

生殖枝数量（tbn）和穗长度（el）等决定的第一主成分轴确定了 Quintana Roo 社

区 和 Campeche 社 区 地 方 品 种 的 差 异（Chavez- Servia 等，2000 ； Chavez- Servia， 

Camacho， and Burgos-May， 未发表数据）。

邻近社区（Neighbor comm.）—邻近市（neighbor municipalities）；Q. Roo—Quintana 

Roo 社区；Yaxcaba 社区—目标市（target municipality）。

 （b） 研究玉米样品的原产地地图。由 Yucatán， Campeche 和 Quintana Roo 组成的

Yucatán 半岛。

(b)

( 注：未翻译部分为当地地名）

图 3-5　地方品种代表的区域多样性

Yucatan 州

Yaxcaba 市
Yaxcaba 村

Sudzel

Sotuta

Cantamayec

Tahdziú

Peto

Chinkiind
zonot

Chankom

Tinum

Dzités

Campeche Quintana 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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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家间、作物间，对农民命名的品种和遗传特异性之间关系的检

验，其重要结果是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即农民管理的作物多样性结构的

特点，其范围可从一个简单作物属名的应用（如豆类）到作物的所有品

种，甚至是不同群类都有不同的管理，地方特殊品种名可以按照其伴随

的一系列特征进行修订。认识到作物品种的名称可能代表，也可能不代

表农民管理的多样性水平，可帮助我们精准地理解农场上的农民如何管

理多样性的方法。如果一个名称清晰地反映了农民管理的地方品种的多

样性水平，那么这个名称就可作为一个多样性保存的单位。当名称与农

民管理的种类不一致时，必须增加其他参数，以便更精确地确定所保存

的种类。如果地方品种间差异清晰被称为“本地种”，那么村庄或家庭

名称将成为明确这些材料的因素。

很可能有一些稀有品种是从村庄或地区的普通品种选出来的，因此

普通品种包含了稀有品种中看到的所有多样性。要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

检测该组稀有品种，并且将其与普通品种相比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理

解农民命名的种类、其品种名称及他们管理系统中遗传多样性总量之间

的联系。但是整个村庄或地区中所用的普通品种比非普通品种是否具有

更多变异性还不清楚。多样性分布可能更多地与性状差异相关，且所有

品种都有大致相同的等位基因丰度。如果农民保持的当地普通品种有最

大数量的当地普通等位基因，或实际上，如果农民保存的稀有品种是从

更普通的品种中选择出来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农场普通品种的保存是

否够了？如果地方普通品种对农场任何农民都很重要，由于其具有任何

农民都需要的特定的特殊性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预期这些普通品种，

具有高比例的显著适应该地区的普通等位基因。所以，支持这些本地普

通品种在该农田的保存，将对当今农民继续使用这些品种和对人类未来

潜在的需要都非常重要。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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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种子系统和作物
遗传多样性

T. Hodgkin R. Rana  J. Tuxill  D. Balma
A. Subedi I. Mar   D. Karamura  R. Valdivia
L. Collado L. Latournerie  M. Sadiki  M. Sawadogo
A. H. D. Brown D. I. Jarvis

在 20 世纪，各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中包括

改良作物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尽管政府在不懈地努力推广，但是在发展

中国家，大多数农民仍在继续使用传统的或非正规来源的种子或营养繁

殖材料（Gaifani，1992 ；Hardon 和 de Boef，1993；Tripp，2001）。这些

种子有的是他们自己收获保存的，有的是从朋友、亲戚、邻居或当地市

场购买来的。在这样的非正规体系中，种子可获得的途径包括现金交

易、物物交换、作为礼物赠送、不同品种种子的交换、种子收获后用作

偿还贷款或从他人的田中窃取等（Badstue 等，2002）。即使是正规体系

培育出的品种种子，也常常通过非正规的方式进行保存和推广，大多不

依赖政府部门（Mellas，2000；Bellon 和 Risopoulos，2001）。

各地广泛存在大量非正规来源种子，1999~2000 年间，尼泊尔只

有不到 3% 的水稻种子是正规的、经过认证的种子部门购得。1999 年

在布基纳法索有＜ 5% 的高粱种子来自正规部门（Kabore，2000），同

年在墨西哥也有＜ 25% 的玉米种子购自正规部门（Ortega-Paczka 等，

2000）。在摩洛哥，1999~2000 年仅有 13% 的硬质小麦和 2.5% 的食用

豆类种子是认证种子，这也表明播种时所用的大多数种子，都源于各地

不同条件下生长的作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有早期购买留存下来

的种子（Mellas，2000）。此外，世界范围内许多地方，传统品种或地

方品种仍是这些非正规体系中的主要流通播种材料，如墨西哥＞ 50%

的玉米生产区、尼泊尔＞ 50% 的水稻生产区以及布基纳法索＞ 90% 的

粟生产区，仍在继续种植传统品种（Upadhaya，1996 ；Peralws，1998；

Zangr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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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正规种子体系的功能，已有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是

遇到如水灾、旱灾或战争等灾害或紧急情况下，它们具有能满足使用

者需求的特性（Almekinders 等，1994；Richards 和 Ruivenkamp，1997；

Sperling，2001）。还有一些研究关注非正规种子体系中所涉及的社会

制度，或者是非正规种子网络体系中农民如何获得适宜品种的途径

（Weltzien 和 vom Brocke，2000）。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关注种子系统

的功能而不是出现在系统中的各种材料。因此，McGuire（2001）按照

种子供应中包含的过程来描述种子体系，Dominguez 和 Jones（2005）

将种子系统描述成农民生产、选择、保存和获得种子的方式。同样，

Almekinders 等（1994）按照种子和其他植物材料在生产系统中的流通

情况来讨论种子系统，并涉及正规和非正规协会机构及农民在流通中所

承担的角色。

种子体系无疑对维持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

同品种的数量和比例，以及这些品种的可获得性、亲缘关系和在一定区

域内的推广等，常常明显地依赖当地非正规种子体系的功能（Jarvis 等， 

2005）。而这些功能具有明显的年度波动性，种子体系的特性和其随时间

而变化的方式，可能对某作物的遗传多样性有很大影响。种子系统中对

遗传多样性有影响的一些重要特征包括：不同材料的可获得性、易受影

响性、所使用的保存和选择方法，以及体系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等。

当生产、市场和气候发生变化，或遭遇像干旱和飓风这样的大灾难

时，特定作物的种子体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例如不同种子材料的可获

得性就是适应这些变化的结果。同样，保种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在一些

情况下，一些家庭仍保存原有种群，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同种群被

组合和混合后分成不同的种子批量种到一些新的地方。经过自然选择和

农民的筛选，都会对该生产的种子产生巨大影响，农民们可能在管理其

亲本种子和引进新材料方面具有不同的期望和措施，这些差异有赖于农

民的性别、财富状况和年龄。特定品种所出现的地区，也有明显差异，

一些品种仅在特定地区种植，另一些品种可能属于非常广泛种子体系的

一部分，散布在多个地区或国家（Louette 等，1997；Zimmerer，2003；

Valdivia，2005）。

本章主要阐述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IPGRI）开展的一个全球项

目（Jarvis 和 Hodgkin，2000），涉及农场就地保护计划，以及种子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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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等相关信息，该项目探索了种子体系各组分（例如，种子来

源、种子流通、种子生产、农户筛选和种子贮藏）与进化动力相关的过

程，该进化动力形成了农场作物品种的种群遗传结构。还对种子体系内

不同特征在促进基因流动、分段、筛选、突变和重组的各种方式进行了

研究。最后，我们讨论了种子体系是如何促进作物多样性的保持，以及

当农业体系更集约化时，如何最大限度地支持作物保持足够的适应能力。

种群结构和繁育体系

传统品种是由农户保留的不同批次种子所组成的，在分析种子体

系时，首要的问题常常是鉴别，需要确定不同的种子批次是否真的属

于同一品种，并决定该品种名称和遗传组成间的关系。这也包括对某

一地区农民使用的品种名称和对品种特性的理解（第 3 章）。Louette 等

（1997）在墨西哥开展玉米研究工作时，将农民种植籽粒的物理单位定

义为一个种子批次，因此，按照这种农场种子批次的设定方式，就会

使该品种具有相同名称、起源和特性的多个种子批次构成。Sadiki 等

（2005 ；第 3 章）的研究表明，有必要确认众多农民一直用来鉴定品种

的特征特性，并认为这些特征将是有效分析品种管理、保持和评价的

基础。

在种子体系中，为分析遗传多样性，需要了解当地作物品种复合种

群的结构及种子生产和供应过程。这包括分析该隔离亚种群的大小和相

互连接性，这些亚种群被部分隔离是不稳定的群体，且属于组成该地区

种植的品种。亚种群间的联系，体现在种子供应体系或是通过体系内种

子的流通。当每个种子批次逐渐适应不同地区时，农民就开始进行他们

自己的选择，不同种子批次将会分化。这种分化则会通过种子交换或销

售，由市场或其他渠道的种子材料供应来平衡。

作物的繁育系统是决定传统品种遗传结构的主要因素（Brown，

2000）。水稻、小麦和大麦这些作物大多是自花授粉，而珍珠粟和玉米

是异花授粉。还有一些如马铃薯、木薯、香蕉和许多其他水果采用无性

繁殖方式，很少或根本不进行种子生产。自花授粉作物完全自交，也很

少异花授粉，如水稻的异花授粉比率极少，但像高粱或蚕豆却能达到显

著水平（如蚕豆可达 84% ；Bond 和 Poulse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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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花授粉或无性繁殖作物较容易保持品种的独有特性，而异花授粉

作物在保持品种独特的综合特性时问题较多，在相邻地块不同品种间经

常出现基因的流动（Louette 等，1997），所以，每代都须选择，以保持

品种特有的特性。Yadav 等（2003）发现异花授粉作物丝瓜，在尼泊尔

每个农户仅种植一二株，却在村镇中保存有五种不同类型，看起来是农

户间种植的丝瓜足够大的基因流动性，抑制了近交衰退，以及与农户选

择维持了不同类型丝瓜相互结合的结果。

多数无性繁殖作物的“种子”实际是植株的一部分（如马铃薯或

番薯的块茎、芋头的球茎、香蕉的营养芽），品种内的差异非常有限

（Brush 等，1995 ；Zimmerer 和 Douches，1991）。Karamura 等（2005）

认为，这也同时表明了系统的可持续性，因为与香蕉植株相关的所有情

况，如土壤质地、养分和可利用水分等在几百年来都不断改变，而香蕉

的遗传构成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同时较短时期内出现的一些快速变化，

如农民采用杀虫剂、除草剂和肥料等，也不能改变品种特性。

种子体系和进化动力

种子体系的特性，如种子来源、种子流通、种子生产、农民选择和

种子贮藏等，对传统农业系统中遗传多样性的程度和分布有重要影响。

这主要是通过对其进化力的影响而实现，进化力就是维持或改变植物种

群的遗传组成。进化动力包括种群大小、瓶颈效应及其对基因漂移的影

响；迁移（既包括种子交换也包括花粉传播）；基因重组和突变，可创

造新基因或基因组合；选择（环境或人为作用的结果）。

种群大小、瓶颈、基因漂移：种群大小和个体数量，这是种子的来源

不同作物品种或种子批次的种群大小，在不同地点变化很大，如前

文提及的，丝瓜在尼泊尔的种群很小，农户很少种植超过 10 株（Yadav

等，2003）， 同 样 在 很 多 家 庭 菜 园， 情 况 也 常 常 是 这 样（Watson 和

Eyzaguirre，2002 ；Mar 等，2005）。相反，像水稻或大麦这样的作物，

一个品种的种群可以达到几千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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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群大小，不同作物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任何一个品种在不

同年限其种群大小也出现很大变化，有关农民种植地块的大小及其田间

布置将对整个种群大小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泰国 Ban Mae Moot 一

个约有 100 户人家的村子里，一些品种种植的地块数其年际变化非常

大。2001 年和 2002 年两个最普遍种植的品种并没有变化，而 2001 年，

在某区仅种了 3 个地块的品种，到了 2002 年却变成了第三个普遍种植

品种，有 16 位农民在村里所有的 5 个种植区种植。在这个案例中，是

由其中一位农民提供了推广种植所需种子，初次种植的农民则自己留种

以备将来再用（Rerkasem K., 私人交流，2003）。

品 种 覆 盖 面 积 和 种 群 大 小 的 急 剧 下 降 也 很 常 见。Chaudhary 等

（2004）记载了农民保存的一个传统水稻品种的种植人数变化情况，农

民保存该品种的人数在一年内由 16 人减少到 3 人（同年传统品种数量

由 22 个减少到 15 个）。与农民（或亚种群）种植品种数量发生的变化

相同，同时期在村庄和个体农场水平也发生显著变化。

政府规章也能控制农民种植规模的大小。在匈牙利，由于玉米地方

品种不能大面积种植，种子法规限制了其种群大小，所以只能在小面积

地块和庭院中种植（Mar 等，2005）。

伴随遗传多样性丧失所产生的遗传瓶颈效应的增加，农民种植品

种在数量上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常在洪灾或飓风这样的灾害后出现，

灾害会导致种子供应严重受限，如墨西哥豆类作物就出现过这样的情

况。长期保存小种群也可减少遗传多样性，在任何关于种群大小对遗

传多样性影响的考虑中，都既要考虑种子批次的大小（由每个农民所

种植的种群），又要考虑品种大小（由不同种子批组合而成的种群）

这两个方面，还要考虑随时间推移，种子批次之间出现的交换和混合

的情况。

不同种子批次联合组成一个较大种群品种的途径，主要依靠作物繁

育体系和该地区生产种群的物理配置。农民的田地有大有小，或集中或

分散，结合品种的杂交程度，这些状况都对作物的遗传多样性有一定

的影响。Qualset 等（1997）提出小地块使品种的种群间相互隔离，会

减少经由自然重组而形成新的遗传材料的多少。按照生物地理学理论，

Qualset 等（1997）认为，如无人为管理，小地块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将

产生遗传漂移，种群会因近亲繁殖而退化，他们还提出，人类的介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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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抵消这些过程，通过种子交换和农民的选择，可向隔离种群引入新

的遗传特性（Louette 等，1997）。

在多数农业体系作物中，基因漂移的影响取决于种群大小，一般认

为对大种群的重要性有限（Gillespie，1998）。通过有效种群大小的概

念来揭示基因漂移的可能程度，也与等位基因频率和种群等位基因的丧

失有关。这是一个抽象的标准化参数，被定义为理想化的假设种群的大

小，该种群将出现与现实研究的种群相同规模的近亲繁殖（或杂合性丧

失，或等位基因频率变化）。

关于作物种群和亚种群大小的遗传效果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

Louette（2005）描述了墨西哥玉米地方品种和引进品种，由于小种群而

出现遗传不稳定性。Cuzalapa 的农田面积有限，各种作物品种种植在同

一块地中。按照 Louette 在 6 个种植季中的调查，每个品种种子批次的

数量较少，有＞ 30% 的种子批次仅有不到 40 个种穗。因此，在所调查

种子批次中有相当比例的种群大小出现有规律的下降，引发多样性的波

动，并且可能造成稀有等位基因的丢失。

伴随低产季节而出现种群大小（和种群来源）的剧烈变化，这种情

况也已经在摩洛哥蚕豆品种调查中有很好的说明。对摩洛哥不同生长季

品种情况的比较表明，相同的品种种植在每个村庄，但在种子流通（一

个村庄中所使用的每个品种种子量占全部种子量的比例）过程中，每个

品种出现的频率则随年景和种子供应来源的不同而变化。好的年景，农

民自留种子，但年景不好时，大多数农民从当地市场购买自己喜欢的品

种种子。在好年景时，农民要保留许多品种的大量种子批次，而在差年

景时则较少。年景好时，有很多单一来源不多的种群，但在差年景时，

使用来源较多的种群（来自市场）。此外，品种按照种植地区出现的频

率也不同（案例 4.1）。

关于有限种群大小对遗传多样性的影响，还有其他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种群大小其基因漂移和瓶颈效应对于等位基因丰度和均一度的

影响，对前者具有更加直接而快速的影响。稀有品种会首先丢失。这种

现象在作物种子体系中基因水平上的严重性，到目前很少有资料能说

明。但在我们清楚知道大量品种在短期内减少时，稀有品种影响最大首

当其冲的（Chaudhary 等，2004）。例如，古巴 3 个不同区域的 30 个庭

院种植的金甲豆（Phaseolus lunatus）品种其全部农艺学性状的多样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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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高（Castiñeiras 等，2001a），尽管它们保存的群体小且相互隔离明

显。其次，如果这种保存方法能成为避免大量基因流失的替代性方法，

那么该品种的有效种群大小要非常小。然而，小种群在与选择相结合

时，遗传多样性可能会被严重侵蚀。对于那些保存在庭院的品种，可能

会存在这种情况，在调查时则可使用这些品种（Castiñeiras等，2001b；

Yadav等，2003；Mar等，2005）。

案例4.1　多样性比较的统计：一个地区内地方野生品种的有效数量

  假设在一个农场或村庄的调查中有 6 个地方野生品种，且观察频率 {pi} 如

下所示：

　　{0.5，0.25，0.1，0.05，0.05，0.05}

  一个地区内植物（如地方野生品种和起源种）有效数量 ne 的概念是，具有

相同频率的植物数量，当任意两个随机基因比较其同源性时，能够给出同一谱

系的相同可能性：

　　ne=I/（∑ pi
2）

  对于这一频率向量，此处的地方野生品种的实际数量是 6 ；有效数量是

3.03（案例表 4-1）。

案例　表4-1 　例子：摩洛哥 Ortzagh 9个村庄农民自有蚕豆种子的

地方野生品种组成

平均值
好年份 一般年份 差年份

9 个村庄 9 个村庄 7 个村庄 * 9 个村庄

农户自有种子的比例 0.93 0.82 0.4 0.31

地方野生品种的实际数量 5.1 5 4.6 3.6

地方野生品种的有效数量 3.49 3.53 2.54 1.97+

资料来源：D. Rijal， 未发表数据， 2004。

迁移：种子和花粉交换

迁移是指植株、营养繁殖材料、种子或花粉在种群或亚种群之间的

散布或移动，迁移通常会导致基因频率的变化，但也不是绝对的。两类

种子的迁移需要加以区分：一类是同一地方品种在种群间的迁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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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间、农户间或者村镇间的迁移；另一类迁移发生在不同品种种群之

间，这是有意识或偶然混合的结果。

以种子为媒介的迁移是传统种子体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使种

子的散布和移动受到关注。以花粉为媒介的基因流动也很重要，但有关

花粉迁移的信息资料（不管同品种内还是不同品种间）在传统农业体系

中非常有限（仅见于 Louette，2005）。然而，随着转基因新品种推广的

加快，花粉迁移变得越来越重要（Gepts 和 Papa，2003）。

传统的种子体系是动态性变化，地方品种的数量、特性和推广范围

都在频繁地变化。从当地市场可不断找到来自商业或国家育种项目的新

品种和材料，这使得对传统种子体系中迁移的遗传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通常将迁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均质化力量，会影响遗传多样性的程度和

分布范围，也是保持许多地方作物品种特性的重要途径。

迁移规模

在传统农业体系中，大多数迁移似乎相对局限于当地。在秘鲁

Aguaytia 峡谷的农民，使用的种子中 75%~100% 是在村镇内交换的，

只有豆子、木薯和玉米种子是从村庄外交换来的，即使这样也仅仅占

到所使用种子的很小一部分（分别是 25%、15.2% 和 13.5% ；Riesco，

2002）。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Collado-Panduro 等（2005）发现在

秘鲁沿着亚马逊河中部，玉米、木薯、花生、辣椒和棉花种子的交换，

在 13 个村镇间比村镇内的交换要少很多。这也反映了村镇间的交通和

联系有困难，亚马逊河是村庄间主要的连接路径。

然而，迁移的范围也可更大一些。作为种子生产和田间管理的部分

内容，秘鲁的马铃薯品种常在一个地区的不同纬度间转运（Zimmerer，

1996）。Valdivia（2005） 也 证 明 了 一 些 安 第 斯 山 的 块 根、 块 茎 类 作

物可以转运至更远的距离（图 4-1）。生长在 Cochabamba（在玻利维

亚）安第斯山的圆齿酢酱草品种 Isleno 有在秘鲁当地市场出售的。从

Cochabamba 运到 Oruro 和 La Paz，从 La Paz 被运到村镇附近及玻利维

亚和秘鲁间的边界地区。从这里进入秘鲁，而一些材料被运至 Yunguyo

（像是一个微型保存中心）后再被出售。这个品种种子的目的地是类

似 Apillani、Ollaraya 和 Unicachi 这 样 一 些 村 镇 和 类 似 Ilave、Puno 和

Juliaca 这样较大城市，再运到这些地方临近的村镇作为种用或消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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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至秘鲁的一些沿海城市如 Tacna、Moquegua 和 Arequipa，作为消费

用。根据生产和气候条件，这些种子也可按相反的路线迁移。这样，来

自 Huancane（秘鲁）的种子可以经 Puerto Acosta（玻利维亚）运到 La 

Paz，由此流向玻利维亚的其他地区。而从玻利维亚的 Cochabamba 到秘

鲁 Arequipa，有超过 800km 的距离。

Arequipa( 海岸 )

Copacabana
微型保存中心

Titicaca 湖

秘
鲁

玻
利

维
亚

Yunguyo
微型保存中心

沿海平原

Titicaca 湖

Andes 山

图 4-1　圆齿酢酱草品种 Isleno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推广模式

( 注：未翻译部分为当地地名 )

另外，也有一些品种在村镇或地区间迁移的具体案例，其中包括在

巴西亚马逊河的木薯植物材料（Coomes，2001），以及一些特殊的大麦

Andes(6 425m)

La Paz(4 000m)

Arequipa

Moquegua

Tacna

La Paz

Oruro

Cochabamba

Escoma

Puerto AcostaHuancane

Juliaca

Puno

llave

Desaquadero

(3 8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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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在尼泊尔的迁移。然而，在哪一种情况中都没有像上述圆齿酢酱草

种子的迁移那样复杂。

种子更新和种子来源

虽然大多数农民愿意尽可能多地自留种子，但是几年后他们将不得

不部分或全部用不同来源的相同品种来更新，通常是来自亲戚、邻居或

者当地市场（普遍受欢迎的方式）。照此下去，几年后，在农民间转运

和混合的种群的后代，就会出现动态性转移和混合。这种在交换或销售

过程中的混合物，可成为再次交换的来源或就此消失。这种转移发生的

程度在不同作物、国家和村镇会有所不同，反映了环境因素、生产问

题、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

已获取的几个系统数据说明，种子的更新策略是保守的。例如，表

4-1 总结了匈牙利 3 个村两种作物的数据，在过去 20 年里，有 75%

（Dévaványa 地区）、83%（Örség）和 89%（Tiszahát）的农民更新豆类

种子的次数少于 6 次或根本不更新。有关玉米的更新比例比豆子要高一

些，在 Dévaványa 地区有 92%、在 Örség 有 93%、在 Tiszahát 有 84%。

然而，这种种子不更新对短期保守策略会有误导。因为，从整个品种的

有效种群大小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逐渐缩小的当地种群到新替代种群的

过程中，是否存在种子或基因流动？在迁移导致种群更新时，源种群

的有效群体大小，将决定整个系统的基因流动状况。如果有效群体较

小，那么表明在新旧种群间会发生一些基因交换（Maruyama 和 Kimura，

1980， 模型理论化处理）。

表 4-1　匈牙利的农户为当地豆子和玉米品种采取的种子更新措施

Dévaványa 地区 Örség Tiszahát

豆子 玉米 豆子 玉米 豆子 玉米

更新状况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无种子更新 26 31 10 21 56 56 24 37 57 58 41 50

至少 3 次但少于 6 次 36 44 34 71 27 27 36 56 30 31 28 34

多于 6 次 1 1 0 0 2 2 1 2 4 4 5 6

无确定的更新策略 20 24 4 8 15 15 3 5 7 7 8 10

总计 83 100 48 100 100 100 64 100 98 100 82 100

注：未翻译部分为当地地名。　资料来源：Mar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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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尼泊尔的结果说明，大部分当地种植的主要作物水稻、芋头、

子和大麦，是通过非正规的社会关系，在村镇内或村镇间交换来维持

的（Baniya 等，2003）。子种子交流都很少，90% 的农民自留自用。

但每隔 3 年左右，有 82% 的种子会在女性农民间交换，而男性农民很

少参与交换。在一些村镇里，人们把从其他农民手里获取当地品种的种

子的行为，看作是缺少技能，因此要尽可能避免。

许多因素影响农民更新种子的态度和途径的变化。在尼泊尔，农民

随时准备从市场或甚至官方渠道，获取现代新品种种子。他们认为种子

应当频繁更新以获得持续的产量，并且这样的种子可能比他们自留的同

品种种子的质量高。但对地方品种种子却并非如此，他们通常不能从当

地市场上获得，而种子留种也要与认真的选择相结合。

大多数尼泊尔农民在更新种子时，在收获后不久就从其他农民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种子。在有些情况下，种子出苗失败或者种苗较差难以

移植时，他们会借种苗当作新材料来源。这是一种有危险的处理方式，

因为即使他们尽量从相似的微环境获取材料，也几乎丧失了对所获取的

品种的选择。

在墨西哥的 Yucatán 地区，农民有将玉米、豆类和南瓜这些作物在

一起种植的传统（Milopa 系统）。多数农民尽可能使用玉米和南瓜的自

留种，而当地豆类品种主要依靠农户间的交易，那些被人们熟知的能经

常且有保障地生产豆子的农民生意兴隆，可在村镇和地区范围内销售

种子给其他无法安全生产豆子品系的农民。因此豆类种子在农民之间

流通主要是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而玉米和南瓜种子批次则常常是转

让，作为礼物赠送或与另外一类种子进行交换。这种种子流通过程中的

差异，可用来解释在应对农业生态和社会条件变化而改变耕作制度时，

Yucatán 农民为什么仍会保留其豆类作物。

摩洛哥的蚕豆，墨西哥和莫桑比克的作物，不同年份的迁移程度变

化很大，当低产年或经受洪灾和飓风灾难导致大量种子损失时，将出现

大量的种子迁移。

Lope（2004）提出在墨西哥 Yucatán 村保留的品种，需要适宜的社

会关系才能获得。村民在寻找种子，以更新或替换他们的种植材料时，

严重依靠家族血缘关系、合伙关系或教父母关系来实现。

对尼泊尔水稻种子供应网的分析（Subedi 等，2003）揭示了它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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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和有赖于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村镇里，有不同种类

的网络在发挥作用。低地 Bara 区是现代水稻品种的主要产区，发现还

有几个没有联系的小网络。在中山地区 Kaski 区（仍以地方品种为主），

有数量较少的大网络存在。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间的联

系广泛，可从不同农民和其他来源选择品种。在上述两个地区，Subedi

等确定了一些涉及大量交换的关键农户。这些关键农户是被其他农民认

可的种子提供者，他们收集了村镇内和特别的种植材料。有意思的是，

作为种子流通的关键角色，这些关键农户之间却很少在一起协商，也有

观点认为这些关键农户可能是系统中作物多样性的关键管理者（Subedi

等，2003）。

即使在较大的关系网中，并非每个村镇中的人都相互联系，而是在

一些次级网络间，通过特定个体相互联系。这表明种子或植物材料的

非官方流通，不必在村镇所有成员间进行。通过一些空间分布的小网

络，种子具有更大的流通量。在一个大的社会网络中，与所有个体直接

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偶尔的网络联系在新的发明和信息传播中可发挥

强大作用，因为这种偶尔联系会提供并发现更多新信息和材料的机会

（Granovetter，1973）。

在尼泊尔的低地和中地山区，未发现不同性别者的相互独立的网

络，在所有研究地区中的遗传材料均经男女混合群体流动。与此相反，

Subedi 和 Garforth（1996）发现，在尼泊尔西部山区的某些村镇中，信

息流通的网络却不同。一些村镇里发现有男人 - 男人、男人 - 女人

（男人领导）、女人 - 男人（女人领导）和女人 - 女人这样的网络关系。

同样，水稻种子供应网络也并不是以财富级别为基础的，这表明性别和

财富级别在遗传材料的流通中不是障碍。

相反在 Yucatán 地区，按照作物生长的生产地域，玉米、豆类和

南瓜种子的流通具有强烈的男女性别趋向。烧荒垦殖（Milpa）等大地

块被认为是男人的影响范围，主要由男人管理所种植的作物，尤其是玉

米种子的流通。然而当庭院或村子内种植相同作物时，女人常常在种子

选择、采购和交换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受女人影

响的场所。对于像红辣椒这样在庭院和大田种植都可以的作物，男人和

女人在种子流通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从村镇或品种的角

度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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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人们获取地方种子和专门生产技术的知识很有限，只能

通过个人联系来实现。市场上销售的种子均由国家农业质量控制所来控

制，因此转售或交换当地非官方种子体系是非法的，非官方市场也不作

为交换系统的一部分。然而，传统品种的种子被当作食品或饲料在市场

上销售时，其中有一些会被用作种子来种植（图 4-2）。

小规模农田育种：
农民收集、当地社区、
家庭、农户

基因库贮藏：
国家和外国基因
库、国家育种者
收集品、国家和
国际研究机构收
集品、外国商业
育种者收集品

专业育种：
商业育种者、研究机
构、育种者贸易协会

品种认证：
农业研究所、质量控
制、专利办、农业部

种子生产：
种子生产公司、个体农
民（大规模和有机的）

种子进口 质量控制：农业质量控
制机构

正式种子系统

分发：私有
种子贸易者

当地种子引进和交换：
当地市场（小规模，有机的）、
当地社区、农业质量控制机构

当地非正式种子系统

小规模作物生产：
农 民、 农 民 合 作
社、非政府组织

消费：农户、
消费者保护办公室、
非政府组织

大规模作物生产：

农民、私有企业

种子出口：大量
种子交换、农业
部、种子贸易者

图 4-2　匈牙利种子通过非正式和正式部门的流动（Mar 等，2005）

NGO = 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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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和选择

在模型系统中通过对亚种群的迁移（脱离）研究表明，不均匀迁

移速率降低了系统有效种群的大小，尤其当在一个农场的种子被替换

时（Maruyama 和 Kimura，1980 ；Wang 和 Caballero，1999 ；Whitlock，

2003）。迁移对多样性的影响，严重依赖于迁移和选择间的互作，取决

于农民如何管理持续输入的多样性，以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情况。引进

材料将替换现有地方品种（或地方品种的特定种群）、与它们混合、进

行杂交和基因交换，最终融为一个种群。迁移遗传的影响与农民对引进

或推广新材料的管理，是和选择实践紧密联系的。

在 Yaxcaba 和 Yucatán 地区，玛雅农民种植改良玉米的比例大约与

当地短周期玉米品种（Xmejennal）相同，二者基本上种植在类似的田

间微环境中。无疑在过去 20 年里，改良玉米已取代了一定数量的短周

期 Xmejennal 种群。但是改良玉米的某些特性已经严重掺进了一些地方

品种的特性（sensu Bellon 和 Risopoulus，2001），例如玉米穗的苞叶。这

说明农民不但接受并促进了地方品种向当地改良玉米种群的基因流动。

由于玉米具有异花授粉的特性，人们也希望改良玉米能向地方品系进行

基因流动，已达到改良效果。通过检查发现，许多地方 Xmejennal 品系

中至少含有几个具有改良玉米籽实特性的穗子。Louette 等（1997）也证

明在 Cuzalapa 玉米品种中出现了基因流动。农民通过选择，可降低一些

重要生产特性的不良影响，但一些未被选择的基因或特性仍会改变。

发生在品种内的遗传变化，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作为在农场

使用种子和选择的结果，也有赖于作物的育种系统。在墨西哥 Cuzalapa

峡谷，农民常常在地区内和地区间交换少量玉米种子，虽然交换规模较

小，但是这些交换成为当地玉米栽培的必需部分。这是因为在每年任

何时候，都可为种植提供种子，并在现有地方品种中引进新的多样性

（Louette 等，1997）。

重组

杂合体植物在有性繁殖过程中的重组，将产生新的基因组合，在自

然选择和农民选择的基础上，这些基因组合可能延续成为种群的一部分

或者不能延续。在像玉米和珍珠粟这样的异花授粉植物种中，重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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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代不断形成新基因型。而在自花授粉植物种中含有大量纯合体植

物，只有在偶然发生异交时，重组才能产生重要影响。在种子系统中，

重组对保持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引进植物材料和地方

种群间异交的结果，或者是以花粉为媒介的基因流动的结果。

事实上传统上农民常常会发现并对田间出现的新植物类型感兴趣

（Richards，1989）。这些植物类型可能是由于简单的基因污染（或侵入

者），但也可能是一些异交类型的后代，因此是重组的结果。重组对遗

传多样性的保持无疑很重要，但其对种子系统功能的作用或影响似乎微

不足道。然而，对种子系统的运作途径而言，将有兴趣进一步探索新材

料进入作物种子系统的途径，以及它们与现存种子相互替代、竞争或混

合的方法。

随着遗传修饰作物的引进，花粉散布对当地品种的种群及其特性的

影响会显著增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可能改变种子管理措施，并会

改变依靠农民选择和管理的种子系统的功能。目前，最受关注的是耐除

草剂和抗虫基因。有报道称（但没有证实），在墨西哥 Oaxaca 地区玉米

品种中发现转基因 DNA（Quist 和 Chapela，2001）。

突变

大多数作物的突变率低，因此不能将短期内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归

结为基因突变，但一些无性繁殖种类除外。由于突变，一定会导致香蕉

形成的子代腋芽不同于母株。所有经驯化的香蕉，无论是二倍体还是三

倍体，都是通过无性系繁殖，不能结种子。体细胞突变可以普遍出现

在不同类型的香蕉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种植面积大，称其为“餐后甜

点”的香蕉种类，例如东非高原香蕉（Musa AAA 类型）和大蕉（Musa 

AAB）（Pickersgill 和 Karamura，1999）。

在东非，如香蕉子代腋芽与母株差别很小，就仍然保留相同的名

字，并认为与母株的特性一致。然而，当发现有明显差异时，农民们可

能会给这些繁殖材料起新名字，这种差异几乎总是与香蕉束有关，这个

特性对于农民、商人或消费者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含有较多单宁而

变苦的烹调用的高原香蕉就成为了“啤酒香蕉”。虽然“啤酒香蕉”有

了新的名字，但有时他们仍用原来的名字。因为“啤酒香蕉”的表现型

与“烹调香蕉”相同，即使其单宁含量较高而不能食用或烹调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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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发现像 Nakabululu-enyamuuny（烹调用）和 Nakabululu-embiire

（啤酒用）这样的一些名字，Nakabululu-embiire 也有它自己的名字：

Enshyenyuka。如果发生可见的但微小的变化，像有假茎、叶柄或中脉

色素沉积的变化，子代腋芽仍可用原来的名字，再加上补充说明这种变

化的后缀。例如，一个东非无性系 Nakitembe（Musa AAA），通常具有

绿色的叶柄和中脉，但是有一个突变体具有红色的叶柄和中脉，就称为

Nakitembe omumyufu（红色）（Karamura 和 Karamura，2004）。

突变体的出现是否能增加一个地区基因型的可变性，取决于突变

体类型能否成功地改变现存多样性的分布格局（案例 4.2）。在乌干达

Siira 地区，一个果束中等大小的烹调用高原香蕉的无性系，有一个突

变体（Atwalira），它具有果实圆柱形更强、更紧实和更重的特点，比

其原亲本的种植规模更广，并已推广到其亲本未种植过的地区（D. 

Karamura, 个人观点，2004）。对大量无性繁殖物种，突变具有产生新变

异的作用，但是有关突变的发生程度和新突变体进入种子供应系统的情

况，尚未进行过认真调查。在越南北方的 Taro 地区，不同的器官用于

繁殖不同的品种。进行如下调查将是非常有意思的，即不同的器官和繁

殖方法是否与繁殖突变率有关，其是否对不同品种的材料交换的变异性

有影响（表 4-2）。

案例4.2　乌干达的香蕉种苗流动

　　一般而言，公认有两条香蕉种苗途径——传统的和非传统种苗系统，但是
在农场层面上这两条途径是合并在一起的。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古老而广泛的
种苗系统，农民们刻意筛选和从他们的朋友、邻居或者亲属那里收集种苗，并
将这些种苗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整个地区种苗的筛选都遵循明确的标准（案例
表4-2）。
　　传统途径是以每个农场具有的高度品种多样性为特征，可能有30个不同品
种被复杂地混种在一起。一旦筛选和引进一个品种，在为生产和留种而被移植
到苗圃合适的地点前，它通常生长在主要房屋或厨房旁边，从那里可观察截根
苗的果束大小、食用品质、对病虫害的反映及其他方面的特性。这一系统的另
一个特点是它的低投入、低产出。通常，从邻居、亲属和朋友那里收集的腋芽
没有经过清洁，结果是带来土传病虫害。这个系统一直作为一种易物交换而存
在，种植材料在不涉及货币的情况下交换。由于传统上农民是不购买香蕉种植
材料的，因此，任何改良设想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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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表4-2 　使用不同标准筛选种植材料的农民比例

标准
坦桑尼亚 乌干达

Chanika Ibwera Masaka Bushenyi
果束大小 29 35 32 26
口味 22 18 17 16
成熟时期 18 10 21 12
抗病性 6 11 17 19
植株活力 2 6 1 0
再生能力 2 8 0 2
果束市场交易情况 4 4 3 8
耐旱性 4 0 0 0
大的香蕉果 3 1 2 4
烹调物的软度 1 2 1 0
对土壤的适应能力 1 1 1 2
寿命 1 1 1 5

资料来源：D. Rijal， 未发表数据， 2004。

      表 4-2　越南北部农户繁殖芋头品种的方法，2002

繁殖方法 品种 农业生态系统 分布模式

小球茎和腋芽 khoailui doc xanh 低地 广泛分布
Chat chay hau 低地和高地 广泛分布
Mac phuoc mong 高地 广泛分布
Hau danh pe 高地 广泛分布
Khoai mung tia 高地 广泛分布
Mon tia 低地和家庭花园 广泛分布

幼小腋芽 Nuo tia 井边潮湿地区 广泛分布
Nuoc xanh 井边潮湿地区 广泛分布
Khoai ngot 低地和家庭花园 广泛分布
Bac ha 家庭花园和潮湿地区 分布有限
Tam dao xanh 高地和家庭花园 广泛分布
Hau xi 家庭花园和潮湿地区 广泛分布

匍匐枝 Man hua vai 高地 广泛分布
Hau giang 高地 广泛分布
Khoai doi 低地 广泛分布

球茎端部 Kao pua 高地 分布有限
Hau Danh chun 高地 广泛分布
Mat qui 高地 广泛分布

球茎芽眼 Hau doang 高地 广泛分布
Phuoc oi 高地 广泛分布

种子和腋芽 Kay nha 家庭花园和高地 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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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作物中，农民有可能在无意当中选择了突变系统（例如，那

些由于出现基因移位而导致的突变体），因为其可在种子、茎秆和花中

形成新的、具有明显不同颜色的类型。在玉米 Ac/Ds 系统中，转位因子

诱导表现型方面的突变。Clegg 和 Durbin（2000）提出，在早期人类对

牵牛花（Ipomoea pururea）的驯化中，就是利用牵牛花基因组内可变因

子的丰富变化，造成花色的多样性这一点。这种可变因子可作为品种识

别的标志，或提供有趣的新特性。尽管品种和种子的这种表观可识别变

异，是由微小的遗传改变引起的，但是仍可影响品种的保持和交换。

选择

农民选择和自然选择

地方品种的遗传组成可能有赖于自然选择和农民选择（有意识的和

无意识的）的影响（案例 4.3）。对许多特性来讲，农民选择则可逐渐增强

环境选择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不良土壤、气候或害虫等抗逆性的选择。例

如，在 Yucatán 地区，大部分广泛种植的玉米野生品种 Xnuuk-nal，其平

均开花时间与降水持续时间密切相关，降水持续时间就是雨季平均开始的时

间（开始种植）到月均降雨最高峰的时间。此后的降雨高峰期，也正是玉米

雄花开始释放花粉，雌花开始受粉，受精的穗子开始发育等植株水分需求十

分关键的生理阶段，这可能是对特定生物或非生物胁迫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农业形态学研究表明，1998 年和 1999 年在 Mali 收集的高粱地方品

种的成熟时间比 20 年前收集的品种要早 7~10 天，这不是自然选择就

是农民选择的结果，这些成熟期较短的材料，可更好地适应可利用水分

越来越不确定的环境条件（M. Grum, 个人观点，2001）。

灾害

极端的环境事件可激发对基因库异常强烈的选择压力。2002 年在

墨西哥 Yucatán 州中部，晚熟的当地玉米品种正值成熟期，却遭到飓

风的毁灭性破坏，使植株倒伏（这些损失占 Yucatán 收获玉米粮食的

总产量中大约 80%）。尽管损失惨重，但仍约有 75% 的农民抢收到少

量 Xnuuk-nal 品种的种子，他们是在飓风袭击之前，在每个种群内选取

一些成熟稍微提前的植株，并收到了完全发育成熟的、具有生活力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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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际上，飓风成了选择动力，在许多 Yucatán 玉米种群（对于种群

选择的强度也会受种植日期的影响）中促进了平均成熟时间的提前。

案例4.3　与品种筛选和贮藏相关的种族、社会地位、年龄和性别的差异

　　在布吉那法索的一些地区，根据其年龄和社会级别，妇女同等地介入村落和

临近区域作物品种的筛选。妇女是谷物、其他食物和饲草料生产过程中的主要

角色，95%以上的收获工作由她们承担。当地的品种零售市场几乎完全由妇女经

营，批发市场则由男女共同操作。Médéga地区Bixa人中的妇女，在选择高粱、珍

珠粟、花生和豇豆种植品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布吉那法索的女性（17~90 岁）和男性（23~79岁）进行了农民年龄与种

子筛选的研究。在所有村庄中50岁以上的妇女都参与了育种和种子保存（案例表

4-3）。任何参与育种或保存种子的女性都必须遵循一些传统，例如，在必须准备

和保存种子时，这天之前女性农民绝对不能进行性活动，而且家族中任何怀孕或

处于经期的女性都不能接触种子容器，她也不能接触罗望子果实、牛奶、珍珠粟

或者高粱面。为保证良好的种子储存，选种必须在月缺时完成。在摩洛哥的类似

研究表明，在选种方面，妇女和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一样，在地方品种和改良品种

的差异方面有丰富的知识。

案例表4-3 　布吉那法索：育种系统由男人和女人依据决策标准、社会经济利

益和仪式进行管理

作物
决策者

男性 女性

高粱 +++ ++
珍珠粟 +++ ++
豇豆 +++ ++
落花生 + +++
Frafra 土豆 +++ 0
秋葵 0 +++

*+++ = 高度的决策制定（总是参与）；
++ = 中度的决策制定（有时参与）；
+ = 低度或微弱的决策制定（偶尔参与）；
0 = 无决策制定（从不参与）。
高粱、小米和玉米穗储存在谷仓中。用当地的植物来保护储存中的谷物免受害
虫袭击，包括多角的粉藤（Cissus quadrangularis），Sansevieria senegambica，穗
花香苦草（Hyptis spicigera）和决明子（Cassia migricans）。新鲜植物被磨碎，
与水混合，并且在储存前撒在谷仓中。酪脂树杏仁的残留物也被用来保护种子
免受害虫的侵袭。谷物也与灰烬混合并储存在罐子里。这个过程在凌晨或晚上
没有自然光照的时候进行。怀孕和处于经期的妇女不参与这个过程。
资料来源：D. Rijal， 未发表数据，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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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菜 豆（Phaseolus vulgaris var. xkolibu’ul） 和 利 马 豆（Phaseolus 
lunatus）来说，飓风也重新配置了地方作 物的种群。2002 年以前，

在 Yaxcaba 村 镇 的 年 度 调 查 显 示， 有 66%~70% 的 农 民 种 植 菜 豆，

45%~65% 的农民种植利马豆。2002 年受飓风灾害影响，超过 90% 的

菜豆和 83% 的利马豆种子批次已丢失，所保留下来的大多数种子批次

已经减为其正常规模的很少部分（例如，只剩一把种子而不是几千克）。

在 2003 年，重新恢复种植原菜豆和利马豆品系只占到 20%，大多数农

民则使用了农场外的种子，特别是与其他村镇有豆类种子的农民交换或

购买而来。实际结果是地方品种的豆类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许多地方亚

种群完全消失，并被其他来源的新材料所替代。这些新材料也经受了当

时的选择压力，它们的一些特性也会发生变化。

出现紧急情况（干旱和洪水）时，农民会到具有相似环境条件的村

子去交换或购买种子，当地市场是种子的重要来源，但最贫困的农民常

买不起种子。并不是所有村子都有市场，偏远地区的农民由于远离市

场，更易受到种子安全风险的威胁。

像飓风和洪水这样严重的环境事件，能引起种植材料的巨大变化，

长期的种子风险也能导致农民所使用种植材料不断地改变。Sadiki 等

（2005）发现，摩洛哥农民在好年景时倾向于使用自己的蚕豆种子，而

在坏年景时他们从当地市场购买种子，在这种情况下，由农民形成并维

持的不同的地方种群（其遗传组成反映了地方选择和漂变），被附近市

场或其他地方购得的批量种子所替换。

种子选择措施

选择是依据品种的农艺学性状进行的，农民的实践影响了农场中遗

传多样性的保持。在长期种子选择过程中，影响品种遗传组成的步骤包

括：种子收获前对部分小区或地块的选择、收获时选择其部分植株或植

株的某部分（不同果实或花序不同部分）（Wright 等，1994）。

玉米中，虽然种子选择对遗传的准确影响不很清楚，但是已经

确定了选择的一系列措施，所有措施对品种特性的保持和品种内遗

传多样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Louette 和 Smale（2000）发现，墨

西哥农民传统的种子选择实践都保留了完整的穗部特征，即使是品

种间出现异花授粉造成了明显的基因流动，这些特征也可用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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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在一个村镇内不同农民所选择种子的时间和顺序是不同的。在

Yaxcaba、Yucatán 地区和整个墨西哥，大多数农民是在每个季节主

要根据穗部和籽粒特征选择其玉米地方品种，选择特征包括穗大小、

穗健康情况、籽粒颜色一致性和籽粒大小等。在 Yucatán 地区，选

择过程并不是对所有的环节都立即开始，而是分成几个步骤开展，

从 1 月玉米收获时开始，到 5 月末开始播种时结束。在选择的开始

阶段，农民先分选出高质量的穗子，多数农民会将穗子带苞叶贮存，

并根据穗特征如大小、重量、苞叶覆盖程度等来评估潜在的种子遗

传特征。在去苞叶的穗中，一些农民可马上选择出用作种子的穗子，

并将其放在一旁，剩余穗子最后将用于消费。然而，另一些农民只

是简单地将所有高质量穗子一起贮存，在消费需求加大时也会用用，

到播种季节前不久才选择出用于种子的穗子。农民通常在播种开始

前 1 天或 2 天将穗子去皮并脱粒，这时籽粒特征才成为关注的重点。

也有一小部分农民喜欢在贮藏前将玉米去皮，这就增加了选择过程

早期就考虑籽粒特征的可能性。

在有些情况下，农民选择措施的效果不很清楚，可能只是一些假

设。在整个中美洲，玉米穗子顶端和基部的籽粒通常并不用作种子

（Johannessen 等，1970）。通常认为玉米穗子不同位置的种子在遗传组

成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也许由于花粉竞争和选择，会导致玉米穗

子不同位置的种子遗传组成出现差异（Mulcahy 等，1996）。

在尼泊尔，稻农会在穗子、花序或种子水平上进行选择（表 4-3 ；

Rana，2004）。选择时会依据生殖器官的外观或营养体特性来确定，具

体说取决于他们认为哪方面最重要。也会有一些与种子选择或播种前种

子准备有关的仪式活动（Rana，2004）。

另外，所需种子的数量也很重要。在尼泊尔，大面积种植的品种所

需种子的数量较大，因此，农民会选择适宜的小区去杂，然后将全部小

区种子收获（除劣选择）。然而，对小面积种植的品种，常常是选择最

好的花序（择优选择）（图 4-3）。Rana（2004）发现，为宗教和文化目

的种植在小片区域内品种的种子，农民会特别认真地从中选择种子，因

为不允许向上帝敬献不纯的混合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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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块选择

单个穗选择

从一捆中选择 保存种子

理想不理想

种群中个体表现状况
理想不理想

种群中个体表现状况

选择理想植株

选择最好种群

剔除较差个体

群体选择

种植好种植差

水稻种子选择步骤

农民选择状态最好田块（一致性建植、无病害、无倒伏、杂草少）
表现范围

图 4-3　研究点农户在筛选水稻种子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Rana，2004）

尽管在许多耕作情况下，种子的选择很重要，但也不是绝对普遍存

在的。在尼泊尔的中低产田和租种的稻田内，如果农民有其他途径获得

种子，就很少进行种子选择；而且种子选择也不是按照一定规则，每年

一次。只有在种群被异型植株过多地侵害，或者出现病虫害、败育和倒

伏的时候，农民才对种子进行选择（Rana，2004）。

在布基纳法索，农民从地块中心位置收获珍珠粟种子，以保持种子

的纯度。他们考虑籽粒颜色和小穗开裂的一致性，从一定范围的母本植

株的花序中收获珍珠粟和高粱种。这种措施明显有助于提高种子质量和

种子活力。在 5 年以后（1997~2002 年），20%~48% 的农户获得了较

好的种子质量。总之，我们发现在收获、清选、干燥及贮藏和种植前都

可进行种子选择（Balma 等，2005）。

相反，在摩洛哥北部，农民在传统上贮藏的蚕豆并不与种植材料分

开，在播种时才进行选择。因此，这些农民在种子贮藏期间，显然并未

付出特别的努力来保持种子的发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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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在农场的贮藏和选择

收获后的种子选择工作仍要继续，种子贮藏的设施和方法决定了其

是否易受病虫害及生理劣变的影响，进而影响下一个种植季的种子品质

和数量（Gepts，1990）。除确保有干净的、可发芽的种子外，种子贮藏

条件也是种子批次的选择压力。与不太适应贮藏条件的种子相比，较适

应贮藏条件的种子容易存活到下个种植季，随着时间推移，会对作物种

群的遗传多样性形成潜在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留作下一年使用的种子，其贮藏方法与自家消费

使用的种子没有什么区别。在 Yucatán 地区，农民只在年景不好，高质

量玉米种穗数量不多时，才会将留出的玉米种子特别单独贮藏，譬如

放在厨房的椽子上，种子能够得到厨火烟气的熏蒸而防虫（Yupit-Moo，

2002）。

相反，在摩洛哥，蚕豆种子的贮藏条件不容乐观，因此有一个安

全的、适宜种子贮存的地方或容器，对于农民降低收获后种子的损

失是至关紧要的。在秘鲁，调查了农民近 5 年种子在贮藏期间损失情

况（Collado-Panduro 等，2005），损失比例最高的是玉米，在 Shipibo、

Ashaninka 和 Mestizo 地区分别有 29.2%、38% 和 17.6% 的农户遭受损

失，报告显示，曾有过高达 75%~100% 的种子受损（最高比例至少是

出现在近 5 年中的一年）。造成损失的原因包括象鼻虫（Sitophilus spp.）

和麦蛾（Sitotroga cerealella）等，它们主要影响半硬籽粒（品种 Cuban 

yellow 和 Piricino races 的杂交种）和软粉质籽粒（如品种 Piricino races）

的玉米地方品种，硬粒品种受到的伤害较少。豆类也有明显损失，例

如， 在 Shipibo、Ashaninka 和 Mestizo 地 区 分 别 有 41.2%、19.9% 和

16% 农户的贮藏种子遭受损失，最高超过 75%（至少在近 5 年中有 1

年出现最高比例）。同样这些虫害也对花生种子产生轻微影响（3% 的

农户）。在贮藏期间每个村镇都面临着严重的种子损失，因此在村镇中

种子供应系统和收获后的管理中，种子贮藏是一个薄弱环节。

在 Yucatán 地区，传统的玉米和豆类种子贮藏方法似乎比在秘鲁

更粗放。Yaxcaba 地区的农民表示，通常种子在收获后的损失较少，

Yupit-Moo（2002）报告在传统的谷仓中带皮贮藏 1 年多后，甲虫类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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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为害造成的当地玉米品种的穗子损失少于 20%，这种情况一方面反

映了当地环境条件总体上较适合贮藏，主要是有较长的干燥季节，另一

方面地方品种具有更适合贮藏的形态，包括具有延长的、紧实的苞叶。

Yucatán 地区的农民也常常抱怨现代品种在传统贮藏条件下更易受虫

害。

一项特殊的耕作技术是在播种后继续选择，例如，在一个特定地方

多播些种子，出苗后进行间苗，剔除不想要的雄株。然而，这些措施对

遗传影响的研究很少。

对地方品种的单个种群进行自然选择和农民选择都可能会增加种群

和种子批次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每个农民采取稍有不同的

生产措施，且种子种植在不同的地块上，农民收获的种子批次在一些所

选择的形状上，也会呈现出多样性趋势，但在决定品种的关键特性方面

并非如此。农民对一个品种的专有特性具有普遍或共同认识（如成熟

期、风味和种子颜色等），而农民在对所有种群的选择时，都会尽量保

持这种一般特性。

地方种群间表现出的差异化趋势，是由材料交换或偶尔从市场购

买种子所带来的选择，从而成为迁移的结果，这些材料经再次选择，

形成新的地方种群，获得了更好的适应各地区的特定农场和农民的特

性。

结论

农民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他们所喜爱品种

的种子（Weltzien 和 vom Brocke，2000）。农民从可信任的渠道寻找与

所需类型一致的真实品种的种子。可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农民所谓的

真实品种的种子标准可能与作物育种家的标准完全不同，因为农民并不

强调农艺性状的一致性，而更注重一些可满足经济、环境或栽培需要的

特性。

由于不断加强的农业系统、环境变化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农民的种

子需求也在改变。挑战之一是要确保在这些变化的条件中，种子流通和

生产体系能够持续供应种群足够大的，具有适应能力的种植材料，以满

足农民的意愿。挑战之二是通过选择，确保材料的质量、适宜性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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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符合农户的期望。以此保持高水平的表型和基因型多样性，并保持特

定的品种，这对满足目前和将来的需求显然都很重要。

虽然有多种不同作物收获、管理、交换有关的复杂措施，但这些

措施对地方品种的特性和已发现的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模式的遗传

重要性，并不很清楚。通常，对于以种群差异和交换为特点的动态系

统在一般认识上，正在试图将类似品种说成是复合种群（Zimmerer，

2003）。然而，我们缺少明确的数据来证明事实就是这样，并且也确实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适宜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传统农业系统中多样性的

模式。这些研究将包括一些分析，以便帮助我们理解市场作为品种内

混合种群所起的核心作用，以及交换所支持的新的或不同基因的迁移

途径。我们也要更好地理解选择会引起一个品种内不同种群间发生显

著改变的程度。

一种途径是利用种群遗传相似性的合适理论模型（例如，“岛屿—

大陆”、“垫脚石”、“距离隔离”、“复合种群”），并用这种模型的关键参

数来比较数据（例如，迁移率、地方种群大小、地方灭绝可能性）。第

二种途径是建立一种计算机模型，来跟踪一个村镇种植的作物品种的组

成，并模拟在时间、引进变异（像建议的那样通过观察到的生长过程中

的变异性）和周期性的主要干扰行为。这些过程包括不同来源的各品种

的部分种子（来自农民贮藏、邻居、当地市场和官方部门的种子）和用

于不同用途（消费、贮藏、贸易、销售）的种子。这种模型有助于估

计濒危野生植物种群生存的可能性（Young 等，2000）。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评价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种子系统的恢复能力，并确定保持多样

性得以继续存在的关键参数。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前体系在农民管理

的部分有隔离的亚种群网络则是最佳的，但在更严格的农业系统中却不

再是这样。这种结果也可预先警告我们，为保持种子体系的适应能力，

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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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畜遗传多样性

自从 1.2 万年前第一个家畜物种被驯化以来，在 30 个家畜种中已

经选育出超过 6 379 个登记的育成品种（Scherf，2000）。这些家畜品种

的适应性进化使畜牧业生产能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包括那些有人类居

住的最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些自然进化的遗传特点为家畜抵御持续变化

的环境提供了大量的连续性基因储备，例如抗病性、存活率和高效生产

等特性。通常在寻找技术和管理方案，解决低投入生产系统中有关家

畜的个别问题上，人们往往忽视了自然进化的这些遗传特点。据估计，

35% 的哺乳动物品种及 63% 的禽类品种正濒临灭绝，平均每周就有一

个品种灭绝。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家畜遗传资源的丧失速度还没有明确

的记录，但是由于生产系统迅速变化和杂交育种的广泛应用，其家畜遗

传资源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如执行捕杀政策

来防止商业上重要的家畜疾病的蔓延（如口蹄疫，以及一些人畜共患

病，如疯牛病和禽流感病毒），因为这些都可能引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家畜品种的灭绝。

家畜遗传资源的有效保存，无论是原生境保存还是异生境保存，都

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一些发达国家

已经高效保存了绝大多数本国的稀有家畜品种，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社会

资源和经济资源来保存家畜品种。然而，地球上大部分牲畜遗传多样性

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而在那里遗传资源的保存往往是很不够的。受

第 5 章 多样性测定在家畜遗传资源保存决
策中的作用

J. P. Gibson W.Ayalew O.Han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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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真正的难题是如何选择需要保存的

家畜品种。遗传多样性的信息有益于优化农业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利用策

略。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希望以最经济的方式确保所有家畜现存遗传

变异性得以为今后所用。实际上，往往由于资源不足，无法保存某一特

定物种的全部遗传多样性。即使有足够的资源，我们也无法充分了解一

个物种中所有功能的遗传变异性。因此，如果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所有

物种的全部遗传变异性的时候，就要求 100% 地保存该群体功能的遗传

变异性，必然会导致要求保存大量不必要保存的牲畜个体或种群（例如

生物小种、品种、生态型），这样就使物种保存工作的效率变得很低。

有许多方法可以间接地估计功能型遗传多样性。表现型特征则可粗略估

计一个给定个体或种群中的平均功能的基因变异。但是，大多数农作

物、家畜、鱼类的表现型并未记录在案。由于缺乏可靠的表现型数据，

获得遗传变异最迅速且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取决于匿名分子遗传标记的多

态性分析。分子遗传变异的评估方法，如何应用于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利

用决策的制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章概述了利用表现型和遗传多样性的不同方法，及在发展中国家

他们如何被用来制定保存物种的决策。在这里提到的关于家畜保存的

例子，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农业种类。本文并未讨论如何利用分

子遗传多样性的信息优化与遗传多样性的利用，但文中已提及 Gibson

（2003）总结的一个可行方案。

表现型特征衡量家畜遗传多样性

系统发育

家畜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型特征及其所列举的是规划可持续管理方

案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对家畜品种物理

及生产特性的广泛记载大约始于 150 年前，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相继发

表了许多科学著作。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这些记载已鉴别并改善了

品种内部及品种间最具生产价值的基因型。这样的记载工作主要是在

一些发达国家，而主要以受最具优势的商业品种为主导。然而，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对家畜生物多样性系统表现型特征记载的重要性，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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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自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FAO，1984；

Cunningham，1992；Swaminathan，1992）以及 1993 年生效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以来。通过签署公约

使一些国家间接地认识到了可持续管理家畜遗传资源的重要性，而在此

前，他们并没有这种认识。在过去 10 年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大大提高

了关于可持续管理家畜遗传资源研讨的水平。

   自粮农组织建立以来，尽管家畜遗传资源一直是其规划中的内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粮农组织在罗马进行的技术咨询，及粮农组织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 1980 年经专家咨询过后，就采取了一种新的

方式——即在 1989 年启动了一项由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负责关于家畜遗传资源的全球计划，并于 1990 年通过实施。这一项目

在 1989 年通过审查，并为制定动物遗传资源（ANGR）管理的全球策

略奠定了基础。1993 年以来，在全球和区域两个水平上都为管理家畜

遗传资源提供了全面框架。这个策略的技术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动物

遗传资源的特征、信息记录、分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地理信息系

统实现所有资源数据的实时下载、交换和传播（FAO，1999）。

要进行特征描述的原因

表现型特征是用来衡量和界定品种或品种内特定种群的多样性，以

此了解品种或不同种群的范围、分布、基本特征、相对生产性能、实

用价值和现状。其基本描述包括：不同品种的鉴定和记录，即关于它

们自然生长特性、适宜栖息地的详细描述，并记录下它们的表现型特

征。特征描述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而提供信

息（Cunningham，1992）。可见，应用的重点在于品种的生产性能和适

应性。耦合准确的资料和分布情况，为国家、区域和全球管理动物遗

传资源的先后顺序提供了必要的基本资料（FAO，1984、1999 ；Rege，

1992）。正如本章中所讨论的，这些观点说起来容易，却很难付诸实践。

特征描述的本质

对于一个品种特征的最常见的描述，是基于它的表现型。一个特定

品种的表现型是由其内在平均基因型及饲养和档案记载的环境共同作用的

结果。生产性能水平的高低主要是取决于饲养家畜的环境。尽管有些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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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很少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毛色、角的大小及形状，它们在同一

品种的不同个体间差异很小。而大多数的生产性能则明显受到外界环境的

影响，在同一品种的不同个体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就需要在一个良好的、

既定的环境下，记录家畜的情况，这样可以准确地评价品种的表现型。

    已经制定了描述全面特征的方法，并已被确定作为管理动物遗传资源

全球策略的内容（FAO，1984；Hodges，1987,1992）。已经出版了关于全

面描述家畜遗传资源表现型和基因型特征差异变量的清单（FAO， 1984a，

1986b，1986c）。这些特征包括生产环境方面主要输入或输出的变量，如

生物、气候、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FAO，1984，1986b，1999）。

    事实上，影响动物表现型的环境因素是很复杂的，以致于不同专家

所提出的环境描述指标，没有一个指标能够非常精确地评价在足够相似

的条件下，不同时间、地点，对两个或多个品种所记录的或未记录的表

现型做正确比较。品种间的科学有效的比较，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进

行。首先，两种或两种以上品种的记录应在同一管理水平下同时同地进

行。其次是间接方法，不同的品种在不同时间或地点记录，但是不同时

间或地点能够由于利用同一品种而联系起来。不同环境效应可以通过品

种在共同交叉环境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型来进行调整。但很少刻意开展这

样的研究，但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开始许多试验研究以后，很自然有

能进行这种研究的数据形式。2001 年 Roughsedge 等人通过研究发达国

家已发表的许多试验分析数据，探讨了在肉牛品种间进行这种间接比较

的可能性。他们得出结论：比起孤立的试验数据的归总，综合分析所发

表的数据，能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样的复合分析

只有在环境和基因型互作可忽略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但是，当数据几

乎覆盖了所有的环境和基因型范围时，这种假设就不可能有效。然而，

其作为第一个近似值，它又似乎是合理的。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在发展中

国家，对于许多品种来说，这些数据很难获得。综合性家畜遗传资源信

息系统，能提供一项有价值的服务，就在于克服这一困难。但是问题在

于，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家畜生产系统处于具挑战性的环境条件下，

有许多关乎家畜终身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的性状，很难被记录下来，所以

一般情况下并无记录。总体而言，虽然我们期待许多更有价值的信息被

提取，并应用于家畜品种，但对于大多数品种来说，即便是具有重要经

济价值的性状，有关其表现型的信息也很少（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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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保存和利用适宜种质资源的策略，包括消除种质资源中的一大

部分并减少候选品种数量，以获得少数适合的、易使用的品种。在这种

情况下，以总的表现型差异为基础，可安全地删除相当数量的种质资

源。在没有表现型数据的情况下，通过对目前品种的分布和利用情况进

行评估，仍可安全地消除那些不想要的种质资源，但是这种建立在品种

资源能够表现其理想特性为基础做剔除，则其可信度低。例如，一个品

种在一个不具有某种地方病的区域选育进化时，这个品种是不可能拥有

对这种病的抗性的（这种状况在不同作物中有差异，第 11 章）。同样，

在温暖湿润的温带环境条件下生长的品种，几乎不可能很好地适应干旱

或者是有干旱趋势的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然而，即便是局部且不准确

的表现型资料，综合原生境分布情况和利用目前的分布状况资料，仍可

以给决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信息。如果目前品种特性的信息可以

公开访问的数据库结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制图来显示品种生长和普遍

利用的物理环境，及具有其他挑战性的环境，如疾病环境，这将对制定

决策有显著的辅助作用。

    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现代管理方法，在追求品种特性的时候，

有关家畜饲养者的知识水平经常被忽视。一般情况下，家畜饲养者对他

们饲养的家畜有很深刻的了解。往往缺乏的东西是对品种间做比较的原

理。加上家畜生产者在术语转换使用上有困难，也就是家畜生产者使用

的定量测量方法不够标准，有关知识很难被精确地掌握，而且通常是在

自然界中使用得过于广泛而失去了利用价值。例如，家畜饲养者说他们

的牲畜具有抗病性就没什么价值的。相反，通过家畜饲养者的观察，他

们的牲畜对某种地方病或流行病的抗性（或易染病性）则通常是有事实

根据的。尤其是他们可以有机会观察在疾病发作时不同家畜品种表现的

生产性能。

全球多样性信息汇编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品种相关的信息有限，往往其质量也很

差，且收集方式也不够系统。但是在过去近 100 年间，许多品种信息的

收集量仍非常惊人。当电子出版物成为首选时，大多数信息已经出版，

或成为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旧文献，或已发表在国家或地方的杂志上，这

些文献或出版物在国外或除本地区外不准获取。这些信息很难通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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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检索方式找到和取得。将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让全球都能获取

并受益的这种做法，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最早从事有关家畜生物多样性编辑工作的是 Mason（1988）。他在

1988 年编著的书中介绍了品种名称、别名和该品种被发现的地点，并

对家畜起源、外貌特征和主要用途进行了基本描述。但是这本书并没有

给出种群大小的估计（仅是偶尔提及一些已知品种的情况和种群的发展

趋势），也没有提供所引用品种的生产特征。

另一重要文献《牛品种百科全书》（Felius，1995），尽管只有一个

畜种，却提供了 1 000 多个牛品种的简要介绍。这本书综合了多方面的

信息，包括起源、分布、演变及品种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还包括每个品

种典型的外貌特征、体型大小和种群大小的简短介绍。但是缺少生产性

能、适应性和抗病性方面的信息。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出版编著了大量特定物种品种间做比较的

文献资料。这些研究通常开始于对特定品种信息的综合概述，并以此为

主线形成各国或各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实际规划。这些信息的使用效果主

要取决于它们能否被有效地编撰，并正确地传达给利益相关者，而且大

部分归档文献是很难找到的。另外的一个要考虑的事实是，由于文献数

量增长迅速，需要做的工作是将这些信息归纳在一处，以便大家使用。

最自然的解决方法就是发展电子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这样全球就可以共

享了。

动物遗传资源大会管理会议（罗马，1983 年 10 月）召开后，粮农

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的专家小组提出了建立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动物遗传

资源数据库的想法（FAO，1984）。小农场主所拥有的家畜生物多样性，

大约可以占到全球家畜生物多样性的 70%，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全

球家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快速丧失的遗传多

样性缺乏足够且有效的反应能力。同时对现有农场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和

多样性也缺乏准确的信息，也必将威胁到家畜遗传多样性的存在。

现有全球信息系统现状和未来

目前，已经有一些全球范围内可以获得的，家畜生物多样性的公用

软件电子信息系统。在案例 5.1 中提供了这些信息系统的来源和内容的

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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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1　与品种筛选和贮藏相关的种族、社会地位、年龄和性别的差异

　　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全球数据库建立于1987年。粮农组织与欧洲畜产协会

合作，开发了世界上所有已知家畜品种及变种的电子信息资源描述数据库。该数

据库通过两个网站进行管理：第一个是服务于整个欧洲，总部设在德国的汉诺

威；第二个是为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服务，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罗马。粮农组织

录入则由指定国家代表提供其坐标数据（FAO，1999）。

　　全球数据库是用来维持品种详细资料和监测家畜遗传资源保存，这些可作为

家畜多样性全球预警系统的一部分。目前，有35个哺乳动物和14 000个禽类品种

的群体信息。1999年建立的《世界关注的家畜多样性名录》，（WWL-DAD-3）

就是基于这个全球数据库中的信息（Scherf ，2000）。

DAD-IS

　　DAD-IS（www.fao.org/dad-is）是粮农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全球可使用的动

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数据库。在实施全球家畜遗传资源管理策略时，该数据库就

已经发挥其作为交流和信息工具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协助国家间或各国的国家

网络建设项目。除了国家一级的品种信息，DAD-IS还提供了关于可选技术和

政策文档的虚拟图书馆（虚拟库），包括利用动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工作的工

具和指导方案。它也提供了重要的网络链接，可以链接相关的电子信息资源，

同时还设平台使众多利益相关者可以交换观点，并在此说明其需要获得的特殊

信息，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科学家、研究人员、研制开发人员和政策制

定者。

　　DAD-IS中有关品种水平（或变种水平）信息的要点，主要包括起源、种

群、风险状况、特殊特征、形态和生产性能等，粮农组织的成员国提供了这

些信息。目前，这个数据库列出了来自180个国家的35个物种的5 300个品种。

DAD-IS一个重要特征是提供了多个国家可以安全地进行信息存储和交流的工

具，这样每个国家就可以决定品种数据公布的时间和内容，并且通过官方指定

联络人公布。该信息的性质表明，其对外部用户的价值有限。数据库中所提供

的大部分国家的多数品种信息量很少，由于用户无法得到这些信息的来源、背

景或者是判断其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所以基本上不可能进行品种间和国家间

的有意义的比较。

欧洲家畜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这个数据库（www.tiho-hannover.de/einricht/zucht/index.htm）由德国汉诺

威市兽医学院动物遗传育种部门开发并管理。它是全球数据库的一部分，但

仅限于46个欧洲畜产协会的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数据。自2003年10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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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来，这个数据库已包含了欧洲8个家畜种的1 935个品种，这8个畜种分别

是水牛、牛、山羊、绵羊、马、驴、猪和兔。数据库可以显示品种信息的概

况，包括起源、发展形成过程、种群大小、品种现状、生产性能以及保护措

施。这个数据库还提供了国家一级数据库的重要链接，主要是德国、法国、瑞

士、荷兰和奥地利。这个网站还有国际珍稀品种的信息（欧洲畜产协会，动物

遗传资源数据库，2003）。

DAGRIS
　　DAGRIS（dagris.ilri.cgiar.org）是由国际家畜研究所开发和管理的。它自

1999年开始搜集编译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家畜品种来源、分布、多样性、特

征、现有用途和本土品种情况。这些信息都来源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这个数

据库的一个独特点是它提供了支持品种信息的参考文献和出版来源的摘要。

DAGRIS是集搜索、培训、宣传、遗传改良和保存于一体的工具。2003年4月，

该数据库的第一版出现在互联网上（Dagris 2003），在只读光盘上可以使用。

目前，数据库包括超过16 000条性状记录，有非洲的152个牛品种、96个绵羊

品种和62个山羊品种。尽管它只局限在3个非洲畜种，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计

划将DAGRIS的范围扩大到亚洲。

　　数据库将来的发展计划应包括建立外载结构，如增加便于远程上传和下载

未保存过的品种信息，以此在数据库的发展中扩大用户参与范围的功能，结合

为发展中国家动物遗传信息的可持续利用与保存提供决策支持工具的模块，获

得并进行分子遗传信息分析的模块以及与GISS连接，提供覆盖各种地理数据的

设备。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家畜品种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动物科学系负责管理这个数据库，开放于1995年

（www.ansi.okstate.edu/breeds）。这个数据库提供了品种的来源、分布、典型特

征、用途和繁殖状况的简短描述，还包括品种的主要参考文献。它包括来自世

界各地的品种名录，并且有通过区域排序的选项。截止到2003年10月，该数据

库列出了1 074个家畜品种，包括的品种有：绵羊289个、牛269个、马229个、

山羊106个、猪73个、驴8个、水牛7个、骆驼6个、驯鹿4个、美洲驼1个、牦牛

1个、鸡55个、鸭子10个、火鸡7个、鹅7个、珍珠鸡1个和黑天鹅1个。它也提

供了与虚拟畜牧图书馆里的链接，以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

    现有的信息系统都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他们都包含大量的信

息，但是它们不能指导我们制定有效的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决策。迄今为

止，在任何一个信息系统中，对于大多数物种中的绝大多数品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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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小比例的可用信息，仅能够按照国家或品种进行简单地搜索，缺

乏更多的功能。下一代信息系统的目的应是获得包括过去的和现在大多

数家畜品种的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以某些方式进行分类，允许用户对

每条信息的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信息系统的功能一定要大大增强，允

许用户提取组内和组间数据，并进行表型和分子遗传的分析。希望数据

检索获取的范围也能扩大，以便品种信息可以和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

的环境及生产系统定位联系起来。一些记载不充分的特性，例如抗病性

和适应性，可从过去及现在的品种分布和利用情况进行推测。如果研究

人员、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和社区农业顾问掌握这些他们所需要的信

息，并以此来对家畜遗传资源保存与利用做出合适建议以及适合的决

策，这些迫切需要的功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基于分子遗传标记——遗传多样性的评估

分子遗传标记是广泛应用于评价家畜遗传多样性的参数。尽管目前

还没有关于分子遗传标记广泛而全面的综述，但从一些涉及大量品种的

项目中已经收集到了这种信息。蛋白质多态性是第一个用于家畜的标

记，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大量用血型和同工酶系统进行遗传变异的研究

（Baker和 Manwell，1980；Manwell和 Baker，1980）；然而，这些标记观

察到的多态性水平通常很低，因此会大大降低多样性研究的可用性。随

着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的发展，DNA 多态性成为以分子为基

础测定遗传变异的可选择的标记方法。目前，在家畜遗传特征研究中，

两个最流行的标记方法是线粒体 DNA 序列，尤其是高可变区 D 环或者

调控区域的序列和常染色体微卫星 DNA 位点（Sunnucks，2001）。

    线粒体 DNA 是细胞核外的遗传物质，几乎都是来自母体的遗传。

每个个体都继承了其母本的一个单倍体。但是，在没有核基因多样性或

者雄性介导的基因流的分析，线粒体基因分析提供的现存个体或者种群

的多样性信息是不完整的（Avise，1994）。这对于远系杂交家畜品种非

常重要，因为雄性种公畜可以产生很多后代。然而，作为单倍体，由于

缺少重组和遗传，线粒体 DNA 研究主要有助于鉴定家畜种的起源，并

且了解复杂的驯化过程，这对于了解遗传多样性的起源和分布具有重要

作用（Bruford 等，2003 年的综述）。如果可以获得大量无关联的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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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那么单倍体多样性可用于计算品种内的遗传变异性和进行品种

间的比较。分子变异的层次分析（AMOVA）（Excoffier 等，1992）使我

们能够比较品种群体内或群体间以及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的分布多样性

（Luikart 等，2001）。线粒体 DNA 也可以快速检测家畜品种间或亚种间

的杂交情况。

微卫星位点是共显性的核标记，高密度随机分散在几乎大多数（可

能是所有）真核生物的所有染色体上。他们具有高度多态性，等位基因

多样化表现在一些串联重复的 2~5 个碱基对序列中。微卫星片段很小，

可以进行简单的 PCR 扩增，DNA 可以从各种来源的材料中提取，包括

血液、毛发、表皮甚至排泄物。在测序凝胶上可以看到多态性，DNA

自动测序仪可以在短时间内分析大量样品（Jarne 和 Lagoda，1996；

Goldstein 和 Schltterer，1999）。目前，微卫星是进行多样性研究选择的

标记，用于确定亲子关系和定位数量性状遗传位点。虽然目前微卫星较

受欢迎，但是随着廉价的单个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测定方法的发展，在不

久的将来微卫星可能会受到挑战。粮农组织已经检查了推荐用于主要家

畜种多样性研究的每个微卫星位点体系的利用情况（dad.fao.org/en/refer/

library/guidelin/marker.pdf）。

围绕应用微卫星位点进化法选择最佳突变模型，始终存在一些争

议，因此应该挑选最好的种群遗传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微卫星的多态性

可能是通过 DNA 的滑移机制产生的（Schltterer 和 Tautz，1992）, 随之

产生等位基因的分离。等位基因无限库的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一

个新突变体的大小可能取决于产生变种的等位基因的大小，也有可能是

回复突变。因此，现在已经提出了基于局部突变模型的基因距离和基

因分化的新方法 （Goldstein 等，1995）。但是，模拟试验研究已经表明，

假设一个无限等位基因突变体模型，用微卫星数据研究品种内多样性的

分析是有根据的（Takezaki 和 Nei，1996）。

微卫星数据用于估计种内、种间遗传多样性及种间基因混合。计算

平均等位基因数（MNA）、表观杂合度和预期杂合度等种群遗传参数，

这是最常见的评估品种内多样性的方法。然而，要使平均等位基因数作

为有效的种间比较工具，要求所有品种具有相同的样本大小，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从理论上讲，等位基因多样性可以提供品种的特有信息，

这是通过种群内等位基因的特殊性（也可称为“私密性”）而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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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实践中，必须谨慎解读观察到的私有等位基因，尤其是如果他们

出现的频率较低时，因为这可能是由于抽样假象引起的。同样，杂合性

测量的标准误差取决于动物基因型的数量和观察到的个别基因的多态性

水平。

用微卫星评估品种间遗传多样性的最简单的参数是遗传分化或者固

定指数。已经提出了几个估计值（例如 FST, GST,ā），应用最广泛的是

FST（Weir 和 Basten，1990），用来测定亚种群间的遗传分化程度，通

过计算种群间等位基因频率的标准变量而获得。统计学显著性可以通过

计算种群间的 FST 值，测试种群间缺乏遗传分化的假设检验，从而得

到种群间多样性的遗传分割（Mburu 等，2003）。线粒体 DNA 多态性的

分析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AMOVA（Excoffier 等，1992）能够评估种

群内或种群间遗传多样性的分布。

通过测定微卫星等位基因频率的方法，可以计算遗传距离，微卫

星频率的数据也普遍应用于估计种群间或者个体间的遗传关系。最常

用的确定遗传距离的标准是 Nei’s 标准遗传距离（DS）（Nei，1972）。

然而，对于亲缘关系密切的种群，遗传漂变是遗传分化的最主要因素，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家畜身上，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推荐使用改良

的 Cavalli- Sforza 距离（DA） Nei 等，1983）。品种间的遗传关系通常

通过构建系统发育树而变得形象化，最经常使用的是相邻连接法（N-

J） （Saitou 和 Nei，1987），它并没有假定所有的谱系中的进化速度相

同。已经发表的大量文章［例如，动物遗传国际协会杂志，动物遗传学

（www.isag.ora.uk）］，主要是用遗传距离描述家畜品种间的亲缘关系。然

而，建立系统进化树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假定进化不是网状的（谱系可

以分支但绝对不是因为谱系间的交叉造成的）。这种假设在家畜上很少

成立，因为新品种往往是通过两个或多个亲本的祖先异系交配获得的。

重建系统发育则提供了进化的可视性，但是必须谨慎解译，即这些知识

不能代表系谱的融合。

微卫星等位基因频率数据的混合分析使用了多元统计分析，以及最

近的贝叶斯聚类方法（Pritchard 等，2000）。在家畜中，这种最综合类

型的研究是对整个大陆范围内非洲牛的研究（Hanotte 等，2002）。利用

主成分分析，作者可以评价每一个非洲牛品种的基因混合水平，并推

断其起源，并确认其属于哪个牛驯化中心，因为目前公认世界上有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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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驯化中心。此外，结合考古学的信息，分子数据可以用来鉴定起源

中心，或直接深入到目前发现的非洲大陆牛品种的 3 个主要遗传影响因

素。主要观点是：分子遗传数据是分析多样性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结合其他的信息，例如考古学数据和书面记录，可以了解家畜品种遗传

变异的自然和历史的起源，以及随后的运动和发展。目前，遗传多样性

起源的制图，可以在种内表现型变异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推断出一个物

种中的功能型遗传变异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保存决策中分子标记多样性的使用

理论上，尽管我们希望保存所有家畜的品种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必

要的财力、物质以及人力资源等条件都不可能达到，因此我们必须要首

先确定如何配置有限的种质资源保存条件。保存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

数量保存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以备将来使用。有关品种间潜在的、有用的

遗传多态性的分布，几乎无任何资料，同时，发展中国家品种表现型的

资料也非常少。因此在短时间内，分子标记信息提供了指定品种内或品

种间最易获得的遗传多样性评价。接下来不是要争辩分子标记信息优于

表现型选择，或是其他直接或间接测定功能遗传变异的方法。相反，当

所有其他信息缺乏或价值逐渐降低，作为更详细准确的直接和间接的测

定功能遗传变异的方法（例如准确的表现型鉴定），基于分子标记的遗

传多样性方法则最有价值。最终，保存决策应取决于最佳的功能性遗传

多样性信息的组合，包括基于分子遗传标记信息。但是目前分子标记辅

助的决策措施，主要注重分子遗传标记数据的应用或是来源于这些数据

的多样性测定分析。最后讨论一些关于如何发展更完善的辅助决策手段

及其建议。保存决策同样要考虑到诸如不同品种的社会价值及文化价

值。本章讨论的辅助决策手段可能对决策制定者理解备选方案的结果更

有价值，用来帮助改善而不是驱动决策制定的过程。 

种质多样性保存的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在将来获得最大限度的遗传多

样性。许多的研究者指出应用上述方法可以获得最大数量的种内和种间

遗传多样性，这与分子遗传标记数据估计的一致。另一些研究者则开始

关注使品种间未来存在的多样性最大化，并且提出了一些关于最大化品

种内或品种间加权平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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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品种内有很高的遗传变异性（第 6 章），并且为获得最大数

量的种内和种间遗传多样性而提出的方法也很容易被分子遗传标记评

定，但是利用种内和种间多样性的最大化，并将其作为制定种质保存目

标的标准，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如下。

品种间存在有最容易且迅速可利用的遗传变异，这是因为在品种内

控制重要适应性和功能性状的等位基因频率预期的出现率很高或者是固

定的，这就是说，与种群内部的选择相比，品种替代或进级杂交能产生

更快的遗传改变的原因。

群落遗传学理论认为，不论是通过基因漂变进化或是选择进化，用

匿名标记测量的遗传距离与功能性遗传（例如，可利用性）之间，有显

著的非线性关系，并且不同的品种间各不相同。在最近的一份关于欧洲

猪品种的分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中发现，由于基因漂变，品种间的多样

性远高于预期，这与品种驯化和进化过程中经过广泛的基因组选择的影

响是一致的。一份关于奶牛产奶量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良好

饲喂条件下，奶牛整个泌乳期的平均产奶量，可以从大多数非乳用热带

品种＜ 800L，到专业欧洲荷斯坦奶牛＞ 6 000L。一个成功的育种计划，

可使一个低产热带奶牛品种的产奶量提高，差不多每年能提高 1%，因

此要使一个非乳用的热带牛品种的产奶量通过选育的方法，达到那些

现代乳用奶牛的产量，可能需要 202 年。然而，使用品种替代法， 5~10

年就可以实现；品种杂交用 5 年时间可以完成其一半的目标，在 10 年

内完成 3/4 的目标。

基于分子标记信息估计遗传变异的方法，是假设品种内的遗传变异

对于所有品种在功能上都是相同的，但这可能并不准确。

正如分子遗传标记所估计的，对于稀少品种的保存将会导致该保存

品种内高比例的变异。

如果不使用单一的或固定不变多样性梯度，就会导致结果失真。如

果一个已经保存的品种系统中增加一个新品种，就会低估已知系统的多

样性保存量，而添加一个已存在的品种到该保存体系中，则会高估种系

中的多样性的数量。

我们认为，一个更为合适的方法是：种间未来多样性最大化，或

是尽可能将重点放在种间变异的保存而不是种内变异。有许多组织建议

利用 Weitzman（1993,1998）提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用于对种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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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保存的资源配置（Weitzman，Simianer 及其同事进一步发展了该方

法）（Simianer，2002 ；Simianer 等，2003）。这种方法是基于分子遗传

或其他数据信息，并首次用于估计种间遗传距离。Weitzman 提出的略

加修改的多样性指标 D，由于遗传多样性的评估而得到发展，具备非负

性、单调性、复制不变性等基本特性。用其估计每个品种灭绝概率在

方法上有了很大发展，zi 可以用来计算期望的未来多样性，DF 能估计

全部品种的灭绝概率。每个品种多样性的边际贡献，mi 也可以通过不

同的 DF 计算出来，已知品种的灭绝概率等于 Mi 加上 DF，在灭绝概

率 zi=1.0 的情况下（如品种一定会灭绝）。一个给定品种的边际贡献并

不和其自身的灭绝概率相关，而是与其亲缘关系最近的品种的灭绝概率

有关。通常认为种群处在最危险情况下，并不具有最高的多样性边际效

应。这就是说，在种质资源保存时，最好不要在面临最大灭绝危险的种

群上花费精力。

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测量种群灭绝概率的预测方法（Reist-Marti

等，2003），但仍需要开展更多预测灭绝方法的研究。新的方法应该能

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保存更多的多样性，这就需要明确界

定在保存一个给定品种的过程中资源消耗和灭绝概率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界定基本上是能够实现的，但还没有在任何的系统进行过尝试。

Simianer（2002）举了一个非洲牛品种中资源优化保存的例子，这个资

源优化的前提是假设资源分配和灭绝可能性存在相关性。在这个例子

中，与同等地配置所有物种的资源相比，或仅仅配置给受灭绝威胁最大

的物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未来多样性增加大约 60%。将资源配置

给受灭绝威胁最大的物种，是多样性保存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说明发

展和应用最优化方法分配资源，对于多样性保护项目的有效性，具有深

远影响。

回到多样性保护适宜措施的问题上来，我们则应以获得最多的多样

性为目标。Barker（2001）比较了不同多样性保护措施在不同亚洲山羊

品种上的应用情况，研究表明，当用韦茨曼的 D 统计法为测量指标时，

并且保护的目标是为使总体变异性最大和种间多样性最大时，个体品种

对多样性的贡献无本质上的相关性。尽管我们已经明确测量指标与保存

目标是最相关的，但是国际组织仍需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以确

保持续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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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子遗传、表现型和其他数据做决策

之前提到的基于匿名多样性措施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包括直接实用

性措施（例如抗病性、抗压性、生产性等），以便保存一个多样性最高

的实用性群体。Simianer（2002）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这些方法需

要进一步的发展，但理论上可适用于任何情况，如无任何实用信息，只

有分子遗传多样性是可用的，或即使拥有全部实用信息，但分子遗传多

样性数据在最优化的选择中极不受重视等。

这种决策制定过程的最优化方法，源于计算机集约化使用，当同时

遇到很多品种时，就限制了它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应用，仅能作为一

种获取简易评价工具使用。遗传算法提供了一种基于进化理论的迭代

解决方案，能够迅速解决这些高度复杂及最优化等问题。Piyasatian 和

Kinghorn（2003）在解决最大化种内和种间的品种遗传变异结合的问题

上证明了这一方法，他们阐释了种间或种内变异的相对权重。这些方法

可以开发成界面，在这种界面上，使用者可以输入不同参数，并可实时

探索备选保存方案的结果。这些方法同样可以扩展到更为复杂的保存决

策的影响因素模型（例如自交率的测定以及由此丧失的种内遗传多样

性）和未来遗传改良潜力的有无。这些方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能够让

研究者和政策顾问们，探讨家畜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利用中的大量而广泛

可选方案的结果。在连接基于网络的家畜遗传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

时候，应该提供这些工具，或者将其作为单独工具在任何标准的台式电

脑上运行。这些工具能够很容易地应用于其他农业或非农业的物种保存

决策中。

注释

1. 这些评估源于世界家畜多样性展望名录，收集来自各国家代表提交给世界粮

农组织官方数据库的家畜遗传资源的状况报告。一份关于家畜遗传资源多样性文献

工作方法的评论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将任何一种当地存在的遗传资源，确定为特

异遗传资源的权力。例如，许多国家规定长白猪作为国家遗传资源，因此每个国家

都将长白猪视为一个单独的品种。许多国家长白猪的数量很少，因此他们被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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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尽管全球长白猪种群的数量仍然很大并没有受到威胁。毫

无疑问在一些长白猪种群间存在某些程度的遗传分化，但在收集统计数据的过程

中，导致种群数量及受到威胁种群的比例，都被高估了。这个问题几乎全部来源于

发达国家的报告中。然而，大多数这个领域的观察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截然

相反。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家畜的遗传资源仍然无报道，且遗传资源受威胁情况远

高于已发表的数据并且还在增加。家畜遗传资源在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威胁，主要

来源于迅速增加的杂交育种技术及农业方式的改变，而这两个威胁仍在继续扩大。

在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系统中，由于发展中国家报道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许多观察

者对家畜遗传资源受威胁的情况表示怀疑，而其他观察者则认为重要遗传资源受到

的威胁，远远大于现在报道中所陈述的状况。急需一份有关发展中国家家畜遗传资

源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精确而涉及面广泛的文献资料。

2. 到 2006 年 5 月 1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有 188 个成员，其中 168 个国家已经

签署（www.biodi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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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农场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变化和
互作

I.Hoffmann

家畜品种是畜牧业发展的生物学基础，也对食品安全及农业可持续

发展有重要贡献。在大约 30 种家畜和家禽中，仅 14 种就满足了人类对

肉食需求的 90%，但是人们对大多数动物遗传资源的认识还很少。在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数量很少的几个种，一些应当

考虑的影响因素经常被忽视，如当地生产环境对一个品种存活能力、繁

殖和生产能力的影响。人们忽视了对这种生物资源的管理，从而导致资

源相当大的流失，并且随着全球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这种流失可能进

一步加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畜牧革命。

重视使用和发展家畜品种，保存那些有价值的、目前对农民没有

经济意义，但是将来会有巨大作用的品种，以确保未来的食品安全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品种的可持续性使用、发展和保存是实现上述

目标的关键和重要补充成分。同时，分子和繁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

展，对动物遗传资源（ANGR）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本章依据三个

关键问题，对动物遗传资源（ANGR）多样性的管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Masinde，2001）。

1. 在农业系统中，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维持一定数量的畜种和

品种？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2. 农民在保存若干畜种与品种时，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和策略？

3. 帮助或阻碍农民保持这种多样性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是积极因

素，哪些是消极的？ 

回顾了家畜种的驯化和分布后，我们对主要的家畜生产系统、品种

和这种系统中的育种目标等也进行了综述。已经确定了影响动物遗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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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外部因素，同时，调查了农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总的来说，在

小尺度上和传统农业中，评价和管理动物遗传资源的研究还很不足，但

近年来，很多这样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兴起。对农场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研

究则更是少之又少。

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物种驯化和分布

早在 1.2 万年前，人类就开始驯化动物，遵循两类使用动物产品的

主要方式：一是通过驯化绵羊、山羊、猪、牛、狗和豚鼠，集中选择提

供肉、脂肪和纤维的动物；二是一段时间的驯化后，对动物的行为产生

了影响，将动物用于运输和畜力。实现该目的选择的主要畜种包括：黄

牛、水牛、牦牛、驴、马、美洲驼和骆驼（Röhrs，1994）。在大多数情

况下，人类会影响动物的生存环境，但在少数生产系统中，例如游牧制

度下，人类是跟随着动物迁移。有很多适时适地的驯化的事例（Bruford

等，2003）如图 6-1 中所示。大洲间和国家间，通常发生一定程度上

的动物交换，但这种交换在殖民时期增加，特别是在 19 世纪。

图 6-1　驯化和分配畜禽的时间及地点（修改自 Röh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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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品种多样性的集群。例如：大多数水牛和牦牛

品种的多样性是在亚洲，大多数马、鸡和鹅的多样性在欧洲，而骆驼的

多样性则集中在拉丁美洲（表 6-1）。

畜牧生产系统

自从在 1.2 万年前人类驯化了第一个畜禽种后，人们已经选育出了

几千个家畜品种。这些品种在适应过程中得到进化，由此，这种适应力

使得畜牧业生产范围很广，例如可以在很宽的农业生态带、生产系统和

不同经济制度下进行。生产目标也不同，包括家庭消费占有很大比例的

自给农业，还有没有家庭消费的商品农业。自给农业也出售家畜，但是

他们只是在迫于经济原因时才会出售畜禽，他们饲养动物主要是为了家

庭的消费需求，或是为了一些社会、宗教、文化的原因。

在发展中国家，畜禽通常占农业总产值的 25%~30%，而这一数字

预计在 20 年后会增长到 50%。畜牧业的发展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

如增收、资产积累、保险、缓解周期性变化、食物、衣物和其他物品、

畜力及营养物质再循环（即其他农业活动副产品的利用，如作物残茬）。

全世界大约有 70% 的农村将畜禽作为他们生计的重要部分。与富裕的

农户相比，畜禽是那些贫穷的小农户收入与福利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

一般地说，用来划分畜禽生产系统（LPSS）的主要因素是农业

生态区域、流动性、农场的整体性、土地资产、生产所需的外部输

入条件及经济效益等。Sere 等（1996）依据生产所需占地面积，将

畜禽生产系统划分为草地基础型、混合型和不占地型。草地基础型

牧场或草地畜牧系统常是完全的畜禽系统，此系统中，畜禽是全球 2

千万农牧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Steinfeld 等，1997）。以全部生产量

而言，放牧系统的产肉量只占全球肉类生产的 9%。大多数畜禽被饲

养于农牧混合系统中。全球农牧混合系统的产量占肉类（54%）和奶

类（90%）生产的大部分，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小农户也主要依靠

混合农牧系统。无地系统则提供了全球超过 50% 的猪肉、禽肉生产

和 10% 的牛羊肉生产，此类生产依靠外界输入饲料、能量和其他物

质来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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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育种

动物遗传资源一般根据它们的起源分成地方传统品种或外来品种、

现代品种，根据它们的育种史又分为本土地方选育品种或商用品种。商

用品种是由科学育种程序选育形成的，这些育种程序基于对单个动物的

鉴定和生产性能的记录进行品种选育［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名词术

语中对品种的定义］。

畜禽育种起始于对繁殖的控制，这在那些自由放牧生产环境中很难

达到。育种是使用和发展动物遗传资源最为重要的部分。地方品种的育

种目标包括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抗病性及能提供一系列产品和服务，这

些产品和服务可以进行贸易，也可以不贸易。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畜禽

具有多功能性，它们提供食物（肉、奶、蛋）、纤维（绒、皮、革）、畜

力、肥料和燃料等。如在南非，一些小农户用鹅作“看门狗”（ Bayer

等，2003）。家畜放牧能形成社会需要的文化景观，还能帮助维持生物

多样性。当地人具有丰富的家畜知识，清楚哪种类型的公畜和母畜是自

己需要的，并且也清楚哪类动物最适合当地的环境和生产条件。

从发现的家畜骨架尺寸很大，就可推断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很擅

长动物育种技术。尽管如此，中世纪时，这种技术在欧洲还是失传了，

因为中世纪欧洲的牛体格还是很小。中世纪时，阿拉伯的马育种者就开

始率先使用系谱选择进行马的选育，该技术影响了整个欧洲的育种发

展。现代育种始于 18 世纪，尤其是在英国，涌现出许多适用于某个特

定地方环境的品种。例如，在高地选择的绵羊或黄牛品种与在低地选择

的具有不同的表现型，就如同纯血马与役用马之间有差别。品种的发展

还基于从其他大陆输入家畜品种。英国本土猪和亚洲东部、南部及地中

海的品种都有杂交。在当时，育种更多的是针对表现型而不是生产特性

为目标，品种也常具有多种用途，如牛的用途为奶、肉、役。自 20 世

纪 50 年代以来，从这些品种（如地方品种）开始，现代专用品种已发

展成在一两个主要的生产性状如对奶、肉、蛋、纤维上追求高产出。现

今的品种已经至少在一个纯系育种体系下选育了 20 代。诸如此类的现

代育种过程需要控制交配技术、动物个体鉴定技术和相应的记录，及对

后代生产性能检测以便发现优良亲本（特别是发现优异的父本，因为现

代育种技术需要高的父本繁殖能力），以及复杂的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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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发达国家（及日益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畜禽是在控

制条件下饲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围环境脱离。甚至饲料原料都不需

要本地生产，因为饲料很容易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这种与环境脱离的饲

养方式，在不占地的动物遗传资源上尤为突出，如禽猪集约化饲养，对

围栏集中饲养的奶牛和肉牛也很重要。饲养环境条件的一致性，其结果

是只需要很少的品种，这导致畜禽多样性的降低（Tisdell，2003）。

育种目标包括在几个生产性状（肉奶蛋）上的高性能表现。近来，育

种目标也包括改善动物健康状况和代谢稳定性（如骨质结构、家禽重要器

官的完整性）以及动物行为和产品质量。这些特性已被引入育种方案，以

解决发达国家由于集约化畜牧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消费者意识和关注

度日益增加，以及动物福利活动等。在美国，人们更倾向于利用草地和牧

场生产禽和蛋。外界因素（如废物管理）和特殊利益团体（比如动物福

利）的压力，可能提升育种成本以适应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也可能已包括

在选择方案中的有关适宜性状里了。还应该解决可能存在的人、畜争粮、

高投入的猪禽业导致的高氮磷污染等问题。育种公司和机构出于道德、环

境、经济原因，持续提高单胃动物的饲料转化率。商品禽业生产中，肉和

蛋的饲料转化率已经从 1950 年的 4.0∶1 降低到 2000 年 2.0∶1（Flock 和

Preisinger，2002），目前商品猪生产的饲料转化率是 2.5∶1。

地方品种一般是由大量小户农饲养和交换的，而商用品种则大规模

集中在某些地区，这种集中与企业形式无关（合作社或公司）。与育种

公司在其他市场一样，农民合作社在某些品种的市场上占有 100% 的市

场份额（Preisinger，2004）。动物产品的繁殖率、利润率和运输费用等都

影响着家畜的集中饲养产业，这些费用也都与育种过程息息相关。家禽

的繁殖率相对最高，其次是猪（雌性繁殖率高），接着是牛（雄性繁殖

率高），而某些反刍动物的繁殖率相对较低。生物技术在奶牛繁殖中使用

最方便（主要是低温冻精和胚胎），而在猪（商品猪主要是新鲜精液）和

家禽上利用相对困难些。在一些小型反刍动物和马中，人工授精并不受

欢迎，反而是自然交配占主导。因为家禽的繁殖率最高，而且蛋和孵化

后只有几天的幼仔容易携带，所以家禽原种企业的联合十分普遍。50 年

前，西方国家有很多个原种禽群。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大概有 20 个育

种公司。今天，国际鸡肉市场被 3 类蛋种鸡和 4 个主要肉鸡育种公司控

制（Flock 和 Preisinger，2002）。在猪产业中也有类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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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的观点看，现代育种具有高度组织性，它基于良种登记册记

录的等级的动物和家谱，这些记录用来支持育种机构在表现型和生产特

性上进行选育的育种目标。育种机构可能是育种者的联合会或者是私有

企业。很多组织机构的信息和项目都是可以查询的（如在育种联合会的

网页上）。他们一般只生产一个品种，仅具有一两个产品生产性能，他

们并没有试图要增加或维持动物遗传资源的生物多样性，但目的在于

管理一个群体内有足够多的遗传变异性（案例 6.1）。例如黑白花奶牛，

由于一些高效繁殖技术的使用和高强度的集中利用少数公畜，导致全球

虽然有几百万头的种群，但是有效的头数不足 100 头。

品种表达了人类利用的动物遗传多样性，定义为驯化单位而非技术

单位（FAO 术语表）。从遗传变异性方面讲，遗传多样性可以通过分子

生物技术用遗传距离来表示，如微卫星标记技术。系统发育树上距离越

远，则遗传差异越大。种群或群体数量大且近交受到限制时，这些品种

内具有较高的遗传变异性。

在分子水平上对遗传多样性的检测并不总是与品种表型多样性有

关，这是因为长期的交换、改造和杂交，使不同的表型下产生了相似的

基因型，或是具有不同表型的相似基因型。例如以下是基因型相似、表

型不同的情况：纳米比亚的本地牛品种——山加牛，分布在纳米比亚的

北部和东北部。有 4 种被公认为截然不同的生态型：Ovambo 型、Caprivi

型、Kunene 型和 Kavango 型。它们是在不同环境下进化来的，但却在遗

传基因上十分相似（Nortier 等，2002）。增加了遗传多样性的杂交但也

维持了表现型的实例，例如 Murnau~Werdenfelser 牛，是德国一个受到威

胁的品种与 Tarentaise 牛杂交获得的品种；还有就是安格尔牛的古老类

型，与丹麦红牛杂交。观赏鸡类的育种家主要关注表现型，但是表现型

不同的品种，它们的基因型也许十分相似。通过一个以表现型标准为目

的的繁殖杂交，一些灭绝的品种可能会再生。这些再造的类型可以是人

类需要的表型，也就是对由社会文化因素驱动，以适应特殊景观所需古

老品种的保护；也可以被认为是农业的或自然景观的遗迹，但不能与维

持遗传变异性混为一谈。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观点：品种作为一个社会

性产物具备一些表型特征，作为生物多样性管理人的官方机构，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公约下，将品种定义为在基因组或等位基因水平上的遗传变

异。这些都表明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及其特征的讨论和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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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1　家禽品种和其遗传变异性

　　所有的家禽类似乎都起源于南亚的红原鸡（Hillel等，2003）。发展中国家通

常不会详细描述家禽的品种，除了埃及选育的Fayoumi鸡（Hossary和Galal，1995）

外，但是又没有证据显示非洲的热带适应性品种是从其当地品种发展而来的。

Fayoumi的基因组成和其他地区的鸡有所不同，它比一些美洲鸡的抗病毒性强 

(“Egyptian chicken plan”，1997）。

　　在大种群、大集群群体和限制近亲繁殖的品种中可以发现较高的遗传变异

性（如高多态性）。基于遗传特异性的地方种群，可以发展成在表现型特性上

不同的一系列纯种，如羽毛颜色、图案和冠式。这些品种的有效种群大小在短

时期会减小，诸如高强度地选择某些观赏特性，会减少观赏品种的有效种群大

小。同时，近亲繁殖、遗传漂变和瓶颈效应会加剧这种情况，使品种处于灭绝

境地。尽管这几年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在FAO的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家

禽的数据还很匮乏（Scherf，2000；Weigend 和 Romanov，2002）。14种鸟类、

1 049个品种的数据已经被输入到系统数据库中，但仅代表所有品种目录中的

16%。从各国给家养动物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提供的家禽遗传资源数

据看，很明显，欧洲和北美的品种都处于灭绝边缘，虽然其他地区报告的数据

还不充分。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中，登记的家禽品种中，约有50%被列入危险

中，这是系统中所有品种中处于危机比例最高的。系统内并没有涉及商品禽

系，育种公司和大学也没有储备这些品系。

　　商品禽育种者销售多个产品，多数都源于三四个纯系的杂交。因此，祖系得

到不断的发展，储备系也得以保存。商品种畜具备较低水平的近亲繁殖，也维持

了高的遗传变异性（Flock和Preisinger，2002）。从遗传变异的观点看，商品种禽

覆盖了家禽绝大部分的遗传多样性，这也常见于很多观赏品种。尽管如此，近几

年，商品白壳蛋鸡育种者也开始关心遗传变异性的降低和对选择的影响，因为白

壳蛋鸡起源于单冠白来航鸡。褐壳蛋鸡和肉鸡的遗传基础广泛，主要由4个品种

发展而来。因为经济原因，这几年，育种公司纷纷合并，又对其保存系进行了配

置，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对品种和系谱内遗传变异性的保护（Hillel 等，2003）。

本土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这章主要关注地方或本土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本土传统知识就

是对当地传统经验的实践，也同时将更多当前的经验与现代技术相结

合，因此它是动态的。随着创造、革新机制及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而

变化发展，形成了当地型或全球型（Richards，1985；Warre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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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rkort，1993；Rajasekaran，1993；案例 6.2 和案例 6.3）。

    从社会角度看，社区内及邻近的组织和机构、农户和社区资源管

理都影响农牧民的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到动物遗传资源（Rege，2003）。

自然资源（土地和水）的使用、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私有或公有）的

类型，还有家庭内部问题（性别问题）都会影响农牧民决定养什么动物

以及什么品种。有关品种的概念，有一个共识：它是环境和群落价值及

目标的表现；综上所述，农业多样性的保护，应当与生产利用紧密联系

（Rege，2003）。

为什么农牧民在农业系统中会保存物种和品种资源？

本土家畜饲养者主要是牧民及对当地自然非常熟悉的农民。在这些

系统中，动物有时会被按照部落或群体进行标记，但是外来人员很难逐

个分辨出来。Rege（2003:27）提到，长期使用的品种若要进行正式定

名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外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地方一般不存在系谱记

录。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把系谱或“类”的连续区别性一般说成是

拥有该类型的社区在传统“育种目标”和地理文化等方面的隔离。

案例6.2　农牧民对达摩牛的特性偏好：以参与式研究方法评价育种目标

　　如果没有正式的育种基础设施和记录系统，那么调查和评价家畜饲养者的

育种知识和策略，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研究旨在验证参与式方法的适用

性，并且该方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牧民对本地牛品种的喜好和产品的偏好程

度，以及能应用于育种改进项目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上的基本特性。

　　本调查在冈比亚3个地区27个村庄的牧主和牧民间进行本。三个地点具有

不同水平的商品化程度、舌蝇问题和畜群所有制形式。所有的研究地点都选择

在传统的低投入，且是混作栽培制度，以家畜系统占有优势的地方。作为多种

用途的牲畜品种，可以提供奶、肉、肥料和役力。与其他被舌蝇感染的西非地

区一样，饲养反刍动物是因为它们耐锥虫的能力和其他方面有良好的适应性，

耐锥虫的达摩牛品种大约占冈比亚牛比例的95% (cirdes/ilri/itc 2000）。然而，

由于接近干热的稀树草原气候，使得Gobra瘤牛的迁移较为容易。

　　鉴别农牧民的育种偏好曾使用不同的调查技术，使它们符合既定的育种目

标。在7个村庄中，采用集中分组探讨的方法，用以调查农牧民的生产目标、

育种策略（包括品种和特性）和育种实践。

　　集中分组的探讨揭示：虽然人们普遍使用的是达摩牛，但在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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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策略中，也推崇与Gobra牛杂交。对达摩牛最常用的评价标准有体格

大小（13.1%）、体格强壮度（28.3%）、发情强弱（10.6%）和后代优良

（12.3%）。农牧民用“体格强壮度”来描述活力和适宜性。对达摩奶牛来

说，奶产量（25.1%）、年产犊能力（24.9%）和体格强壮度（16.6%）是优先

考虑的标准。健康状况（反应抗病性）对种公牛来讲是最重要的参数，对奶牛

也很关键。奶牛最优先考虑的生产特性是产奶量和繁殖能力，种公牛则是体型

和生产性能。

　　基于指标频率和家畜生产目标，选择6种特性建立分等矩阵（案例表

6-1）。达摩牛在适应干旱胁迫、役用能力和抗病性等方面的表现得到的等级

高。Gobra牛在抗病性上得到等级最低，不过在体格大小和产奶量上的等级最

高。在不同的调查地点，结果也存在显著差异。

案例　表 6-1　冈比亚农牧民对家牛品种的评价（等级为 1~5）

评价指标 Gobra 牛 N’Dama-Gobra 牛 N’Dama 牛

体格大小 4.9 4.3 3.1

产奶量 4.7 4.3 3.2

分娩率 2.9 3.1 4.4

抗旱能力 2.3 2.9 4.7

役用能力 2.7 3.5 4.7

抗病力 1.8 2.6 4.6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参与式调查方法，对鉴别和评价传统育种策略的各个

面及获得家畜管理团体的参与都很重要。矩阵等级工具，生成可量化的数据，

而且便于农牧民和研究者进行相关育种信息的交流。因为达摩牛品种有抗病力

和适应力，农牧民很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达摩牛品种的喜好。家畜体格大小是

选择达摩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 Gobra 牛中得到了较高的评分，它是杂交育种

的原因。如果未来仍要维持达摩牛品种的完整性和适应性特点，就必须在纯种

计划中加强品种的基因改良。然而，育种策略应当考虑到当地的地区计划，同

时符合生态环境特异性改良方案，在某些高潜力地区，努力倡导支持杂交育

种，甚至是农牧民也已经开始尝试了。

资料来源：Steglich，Peters（2002）。

对单个动物和动物育种控制程度的了解，有赖于人们维持生计对家

畜的依靠程度，因此，它们在牧区要比农牧结合区更为广泛。在种与

种之间的变化很大；饲养骆驼的牧民要比绵羊、山羊生产者对育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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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Huelsebusch 和 Kaufmann，2002）。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得家畜，

例如可以继承、用服务交换（放牧）、亲属馈赠或直接购买（Hassan，

2000；Gondwe 和 Wollny，2002；Jabbar 和 Diedhiou，2003）。

案例6.3　环境变化下埃塞俄比亚波仑牛(Qorti）的价值

　　这个研究解释了，由于错误发展观念的干扰和高人口密度，导致波仑牛原有

栖息地被开发，使波仑牛（Qorti）的价值受到影响。埃塞俄比亚两个地区的数据

对比了传统的牧场管理和加入一定外界干扰的管理。Web区代表传统的旱季放牧

地区，位于博拉娜草原的中部，与九口深井群中的一个相连。Dida Hara区曾是一

个湿季放牧地区，外围是草原。20世纪70年代建设了很多水池用以缓解湿季放牧

压力和提高整个草原的利用率。参与式农村评价技术、访问法、全球定位系统和

官方地图等，用来评定牧民所选的品种喜好、自然资源的状况和土地使用政策。

在干湿两季峰值处，测量本地成年家牛品种公母畜的体重。

　　埃塞俄比亚波仑牛（Qorti）源于牧民在风险很高的半干旱草原条件下的成功育

种和选择策略。波仑牛在半干旱草原区一度因为它的高产性而得到重视（Cousins

和Upton，1988；Behnke和Abel，1996）。它作为商品家畜出口到肯尼亚，并可生

长至850kg（Raga，1999）。博拉娜牧民的土地利用制度是基于很好的规划草地

功能类别与家畜分群之间的匹配性，以确保能够获得足够的放牧地和水资源。

水资源匮乏是确定草原利用的关键变化因素，曾用来界定非洲东部最优良的草

原。本地育种机构通过对可用的放牧资源和水资源的管理，可以在干旱期和湿

润期满足畜群的不同需求。而且，Dida Hara地区的人工水池，使得这些地区成

为永久放牧地和不加控制的定居地，由此降低了畜群的移动性，导致原来的临

时放牧地过牧。同时，自上而下的强迫性官僚主义又破坏了当地的牧场管理制

度。进而，新界定的行政疆域——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区域性项目的一部分：

包括给索马里转让1/3的博拉娜草原和重要的水井，这也更加剧了博拉娜部落和

索马里的冲突。人口年增长率是2.5%~3%，这又进一步对草原施加压力，减少了

人均可用资源量。这也就导致了草地资源不断退化，优良种消失以及木本灌木

的入侵这样的预期结果（Coppock，1994 ；Kamara，2001；Homann等，2004）。

　　博拉娜草原的变化威胁到埃塞俄比亚波仑牛（Qorti）品种类型的维持，但是

使体型稍小、更健壮的其他种（Ayuna）得到发展。在适宜的草原气候下，牧民更

喜欢大体格的波仑牛。波仑牛具有优良的生育率、生长率和产奶量。尽管如此，

与Ayuna牛相比，人们认为波仑牛（Qorti）的抗旱力、抗外寄生虫力和对牧草短缺

期的适应力都比较低。Ayuna牛源自于高原牛的遗传回交，虽然矮小但相对健壮，

而且能够适应退化的草原基本状况。然而，它的生育力、牛肉和产奶量比波仑牛

（Qorti）要差一些。测量平均体重，显示成年波仑牛（Qorti）的体重要显著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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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una牛，但是在雨季，Ayuna牛的增重更大。

　　两种牛的地理分布反映了牧民的育种偏好于对退化环境有适应性进行选择

牛。Web地区被鉴定为更适合Qorti牛的栖息地，在Web地区，Qorti牛的出现频率要

明显高于Dida Hara地区。在Dida Hara区，外界干扰很高，使放牧压力扩展速度很

快，社会经济不平均很明显，在1999~2001年的干旱期，这个地区经历了整个博拉

娜地区最惨重的牛损失。今天，因为过度消耗草地资源，不论是非国有或者国有

牧场中，仅少部分的富裕牧民能养得起Qorti牛。

　　面对这些情况，埃塞俄比亚原有波仑牛（Qorti）品种的价值已经降低很多。

牧民意识到大体格的Qorti牛在博拉娜草原上已处于灭绝的边缘。当放牧资源贫乏

时，Qorti牛就显得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多数的农户要么仅饲养Ayuna牛，要么就只

饲养一小部分低性能的Qorti牛。草地资源匮乏及持续干旱，伴随着多数人口面临

的贫困威胁，这些是造成遗传基因流失的主要原因。任何对埃塞俄比亚纯Qorti牛

的保护措施，都需要改善牧民可用的放牧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多重因素的相互互作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加难以控制。20世纪70年代，

外界干扰不断增加，从此牧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农牧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草

原逐渐退化，并且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资产逐渐降低，但是农牧民仍然相信传统

的生产方式是管理草原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也强调需要正式组织机构的帮助。

应当建立真正可以与农牧民持续合作的机构，包括调停冲突和仲裁不同的利益团

体。持续扩大的协商机构可以确保自然资源拥有者之间在大范围内共享自然资

源，建立合作社，促进牧区管理与外界的关系，并改善并协调外界活动。这种协

商形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促进改革，杜绝有害措施，还能仲裁冲突。但是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主要包括：滥用职权、不正当获取的信息、加快商品化程度和政治

联盟，以及使弱势群体更易被操纵。

　　为支持这个机构需要：完备的实用政策理念，把研究发展方案与社会经济、

生态尺度整合，还有评定，以使不同的利益团体认同他们的租赁使用制度及其功

效。然而，要想成功更依赖于政策而非技术问题，而且它无疑更需要依赖所有

参与者愿意分享信息和在相关建设中的合作（Grell and Kirk，2000；Thebaud and 

Batterbury，2001）。

资料来源：Homann等，（2004）。

多种研究显示，当地育种者利用一些指标判断动物的种用价值，

同时公畜和母畜的标准也有区别。这些指标源自于动物要承担的多种

功能。Tano 等（2003）访问了布基纳法索舌蝇感染区以家畜为生的牧

民、农牧结合的生产者以及肉牛和奶牛生产者。调查发现，所有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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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偏好选择牛，因为它们对牧草类型和水质不挑剔。对于公牛，认

为其役用能力、大体格、高繁殖率、抗病力和生长速度等特点都是可

取的。对奶牛而言，繁殖能力、产奶量和体型大小则是重要指标，但

是这在各生产系统之间存在差异。农民比牧民更重视动物的役用能力，

而后者较重视产奶量。农牧结合的农民对役用力最关心，而比较忽视

肉奶的产量，因此他们也不关心家畜繁殖能力高低的问题。对牧民而

言，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繁殖能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畜群的大小和生

产能力，肉奶的产量他们也是较为关心的。和公牛一样，人们倾向选

择大体格的奶牛，因为它直接影响家畜的市场价值（Tano 等，2003）

（案例 6.2）。

尼日利亚西北部的个案研究（Hoffmann，2003 ；案例 6.4）表明：

品种的地理分布存在空间和季节上的差异，因而不同的生产群体饲养不

同的品种，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适合品种生态位及生产系统的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品种的性能、适应力和抗病力都没有系

统性记录，而且现存信息也不易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了大量的家

畜遗传多样性，但这些遗传多样性都没有记录，同时也存在着很高

的、逐步增加的灭绝风险。只考虑有市场价值的产量因素，而忽视家

畜大部分功能和性能的可持续性时，也就低估了本土家畜品种的价

值。对不良生产条件的适应性是很多本土品种的独有特性，但在自然

条件下很难被记录下来。因为缺少对动物鉴别和性能检测，在传统环

境下很难进行地方品种的定量分析。过去几年，一些组织机构进行

了定性评定，主要是在传统型或传统改良型家畜系统下，是基于牧

民偏好和其社区优先权的参与式评价。该方法的过程，已在 2003 年

《生态经济》中的一篇专题文章“评定动物遗传资源”中进行了阐述 

（Tano 等，2003）。除了参与式方法外，各种经济学工具，如联合分析

法（Tano 等，2003）和分析买家对某些特性和品种偏好的内涵价格模

型（Mohammed，2000，on camel markets；Jabbar and Diedhiou，2003，

on  cattle）等都证实对动物遗传资源评定很有效。一些文献都涉及对地

方品种兴趣的不断增加和动物遗传资源的社区化管理等问题（Köhler- 

Rollefson，2000； Mhlang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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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4　西非牧场和农牧混合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尼日利亚西北的个案研究

　　在西非北部地区，牛是牧民和农牧民生计的基础。它们可以产奶、做厩

肥、役用及作为储蓄和保险等。畜群的组成，特别是牛，一般是依据畜群中的

个体的性别和年龄组成进行分析（Fdlpcs，1992a, 1992b；Vabi，1993）。在对

尼日利亚北部的访问中，我们很难获得家畜数量上的相关数据。一是因为某些

文化原因和害怕税收，牧民不愿透露有关他们家畜数量的信息；二是在生态和

经济都高度变化的环境中，管理活动的风险也加大了获取准确数据的困难。这

些管理活动包括社会网络下广泛的动物交换，按照管理单位进行划分畜群，这

样家畜可能在离牧主家很远的地方放牧，并由一个牧民放牧不同牧主的牲畜。

　　此个案的载畜密度信息是沿西北尼日利亚Zamfara保护区的剖面计算每月

的动物数量（Schaefer，1998）。然后，将动物数量转换成250kg活重的热带家

畜单位（TLUS）。

　　全年，每公顷草原上有0.84头奶牛、0.55头绵羊、0.38头山羊，得出放牧

率为0.81TLU/hm2。这个放牧率超过了推荐的数值。牛密度最大值出现在8月，

为2.3头/hm2。这与降水量、植被生长率和草原地上生物量的数量及质量上的

峰值相一致。草原干旱季节动物密度减小，反映了可利用水和食物减少。随后

的结果是牧民从Zamfara 保护区迁移出去。在当地村委会将农田入口封闭后，

农田雨季里就没有家畜。11月至次年3月，农田奶牛的数量保持在1.6头/hm2，

之后迅速下降。相反，在旱季，小型反刍动物的放牧率从0.3逐渐降到0.1头/

hm2。高的家畜密度通过粪便给系统输入养分（Hoffmann等，2001）。

　　通过不同的调查手段询问牧民载畜量，保守地估计，富拉尼（Fulani）的

农牧民有牛69~75头，绵羊33~43头，山羊34~36头（Kyiogwom等，1994）。相

比之下，在喀麦隆北部的富拉尼（Fulani）居住地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拥有

相似数量的牛，但是小型反刍动物的数量较少（Vabi，1993）。富拉尼人的畜

群比豪萨人（Hausa）的大：77%的豪萨农民平均饲养13头绵羊，75%的农民

还饲养11头山羊。他们还拥有一些牛，主要是役用的公牛，但是仅有7%的农

民饲养牛的数量超过10头。

　　在农田和草原上，每个放牧畜群的牛和小反刍动物的数目没有区别。

1 264个畜群中，牛的平均数量为20.2头（范围为1~183）。2/3的畜群组成中，

牛的数量都低于20头。有关畜群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直接用所有制形式来得

出结论，但是牧民饲养小畜群的比例很高，也就是只饲养少量牛，且很大一部

分都是役用这个特点，就可用来解释这些数字（Hassan，2000；Hoffmann等，

2001）。在采访中牧民指出他们将较大的畜群按家畜类别分成不同的小牧群。

为了更好地适应每类家畜它们的食物需求和行走能力，公牛、奶牛、幼畜和犊

牛分别单独放牧(Schaef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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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区主要牛的生态型或者品种是Bunaji牛（白富拉尼）牛、Rahaji牛

（红Bororo）牛和Sokoto Gudali牛（索斯托克达理）。Rahaji牛是一个兼用种，

生产奶和肉。Bunaji和Sokoto Gudali牛（索斯托克达理）还能提供额外的役用功

能，Bunaji牛主要用于产奶，肌肉组织较好的Sokoto Gudali牛用于产肉和役用

（FDLPCS，1992a）。

　　在这个地区，一个品种由734个畜群（58%）构成。假如畜群种系很纯，

就可从中选择特定类型的繁殖种畜。这就表示了牧场主可以根据其特殊环境和

用途下的家畜适应力来选择它们的公牛。保护区内，季节和地域则显著影响这

些品种的分布（案例图 6-1）。

案例图 6-1　Zamfara 保护区草原牛品种的季节变化（Schaefer，1998）

　　品种Rahaji牛，能较好地适应恶劣的干旱环境，在保护区北部分布很多。

Rahaji牛是最受牧民青睐的品种，对干旱环境的适应性最佳。它们对与疾病有

关的湿润环境很敏感（Blench，1999）。在北方42%的畜群中，Bunaji牛是最为

重要的品种，而该品种在保护区的中部和南部分布更是占据优势地位（分别占

62%和90%）。

　　品种驯化从Rahaji牛开始加强，逐步扩展到Bunaji牛，最后是Sokoto Gudali

牛（FDLPCS，1992a）。因此，Rahaji牛仅被牧民饲养，不论他们是否进行耕

种。农民和牧民都饲养Bunaji牛，而Sokoto Gudali牛主要是农民饲养（Hausa 和

Fulani）。Vabi （1993）和Blench （1994）也发现定居在富拉尼的牧民用Sokoto 

Gudali牛代替Rahaji和Bunaji牛。因此，牛的品种分布说明在一个特殊环境

牛

牛

牛

其他牛

雨季　　　　干旱季早期　　　干旱季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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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哪一个品种是经过考虑的，也就是根据这些品种的用途和它们对生态条

件的适应能力进行选择。

　　Zamfara 保护区的个案研究说明，牧民掌握了一些策略来利用和管理生物

多样性。通常，他们是基于对本地土壤、野生和驯化的植物、动物的了解而形

成这种策略的，该策略还可根据自然资源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做进一步调整，例

如包括财产权的变动性和灵活性，系统内外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换及各种创收活

动等。这是西非旱地所特有的，那里人们要在降雨量变化、人口膨胀和波动的

市场情况下，维持家畜和农业生产系统。所有的策略都基于高度的多样性、灵

活性和适应性，以便更好地处理不可比的因素。

资料来源：Hoffmann （2003）。

牧民和农民如何保存品种资源？

即使是在世界各地的草原牧区，控制家畜的育种策略都是极具差别

的（Blench，2001）。动物去势在有些社会里是无法接受的，在家畜集

群或者自由放牧时，很难做到性别分离（案例 6.5）。一些牧民都将受

欢迎品种的畜群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以便他们能从畜群中选择种畜

（Köhler Rollefson，2003）。

案例6.5　公畜去势

在很多系统中，公畜去势都是牧民常用的手段。虽然动物去势有助于增

重，还不再有好斗性（因而变得更易管理），但可能出现诸如对那些未去雄的

公畜遗传特性判断失误或优质公畜发生意外，导致一个畜群的交配是由遗传基

因比较差的公畜来完成。一个与此相反的策略是使用机械法阻止繁殖；绵羊

和山羊的生殖器隔离器在西亚很流行。以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很少进行公畜

去势，因为公畜储备存在风险；尽管如此，随着良好的卫生保健措施的逐渐

扩展，使得去势成为更流行的手段。安第斯山脉，公畜去势几乎涉及所有的畜

种。同时，去势手段的应用也与公畜有效流通的制度有关；在某些方面这与

干旱和暴风雪对家畜结构的影响具有相似性。假设只有少量具有潜在高质量的

公畜，如果种公畜死亡，只要从邻居或邻近的社区租借优质公畜就可以恢复生

产。当更多的社区相联系时，这个工作就会更有效，当然同时也存在社区会共

同削少公畜数量的风险（Blench，2001）。



135

第 6 章　农场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变化和互作

另外一些牧民则更愿意确保他们的畜群不和其他畜群混淆（也因

为疾病控制），而不是在他们的畜群内进行控制性选种。虽然，西非

的牧民自己也意识到他们的畜种为应对不同的小环境，就必须引进新

品种，但是很多牧民似乎不关心控制选种，甚至对牛也是这种态度。

（Blench，1994,1999）。牧民是稀有的、适应性品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在很多草地和农牧混合系统中，都有传统的动物交换体系，这些体

系与广泛存在的人类社会组成结构密切相关。人类的祖先被详细地记录

下来，家畜在这方面应该和人类是一样的。因此，畜禽一般作为礼物馈

赠，庆祝一些里程碑式大事（如出生，结婚）。蒙古牧民在人与动物血

统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但这个过程被集体化和部分科学育种实践的

引入而中断 （Blench，2001）。除交换遗传材料之外，家畜交换也是保险

和加强社会联系的方式。存在各种收益的分配合同，主要是要求动物

接受者必须与捐献者共享其子代（Hassan，2000；Chagunda和 Wollny，

2002；Gondwe和 Wollny，2002）。

动物遗传资源的变化和威胁

动物遗传资源的流失率在持续增加。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DAD-

IS）中登记的 6 300 个品种，有 1 350 个品种几近灭绝。全球 35% 的哺

乳动物和 52% 的禽类品种，已经灭绝或存在灭绝的危险。欧洲在这方

面的威胁最高（有 55% 的哺乳动物和 69% 的禽类），而亚洲和非洲此

比例低于平均值（表 6-2）。

人们越来越担心随着基因流入或与外来种杂交，地方品种可能会逐

渐流失或灭绝。这些品种的流失可能导致遗传特性丧失。某些情况下，

这些特性是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如：牛、绵羊和山羊对锥虫的抗

性；马尔瓦尔山羊（Marwari）具有抗热性和抗旱性，它们能在营养条

件差下生存；或是雅库特牛（Yukut）的抗寒性。

对种群威胁最显著的事件如下：

战争、病虫害（动物和人）暴发、其他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

地震）；

环境变化、全球变暖、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变；

社会和经济变动，城市化，市场波动会加剧导致“农民消失”，“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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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消失”等；

传统生存方式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全球育种材料和育成品种的市场化，或是品种替代或融合，地方品

种和外来中的杂交等；

短期目标，缺乏对现行或未来动物遗传资源价值的认识；

监测与管理水平差，缺乏可持续的雨季相应计划；

不良的畜牧业发展政策，缺乏预警系统，不适当的灾后重建；

调整普通放牧地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土地使用政策，会取代牧区社

会，最后导致动物品种丧失。

表 6-2　到 1999 年 11 月全球哺乳动物和禽类品种的风险情况（按地区的绝对数）

风险情况 非洲
亚洲和
太平洋

欧洲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
近东

北
美

合计

哺乳动物品种

品种总数 632 1 031 2 512 304 562 289 5 330

未知 205 280 265 116 278 103 1 247

近灭绝 74 99 857 43 37 69 1 179

已灭绝 39 43 515 27 25 55 704

不存在风险 314 609 875 118 222 62 2 200

禽类品种

品种总数 106 220 611 53 34 25 1 049

未知 45 99 63 0 0 2 209

近灭绝 21 43 391 24 7 22 508

已灭绝 0 4 32 0 0 0 36

不存在风险 40 74 125 29 27 1 296

资料来源：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Scherf （2000）。

环境变化

自然环境的变化，如：开垦草地，扩大农田和与植被、土地利

用相关的变化，森林砍伐或狩猎，及与栖息地相关的动物疾病携带者

的变化，全球变暖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家畜品种甚至是种的相对优势

（Anderson，2004）。草地分布或由病媒传染性牲畜疾病的变化直接影响

家畜的分布和生产力（Tano等，2003；案例 6.2, 案例 6.3,案例 6.4）。

在舌蝇地带，牛受到锥虫的威胁，但人口压力和热带稀树草原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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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转变，已经使这个地带向南移动。因此，在非洲的亚湿润干旱区，

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都充斥着热带草原舌蝇，改变了有锥虫抗病

性品种和无锥虫抗病性品种家畜的（牛、绵羊、山羊）相对价值。可以

预计：人口的压力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最终也将使舌蝇无法生存，

同时减少野生动物资源的储备。因为瘤牛一般比较高，在没有舌蝇威胁

的环境，农场主比较喜欢饲养瘤牛。农民对当地锥虫病压力的情况非常

了解，这使得他们能够在非常和谐的景观空间上分布抗锥虫病品种和易

感染品种。Jabbar 和 Diedhiou（2003）发现，农场主更偏好体格大的瘤

牛品种，例如易感染锥虫病的白富拉尼（White Fulani）品种，而不喜欢

那些体小的抗锥虫的 Muturu 牛和 Keteku 牛品种，虽然他们也承认后者

在抗病性和非选择性放牧习惯上的有优势。Rege 等（1994）指出，在

尼日利亚南部，Muturu 牛品种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在低感病区域

中，抗病品种的优势降低。因此，Muturu 牛和 Keteku 牛品种已从尼日

利亚西南部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已消失了，仅局限于一些森林地区。尽管

如此，在锥虫病防治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药物抗性成为继续研究抗锥虫

病品种的动力（Jabbar 和 Diedhiou，2003；Tano等，2003；案例 6.2）。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减少加上这些地区的过

牧和农业耕作使草地退化，使反刍动物对草地的适应性下降，特别是牛

的适应性严重下降。在一些半干旱地区，开始由森林转变成新的热带草

原。在草原退化的地方，农场主根据饲养策略选择那些食物需要量低的

或者放牧习性不同的品种（案例 6.3 和案例 6.6）。20 世纪 70~80 年代中

期，干旱期之后，在西非荒漠草原，小型反刍动物相对于牛的比重有所

增加，特别是山羊，单峰骆驼的数量到现在仍然在增加。这是因为单峰

骆驼的抗旱性和对饲料资源缺乏环境的适应性最好，其后是山羊和绵羊

以及牛。同时，农场主选择各个种内最适合的品种饲养。例如在西非，

饲养 Sokoto Gudali 牛（索斯托克达理），而在南非饲养 Nguni 牛，因为后

者更能适应采食灌木资源（Blench，1999；Bester等，2002；案例 6.7）。

撒哈拉（Sahel）荒漠草原牛群向南移导致了被称为“动物役力区”

（Animal traction line）的转变，使得原来使用畜力进行耕作的南方和北

方，已经不可能再使用畜力了（Blench，1999；案例 6.6）。在非洲东部

和南部，自 1980 年开始，干旱就影响着大面积的地区，农场主不得不

用抗旱力强的驴代替牛作为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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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6　尼日利亚西北地区，用骆驼替代牛以保持土壤肥力

　　在尼日利亚西北地区，具有交换关系的相互隔离的生产者之间，盛行一种

作物—家畜配合模式（McIntire等，1992）。草原家畜的流动性是这个系统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放牧场会按常规迁移到特定的位置。牧民选择迁移路线的主

要决定因素是：获得有权利用的水草资源和所利用的作物秸秆的价格。但是，

这种配合制度正被一个更加集约化的系统所代替，新系统中，可以在一个农场

中同时进行作物和畜牧业生产。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是促使这种转变的一个因

素。家畜更多的是限制性饲养，而不是在天然草原自由放牧。劳动密集型的刈

割——搬运饲养系统对作物秸秆、饲草和灌木的依赖程度增强。畜牧生产的方

向是肥料、畜力和奶产品（Mortimore 和Adams，1998）。作物秸秆成为了农场

主和牧民的一种资产。

　　多年来，已在制度上进行了许多调整，以确保家畜的移动以及解决牧民与

农场主之间的矛盾。农场主用作物秸秆和牧民交换厩肥，这是两者间最容易相

互利用的物质。但是，农场主也需要秸秆来饲养他们自己的家畜。另外一方

面，他们又急需肥料去补充土壤养分。另外，他们还要面对额外的问题，如在

旱季缺水和缺草时，养牛的牧民会转移到更远的南方。

　　因此，与富拉尼（Fulani）地区，农田由牛群的厩肥来施肥的传统的方式相

反，图阿雷格人（Tuareg）用骆驼（单峰驼）给农田施厩肥。近来的发展是，

进行远距离迁移，半游牧饲养骆驼的图阿雷格（Tuareg）牧民，已取代富拉尼

（Fulani）牧牛者在土壤施肥上的作用。在Dundaye地区的村庄，在25年前就发现

有饲养骆驼的牧民了。1985年，只有少数的农场主与骆驼牧民达成施肥的协议；

其他的协议直到1992年才开始。共14个农场主与这些牧民签订协议，其中8位

在1994年和同一个牧民签订了协议。骆驼牧民从尼日尔共和国到尼日利亚北部

的季节性迁移开始于12月和1月，然后他们在雨季开始时回到尼日尔共和国（5

月和6月）。骆驼牧民的季节性迁移活动显著影响尼日利亚北部的骆驼数量，

特别是在旱季。Sokoto、Kebbi、和Zamfara地区，牧区和村庄的骆驼数量分别

是6 800头和36 500头（Fdlpcs，1992a，1992b）。近10年来，骆驼屠宰和作为耕

地和运输等役用已经增加（Mohammed，2000）。在施厩肥合同下，旱季夜晚，

牧民将牲畜赶到田野中，这时已经没有作物秸秆，周围的植被也很稀疏。动物白

天被放牧时啃食附近的一些小灌木。这种在旱季末期将牲畜围在农田中的做法，

导致从草地到农田的净养分转移，同时还将粪尿留在土壤里。这种从草原到农田

的营养输入，其费用一般是由农场主来支付。当下一个种植季节来临时，由挥

发作用引起的氮流失与旱季收割后施入的厩肥相比就微不足道了（Hoffmann 等，

2001）。而骆驼粪便中的养分与牛及其他小反刍动物粪便中的养分没有区别。

　　厩肥生产动物则从牛转为骆驼，使得灌木成为食物来源之一，并且能够提

供足够多的饲料。骆驼对阔叶草本和禾草的依赖度不高，但喜食木质灌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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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直到现在这些资源在当地都很丰富。旱季末期的夜间，实行骆驼围栏放养

有3个优点：①作物秸秆可被农场主的家畜充分使用；②施肥使得土壤养分状

况得到改善，因为在雨季开始前，厩肥并不发挥作用；③由于骆驼食谱中灌木

占有较大比重，使得骆驼的排泄物中包含某些杂草种子的可能性低于牛和小反

刍动物。

资料来源：Hoffmann and Mohammed (2004）。

关于气候变化，饲养家畜的补偿性措施，常根据气候变化类型和变

化程度而发生变化。起初，家畜生产者可通过调整控制系统的管理措施

（冷却环境、改变饲养方式和日粮）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在粗放型系统

中，畜群可被转移至更舒适的地点，比如高地。高抗热品种的引入可能

带来生产潜力低的缺陷。如果维持品种的生产力仍很困难，那么我们可

选择那些抗性品种，比如西非荒漠草原的案例。通常，商业和集约化畜

牧生产体系中，通过技术变革可具有更好的适应潜力，然而，粗放的草

原系统或其替代系统的技术采用比例仍比较低（Anderson，2004），因

此，改变畜种是更好的选择。

案例6.7　秘鲁高地大规模核心绵羊遗传改良项目的经验

　　本文回顾了一个低投入绵羊育种计划的发展和执行情况，旨在改善安第

斯山区农民的生活水平。目标社区位于塞拉地区（Sierra）中部，一个隔离的

高山区环境（海拔4 000~4 500m），位于利马东部，为半湿润寒冷气候。在这

里，绵羊、羊驼和牛按照重要性次序依次由粗放生产的牧户、社区和多元社区

等生产系统饲养。特别是，家庭畜群包含30~400头绵羊，在牧主的房屋周围饲

养时，可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社区畜群大概有4 000只绵羊，以单

独畜群形式饲养在邻近农村的公共土地上。羊肉和羊毛的收入分配给农区成员

（大概1 000户）。多元社区的牲畜（平均属于6~10个团体）是从征用原私有

土地和矿业公司过程中取得的。这个畜群由大概有10万头绵羊，它们分别在不

同的地点饲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育种计划。不同的生产系统需要不同的育

种基本机构、组织容量和技术输入，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生产力参数。

　　 绝大部分的绵羊都是肉毛两用的，考历代羊（Corriedale）品种或者地方

绵羊品种其生产性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体重可与那些在南美温和育种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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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羊相媲美，虽然羊毛等级、羊毛质量和均一度都不高。育种者为了符合

市场对高品质超细羊毛的要求，不断寻求改良方式。公羊可能是在家里饲养

的，也可以是购买的或交换得来的，并能产生独立的核心群，或者是从别处引

进的。不可能含所有考历代羊种群的基因结构。另外，没有生产性能记录或家

系保留；所有的选择决定都取决于人眼的观测评价，甚至较大的多元化社区中

的种群都不具备正式的育种程序。

　　塞拉地区（Sierra）中部没有政府或者私人的农业咨询服务。恐怖主义、

生产和营销困难，共同制约着动物研究和发展活动。秘鲁和阿根廷联合致力于

在塞拉中部建立一个绵羊育种项目，它始于1996年，主要分析传统育种系统。

通过两年的商讨，7个农村和一个多元社区公司同意发展一个旨在改善羊毛生

产的育种计划和建立一个适宜的推广服务，以充分利用目前的育种技术。

　　育种策略决策得以产生一个共同的育种结构，为该地区的生产，并向整个

考历代种群提供种公羊，该育种机构可能效率不高，但是具有发展空间和可持

续性。

　　每一个参与式农村可建立一个增殖羊群（有些已经具备）和向中央核心群

提供最好的母羊。多元社区公司作为一个额外的成员参与进去，并为其顶层提

供母羊。一个最佳的开放核心群的设计，要求将最好的绵羊集中到羊群中，精

选育成母羊，并用核心群和参与群体中最佳的１岁以上的母羊来代替年纪大的

母羊，替代比例依选择精度而定（Mueller，1984）。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生

产性能记录和遗传关联性，这就阻碍了羊群间选择的准确性。另外，每个参与

者都愿意获得平等使用公羊的权力。因此，每个羊群都提供相同数量的基本母

羊。这种做法明显地不是最有效的，但是有利于团体的和谐。

　　鉴于必需的公羊、有效的繁殖率、交配率、年龄组成和近亲繁殖耐受

性，中心核心群的最小规模应有250头母羊和6头公羊，最小的扩繁群体应当

有200母羊和4头公羊。最初的冷冻精液来源于3个阿根廷公羊，是阿根廷考历

代羊育种协会捐赠的，另外3头公羊是由多元公司捐赠的。本地公羊有很好的

声誉，外来公羊同样也表现良好。中心核心群中计划对羊的生产性能（断奶

重、育成羊体重和羊毛重）和系谱进行记录；后代测得的最好公畜将被强度

使用。生产性能的记录则是为扩增群体而安排的。预计因操作问题可能限制

了进一步向上的基因流动。

　　最后于1997年6月，中心核心群的432头母羊同步人工授精，一半通过腹腔镜

给母羊输入进口冷冻精液，另外一半输入当地新鲜精液。对后代羔羊鉴定表明，

外来公畜在羊毛重量和质量上的表现比本地公羊要好，但在体重上不如后者。每

年有一半的带羔母羊返回到村庄，作为扩繁群体的基础。2001年，参与者增加到

15个，中心核心群增加到300头母羊。多数扩繁群体的羊群大小能达到理想。在

中心核心群，育成公羊都要通过性能测试和依视觉观察进行分级。最好的公羊用

于核心群和扩繁群体母羊。整个这个项目所包含的绵羊数量接近160 0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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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都强调要有技术支持。根据其他经验和可预见的资源进行分析也可

以有其他的决策选择。最后，社区领导同意向大学提供土地，用以建立研究

所和农民培训中心（CICCA），它孕育了中心核心群，同时也作为一个示范农

场。CICCA的培训程序涉及肉眼的观察选择指标、繁殖和健康检查程序、羊毛

分级及人工授精等。农场主认为CICCA的活动是成功的，因此将合作又延了5

年。这可能是未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项目获得一些积极成果并已经社会化。参与者间的合作和互动促进了有关

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及对其他影响村庄的因素（市场、法律和安全问题）

的考虑。CICCA的建立，对于培训、信心构筑和农场主都是不可缺少的，已经

吸引并得到很多公有、私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赞助。CICCA的运行要

比预期困难得多，主要是因为许多畜牧业的评估技术脱离实际。同时由于生产

性能的记录保存仍存在很多困难，因此增加选择准确性的速度比计划要慢。

资料来源：Mueller 等（2002）。

社会和经济变化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家畜遗传资源的使用与保存。一些最珍贵的

及人们感兴趣的动物遗传资源（如：适应性和行为特性）由传统社区保

存，特别是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牧民。这些族群中的青年人不再选择从

事放牧，而是更愿意去城市工作，因此一些传统知识就失传了（Köhler-

Rollefson 2003）。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农工作的增加导致了一系列后

果，可能加速当地传统地方品种流失，这些品种大多是用于生计或是作

为价值储备；商品购买取代了通过动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农场家庭

没有足够的时间照看家畜，现金经济和银行又提供了一个储藏价值的选

择（Tisdell，2003）。同时，机动交通工具、固定马达和电力的使用降

低了对畜力的需求。这样，市场系统的延展和相关变化对地方品种的生

存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从广义上讲，这种对发展的影响很容易辨别，但

是其对家畜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则知之甚少。在家畜政策变化影响到家畜

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地方，这些政策的花费和收益通常没有文字记录，也

没有确定可促进家畜遗传多样性保存和合理利用的政策环境或策略。

在达到食品安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上可能有利益冲突。因为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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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和商品禽猪生产的经济效益，商品禽、猪在市

场供给中比例很高，这就使得国家很容易满足食品安全的目标。标准化

生产环境的控制，使得食品安全达到标准也很容易。对环境的关注，可

能也影响畜禽结构的变化。在马来西亚，因为快速的城市化和规模控制

的需要，希望将禽类生产从现在农业地区迁移到更远的地方。通常，家

禽舍和家禽场必须成为环境友好型，禽类产品也能达到卫生和检疫要

求。但是，最近暴发的传染病如禽流感，可能同样会有政策和家禽结构

方面的影响。有一个解决办法是采用可满足生产体系的生物安全检测措

施。另一个办法是鼓励进行家禽接种疫苗和更好的卫生保健时，要充分

考虑到农民院子自家养的主要是地方鸡品种群体，它是一个疾病库。但

是，有些出口国例如泰国，似乎对集中进行规模生产、基因一致和生物

安全检测技术等措施更感兴趣。

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包括外来品种的全球销售，开展不加选

择的杂交育种，对地方品种流失有非常大的影响（Tisdell，2003 ；FAO 

2001 ；第 17 章）。尽管瘤牛和拉丁美洲的克里罗牛（Criollo）比欧洲品

种其乳脂率要高，但持续与外来种的杂交，使一些克里罗牛（Criollo）

品种正受到威胁。

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来品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经济和

遗传多样性。将外来品种引入一个适合它们的生产环境中，这符合个体

进口商的经济利益，比如工业生产系统引进商品禽生产线。但另一方

面，发展中国家又有许多的地方品种改良和杂交计划的案例（如西非的

Couqe 项目）全都失败了，因为这些动物不能在恶劣环境和易于发病的

环境下生产和生存，导致一些小农户的经济损失。绝大多数家畜生产系

统中，引进外来品种都以失败告终。虽然由于此类直接干预，令本土动

物遗传资源流失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如果集约化的商业部门在该国取

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地方动物遗传资源将受到市场竞争的间接威

胁。如果集约化高产的家畜产品与当地牧民生产的家畜产品在同一市场

销售，那么因当地牧民所用的家畜品种产量较低，他们的经济利益将受

到威胁。如果他们仍然生产此类品种，那么继续使用地方品种时就变得

不经济，只能更换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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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发展中国家遗传改良计划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不恰当的策略和缺乏

基础设施及能力。大多数家畜遗传改良的努力是地方性的，仅局限在一

定范围内，缺乏遗传资源的基本信息，到目前为止，多数家畜改良计划

不能达到育种策略上最适宜的遗传资源目标，导致稀缺资金的无效使

用。贫困农民取得动物遗传多样性改善措施的可能性也很有限。尽管如

此，地方品种的遗传特性是合理解决抗病性、存活力和有效生产的基

础。在努力从技术和管理上解决低投入生产系统中个别家畜的生产问题

时，这些特性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在一些边际的中低产环境中，调整生

产环境来适合高生产性能品种所需的成本，往往超过改良本地适应品种

的花费（Wagner 和 Hammond，1999）。

有必要发展低投入系统的育种计划。目前已经具备了启动任何家畜

系统遗传改良计划所需的相关知识。虽然在低投入系统中，确实存在改

善家畜遗传资源的机会，但需要相当大的投资。近来在这个方向已取得

一些进展，通过开放式核心群育种计划，其中的牧民进行与改良畜群家

畜交换，如乌干达。这些改良计划中所使用的动物在遗传上与那些牧区

的畜群接近，饲养条件也与牧区环境相似（案例 6.7 和案例 6.8）。

在原地保护和家畜遗传资源的利用，主要依靠适宜可行的政策环

境。只有当人们平等地对待遗传资源和社会经济背景时，先进的育种系

统才会有效地支持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因此，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诸

如育种机构的组织性质、机构需求、社会经济因素和家畜饲养者的文化

认同等。当农场主和家畜育种者在机构上独立时，这也能更好地理解双

方在育种目标上的差距。基于社区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决策理念，具

有原地保护的性质，确保该地方品种仍是生产系统中的有效组成部分。

如果本地品种仍然或持续地对其所有者具有经济吸引力，这也就确保了

此方法的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率（Rege，1999），但这也需要对地方品种

进行遗传改良。

为开展低投入生产系统育种，仍将继续作为公共部门的一项工作，

获得由生产者合作社或基于社区的育种项目支持（案例 6.2、案例 6.3、

案例 6.7 和案例 6.8）。尽管如此，一方面，会将选择、活力和适应性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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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固有的本土知识和生产系统中；另一方面又因公共部门可用来进行遗

传资源保护的资源有限，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地方品种的丧失。在动

物遗传资源就地保护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或维持一个环境，使家畜饲养者

能对他们的农业生产系统和饲养家畜的品种作合理的选择。必须说明的

是，如果没有积极的农场主就不会有农业生物多样性，如果地方品种的

产品有市场，那么这些地方品种就最有可能保存下来。适宜的小市场和

区域性产品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制定畜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时，应当考虑到发展动物遗传资源所需

达到的目标。因此，政府需要权衡考虑多方面因素，在应对两个极端情

况时，政府要在很大的选择范围中有明确立场，这些极端情况包括公众

对私人投资、大规模企业对小规模农户、创造就业机会和个体户、食品

安全对食品多样性。国家和国际政策必须确定其目标，并就品种维持、

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变异性等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育种、多样性保

护方法和必要的资金量。它们还会影响到确定家畜特性和价值所需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公私结合所需要实现的大多数目标。综上所述，目前迫

切需要提高对食品业和农业中动物遗传资源价值的认识。

案例6.8　南非恩古尼牛（Nguni）品种的研究案例

　　大约在公元600年前，铁器时代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将恩古尼牛品种引入南

非。这些低养护的牛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的公有农业系统，直到游牧牧民最

终定居以后的1 000年中始终没有改变。19世纪中叶，进入欧洲殖民主义时期

及随后对殖民农场主的接受，导致外来品种的引入，最终冲淡和清除了原有适

应性家畜的基因库。另外的一些因素又加剧了这些变化，例如政局变化、城市

化、文化信仰和实践的流失以及自然灾害等。

　　对劣质地方品种的看法，导致在1934年颁布了一个法令，该法令认为地方

的品种和种是比较差的。授权检验员可在公共地区检查公牛，对劣等牛可实行

去势。值得庆幸的是，因为不受家畜所有者的欢迎，法令只在头几年被强迫执

行。接着国家形成一个机构，使得恩古尼牛品种（Nguni）进入正在成长的商

业部门，大规模的记录推进了该品种的改良。这样，品种虽然在商业部门得到

改良，但由于杂交牛和外来品种的替代，在农村其遗传资源仍然受到侵蚀。造

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与外来的大型种相比，恩古尼牛性能差，尽管

它是一个低养护管理品种，可以很好地适应社区农场主的低投入农业系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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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品种固有的耐久力使得它们得以生存，在一些农村仍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纯

种牛。

　　最近对这种能适应南非环境的特有耐性品种牛的认识，促使商业部对它进

行评价和发展。在1985年，指定一个研究委员会，就建立本土家畜体外种质库

和限制外来品种进口精液两方面作相关的报告。

　　作为一个选择性采食的放牧牲畜，并能采食灌木，恩古尼品种牛能从自然

植被中获得最好的营养价值，例如这样使其在不适应欧洲的牛品种等大型放牧

家畜的情况下，仍能生存。恩古尼牛在性情上非常容易被驯化。其他的适应特

性，如恩古尼行走能力强，有利于其放牧采食和寻找水源。据报道，它们也能

适应极端温度，与西门塔尔牛相比，它在冬季维持体温的能力更强。

　　现在，恩古尼牛品种被视为与管理类型相适应的遗传资源材料，也是新一

代的黑人农场主所需的品种，因为他们需要一种低投入且产出高的动物。初步

评价显示，恩古尼牛作为肉用品种在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农业系统中都具有潜

力。与其他品种相比，恩古尼母牛的体重和繁殖性能有明显优势，而且被认为

是南非繁殖性最好的肉牛品种。同时也有人证明恩古尼牛非常适合作为终端杂

交中最后使用的一个关键品种。另外，其抗热性、抗壁虱性和抗病性使它成为

粗放经营系统中的理想品种。

　　过去，由于注重与产品增产相关的复杂引进方式，却不看重生产的可持续

性，导致外来牛品种的引进计划总是失败。现在进行的项目旨在鼓励重新引进

耐寒，低养护的恩古尼品种，将其纳入社区部门，以降低适应能力差的外来品

种的影响。同时，由于改进管理和市场体系等相关技术的支持，这种再引入促

进了本土动物在市场上有合理的销售价格。另外，鼓励社区建立商业团体或农

民组织等基层组织，确保其所做的决定能代表整个社区的共同意见。

资料来源：Bester等（2002）。

本章术语

品种资源（Breed）：一个亚种群，具备确定的和可辨识的外部特

征，在同一个种中，可以通过视觉评价从相似群体中将其区分出来，或

是形态明显相似群体在经过长期的地理或文化隔离后，导致最终产生具

备特有特性群体。

注释：品种资源是根据地理和文化的差异及人们对食品和农业的需

要发展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品种并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品种间视觉

和其他方面的差异，用以解释大量与家畜种相关多样性。品种一般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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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一个文化术语而非专业词汇。

地方适应性品种（Locally adapted breeds）：生物群体在一个地区具

有足够长的时间，因而在遗传上能适应一个甚至多个传统生产系统或环

境。

本土品种（Indigenous breeds, autochthonous, native breeds）：来源并

适应特定的地理区域，并在该地区使用而形成的适应性品种的当地分支

（FAO，2001）。

外来品种：不是该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品种。外来种同时也包括一些

非地方适应性品种。外源品种既包括近期引进的品种，它们引进的时间

比较短，大约繁殖了 5 代；还包括持续引进的品种，它们的本地基因库

是由国外的一个或多个来源进行补充。国际育种公司在集约化生产系统

或市场上使用的许多品种属于这个类别。

濒危品种：有些品种因为一些因素导致其数量降低并濒临灭绝，但

还没有灭绝或淘汰。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品种濒临灭绝。种群的个体数

量少可能导致其灭绝；政策在农业、国家或国际层面引起对品种灭绝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缺乏合适的品种保护机构；缺乏对市场需求的适应

性；或是被认为生产性能低下等。可以基于雄性或雌性繁殖个体的实际

数量和雌雄纯种的百分率，来确定品种受威胁的程度。

灭绝品种：已消失的，不能再生的品种种群。当不存在任何的雄性

或雌性繁殖体时，必定是已经灭绝了的品种。实际上，可能在最后一个

动物、配子或胚胎流失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它的灭亡。

家畜遗传资源（AnGRs）：是用于（或可能）食品和农业生产动物

种，它们各自的种群构成了家畜遗传资源。各个物种之内的这些种群，

可以根据未驯化和野生种群、地方品种和原始种群、标准品种、选择

系、变种、品系以及任何保存的遗传材料等进行分类，所有这些目前都

被归类为品种（FAO，2001）。

种群：一个遗传学意义上定义杂交群体的专业术语，可能涉及品种

内的所有动物。种群的遗传组成包含群体内所有个体的遗传特性和与此

种群相关的繁殖过程中产生的遗传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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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水稻生态系统中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M. Halwart D.Bartley

大多数水稻耕作系统有灌溉便利、降雨充分和深水的特点，为鱼类

和其他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图 7-1）。全世界 90% 以

上约 1.34 亿 hm2 面积的水稻田处于淹灌的生长环境中（图 7-2），稻田

不仅为许多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场所，还大大促进了这些生物的生长繁

育。在发展中国家，除了水稻作物本身，水产品也是农民重要的生计来

源之一。并且，水产品的本地消费和买卖，对于食品安全来说至关重

要，因为无论对于农耕家庭还是非农耕家庭，水产品资源都是获取动物

蛋白和脂肪的最容易、最可靠和最廉价的途径。本章综合了近年来相关

方面的信息，并重点讨论了在以水稻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水生生物多

样性对于农村生计和生态服务方面的重要性。这些信息不仅浅显易懂，

并且对于制定相关政策方针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点

除水稻产品以外的其他从水稻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产品，对农村生计

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低估或轻视（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 英国医学研

究理事会，2003；Halwart，2003），因为这些产品在当地就已被消费掉，

并且市场有限，使其往往无法列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此外，这些产品

的可利用性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多变性，并且可获取、收集和养殖的有机

体数量通常也很少。水稻通常被认为是单作植物，同时也被认为是关乎

当地和国家食物安全的关键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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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水稻生态系统

往往展现为一种动态的、相互间紧密相连的，由稻田、池塘、灌溉沟渠和

河流构成的联合体 ( 越南 )。 (Photo: 联合国粮农组织 /M.Halwart.）

图 7-2　世界范围的水稻田

57% 的水稻田（约 1.51 亿 hm2）以灌溉为主，31% 的水稻田位于雨量丰富
的低地，4% 的水稻田分布在沿海地区，1% 的水稻田种植在丘陵和高山地区

(Fernando,1993 ；Fernando 和 Halwart，2001 ；资料来源于全球水稻统计数据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 2001 年数据库，网址： www.irri.org/science/ricestat/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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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家发展种植业的策略中，通常强调增加水稻种植面积，

这导致了对农药和杀虫剂使用的需求增加。但是，这些做法和政策往往

忽略和威胁了构成整个水稻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成成分。

决策者应当基于可靠的信息来制定策略。但是涉及水稻田渔业和以

水稻田为基础的水产业的相关信息，却常常无法被决策者们掌握，因此

也就无法认知这些资源对于提高农村生计所做的贡献。对于那些重点关

注增加水稻产量的发展计划，一方面可能确实提供了更多可供人们食用

的水稻，但与此同时也可能降低了生长在水稻田中及周围的水生动植物

的产量。如果对水稻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成成分没有合理的理解，对

水稻田适宜的扩增缺乏谨慎的考虑，那么就会造成生态系统中水生动植

物的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的负面效还会对农村

简单的生活方式造成严重影响。

从渔业到水产业：一个统一连续体

稻渔共作系统可以依据鱼类的饲养方式，分为捕获型和养殖型两

种系统。这些系统被称为基于水稻的系统或稻渔共作系统，因为水稻

的耕种情况往往决定了农场和包括农场水产品的经济状况。在捕获型

稻渔共作系统中，野生鱼类从邻近的水体进入水稻田，并在灌溉田

中繁育。在养殖型稻渔共作系统中，水稻田中会同时或轮替地人为

放入鱼苗，那就成为培育和相互轮作的稻渔共作农业系统。水稻田中

生产小鱼还是餐桌鱼，主要取决于鱼苗生长的利用空间、渔业生产持

续时间和鱼苗或餐桌食用鱼的市场需求（Halwart，1998；Demaine 和

Halwart，2001）。

水稻田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可被当地人广泛

利用。依照生物多样性原则和对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在水稻田生态

系统中鱼类是水生生物中最重要的组分。Balzer 等（2005）发现柬

埔 寨 水 稻 田 生 态 系 统 中 存 在 70 种 不 同 鱼 类，Luo（2005） 发 现 中

国水稻田生态系统中存在 52 种鱼类（表 7-1）。除了鱼类，还发现

超过 100 种具有营养价值、药用价值、装饰及其他用途的甲壳类动

物、软体动物、两栖动物、昆虫、爬行动物和水生植物（Balzer 等，

2005） （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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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a　水生生物的种类数量——

水稻田生态系统和当地农民利用的水生生物

组分 柬埔寨 中国

鱼类 70 52

甲壳类动物 6 2

软体动物 1 4

两栖动物 2 4

昆虫 2 3

爬行动物 8 -

水生植物 13 19

资料来源：Balzer 等 （2005）；Luo （2005）。

在水稻田中通常能捕获到多种鱼类，但在养殖系统中只有少数几种

具有商业价值。最常见和分布最广的为鲤鱼和尼罗河罗非鱼。它们位于

食物链底层，因此是养殖系统中的首选鱼类。其他适宜的鱼类还有爪哇

鲤和毛腹鱼。一些可以进行气呼吸的鱼类，如黑鱼（Channa striata）和

鲶鱼（Clarias spp.）可以很好地适应类似沼泽条件的水稻田。这些野生

鱼类的市场价格很好，具有很高经济价值，但因为它们的存在会促使其

他鱼类大量死亡和减产，因此在养殖系统中较少被关注。

从传统意义上讲，来自水稻田的鱼类占了家庭消费持有量中很大比

例。随着捕鱼压力增加，许多湿地被改造为农田，进而增加了水稻生

产。在许多地区水稻田渔业开始萎缩，农民开始转向水产养殖，以获取

动物性蛋白。

表 7-1b   柬埔寨水稻田中农户可利用的鱼类种类 (n ＝ 70) 统计

学名 中文名 学名 中文名

Thynnichthys thynnoides 　 Anabas  testudineus 攀鲈

Mystus albolineatus 鳠属 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 毛足鲈

Osteochilus melanopleurus 纹唇鱼 Rasbora tornieri 黄尾波鱼

Leptobarbus hoeveni 细鲃 Rasbora  trilineata 叉尾波鱼

Trichogaster pectoralis 蛇皮毛足鲈 Systomus   partipentazona 　

Botia modesta 红尾沙鳅 Rasbora  daniconius 细条波鱼

Cyclocheilichthys sp. 无须圆唇鱼 Rasbora borapetensis 黑条波鱼

Hemibagrus splilopterus Mystus Cirrhinus  microlepis 　

Xenentodon cancila 　 Monopterus  albus 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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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名 中文名 学名 中文名

Paralaubuca   typus 罗碧鱼属 Trichopsis vittata 咕鲈

Notopterus notopterus 驼背鱼 Botia sp. 太阳沙鳅

Trichogaster pectoralis 毛足鲈属 Pseudomystus   siamensis 亚洲黄蜂鲶鱼

Pristolepis fasciatus 齿鳞鲈 Anguilla bicolor 双色鳗鲡

Hampala macrolepidota 大头鲃 Parambassis sp. 暹罗玻璃鱼

Oxyeleotris marmoratus 尖塘鳢 Ompok  hypophthalmus 绚鲇属

Henicorhynchus siamensis 　 Puntius brevis 沼泽无须鲃

Channa micropeltes 黑鱼 Parambassis  wolffi 　

Macrognathus siamensis 孔雀鳗鲡 Macrognatus   taenigaster 吻突刺鳅属

Barbodes altus 四须鲃属 Osteochilus  hasselti 银色纹唇鱼

Trichogaster sp. 毛足鲈属 Micronema   micronema 　

Mastacembelus favur 刺鳅 Ompok   bimaculatus 绚鲇

Trichogaster sp. 月光毛足鲈 Chitala ornata 丑陋细鳞弓背

Pangasius conchophilus 芒鱼属 Clarias macrocephalus 胡鲇属

Puntioplites proctozysron 鲃鲤 Mastacembelidae 刺鳅科

Channa striata 纹鳢 Esomus  metallicus 斑纹长须丹

Monotreta cambodgiensis 　 Paralaubuca   typus 罗碧鱼属

Acantopsis sp. 马头鳅属 Clupeichthys sp. 泰国河鲱

Mystus mysticetus 鳠属 Trichopsis  schalleri 咕鲈属

Labiobarbus siamensis 长背鲃属 Macrognatus   siamensis 吻突刺鳅属

Barbodes gonionotus 高背四须鲃 Parachela  siamensis 　

Labiobarbus siamensis 长背鲃属 Trichogaster sp. 毛足鲈属

Barbodes gonionotus 高背四须鲃 Cyclocheilichthys enoplos 圆唇鱼属

Doryichtys boaja 长鼻尖嘴鱼 Trichopsis  schalleri 侏儒咕鲈

Botia helodes 虎沙鳅 Macrognatus   siamensis 吻突刺鳅属

Luciosoma bleekeri 大口鱼属 Parachela  siamensis 　

Nandus nandus 南鲈 Trichogaster sp. 毛足鲈属

Morulius chrysophekadion 黑鲨鲦鱼 Cyclocheilichthys   enoplos 圆唇鱼属

Clarias batrachus 胡鲇 Channa lucius 鳢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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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水稻田中可利用的水生生物种类

分类 学名 用途 照片

鱼类
Cyclocheilichthys sp.

鲤鱼属

食用、腌制鱼酱、腌制

鱼块、咸干鱼、鱼露

爬行动物
Erpeton tentaculatum

蛇
药用

两栖类动物
Bufo melanostictus

蟾蜍
食用、药用（杀虫剂）

甲壳类动物
Somanniathel-phusa sp.

小螃蟹属
食用、饲料、诱饵

软体动物
Pila sp.

球螺属

食用、饲料、诱饵、出

售

植物
Nelumbo nucifera

藕

花、叶、种子、根茎可

以食用、出售或作为装

饰和包装材料

昆虫
Lethocerus sp.

负子蝽属
药用

生态学功能

许多水生生物在水稻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

药和农艺应用方面，其可以作为重要的有害细菌和有害生物的生物防治

物，同时也是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成分。专门以蚊子幼虫和特

定蜗牛为食的鱼类，可抑制痢疾和血吸虫病的传播。一些鱼类还具有对

水稻害虫的生物防治功能，如对苹果蜗牛、螟虫和蛀虫的生物防治功能

（Halwart，1994, 2001；Halwart 等，1998）。同时，鱼类以杂草和其他昆虫

为食，也降低了潜在的虫害问题，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事实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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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控与具有预防性阈值控制的杀虫剂防控相比，更有利于维护生态

系统（Rola 和 Pingali，1993）。而且，实践表明，将鱼养殖在水稻田中可

以提高水稻产量，特别是对于贫瘠的土地和需肥的庄稼来说，原因可能

是因为鱼类具有很好的施肥和促进营养物循环的作用。据报道，由于稻

渔共作，该农田不仅可以节省杀虫剂还可通过卖鱼获得收益，因此其纯

利润要比种植单一水稻的农田高 7％ ~65%（Halwart，1999）。

水稻田可能也是濒临灭绝物种的避难所。在柬埔寨 Tonle Sap 地区，

近海的水稻生态系统和接近淹灌草地、灌木丛是许多鸟类的栖息地，在

那里也栖息有世界上仅存的、濒临灭绝的两种野生孟加拉鸨 （Smith，

2001）。从长远来看，一些濒临灭绝物种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对物种本身而

言是一种福音，如班纳蚓螈（Ichthyophys bannanicus）具有药用价值，由

此带来的经济价值会促使人们对其人工培养，并最终使物种得以保存。

最新动态

位于大河流域的河漫滩地的水稻田中，野生鱼类的可获取性很高，

通常会促进捕获型系统的发展。最近，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境内的

湄公河上下游河漫滩地（Luo，2005）和柬埔寨 Kampong Thom 省地区

（Balzer 等，2005），人们已经对水稻捕获型系统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

现存水生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农民对水稻田的利用模式。在边远山区，由

于野生鱼类可获取性较低，因此促使了养殖型稻渔共作系统的出现和发

展。在越南和老挝北部高地，发现了当地稻渔共作系统中使用了适宜当

地环境的鱼类。对这类稻渔共作系统中的传统知识的研究是近期工作中

尤为关注的重点，如在越南 Hoa Binh、Son La 和 Lai Chau 省（Meusch，

2005） 以 及 老 挝 的 Xieng Khouang 和 Houa Phanh 省（Choulamany，

2005）的研究工作。

近期的研究结果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到水生资源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和实用价值、捕获和养殖生产的本地宝贵实践经验以及和农民紧密

合作对于适当调节水产养殖生产的必要性。首先是使政府部门意识到这

种以水稻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中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促使政府的决策者在

增加水生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和提高水生生物对农村居民（种植或以水稻

为食的）饮食营养贡献量问题上给予更多的关注（案例 7.1）。通过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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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水生生物资源和农民（此生产系统的管理者）生计之间关系的

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已揭示了生物多样性对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的价值。

案例7.1　在2002年7月23~26日举行的第20届国际水稻委员会会议中，强调了

以水稻为基础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属国际水稻委员会会议是一个论坛，来自水稻生产国的

高级决策者们和水稻专家们会对本国的研究及发展计划进行检查讨论。其目标

是促进水稻生产、储存、流通以及消费等相关事项上的国内和国际间合作。该

委员会每4年举行一次会议。2002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20届会议，委员会提出

以下建议：

　　●会员国应促进在以水稻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

展，决策方针和管理措施应有助于增加水生生物资源基数。野生鱼类枯竭的地

区，水稻田养鱼应被视为加强粮食安全和确保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

　　●应注意水生生物对种植或以水稻为食的农村居民饮食上的营养贡献。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

胁迫中的生产力生态系统

来自农业和渔业社区共同参与的农村调查结果显示，水稻田中可

利用的水生资源正在减少（Balzer 等，2005；Luo，2005）。虽然水生生

物的消费量一直保持不变，10 年前在水稻田中的捕获量就可满足上半

年的消费，但是今天，只有 1/5~1/3 的消费量来自以水稻田为基础的系

统，剩余部分则需通过购买或专门养殖获得。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农

民声称鱼变得越来越少，现在一天的捕获量仅相当于 10 年前 1 小时的

捕获量。同样，在柬埔寨的研究（ Balzer 等， 2005）也指出，在过去 20

年间鱼的捕获量已大大降低。村民们估计，在 3~5 年内鱼将不足以维

持人们的生计。人口增加以及由此产生对水生资源需求量增加的压力，

是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其他导致水生生物资源衰退

的行为，如农药的使用、破坏鱼类繁殖地和使用非法捕捞方法，如电鱼

及化学投毒。这些威胁都是目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那些依赖于稻田水生生物多样性生活的农村贫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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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但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生活仍然有机会获

取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支持（案例 7.2 ）。而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特别是

案例7.2　位于越南中部广治省的营养状况及水生资源

　　越南是成人和儿童营养不良率最高的东南亚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

1999），许多儿童的基本营养需要没有得到满足（Reinhard和Wijayaratne，

2002）。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越南存在以下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40％的成

年人体重指数低于18.5，即低于正常体重的阈值。在越南中部地区，粮农组织

与芬兰外交部、越南计划和投资部和广治农村发展项目组进行扶贫资金项目合

作，开展了一项对水稻种植家庭营养状况和水生资源在其日常饮食作用的研究

调查，被调查的广治省是越南中部最贫穷的一个省份。调查中特别关注了5岁

以下有营养不良迹象的儿童。

方法
　　这项研究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法，主要集中评估涉及农村居民营养和健康状

况及其现有资源利用的实践和经验。这项研究包括三个部分：居民家庭问卷调

查，5岁以下儿童人体测量和重点小组讨论。随机选择社区（村庄）：5个在偏

远Dakrong山区，2个在海郎区，1个在凸轮罗湖区，属于低地地区。每个社区

选择15％~30％的居民进行调查，每个家庭成员平均为5名。儿童营养不良由3

个标准指数来衡量：体重不足（体重/年龄），发育不良（身高/年龄）和消瘦

（体重/身高）。

结果
　　鱼类被认为是最经常食用的水生动物，其中每星期两次或两次以上食用鱼

的家庭，在海郎为80％，凸轮罗为89％，Dakrong区为39％（案例表7-1）。鱼

类因为其良好的口感、易获得和健康的品质，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食

品。研究表明，味道是消费水生动物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受访者说，他们吃蛇

是为了他们的健康，青蛙、昆虫和野生蟹则因为它们很容易获得。在所有地区

很少吃蛇，而位于山区的Dakrong区昆虫是近一半家庭的基本食物。

　　研究表明，偏远贫困Dakrong地区的居民比其他地区平均消费更多的水生生

物，尤其是蜗牛及昆虫和青蛙。在富饶的海郎地区，每个家庭平均每天消耗310g

鱼，而在凸轮罗湖和Dakrong地区平均消费分别为260g和240g（案例表7-2）。

　　据报道，妇女用鱼、小虾和野生蟹喂养4~12个月儿童的比例很高。在海郎

区高达80％的家庭每星期2~5次为儿童的食物准备了鱼类，64％家庭每星期2~5

次为儿童的食物准备了小虾。富裕和贫穷的地区是有区别的，在较穷的Dakrong

地区只有30％的家庭每星期有两次或两次以上以鱼为食物喂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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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多样性利用
　　已报道过的野生鱼种有42种，其中一些被用于水产养殖。来自各个地区的

与会者均报告，他们现在捕获野生水生动物远比10年前更困难。村民们说，原

因可能包括在农业生产中更密集地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人口增长造成的对资

源需求的日益增长。此外，在大部分地区非可持续的捕鱼方法，如电鱼、投

毒，以及使用围网捕鱼，危及水生动物的数量和繁殖能力。

　　尽管如此，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居民从野外，包括水稻田捕获水生动物。

除了被居民消耗，这些动物也产生经济收入：凸轮罗和海郎地区9％的家庭将

野生的鱼在市场上出售， 偏远的Dakrong区有75％以上的家庭向其他村民出售

鱼类和其他野生水生资源。除了在Dakrong区有67％的家庭从野外获得鱼虾以

外，大多数人在市场上购买鱼虾。在所有地区，蛇、蜗牛、青蛙主要来自野

外，特别是位于偏远的Dakrong区。根据调查结果，鉴于稻田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市场购买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案例　表 7-2   家庭水生资源的消费量（家庭平均成员数量为 5 人）

水生资源数量（kg / 天）

地区 鱼 蛇 蜗牛 野生蟹 小虾 昆虫 青蛙 总计

海郎　 （n=70） 0.39 0.01 0.05 0.05 0.11 0.03 0.02 0.66

凸轮罗　（n=35） 0.26 0.02 0.04 0.15 0.21 0 0.06 0.74

Dakrong 　（n=169） 0.24 0.02 0.21 0.09 0.14 0.06 0.07 0.83

营养状况
　　研究揭示了所有地区，特别是在偏远地区 Dakrong 山区 ( 案例表 7-3）营

养不良儿童的状况。与整个越南中部以北地区水平相比，海郎和凸轮罗湖患有

体重不足和发育不良问题的儿童百分比低于或等同地区平均水平；消瘦的比例

只有地区平均水平的 1/3。偏远的 Dakrong 山区，较高比例的儿童存在体重不

足和发育不良的现象；在 Dakrong 的一些社区，消瘦率低于区域和国家的平均

水平。对家庭来说，野生水生动物资源在这些偏远的地区要比富裕的低地地区

更为重要（案例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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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表明，水生生物多样性在以水稻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对农村人口的

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偏远山区水生生物的消费高于低地，但饮食中鱼

和蛇偏少，更多是蜗牛、昆虫和青蛙。一般情况下，来自于野生或从市场购买

的食物，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然而，水生生物多样性在供给人们营养

价值方面的确实占有很大的比重。该观测数据表明，在偏远地区人体营养状况

更糟糕；从其他研究中了解到，这些社区在一年中，往往有几个月受主食短

缺威胁。在这些地区，饮食中的水生生物可能只是帮助人们满足基本的能量需

求，但若水生生物多样性没有被作为一个营养的来源，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

程度将更大。此外，人类的健康状态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明有必

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去评价各种水生生物对人们的营养作用，尤其是对于在资源

贫乏的边远地区的居民。

工业化捕鱼造成的过度捕捞，以及对其获取渔业资源的限制手段，例如

将渔场租用给商业渔业公司捕鱼，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威胁。这些都

将是对贫困人口最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耕种，生活只能依赖于

捕获野生资源。

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水稻生态系统中水生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对农村生

计的重要性是与灌溉量、降水量和深水水稻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图

7-2）。将需要在国际和国家水平上，对水生生物多样性在以水稻为基

础的生态系统和农村生计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更多评估。特别是需要具体

的研究水生生物多样性对水稻种植家庭的营养贡献，尤其是有关油脂的

作用，并更充分地认识其在人类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重要性（第 15 章营

养研究）。目前柬埔寨、中国、老挝和越南等国，正致力于通过地方机

构在国家和区域研讨会期间，将有关水生生物捕获和利用的信息及其对

农村人口生计的重要性的信息提交给决策者和推广人员（联合国粮农组

织 / 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2003）。并计划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

在西非和拉丁美洲进行类似的活动。

在政策层面，必须特别注意在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减贫战略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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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资源的管理。当以增加水稻生产为目标时，必须意识到稻田生态系

统的高总体多样性和高生产力。在以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制度来最大限度

地提高水稻产量时，一般会造成相关的其他产品的损失。因此，应评估

这些变化使谁受益，对谁造成伤害；并努力寻求将其损失最小化而收益

最大化的方式，显得至关重要。

注释

明确区分捕获型和养殖型系统是不可能的。例如，泰国存在一个过渡系统，该

管理系统模式为野生物种以养殖鱼种为食。因为野生鱼在当地市场具有高的市场价

值，而这些损失是可以接受的（Setboonsarng，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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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传粉服务

P. G. Kevan V. A. Wojcik

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拟寄生物、寄生生物和病原体对于维持生态

系统及其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并且，他们之

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同样有重要意义。传粉则是生产率运转中心，所有

消费者—人类、家畜、野生动物—都位于边缘位置（图 8-1）。生态学

中的互作性和复杂性都已归为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范围之内。

世界优势植物（开花植物）和优势动物（昆虫）的生物多样性，通过传

粉而密切有关并共同进化，而对这些过程的破坏，势必带来严重环境的

后果。事实上，传粉可能是一种危害生态系统的行为，从集约耕作到

荒野的所有陆地环境中，均应予以关注（Buchmann 和 Nabhan，1996）。

此外，在生物链中非传粉访花者有其益处，虽然有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但这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其他方面来说是必要的。

尽管传粉行为已经有 200 多年的研究史，但仍经常被忽略或误解。

因此，传粉、花与涉及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和对资源保护的必要性等相关

问题，其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明确。传粉和其他访花者的重要性已经远

远超过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植物繁殖、作物生产率和害虫管理范

围，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质量的美学和道德方面。总之，传粉和访花者

应当是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敏感性生物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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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传粉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核心
生态系统中直接的和间接的互作关系以一定的方式将整个生物链与传粉行为联系在一起

传粉、传粉者和访花者（Anthophiles）  

传粉只是简单地从花药到柱头传送花粉。在植物生殖结构生成之

后，传粉是繁殖的下一个步骤。非生物传粉是由风、水或重力而产生，

生物传粉则通过动物来实现。有一个庞大的关于传粉及植物育种系统的

专业词库，在本文无须详细说明。就作物而言，Roubik （1995）和 Free 

（1993）在该领域有广博知识。

访花者是一种探寻花的动物。它们探求花粉、花蜜、油或植物组织

以满足营养需求（Kevan，1999）。传粉者就是传授花粉的传粉动物。并

不是所有的传粉动都能有效地传粉：一些是花贼，偷走传粉者所能找

到的资源或吃掉非生物授粉中带来的花粉 （Inouye，1980）；其他方面

则可能是无害的，仅仅是在花朵上休息或收集传粉结束后的剩余资源。

尽管传粉对于植物繁殖至关重要，非传粉（或传粉很少）的访花者在生

态系统功能上也十分重要。举个例子，许多昆虫其对一些害虫的生物防

治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些害虫需要从植物上取得食物以交配、寻找寄

繁殖 产品

树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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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控制

访花者

花

传粉者

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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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卵和完成它们的生命循环（Ruppert，1993）。也有一些访花者，

它们是在植物的某个位置来捕获食物（Kevan，1999）。

访花者、传粉者和传粉的生物多样性

综述

访花者的物种多样性数以百万计。几乎所有的蜜蜂和蝴蝶都依靠花

而生存。许多蛾类、苍蝇、甲虫、胡蜂和蚂蚁都访花。传粉在一些较不

引人注目的昆虫中十分普遍，例如蓟马和美洲大螽斯。在其他昆虫中，

传粉是很少见的，就像草蜻蛉和跳虫。在脊椎动物中，一些种类的鸟

（比如：蜂鸟、厚嘴啄木鸟、吸蜜鸟、蜜旋木雀、太阳鸟和鹦鹉）和蝙

蝠（果蝠或旧大陆热带的飞狐狸和新热带植物区的象鼻虫、蝙蝠）是恶

名昭著的访花者和传粉者。甚至有一些专长于滑翔和攀登的哺乳动物，

它们都是重要的传粉者，尤其在澳大利亚和亚洲。甚至灵长目动物在一

些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传粉者。

在农业生态系统

蜜蜂（Apis spp.）是农业系统中最重要的传粉者。它们生活在可运

输的蜂箱里，可以为许多作物传粉。它们的生物学特性已众所周知，并

且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养蜂传粉体系。然而，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商业用

有效传粉者，并且它们并不是为所有作物传粉（Kevan，1999）。举个例

子，大黄蜂（Bombus spp.）选择豆科作物进行传粉，豆科作物的花冠

中的管太深使蜜蜂不能采到花蜜（Free，1993）。它们有嗡嗡作响的传

粉者习性（通过振动从花中吸取花粉的传粉者）和在温室中采食的能力

把它们与蜜蜂区分开来。相对蜜蜂而言，果园蜜蜂（Osmia spp.）更为

有效，因为它们在较低的温度下开始觅食（Kevan，1999）。最近在马来

群岛，人们通过提供筑巢物质来养殖管理木蜂（Xylocopa spp.），用于

为西番莲果传粉，因西番莲果的花朵太大而使蜜蜂不能为其传粉。

一些作物的传粉并不是由蜜蜂，而由其他传粉者来实现的（表

8-1）。在热带，传粉问题尤其重要，因为许多作物的自然授粉机制

（作物和其他）并不为人所知（Roubik，1995 ；Kevan，2001）。最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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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人们发现甲虫会给番荔枝科的果树作

物传粉，例如刺果番荔枝和南美洲番荔枝，但关于这些传粉者为什么更

表 8-1　商业作物的有效传粉者

作物 传粉媒介 参考文献

红三叶草和其他豆科植物  
（Trifolium repens）

大黄蜂
（Bombus spp.） 

Free，1993

大棚
番茄，其他茄属的作物   

大黄蜂 Banda 和 Paxton，1991

悬钩子 大黄蜂
（superior  to honeybees）

Willmer 等，1994

仁果 果园蜜蜂
（Osmia spp.）

Kevan，1999

苜蓿和其他豆科植物 苜蓿切叶蜂
（Megachile spp.）

Richards，1993

蓝莓 蓝莓蜜蜂
（Habropoda laboriosa）

Cane 和 Payne，1988,1990

南瓜 灰白壁球蜜蜂
（Peponapis pruinosa）

Kevan，1999

西番莲果 卡彭特蜜蜂
（Xylocopa spp.） 

Mardan 等，1991

油椰子 象鼻虫
（Elaeidobius  kamerunicus 

Faust） 
（Curculionidae）  

Kevan，1999

各种番果树 甲壳虫 Roubik，1995

可可树 蚊
（Diptera: Ceratopogonidae） 

Free，1993 ；Roubik，
1995

杧果 苍蝇和其他昆虫 Free，1993 ；Roubik，
1995

榴莲果 蝙蝠 Roubik，1995

腰果 蜜蜂和本土石油
收集蜜蜂

（Apismellifera） 
（Centris tarsata） 

Breno 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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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给相应植物传粉的机理信息则较少（Roubik，1995）。西非象鼻虫

作为油椰子树种在其本土的传粉者（Kevan，1999），已被引入亚洲，

为油椰子树有效地传粉Elaeidobius kamerunicus Faust（Curculionidae）。

巴西坚果树已被发现在不同时间长出雌雄花，不可能自花授粉，因而它

依靠传粉行为来结实（Maues，2002）。事实上，许多蚊子和苍蝇为野

生果实传粉，表明也可考虑将它们作为某些作物的传粉者。但是，要想

完全理解热带传粉的机制，仍须做出巨大的努力。

由传粉者影响传粉所带来的效益，其形式和数量通常被植物育种工

作者所忽略。与采蜜的蜜蜂相比，采集花粉的蜜蜂是更好的传粉者，甚

至对苹果树和具有碗状花形、能生产大量花蜜的作物也是一样（Free，

1993）。对于具有特定花形的作物（如蓝莓，克兰伯里），采花粉蜜蜂比

采蜜蜜蜂对传粉更有效（甘蔗和佩恩，1988）。就这些作物而言，蜜蜂

是拙劣的传粉者，因为在蜂群中采花粉的蜜蜂比例较少，他们无法从花

中移动花粉或嗡嗡传粉（Buchmann，1983）。一些需要传粉或受益于昆

虫传粉的作物不能产生花蜜，它们靠花粉供给昆虫，例如猕猴桃、番

茄，也许还有石榴。羽扇豆同样也只产花粉，但是它可自花授粉。

传粉者

蜜蜂和养蜂

多种多样的养蜂实践已经远远超出欧洲蜂和杂交蜜蜂蜂群（巢）所

展示的（Apis mellifera spp. ligustica, caucasica and carnica，或意大利、

高加索和卡尼鄂拉蜜蜂）。然而，这些蜜蜂是人们了解最深入也是最容

易进行传粉和蜂产品生产管理的 （see Graham，1992；Crane，1990）。

在整个非洲和中东 Amellifera 地区范围内，本地蜂种被养殖在各种

各样的蜂巢内，管理技术也多种多样。这当中的许多蜂种具有防御性，

不论是人工或自然的蜂巢，它们都有从蜂巢逃逸的倾向，因而很难养

殖。所谓的杀人蜂也被称为非洲化蜜蜂（欧洲和非洲蜜蜂杂交种），以

防御性强和易攻击入侵者而著称。自 1956 年其母本 A. m. scutellata 从

东南非引入后，就遍布巴西及整个热带和亚热带美洲。

在亚洲，一些其他的蜂种被保存或鼓励进行人工开发。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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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亚洲蜜蜂（中华蜜蜂） ，其丰富的种间生物多样性与 A. mellifera
相当 （Kevan，1995）。虽然由于亚洲蜜蜂容易被人工杂交而受到舆论中

伤，但它的发展潜力已经得到更多的关注。而聪明的欧洲转基因蜜蜂则

因超出蜜蜂的天然本质范围受到严重质疑。在热带和亚热带亚洲，其他

种类的蜜蜂被用于商业用途。如同其同种或姐妹物种的 Apis laboriosa
蜂蜜主要产自喜马拉雅山麓，和 A. d. binghami 蜂蜜产自部分东南亚群

岛上一样，Apis dorsata（即巨蜂或岩蜂）蜂蜜主要产自印度、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最小的蜜蜂

Apis orea 也同样被开发用于商业用途。

在 热 带 和 亚 热 带 美 洲， 那 里 没 有 土 著 蜂 种， 无 刺 蜜 蜂

（Meliponinae）自前哥伦布时代一直保留自今。Meliponine 蜂分布在世

界热带地区，在农业传粉管理上展现了巨大的潜力。然而，关于它们的

生物传粉行为却很少有人关注（Roubik，1995）。

本地传粉者

目前，对于本地蜂种在作物传粉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还知之甚少

（Kremen 等，2002）。在已有的传粉行为中，大部分传粉的蜜蜂属于

其他品种。Castro （2002）在巴西的巴伊亚对 32 种果树进行的研究发

现，虽然并不像其他外来物种那么丰富，无刺的本土蜜蜂（蜜蜂科 : 

Meliponinae）在传粉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天然的农业环境中存在或保

留着一些传统的自然景观，天然传粉者在传粉系统中提供着“免费服

务”。 然而，这些服务也并不是完全免费的，他们依赖于一个健康的生

态系统，这一系统为本地传粉者提供了栖息地。而非本地蜜蜂和其他外

来物种对于本地蜜蜂传粉系统则有着显著的影响。

其他人工培养的传粉者

其他蜂种如不能产生大量蜂蜜可以有收获的——或具有人工培养

潜力的——可被人工培养成为传粉者，包括切叶蜂、碱蜜蜂、蜜蜂园、

壁球蜜蜂、蓝莓蜜蜂和木蜜蜂。这些蜜蜂就是前面提到的特定作物传粉

蜜蜂。Crane（1990）列出了 50 种蜜蜂可用于商业传粉（极少数）或传

粉试验用途。一些作物巨大的经济价值使人们对于开发成功的传粉管理

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巴西腰果的传粉事例（案例表 8.1）展示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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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过程的复杂性和必要性。

案例 8.1　巴西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的经济价值和传粉需求

巴西东北部的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是 andromonoecious 雄花

两性花同株的本地树种。其干果、油和腰果苹果的产量在这一地区具有重大的

经济意义。对巴西腰果每年的经济价值进行估计，数据显示如下：

商业腰果果园的总面积                  　　　　                  650 000hm2

坚果年度总产量     　　  　　　　　　                         126 000t

出口值               

        （只是坚果）  　                　　　　　　　　              1.35 亿美元

         （果壳油）       　　　　　　　　　                 　       0.91 亿美元

巴西腰果整株作物的价值（坚果、油、果实等） 　    0.54 亿美元

然而，从商业果园角度上来看，作物产量低得令人失望，并且研究表

明，传粉不足可能是主要原因。腰果的花形和外观表明它是由昆虫传粉，特

别是由蜜蜂。虽然大量觅食腰果花的昆虫（即黄蜂、蝴蝶和蛾）已被列为传

粉媒介，但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觅食失败，由此可见访花者和传粉者并不等

同。在巴西东北部只有蜜蜂探访和定期觅食腰果花。两个蜜蜂种在给腰果花

传粉时尤其有效：即唯一的本地的蜜蜂（Centris tarsata）和外来蜜蜂（Apis 
mellifera）。

但是，仍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巴西东北部商业种植腰果的传粉量不

足。一方面，对果园生长的腰果花而言，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探访者。即使由于

杂草处于开花期而引入大量 Apis mellifera 蜜蜂访问果园时，它也不是很乐意

探访腰果花。另一种适合的传粉媒介 C. tarsata 本地蜜蜂，在商业腰果园很少

出现，主要因为栖息地的困扰和缺乏饲养技术无法使其大量繁殖。另一方面无

疑是有关农场园艺管理，部分自花不育性的植株大面积生长，没有考虑到可兼

容性花粉植株的需要。随着越来越多栽培的区域被重植或进行矮小克隆株的再

种植，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明显的解决方式是套种树木应能在主林木植

株中生产相容的花粉，在梨园就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和巴西进行的人工授粉试

验识别腰果的种类或植株，围绕腰果之间的交叉点产生出较高的产量。但是在

商业腰果园中，仍需着重考虑对蜜蜂的管理方式，因为其作为相容花粉的携带

者，有助于传粉的进行。

人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提高巴西东北部腰果作物的产量，必须着

重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其公认的、有效的传粉媒介的保护与管理必

须认真考虑；第二，果园设计当中必须考虑到不同腰果植株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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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东北部腰果传粉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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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eitas 等（2002）。

传粉者的消亡　

传粉者的消亡主要来自于４项主要的人类活动：使用杀虫剂、破坏

其栖息地、病原体和寄生虫的传播以及人工引入的花探访者的竞争。

杀虫剂

杀虫剂特别是专杀昆虫的杀虫剂，对传粉者的危害性，已被人们很

好地记载和理解，特别是对欧洲蜜蜂而言。对此方面认识的缺乏和对问

题的忽视，带来了对传粉者的亚致死效应，即减少其寿命和影响某些蜜

蜂的搜寻、记忆和导航能力（MacKenzie，1993）。少数可予参比的研究

结果表明，很难根据杀虫剂对蜜蜂的毒性，推断其给其他物种所带来的

危害（Kevan，1999）。

杀虫剂的问题在非农环境和农林环境中更为复杂，因为在这些环境

中更为广泛的传粉者多样性是很重要的。在加拿大东部的新不伦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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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使用杀螟硫磷，杀害蓝莓农场附近森林里的蚜虫（云杉卷叶蛾），

结果造成了传粉者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大幅削减，蓝莓产量也显著低于预

期水平。

Finnamore 和 Neary （1978）发现约 190 种加拿大本土蜜蜂与需有昆

虫传粉的蓝莓花相关。由此可能推动蓝莓产业的复苏，但估计需要至少

一两个 7 年以上的时间，这取决于其受损害的程度（Kevan，1999 年）。

如今由于使用除草剂，蓝莓传粉者的多样性和繁殖潜力都在下降，因为

除草剂杀害了传粉者的替代食物（当蓝莓处于无花期时）。       

多数杀虫剂问题源于使用过程中的意外和疏忽，以及尽管标签已写

清楚警告和建议，但仍有蓄意滥用等情况（Johansen 和 Mayer，1990）。

为使杀虫剂的应用变得更加规范，以减少相关问题的发生，使用者在获

得使用许可前应接受安全培训课程。即使在规章不健全情况下，公认有

效的杀虫剂使用方式中应不在植物开花期喷洒和不在传粉者觅食期喷

洒，这些都可减低杀虫剂负效应的发生。

栖息地破坏

主要有 3 种栖息地破坏方式，影响了传粉种群和任何生物群体的数

量：食物来源的破坏、巢穴或产卵场所的破坏，还有休息或交配场所的

破坏。最为常见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是种植单一农作物、过度放牧、

开荒和过度灌溉。

在农区，破坏传粉者食物来源最明显的例子是清除植被，因为在

作物不开花时，这些植物体就是传粉者的食物 （Kevan，2001）。被清

除的植被往往被视为是多余和有害的，它们被认为是杂草或是作物的

竞争者，然而对于传粉者和其他有益昆虫而言，却是十分宝贵的。在

路边还是在允许的地方喷洒除草剂，都会减少传粉者可选食物的多样

性和丰度。

有文献记载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马尼托巴省，由于巢穴和产卵

地的破坏，导致了切叶蜂种群灭亡的实例。由于紫花苜蓿种子生产地

扩增，使切叶蜂丧失了作为筑巢地点的树桩和原木，最终导致其灭亡

（Stephen，1955）。在欧洲随着未遭破坏的灌木地和其他非耕作地不断

减少，熊蜂数量也随之减少 （Corbet 等，1991）。在热带地区种植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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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蚊子为可可树传粉效率不足及其失去产卵基质（即腐烂的植物）有

关，因为作为其产卵基质的腐烂植物被完全移走（Winder，1977）。在

马来西亚，额外提供的腐烂的棕榈树干培养基，即是为增加传粉种群的

数量之用（Kevan，1999）。

与农业相关的栖息地利用，常常对食物来源和筑巢地点都产生负面

的影响，这对于本地传粉者而言，意味着面临加倍有害。对于长寿命的

传粉种群来说，尤其明显，例如熊蜂群。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例如非

洲，也面临同样的传粉资源问题，即传粉者的栖息地因农业目的而被利

用。在案例 8.2 中所描述的肯尼亚园艺业，只是野生栖息地增加自然传

粉服务活力和持续性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案例 8.2　野生生态环境为肯尼亚的园艺作物提供传粉服务

肯尼亚的许多地区正在由自然环境向农场和园艺作物的生产地转化，主要

是由于出口市场的需要。甚至许多主要牧民社区由集团经营农场，例如马赛，

也开始参与到这些市场活动中来。

在 ol’Kirimatian 集体牧场，位于内罗毕湖西南，在马加迪河上游，从

Nguruman 悬崖流下的小河可灌入开放的灌溉沟中，使种植园艺作物成为可能。

被转换为农田的土地大部分是原 Acacia Tortilis 河边的森林。园艺作物年复一年

生长以供应市场，通过中间商收购蔬菜并运至机场，很快便可在伦敦和其他欧

洲地区销售。

生长在 ol’Kirimatian 的许多园艺作物需要或者受益于传粉服务，例如茄

子、黄秋葵和苦瓜。就茄子而言，其完全依靠本地蜜蜂传粉，特别是发出嗡

嗡叫声传粉的蜂，即在采食花粉的同时以一定频率震动它们的翅膀，以散发花

粉并将花粉在花间传递，从而结出果实。蜜蜂并不能依靠嗡嗡叫声传粉，但有

两种很独特的蜂却是非常有效的传粉者，它们本是天然生活在因造田而被砍

伐了的森林中的。一种是木蜜蜂，在陈木上筑巢；另一种是地面筑巢蜜蜂叫

Macronomia rufipes。他们只能从茄子上获得花粉，但却不能产生花蜜。因此它

们不能完全地生长在农田中，必须利用农场道路边的各种资源和未被开发的森

林维持生存。

对农田周围自然环境的调查显示，作物传粉媒介同时也在利用野生栖息地

的花资源。在大多数月份，茄子的主要传粉媒介也在利用农田的其他花资源，

主要是农田路边的杂草。但是，在非常干燥的月份，进入雨季之前，茄子的

主要传粉者会较之任何时候更多地出现在仅存的少量的阿拉伯树胶树沿河森林

中，并更多地使用森林中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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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人可能会说野生栖息地并不能提供大部分传粉服务。但如果传粉媒介没

有可选的野生栖息地的花卉资源去采食，虽然只在旱季最严重的时期，它们就

没有能力在干旱的和边缘生态系统生存。在农田范围中保留野生栖息地的机会

成本，无疑取决于以下几点：包括阿拉伯树胶树的种子荚果可作为山羊饲料，

所节省的资金正好抵消了将其砍伐清除再转换为作物生产的潜在收入。

 另外，野生栖息地也可以作为作物传粉者的栖息地。因此，在发展农业的地

区保留一些野生栖息地，将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生态平衡。

资料来源 : Barbara Gemmill, 非洲授粉协会，奈洛比，和 Alfred Ochieng, 奈

洛比大学生物系

传粉者栖息地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Daniel 

Janzen（1974）“美国的消亡”一文已阐明这一问题。他指出，传粉媒

介资源（植被资源）不断减少带来恶性循环，植物传粉减少，植物繁

殖消失，种子和植物结实减少，最终导致同级别生物多样性植被恢复

的失败。

寄生虫和致病菌

由 于 tracheal mites （Acarapis woodi） 和 Varroa jacobsoni 惊 人 的 蔓

延速度，作为蜜蜂的寄生虫——螨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 （Needham 等，

1988 ；Connor et al. 1993）。人们建议，业余的或小规模的养蜂者应当放

弃养蜂，因为监测和控制蜂螨使蜜蜂的管理工作更为复杂。在美国，由

于蜂螨蔓延非常普遍，致使野生蜜蜂群的数量显著下降。正如几年前预

测的一样，业余养蜂人和野生蜂群的损失，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已给农村

和都市中的蜜蜂传粉带来了负面影响（Kevan，1999）。此外，因为潜在

的对人类食品的污染和其他蜂产品污染，化学防治蜂螨的方法不可能被

专业蜂蜜生产者接受。

如果缺乏适当的监测和治疗，疾病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对于欧洲

蜜蜂的养蜂人，有一种昆虫幼虫细菌性病（美国污仔病）是最严重的，

而其他孵化疾病，如欧洲污仔病 （细菌性）、白垩病（真菌性）和幼蜂

皱萎病（病毒性）并不那么严重。我们唯一所担心的是欧洲蜜蜂成虫的

原虫疾病（protozoan 疾病）。对于亚洲的蜂群来说，由于流行性疾病已

经席卷亚洲部分地区，胞囊病毒病在泰国已造成极大损失，随之而来的

应是种群抵抗力增强和种群的恢复（Keva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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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叶蜂同样遭受疾病。最重要的是紫花苜蓿切叶蜂（苜蓿切叶

蜂）的白垩真菌病（由 Ascosphaera aggregata 所引起）（Vandenberg 和

Stephen，1982）。诊断设施已经在一些地区建立（例如加拿大西部地

区），因为这些蜜蜂是那里最重要的苜蓿传粉者。控制这种疾病需要认

真的、卫生的管理程序以及熏蒸消毒病原感染了的筑巢材料（Goettel

等，1993）。

竞争互作

对于与传粉相关的传粉者之间相互竞争的研究最为深入的，是非

洲蜜蜂对本土传粉者的影响，及其对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欧洲蜜蜂种群

的影响。Roubik （1978）首先指出，在非洲蜜蜂入侵后，中美洲本土

蜜蜂种群数量显著减少。随后他又指出这种现象存在于更广大区域内

（Roubik，1989），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非洲蜜蜂与本土蜜蜂相互竞争

问题却很复杂。不过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个本地物种在与外来物种的

竞争中灭绝。

近来，在澳大利亚争论有关引进欧洲蜜蜂对本地植物和传粉动物种

群的影响。Paton （1993）的结论是，有理由认为欧洲蜜蜂减少了一些本

土植物的传粉，特别是鸟类传粉的植物，欧洲蜜蜂通过抢夺鸟觅食的花

蜜，从而造成鸟类种群数量和觅食习惯的改变。Sugden 和 Pyke （1991）

的结论是，蜜蜂间的竞争会减少本地蜜蜂种群的数量（例如 Exoneura 
asimillima）。从植物学角度讲，欧洲蜜蜂对本土传粉昆虫的影响机制并

不清楚，但是其对本土蜜蜂的影响机制是清楚的。相关联的事件如下：

    （1）蜜蜂通过争夺花卉资源以取代本地传粉者；

（2）蜜蜂不可能再给那些清除后的传粉资源的花去传粉；

（3）植物因为不能进行有性繁殖或根本不能繁殖，其种群会缩

减；

（4）已减少的剩余的本土传粉者种群还会进一步缩减。

 商业饲养熊蜂是温室番茄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Kevan，1999）。

至少有 3 个商业饲养的本地物种已经投入使用：欧洲的熊蜂 Bombus 
terrestris L.，美国东部的熊蜂 B. impatiens Cresson 和美国西部西方熊蜂

（B. occidentalis Greene）外来物种的引入应十分地谨慎，一定要注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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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更应着重关注的是，其不可避免的生态逃逸现象。欧洲熊蜂已经进

入新西兰、智利、塔斯马尼亚州、日本，并可能来到阿根廷（1993 或

1994），这主要是由于引入时考虑不周所致。Dafni 和 Shmida （1996）也

因熊蜂对以色列卡梅尔山虫媒动物和植物群传粉的影响表示了担忧。在

印度尼西亚，将亚洲蜂群（中华蜜蜂）从华莱士西部和韦格纳一线引进

伊里安查亚，已导致这种蜜蜂进入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如今已经开始

威胁到澳大利亚。而这种引种对自然多样性、天然传粉的丰富性和本地

植物的影响则仍未进行评估。

保护和促进

保护本地传粉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对其

筑巢地点和觅食等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Janzen，1974）。

在非洲，引入的疾病正威胁着本土蜜蜂种群的健康及其传粉活动。尽管

在北美和欧洲由于杀虫剂使用在减少，其对当地农业的负面影响也在降

低，但此问题在其他地区仍非常严重。在热带、亚热带美洲和澳大利

亚，访花动物之间的相互竞争仍非常激烈。

其他访花者

尽管许多访花者并不是重要的传粉媒介，但花资源在其生活中却非

常重要。其他访花昆虫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食肉动物和拟寄生物，在

任何环境下其对控制可传病昆虫种群的数量都很重要。生物防治在农业

生态系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防虫方式。Leius （1967）表示，如果果园中

有植物资源，例如杂草，那么果园中苹果蠹蛾寄生现象就较多。Syme 

（1975）指出，在森林中植物资源生物防治剂也非常重要。事实上，早

就有人提出，对日本甲壳虫尚未建立可用的生物防治手段，这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植物资源所造成的（King 和 Holloway，1930）。当

然，也报道过成功的案例，如在低投入的农业系统中通过天然生物防治

手段，控制传病昆虫的成功率很高，应归因于植物资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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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系统，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

全世界农业正在迅速变化着。在北美和欧盟一些土地被退耕（Corbet，

1995）, 而其他土地被更密集耕种。另一方面环境更敏感，低投入的做法，

例如有机耕作方法、低耕种和免耕种正被采用（Johnston 等，1971；Gess 和

Gess，1993）。加上农药使用的减少，这些趋势对觅花者和传粉者通常都是

好兆头。然而，针对这些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适宜的生态计划尚不能够

实现，而传粉者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农业生产，增加单一作物栽培，强化耕作制

度，越来越多地使用农药和自然生态区迅速退化，都是面临的严重问

题。喜马拉雅地区兴都库什山脉的苹果山谷的案例就是一个严峻的证

明，为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和产业，必须特别关注传粉系统（案

例 8.3）。然而因传粉者的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缺乏，及其在自然与

农业系统中的衰落，着实令人担忧。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可怕的，尽管国

际蜜蜂研究协会举办的有关热带养蜂方面的系列会议已取得了一些影响

（Kevan，2001），但传粉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对传粉生态学的充

分理解将使作物获得更高、更持续的产量，从而获得更好的农业经济效

益，这无疑会改善相关人员的生活条件（图 8-2）。

    案例 8.3　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区域的苹果山谷的警示

由于在促进农民脱贫方面的重要性，在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HKH）地

区的部分地区苹果，已成为最主要的商品作物。它们占家庭总收入的 60%~80%，

研究表明，在这些苹果生长区食品安全和经济状况都很良好。在这个地区，估

计每年生产苹果 220 万 t，苹果种植和市场销售每年可带来 5 亿多美元的收益。

然而，需要改进的潜力仍很大：在这一地区，苹果的平均产量（2.5~12.9t/

hm2）很低并且在下降。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提出，由于缺乏传粉昆虫和恶劣

天气，引起的传粉不足和受精不足问题是产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传粉下降主要来自两个因素。在这一地区许多农户所种植的商业苹果品种

自交不亲和，需要一个兼容的传粉品种进行异花传粉。因为传粉品种自身市场

价值很低，所以许多农民不理解，或者不愿意投入土地栽培传粉品种。总体而

言，在研究区内一半以上的农户在他们的果园种有兼容传粉品种，但却不到最

小需要量的 20%，多数仅有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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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某些原因，天然传粉昆虫的多样性和丰度已开始下降，原因

包括因农业目的而破坏森林和草地，及滥用杀虫剂造成食物和巢穴栖息地的丧

失。大多数农户认为，杀虫剂的使用是天然传粉昆虫损失的主要原因。果园面

积的增加也被认为有一定影响，因为天然昆虫种群数量太少而不能给新种植的

苹果传粉。在印度喜马偕尔邦州和中国茂县溪谷的研究表明，生产力严重下降，

使得当地农民和相关机构不得不寻求一种解决方式。在这一地区传粉不足是首

要问题，农民和相关机构也已开始研究和试验传粉管理方案。

由于政府机构的努力，喜马偕尔邦州的大多数苹果种植户清楚地认识到苹

果传粉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他们尝试各种方法来改善传粉。这些管理措施包

括种植不同的传粉树、增加传粉树的比例和增加果园中传粉昆虫的数量，这其

中包括更多地使用蜜蜂传粉。

在中国，茂县采用的方式不同。在这里，给苹果树人工授粉已成为普遍的做

法。因为果园较小，通过培训后，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能为自己果树人工授粉。农

户也会互助传粉或雇用劳动力来给他们的果园传粉。这些工人被叫做“人类蜜

蜂”，因为他们做了本该是蜜蜂所做的传粉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只需要种植很

少的传粉树，充分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而达到苹果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资料来源：Uma Partap， 山地综合发展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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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对传粉生态学的深入理解
以了解生产系统意识形态和制定合理决定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会使参与的

任一方拥有更加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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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指标

生物学指标即可通过自身的存在（丰富度）或缺乏指示生态系统所

进行的活动的有机体。生物学指标物种通常被用来诊断问题。它们可以

指示厌氧水域、迅速富营养化、污染和农药，它们也可作为表征问题而

改善，甚至表示生态系统的活动是否按预期在正常范围内进行。在后一

种情况下，所使用的物种可能是生态系统的、健康方面的表征。

农用化学品

传粉媒介，特别是蜜蜂，往往大量被杀虫剂杀死。它们会在身体和

蜂巢内积累所摄取的杀虫剂。随着农药残留检测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

蜜蜂和蜂巢产品可用来监测环境中的农药。但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化学

分析毒性残留并不是为了监控环境，而是为了确定蜜蜂的死亡原因和杀

虫剂给其带来的危害。

污染物

使用蜜蜂作为检测样本已是监测污染物很常用的一种方法。蜂蜜

和花粉可以被不同的工业污染物所污染。释放的砷和镉可能会导致大

量蜜蜂死亡和污染花粉，但并不污染花蜜（Krunic 等，1989）。在 1986

年 4 月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后，蜂蜜和花粉中所积累的放射性同

位素表明，蜜蜂群体可作为本地的、区域的和全球的环境质量取样器

（Bunzl 等，1988 ；Ford 等，1988）。在氟化物 （Dewey，1973）、重金属

（Stein 和 Umland，1987） 和 有 机 化 合 物（Anderson 和 Wojtas，1986 ；

Morse 等，1987）检测中，同样可从花蜜、花粉和蜜蜂本身来取样。它

们已被指出可以作为自然、农业、工业和都市周边环境的生物学指标。

虽然已证明了其使用价值，但是关于将其作为生物学指标的研究项目尚

未制定（Kevan，1999, 2001）。

Bromenshenk 等，（1991）提出了关于受污染后蜜蜂种群数量动

态变化的问题，使人们更加关注杀虫剂之外的因素会给传粉者健康带

来危害。关于污染对其他传粉者所造成的影响，目前相关信息很少。

Dewey’s（1973）的数据表明，与铝含量降低的植物有关的觅花昆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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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的含量是最高的（从熊蜂到蝴蝶和虻）。二氧化硫会减少传粉者

的活动，包括蜜蜂和雄性集蜂 （Lasioglossum zephrum），但还不足以杀

死它们（Ginevan 等，1980）。

生态系统的胁迫与健康

健康概念适用于生态系统的观点已不算新颖，但是它很难获得认

可，原因在于这种所谓健康形式该如何去衡量（第 18 章）。在生态学

中，比较认同的观点之一是竞争排斥和按重叠程度划分生态位等级的制

度。但 Sugihara （1980）认为在复杂的有机群体中，物种由于部分重叠

而占据有一个等级制度。考虑到环境的物理限制，这一说法在理论上是

物种多样性和丰度之间的著名正态对数关系。我们支持 Sugihara （1980）

关于生物学意义中存在对数正态关系的观点。传粉活动中动植物的相互

作用，允许存在一些对生态群落结构和动态变化的大胆概括。因此它已

作为生态系统健康测量的指标，其中包括传粉者。

Kevan 等（1997）假设在加拿大中南部新不伦瑞克省，1970~1975

年蓝莓种植区，使用杀虫剂严重的环境下，传粉蜜蜂物种的多样性和丰

度的对数正态关系令人诧异。我们分两个时期以新不伦瑞克省东部、中

部和西南部的数据，检测了这个假设的正确性。这两个时期是：在这

一地区中心位置供给杀螟硫磷农药的年份，以及蓝莓区附近停止使用杀

虫剂的年份。除了杀螟硫磷农药使用期间在新不伦瑞克中部的数据是例

外，几乎所有的数据集都是呈对数正态分布的。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数

据显示不呈对数正态性，则表明该地区当时的健康状况不佳。

结论

对蜜蜂和其他驯养蜂、野生蜂及其他传粉者的保护工作，是全球范

围内农业和自然可持续生产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尽管对世界温带地区许多作物的主要传粉媒介已很清楚，但对传粉者种

群、活动和密度与植物和花的密度、结籽率之间的数量关系，仍不很清

楚。许多热带作物的传粉者被误认、未知或者假定为蜜蜂。此外，许多

热带作物的繁育体系仍未知或错误理解。养蜂专家们为此拓展思路，并

热衷于非产蜜蜜蜂的养殖，并且意识到其他传粉者在农业中的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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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在高度重视全球环境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时

代，传粉的重要性及对其有害的行为，引发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在

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精神下，生物学家、生态学

家、农学家和普通公民，都必须充分认识生态保护、新型管理方式和基

础生物学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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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土壤生物
 多样性管理

G. G. Brown M. J. Swift D. E. Bennack
S. Bunning A. Montáñez L. Brussaard

土壤生物多样性

土壤不仅是含有少量有机质和可被植物利用的矿物质离子胶体的凝

聚体，它更是一个生命体，是无数有机体的家园，这些有机体的多样性

甚至比生活在地表和土壤外围生物的多样性更丰富。

土 壤 系 统 是 地 球 上 最 不 相 同 甚 至 完 全 不 同 质 生 物 体 的 集 合

（Brussaard 等，1997 ；Giller 等，1997 ；Wall 和 Moore，1999）。 这 些 生

物体的体型大小、觅食策略和生活习性是有很大范围的变化，从严格水

生直至完全陆生（Bater，1996）。它们的大小从最微小的单细胞细菌、

藻类、真菌和原生动物到更为复杂的线虫和微小节肢动物，以及肉眼可

见的蚯蚓、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和植物。这些生物体群落构成了土壤的

食物网：能量和养分在初级生产者（植物、地衣、苔鲜、光合菌类和藻

类）和其他土壤生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及转化，其他土壤生物体包括以植

物体有机成分、其他生物体和废弃物为食物的土壤机体，以及从矿质化

合物中获取能量的化能合成细菌。

土壤中的生命有多样性（土壤生物多样性），并在遗传、种间和生

态学水平上相互作用。显而易见，这种多样性反映土壤中所有生物体的

总和，这些生物体是在土壤中或地表枯枝落叶等腐烂有机质（OM）中

度过其生命周期的某些阶段。世界上许多种类的陆生昆虫在其生活史的

某些阶段都是生活在土壤中（Bater，1996）。土壤生物区系中有白蚁、

蚯蚓和蚂蚁等常见生物，也有大量人们对其了解较少的无脊椎生物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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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场所能像土壤中群落那样密集地生活有各种生物

（Högvor 1998）。例如，仅 1g 土壤就可能包含几千种细菌的数百万个体

（Torsvik 等，1994）。一处典型的健康土壤中也许有几种脊椎动物和蚯

蚓、20~30 种螨虫、50~100 种昆虫、几十种线虫、数百种真菌，并且

可能还有数千种细菌和放线菌（Ingham，1999）。在森林和低干扰或无

干扰的自然（如草原）土壤中，土壤生物多样性远高于人工草地和耕地

土壤。然而，土壤生物多样性中生物体的数量和类型，因土地利用系统

和生态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有许多影响因素，包括土壤通透性、温

度、酸性、水分、营养含量和有机质的质量、数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

会受到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

土壤也是物理上的复杂介质。土壤母质具有丰富的孔隙度和巨大的

表面积，大量微孔、大孔和通道构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可为许多生

物体的生命过程提供栖息地和生物培养基。可利用有机质、水分和其他

养分在时空上的巨大变异性，促进了土壤中复杂生态位结构的形成。土

壤结构及其食物资源为土壤生物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结的甚至有时是功

能上冗余的营养，为其交互作用的演化和维持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这

种生态复杂性，不计其数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群落得以共存，并提供了一

系列功能与服务，然而，这种至关重要和动态的地下土壤生态系统，却

经常未被认识和理解，也因此被错误地管理。

广泛的多样性，加上与土壤生态系统相关研究有技术困难，以及缺

少分类学家的详细描述，导致人们对世界上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的极度

匮乏。当前能够获得的少数分类学目录，还不能精确地描述土壤生物种

的数量。由于土壤群落变化太多，对其了解和描述甚少，因此，这些

土壤群落被称为“另一个最后的生物领域”（André等，1994），或者是

“穷人的热带雨林”（Usher 等，1979）。

表 9-1 估计了所选土壤生物区系中，可被描述的近似物种数量。

但是，必须强调这些仅是初步估计，并且远低于对各类群估计的总数。

例如已被描述的土壤真菌种类数为 18 000~35 000 个，但预计这一数

目可能大于 100 000 个（Hawkworth，1991）。线虫和螨虫的物种数量

估计更丰富，但分别仅占总数的 3% 和 5% 为人类所认知（Hawkworth

和 Mound，1991）。对细菌和古生菌类的估计有其特殊问题，在这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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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关于物种定义的标准存在学术分歧（Hawkworth 和 Kalin-Arroyo，

1995）。此外，分离和培养纯种菌株有困难，也使得对其鉴别更复杂。

用于获取和描述土壤微生物遗传组分的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发展，已经为

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研究开创了新纪元，成为微生物生态学中被寄予厚望

革命性的基本方法。

表 9-1　土壤生物区系主要组成中已被描述物种的总数

用大小分类的生物体 已被描述的物种数量

微生物
细菌和古生菌 3 200

　　　真菌 60 000
微型动物区系
　　　原生动物 36 000
　　　线虫 15 000
　　　轮虫 2 000
　　　缓步纲类 750
中型动物区系
　　　螨虫 约 45 000
　　　跳虫 7 500
　　　伪蝎子 3 235
　　　双尾目类　 659
　　　综合纲类 200
　　　伪足类 700
　　　盆虫 800
大型动物区系

根部食草昆虫 ＞ 40 000
　　　甲虫 350 000
　　　百足虫 10 000
　　　蜈蚣 2 500
　　　蝎子 1 259
　　　蜘蛛 38 884
　　　蜗牛 30 000
　　　土鳖虫 4 250
　　　白蚁 2 800
　　　蚂蚁 11 826
　　　盲蜘蛛 5 500
　　　蚯蚓 3 800
　　　丝绒虫 90

数据来源：Hawksworth 和 Mound （1991）；Brussaard 等（1997）；Wall 和 Moore 

（1999）；Moreira 等（2006）；Lewinsohn 和 Prado （20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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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功能、尺度效应和调控层次

土壤生物不仅由于其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相互联系而值得研究，

也因为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表 9-2）。

许多关键的全球性过程是以土壤生物为介质的，因此土壤是其支撑场

所，包括重要养分的循环、碳吸收和氮固定等。

表 9-2　不同土壤生物区系组分所承担的生态系统功能

功能 涉及的生物体

维持土壤结构
进行生物扰动（土壤移动和消耗）的无脊椎动物和
植物根系、菌根和其他一些微生物

调控土壤的水文过程 大多数进行生物扰动的无脊椎动物和植物根系

气体交换和碳截存
大部分微生物和植物根系，一些碳素被保存在由生
物活动产生的大型紧密的无脊椎动物集聚体中

土壤去毒作用 大部分微生物

养分循环
大部分微生物和植物根系，一些以土壤和枯枝落叶
为食的无脊椎动物

分解有机质
各种腐生和以枯枝落叶为食的无脊椎动物（食腐
者）、真菌、细菌、放线菌以及其他微生物

抑制害虫、寄生虫和疾病
植物、菌根和其他真菌，线虫、细菌和各种其他微
生物，跳虫、蚯蚓和各种食肉动物

食物和药物来源
植物根系、各种昆虫（蟋蟀、甲虫幼虫、蚂蚁、白
蚁）蚯蚓、脊椎动物、微生物及其副产品

与植物和植物根系的共生
与非共生关系

根瘤菌、菌根、放线菌、固氮菌和各种其他根际微
生物、蚂蚁

植物生长控制（积极的和
消极的）

直接作用的：植物根系、根瘤菌、菌根、放线菌、
病原体、寄生在植物上的线虫、食根昆虫、促进植
物生长的根际微生物；
通过生防作用物间接作用的：大多数土壤生物区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土壤生物区系负责调控土壤环境，影响土壤环

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和过程。例如，其大多数能对土壤起扰动

作用（土壤的移动或者消耗）的动物、植物根系和一些微生物，影响着

土壤结构的形成，因此也影响着土壤水分状况和水分运动（例如渗透、

排水、水分持有能力）。很多微生物与植物具有紧密的共生或寄生关系，

并通过抵御害虫、寄生细菌和病害而保护植物。有些主要生活在植物根

际的非共生微生物可促进植物生长。而另一些微生物则可降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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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杀虫剂和石油衍生物、分解有机质、循环养分以及吸收温室气体，特

别是甲醛、一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等。很多土壤生物还已成为食物和药

物的直接或间接来源。

因此，特定生物作用于土壤的方式和它们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变

化很大。它们的重要性可能依赖于体型大小、行为方式、种群密度和动

态、生活史策略、生存和采食需求以及与其他生物间互作（包括协同性

和对抗性）有不同。确定一个土壤环境中特定物种的总体功效，需要有

特别严格的时空尺度（Anderson，2000）。在不同时空等级尺度上，许

多生物和物种，可能作用于特定的土壤过程，而其他一些生物或物种则

作用于几种并无关联的土壤过程。

例如，在微米尺度上，以细菌和真菌为食的线虫，可能影响氮的矿

化（Ingham 等，1985），在几毫米的尺度上，螨虫和跳虫以线虫和真菌

为食，可能在超过几个厘米范围内影响微生物群落的进程（Anderson，

1995）。另一方面，蚯蚓活动可形成直径几毫米、长度为数厘米的通道

和地洞，结果可能会影响数米范围内的土壤结构和水分状况。最终，则

是与白蚁和蚂蚁群体有关的大范围活动，会影响几公顷内土壤的物理和

化学特性（Swift 等，1996）。这些土壤结构通常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可达数十年），远远长于创造这些结构的生物个体的生命周期。所以，

蚂蚁、白蚁和蚯蚓对这些土壤的工程活动（案例 9.1），能使土壤成为

其他生物包括植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的栖息地。

案例 9.1　何为生态系统工程师？

生态系统工程师（Sensu Jone 等，1994）：是指那些使生物或非生物材料

（如土壤）发生物理改变，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其他物种（有时也是它们自己）

可利用资源的物种。它们通过其改变活动、维持或者创造栖息地。

外源工程师：以机械的或其他方式改变材料（活的或者死的）的物理状

态，从而改变环境。外源土壤生态系统工程师的例子是蚯蚓挖洞、排泄和摄

食，改变了土壤的物理结构，并调整了包括植物根系在内的其他土壤生物所需

的死亡有机质等资源的可用性（Lavelle 等，1997）。

自源工程师：通过它们自己存活或死亡的生物量来调节环境。自源工程师

的例子是树木，它们调控水分状况、养分循环、土壤稳定性、温度、湿度、风

速和光照水平，以及提供其他生物所需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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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较小土壤生物活动情况是处在较大土壤生物为背景之影响

下，于是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控制的等级系统。在该系统中，更大时

空等级尺度上，生物活动的效果控制着较小尺度上生物的表现（图 9-1

中小方框内所示）。进而，所有土壤生物的活动都是按照特定顺序逐级

组织，包括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土壤特性和气候条件等。

图 9-1　土壤功能的等级或组织

（依照 Lavelle 1996 之后）

当一个特定的生物体（或一群生物）能影响等级系统中更高等级

的其他生物时，就会发生土壤群落中自下而上的控制作用（反馈）（图

气候

土壤

植物群落

资源质量和数量

生物系统调节

生态系统工程师

凋落物转化者

微捕食者食物网

微生态

土壤过程

植物生产

人类活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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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例如，有研究显示，蚯蚓可影响新生植物个体数量的补充和植

物群落的组成，其途径包括食用和排泄种子（如播撒），影响土壤的种

子库；优先选择和食用特定植物类种子可导致其优先萌发；种子在蚯

蚓肠道内被消化或损坏的程度，取决于种皮的保护性能和蚯蚓的消化过

程；可在土层中散布特定种类的植物种子或将其堆积在土壤表面；通

过蚯蚓活动引起土壤环境的物理变化和生物变化，可促进特定植物种类

的 生 长（Willems 和 Huijsmans，1994 ；Piearce 等，1994 ；Decäens 等，

2001 ；Brown 等，2004）。

土壤生物区系功能的分类

基于土壤生物区系的多样性，结合其在环境中承担的大量与过程相

关的不同角色，土壤生物学家提出很多土壤生物的功能群组分类方法。

在这些分类中，按照生物执行功能的相似性划分群性（并非必须在分类

学上相关）。这些群组有助于以较简单的方式说明其在土壤中执行的功

能，哪些生物完成这些功能，哪一种功能和生物区系在特定的生态系统

中更为重要等问题。在现有不同的功能分类中，也许最有用的分类是按

照体型大小、采食行为（或取食水平）、形成的物理结构以及这三个参

数的任意一种组合进行归类。

体型大小

生物体型的大小并不总是与功能有关，但是可作为土壤生物区系生

态功能的代用系统。例如，运输、摄取或强烈地改变土壤物理结构的能

力，通常与生物体型的大小呈正相关。因此较大的生物（蚯蚓、白蚁和

蚂蚁）比小生物（明显的例外是菌根真菌）改变土壤的能力更强。另一

方面，废物降解和土壤化学反应则主要由较小的生物区系来完成（螨

虫、跳虫和特定的微生物），而较大的生物区系（废物处理者）可能正

在为较小生物区系准备物质，并且对提高后者作用特别重要。因此，基

于体型直径的分类，形成了分类和功能间的特定相关性。

大型和巨型生物区系（生物体直径通常大于 2mm，肉眼可见）包

括两个大群体：常见的脊椎动物（如蛇、蜥蜴、老鼠、野兔、狐狸、

獾、鼹鼠），它们主要是获取食物和避难所（巨型生物区系）在土壤里

打洞；无脊椎动物（如蚂蚁、白蚁、百足虫、蜈蚣、蚯蚓、潮虫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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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类动物、毛虫、蝉、蚁狮、甲虫的幼虫和成虫、蝇蛆虫、蠼螋、旗

鱼、蠹虫、蜗牛、蜘蛛、盲蜘蛛、蝎子、蟋蟀和蟑螂），它们在土壤内

或土壤表面，或废弃物内生活和摄食（大型生物区系）。大型昆虫如蜜

蜂和黄蜂偶尔也在土壤中打洞，虽然其有重要影响，但一般不被认为是

土壤生物。最后一点，植物根系对地上和地下的植物和动物种群具有广

泛、持久的影响，因此也应被包括在土壤生物区系中。

中型生物区系（通常包括直径为 0.1~2.0 mm 的生物），主要包括

微小节肢动物，例如伪蝎子、原尾虫、双尾目类、跳虫、螨虫、小型多

足类（如伪足类和综合纲类）以及一些虫样的盆虫。这个生物群的打洞

能力有限，一般生活在土壤孔隙中，并以有机质、微生物和其他无脊椎

动物为食。

微型生物区系是最小的生物（直径小于 0.1mm），包括数量极其庞

大、无处不在的多种微生物群落（水藻、细菌、古细菌、藻菌、真菌、

酵母菌、黏菌和放线菌类等），它们几乎可以分解所有自然材料，包括

植物病原体和促进生长的物种；微动物群落（线虫、原生动物、涡虫、

缓步虫类和轮虫）一般生活在土壤水膜中，它们的食物为微生物、植物

根系、其他微型动物，有时也包括较大的生物。

采食行为

采食行为也可用作土壤生物区系生态功能的代用系统，因为土壤生

物所利用的特定食物资源，能引起营养食物链的联级效应，并最终影响

土壤的功能。这些生物与营养水平间的互作，通常表现在复杂的土壤食

物网中，该网络中一些生物依赖于活的动、植物，另一些则以植物残

体、真菌或细菌为生，而其他一些生物则以寄生或共生方式靠其宿主生

活，它有可能会使宿主衰弱但不致死亡，但也可帮助宿主生长。

形成的物理结构和功能性区域

另外一个分类方法（Lavelle，2000）是根据生命活动所产生的生物

结构（如孔隙、集合体、纤维织物）对土壤生物进行分类，这些结构

是进行各种土壤功能和过程的活跃区域（高度活跃地点）（表 9-2）。功

能域代表的是影响范围或物理位置，在功能域中其基本过程构成了土

壤功能的一部分，并且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进行运转（Lav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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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这些区域和结构，通常能在物理上与土壤基质分离。生物学区

域（范围）的例子可包括蚯蚓反应圈（蚯蚓）、白蚁反应圈（白蚁）、蚂

蚁反应圈（蚂蚁）、根系反应圈（根系）和碎屑反应圈（植物残体）。

虽然土壤中的每个结构都属于功能域的一部分，但是一些结构可

能参与多个功能域，域之间的边界有时不清楚，而且域之间也可能有

交互作用（Brown 等，2000）。功能域对植物生产具有重要的正面或负

面效应。

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效益

传统上土壤一直被视为是植物的基质，这也许是土壤对于人类最重

要的作用。然而土壤也是发生无数交互作用的场所，这些交互作用为人

类直接和间接地产生了各种服务，也是自然环境服务功能的体现，包括

有机废物的循环、土壤的形成、氮的固定、化学污染的生物解毒和害虫

的生物学控制，以及食物和生物技术产品的来源。

据估计，每年全球土壤生物区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超

过 1.5 万亿美元（Pomentel 等，1997 ；第 18 章），而其中仅有机废

物循环一项就提供了全球土壤生物群产生总效益的 50%。如果没有

土壤生物起分解和循环作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表都会被有机质

残体覆盖。

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外部效益和其他环境好处，通常并无市场标价。

因此，有效地保护多样性的重要步骤中应包括：充分评估其价值、回报

源自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但同时也应意识到许多土壤生物

对植物生产和人类社会有害。

土地利用及其对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全球范围内人类的活动威胁了土壤的生物多样性，这些活动应为物

种及其栖息地的永久丧失负有责任。目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Wilson，

1985）与过去的危机有不同，因为危机源于人类社会化组织、贸易全球

化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人口增长、广泛采用的经济体系和未能正确

评价环境与资源政策，还有就是所有权不公正、管理及源自生物资源利

用和保护的利益等（McNeely 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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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约化和生物多样性

当决定如何管理植被（比如进行农业生产）时，人类在短期（社

会经济学的）和长期（生态学的）观点之间的不平衡可能带来灾难性

后果。从世界上广泛接受的农业活动的宏观尺度考虑，发展中国家陆

地总面积中 11% 用于作物生产，25% 用于家畜放牧，30% 用作林地

（FAO，2002）。通常农业集约化会促进采用先进技术和增加投入，以

专门增加市场化商品生产（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大豆）。杀虫剂和除草剂

的用量随着农业集约化的程度而增加，并趋于与高度的外部投入农业

（HEIA）相关联，以维持高产和快速回报，但这也导致了人们无视或忽

视了（在政策、技术和农民水平上）对其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带来的危

害。所以出现了作物生产系统的同质化，造成在遗传学、物种和植被水

平上农业及与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发展中国家，对上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评估非常有限，主要因为

缺乏相关杀虫剂、家畜密度、野生动物种群及土地使用和管理措施中量

和质变化的数据。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及其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不可

见性，使得土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一般认为这些风险会

持续下去，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经济条件和市场力量不利于小农户

或大农场主适应多样性系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态措施，而这些

措施可以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实现平衡使用充足的有机和矿物质肥料，

以补偿土壤中被作物和放牧动物所带走的养分。

灾难性事件是对滥用和误用土地的严重警告。在高强度和非持

续农业利用条件下，由于土壤退化，一些古代文明由此而完全消亡

（Lowdermilk，1978 ；Hillel，1991）。人类亟需改进土地利用和管理

措施以遏制土壤退化，恢复已被破坏的土地，并提高土壤肥力和农

业生产力。

农业措施和土壤生物区系

近年来为抑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已做过很多努力，但与人类引起的

多样性变化相比，依旧非常缓慢。另外，这些努力主要致力于保护一小

部分物种，特别是用于旅游和观赏目的的大型动植物，以及生产食物和

纤维等产品的物种。而始终忽视小型生物，特别是控制自然生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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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结构和基本功能的土壤生物。在最近召开的研讨会中，讨论了农

业生态系统中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策略和手段，这是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及其合作组织举办活动的一部分，提出了关于土壤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倡议（案例 9.2）。

 案例 9.2　国际生物多样性大会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倡议

在 VI/5 号决议（CBD 2002: 78）中，保护生物多样性（CBD）多边大会决

定“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工作规划中的横向倡议”，并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来促进并

协助这一倡议”（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伙伴的更多信息与活动参见 www.fao.org/

ag/AGL/agll/soilbiod/）。

作 为 一 项 初 始 协 作 行 动，2002 年 6 月 由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和 Embrapa-

Soybean 合作，在巴西的 Londrina 举办过一次关于可持续农业土壤生态系统的

生物学管理国际技术研讨会，目的是讨论综合土壤管理的概念和措施，分享土

壤生物管理的成功经验，以及确定在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的行动优先权。该

研讨会的全部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03）（www.fao.org/ag/AGL/agll/

soilbiod/docs.stm），其他关于讨论会的文献可查阅 Brawn 等（2002a）。

生物多样性多边大会第八次会议于 2006 年 3 月在 Curitiba 举行，对联合国

粮农组织（2003）发布的倡议、提出的行动和实施的建议框架，由大会成员签

署，并邀请其他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感兴趣的受益者支持和实施该

项倡议，还补充了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研究，以加强该项倡议。

该框架确立了三个行动策略：

（1）提高对贯穿所有生产系统中土壤生物多样性，提供基本服务，及其对

与土地可持续管理关系的认识。

（2）构建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综合促进方法，协调活动能力，增

强土壤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评估和监测、适应性管理和目标性研究与发展。

（3）在成员间通过统一和协调行动，培养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以促进土

壤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强化土壤有益生物以维持农业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这项倡议的进步将有赖于政策支持，及在土壤生物管理和生态系统方案上

的投入，对土壤生物多样性损失、其有益功能和对特定农场系统中所提供的生

态系统服务进行必要的评估。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积极的趋势：在美洲和其他地区推广的农业保

护原则和措施（免耕或最少耕作），以及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支持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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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这些都是认识到土壤保护、土壤健康、生物活性和作物轮作的重

要性，以及使用农用化学制剂的风险和代价。

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土壤肥力的生物学管理原则

绿色革命是通过技术进步，大幅度地增加植物的产量，主要采用包

括无机肥和其他添加剂等外部投入来突破土壤的限制，满足植物的需

求（Sanchez，1994）。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农户不能获得或没有能力支

付外部投入（农用化学制剂、改良作物品种、杂交种子、使用现金或

信贷支付的能力），而这些投入是高外部投入农业（HEIA）必要的措施

（Vandermeer，1998）。

有中等扰动、外部资源和人力使用水平均为中低水平的系统，可能

是利用土壤生物技术管理生态系统的最适时机（图 9-2）。因此土壤生

物学管理在中度复杂农业生态系统（农耕林地和轮作系统）中的潜力较

高，防止土地退化中的低产田，需要生物治理已退化土地及依靠外部投

入的可获得性、获得途径或使用的地区范围等情况下，此生物学过程

可在维持土壤肥力时占优势地位（Anderson，1994 ；Mando 等，1997 ；

Sanchez， 1997 ；Senapati 等，1999 ；Swift，1999）。

以下为土壤生物学综合管理原则：

（1）土壤生物和生物学过程在创造和调控土壤肥力中扮演主要角

色；

（2）产生生物多样性并调整土壤功能和过程的多样性；

（3）功能和过程的多样性对于保持土壤肥力和生产能力，是必不可

少的（即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4）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干涉来调控土壤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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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种植方式　　休闲轮作　　农林业　　间作轮作　　单作

有机输入

购买输入

人类能量

燃料动力能量

生物多样性

优化生物干预

农业集约化

图 9-2　农业集约化与对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能量的各种输入（有机

的、购买的和石化产品的输入）数量之间的关系

对土壤生物学管理（介入）的最佳选择建议，是通过平衡不同因素实现的，这些因

素在每个地区依赖于人、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M. J. Swift 绘制）

土壤生物学管理中的直接和间接干预

由于土壤生物学管理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Swift（1999）提出了一

系列潜在的切入点来实施这些管理措施。其中包括直接和间接干预（案

例 9.3），例如：

（1）农业系统的设计和管理：选择植物及其时空组织和家畜管理措

施（间接作用）；

（2）通过调整植物对疾病、残茬和根际区域质量（根部分泌物）的

抗性，对土壤功能实行遗传学控制（间接作用）；

（3）接种疾病抗体、小共生体、根瘤菌和蚯蚓，以控制疾病和提升

土壤肥力（直接作用）；

（4）通过对有机质数量和质量的调整，来操控土壤生物区系（间接

作用）；



204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5）病虫害的生物学控制（直接作用）。

案例 9.3　直接与间接干预

直接方法：在生产系统中试图改变特定生物群体的丰度和活性的干预方式

（Hendrix 等，1990）。

直接干预的例子，包括为促进幼苗生长，对种子或根部进行根瘤菌、菌

根、真菌和根部细菌的接种，以及对土壤或环境使用生物控制剂（为控制病害

或虫害）和有益的动物（如蚯蚓）。

间接干预：通过调整控制生物活动（栖息地结构、微环境、养分和能量资

源）的因素而非生物自身，来管理土壤生物过程的方法（Hendrix 等，1990）。

间接干预的例子包括大多数农业实践（如施有机肥、耕种、化肥、灌溉、

施绿肥和石灰），以及对作物生产系统的设计和管理。最新的技术包括对土壤

功能的遗传学控制，这是通过调控植物残茬和根际物质（根部分泌物）及对病

虫害的抗性来实现。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干预措施，特别是直接干预，例如

固氮植物种和品种的选择、豆类作物根瘤菌接种、树木建植时的菌根接

种及病虫害生物控制等，都已是成熟技术，被许多农户和土地管理者采

用。虽然如此，在许多欠发达国家，这些技术仍旧很少应用，特别是资

源匮乏的农户，干预技术在这里很有应用潜力，应由负责农业发展的相

关研究机构和政府加以促进和推广。

但最大效益，尤其是长时间以后，可能由于间接干预，例如作物及

其时空分布的选择，作物本身抗病性增强、提高作物产生残茬的质量，

以及系统中有机质和其他外部投入，例如肥料的管理（TSBF，1999）。

在更广阔的农业环境条件下，作物、家畜和农耕林地混合系统的管理，

也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空间（如植物群丛和景观的考虑）和时间（如

多年生和轮作）尺度的管理（第 13 章和第 14 章）。此外，这些干预对

土壤生物活性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影响。

最近 15 年间，科学家们关注有机质分解的调控，以期获得有机质

分解、固定和矿化过程与植物生长养分需求之间的最佳同步性（Myers

等，1994 ；Palm 等，2000，2001）。在减少耕作和保留残茬（如在免耕

或少量耕作的系统中）的地方，发现与常规耕作土壤相比，地下食物

网在时空上的分化程度要高得多（House 和 Parmelee，1985 ；Brow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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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b）。在常规耕作中，基于细菌的食物网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在耕作层中，结果是与耕作措施相关的矿化度旺盛，可能导致更多的

有机质流失和养分保有量降低。在免耕系统中，基于真菌的食物网更为

重要，影响可利用养分和土壤团粒稳定性，趋于提高氮的保有量而减少

淋溶（Hendrix 等，1986）。

将土壤生物综合管理付诸实践

认识土壤生物区系的重要性

土壤生物区系、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是一个整

体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可获得的资源、气候、社会经济学条

件，而且最重要的是直接涉及农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其特定环境下管

理实践的确定和适宜性。图 9-3 描述了所有 7 个步骤的过程中，所有

利益相关者都纳入这一过程，从问题诊断到所采用技术的测试和适应性

调整等（改编自 Chambers，1991 ；Swift 等，1994 ；Swift，1997）。

农场和试验站的试验

适 宜 技 术 的 适

应性和验证 选择可能的解决方案

选择最佳方案

农民评估

最优技术的应用

土壤生物区系及其
作用当地知识评价 教育、培训

（如果需要）

步骤 3

确定限制生产的基本因子出现
的有机体及其作用可利用资源
社会文化状况

排序

步骤 2

步骤 4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1

步骤５

诊断

排序，寻找解决方式

图 9-3 　最佳土壤生物学管理和保护过程（依据 Swift 1997 修改）



206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认识到土壤生物区系在可持续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作用，是迈向合理

管理和保护的第一步（步骤 1）。很多国家的农民和农业参与者，无论

是传统的还是现代型，都未对土壤生物区系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和重要

性有足够的认识（Kevan，1985 ；Puentes 和 Swift，2000）。许多人仍然

怕昆虫和忽视蚯蚓，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仍然广泛存在着针

对土壤生物区系的过激行为（Lavelle，2000）。例如，对墨西哥贝拉克

鲁兹州 163 位农民进行调查，有 55% 的人没有认识到蚯蚓对土壤肥力

的影响，11% 的人认为它们有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混淆了蚯蚓和肠

内寄生虫（Ortiz，1999）。不了解由于对土壤生态系统的滥用（如对地

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侵蚀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对生物的土壤

管理所产生效益利用尚不足。

对土壤生物多样性了解少而又需要改变管理时，应针对忽视土壤生

物区系及其功能的重要性的人，建立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如农民、推

广经纪人、当地社区、服务提供商、政治家以及对特定土地使用和管理

负责的企业（步骤 2）。在商业化农业生产中，人们对土壤生物区系作

用的知识甚至比在小农经济系统中的还少，这是由于以产品为导向的集

约化管理措施总是强调外部投入（主要是使用杀虫剂或除草剂而非害

虫和杂草的生物控制，使用化肥而不是有机肥），忽视生物学机制和交

互作用。关于如何维持和恢复土壤健康，以及可持续作物、作物 - 家

畜或农耕 - 林地系统中，传统知识系统消失速度很快。对集约化系统，

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必须是可更好地利用生态过程，在中长期内减少对

传统措施的潜在危害，如单一种植、频繁的深耕和大量化学物质的投入

等。

土壤质量指标的确定和使用

当地条件和可利用资源，不论是生物（如人类、植物、有机质和土

壤生物区系）还是非生物（如畜力或机械牵引作业、现金或信贷、外部

投入和土壤养分含量等）资源的确定，对决定哪些土壤生物学管理措施

在实践中可以应用则很重要。这一诊断过程（步骤 3，图 9-3）需要对

各个水平上潜在的限制、机会和需求进行了解。

考虑到对生态学原则和人员管理策略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建议

用几个最小的数据组来评估土壤和环境资源及其质量（Doran 和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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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这些数据通常包括农场系统的特征描述，及不同农户群的实践，

例如可获得的人力资源、有机资源、土壤质量和功能性生物学指标等

（案例 9.4）。生物学指标的特别优势在于通常可比传统化学或物性土壤

质量指标能更快地检测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化（更好或更差）。

案例 9.4　土壤质量指标：它们是什么，为什么要利用它们？

土壤质量指标是可被测量的土壤生物、物理、化学特征和过程，以监测

土壤功能性变化（Muchel 和 Mausbach，1996）。它们是评估土壤健康状况的量

化工具，并可提供系统崩溃的早期预警，使得土地管理者在不可挽回的损失

发生之前，有时间做出反应（Pankhurst 等，1997）。这些指标必须是可迅速检

测的因子、清晰而敏感（可在背景噪声下被检测）、有意义且可预测（在指标

和方程间关系准确），并且易于测量和解释。下面列出土壤中与生物活动相关

指标的例子（Brown，1991 ；Stork 和 Eggleton，1992 ；Doran 等，1994 ；Oades 

和 Walters，1994 ；Doran 和 Jones，1996 ；Pankhurst 等，1997 ；van Straalen，

1998 ；Paoletti，1999）：

（1）分子、遗传学、分类学和功能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

（2）有机体及其特征（出现或未出现、在种、属、群落或功能群组水平的

生物量和密度），例如一些细菌和真菌、线虫、跳虫、蚯蚓、白蚁、蚂蚁、一

些甲虫、等足类动物、百足虫、蜘蛛、苍蝇、弹尾目昆虫、螨类、植物根部、

杂草种子数量、植物病原体和食根生物、微生物生物量的碳和氮素；

（3）由生物学活动所影响的土壤过程，如板结、团聚体和团粒结构稳定

性、腐蚀、水分渗透、潜在的可矿化碳和氮、氮固定、营养化和去营养化、土

壤呼吸、分解率、酶的活性及麦角固醇等；

（4）土壤支持和维持植物生长的能力，是农业生态系统中土壤品质和健康

状况的最终指标。

相对于土壤质量的物理和化学指标，数据库中迄今尚无多少生物学

指标，而且它们经常不是用独立方法测定的（如微生物生物量、潜在氮

素矿质化、土壤呼吸以及微生物生物量的呼吸率，由 Doran 和 Parkin 提

出，1994）。减少冗余指标，确定一个关键的或几个综合指标，例如潜在

的氮素矿质化（Keeney 和 Nelson，1982），确实可以简化方法，但这仍然

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缺陷，即这些指标很大程度上与元素的转化有关，而

不是与土壤结构或上层土壤的水文学和生物学特征相关。因此，面临的

挑战在于如何确定一组最少量的土壤质量生物学指标，可以与养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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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土壤结构和上层土壤水文学特征相关，并且还要达到以下目的：

（1）土壤质量变化的信号比化学和物理指标更早或更精确。图 9-4

给了一个例子，微生物生物量碳，可在更早时期反映土壤有机质的变

化，而且比用土壤总碳量变化更精确。

时间（年）

配置人工草地

随 栽 培 年
限 快 速 下
降

种植玉米和大麦

随种植年限碳

下降很快

配置人工草地
连作使碳下降

大麦连作

玉米／人工草地

人工草地使碳是增加种植玉米和大麦

大麦连作

玉米／人工草地

微
生

物
生

物
量

碳
（

M
g/

hm
2 ）

土
壤

碳
（

M
g/

hm
2 ）

草场快速恢复

图 9-4　在玉米、大麦连作和种植 11 年玉米后改为人工草地

其表层土壤（0~20cm）中随时间变化土壤总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损失和增加模式

图（Mg ：t）注：在人工草地中微生物生物量碳的恢复更加迅速（与土壤总碳相比）

(T. G. Shepherd, pers. comm., 2002)



209

第 9 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管理

（2）进行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变化的综合评估。生态毒理

学中有大量例子，水分和土壤生物被用于多重污染物，用来进行对生物

生长、繁殖和寿命以及相关生物过程影响的综合评估。例如蚯蚓能反映

有机质的可获得性，也因此可以指示土壤养分和持水力，以及孔隙度、

团粒情况和好氧微生物活动情况。

重要的是农户可使用土壤质量指标。所以土壤质量的视觉评估只

是起点，例如 Shepherd（2000）在新西兰发明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简

单，只要求农户通过视觉检查一铲土，确定土壤结构、多孔性、颜色、

纹理情况和蚯蚓的数量，然后将评价值记录在土壤积分卡上，最后根据

汇总结果确定差到好的具体分值。农户的视觉评价可通过实验室对化

学、物理和生物土壤质量的专门测定来验证和建立其相关性。而被要求

使用这一系统的 90% 以上的农民和科学家，都认为该系统在实践中和

科学上是可靠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视觉土壤评估工具箱，包括土壤管理

指南，针对土壤退化的预防和改良，以及农场可持续性管理（Benites，

pers. comm.，2005）。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亚洲病虫害综合管理项目委员

会，公布了一本非常有用的手册，是关于土壤综合管理的一系列培训措

施（Settle，2000），很快还会有一个土壤生物区系和生物质量评价的指

南。

然而，现有的土壤质量评价工具（例如农户的访谈、调查和土壤健

康状况）需要对热带湿润和半干旱地区式小农生产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情

况，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可被农户和推广人员而非科研人员使用。例

如那些此前描述的简单方法和测定，是最有用的和可被广泛采用的。

克服限制因素

生物和非生物限制因素一经确定，必须先按优先顺序加以组织，再

选出潜在的适合当地人力、气候、土壤和农业生态系统条件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对理解如何利用当地资源或引进资源、知识和能力，来克服在各

水平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农艺学、生物学、环境、土壤和遗

传）存在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以及农业实践如何影响土壤生物区系、及

其活性等问题，对预测可能的管理选择和其他解决方案必不可少。

不幸的是，不同农业措施对土壤生物区系的影响不能涵盖所有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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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而且对相同的生物要有不同措施，或同一措施应用于不同生物的

效果也会有很大不同。有些生物对某些的土地管理措施敏感，由此在当

地灭绝；反之，其他生物会有积极响应，并利用所改变的条件优势，来

增加自身的数量、生物量和活性。

为充分评估单个物种对特定土壤功能的影响，以及管理措施对其数

量和活性的影响，样品测定必须与具体物种相关时空尺度相应；也就是

说，这些测定必须在这一物种的功能域内进行，并且常面临着方法较困

难等方面的挑战。

尽管这一任务存在复杂性，但仍有一些常规的准则可用，农民们可

依据当地申请贷款报告中使用这些准则，预测管理的效果或选择潜在的

解决办法。图 9-5 和表 9-3 列出了其中一些准则，还给出不同管理措

施的主要限制因素及其对土壤功能的影响。

物种多样性和全部种群密度下降

农业管理实践

物种多样性和全部种群密度增加尤其是湿润区

排水，疏松土壤

耕地

移出秸秆残茬

降低土壤有机质

单作　　　　侵蚀　　　　杀虫剂

改善有机肥料（例

如厩肥，有机废弃

物，枯落覆盖物）

污染，酸化

灌木围栏

轮作

保护作物

施碳 免耕

尤其是干旱区

灌溉

土
壤

有
机

质
增

加

图 9-5　不同农业管理措施对土壤生物区系的作用（改自 Hendrix 等，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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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不同农业管理措施的限制因素及其对土壤生物区系和功能的影响

管理措施 应用的限制因素 对生物区系和功能的影响

耕种 劳 力、 工 具 和 机
械、 成 本、 土 传
病害、坡地

有机质更快地分解、更高的细菌对真菌比率、
更少的宏观和中级动物区系数、短期内养分有
效性上升而长期内丧失、耕作层根系生长良好、
侵蚀风险很高

免耕 机 械、 成 本、 土
壤 紧 实 度 和 质 地
黏 重 程 度、 害 虫
管理

更高的宏观、中级和微观动物区系数；更高的
真菌对细菌的比率；土壤表层有机质的积累；
养分的保存、更少的水土流失和侵蚀；与枯枝
败叶层相关的虫害、病害出现和发生率的上升

有机质输入 可获得性、劳力、
家 畜 的 出 现、 成
本

有机质分解率和生物种群的变化（根据有机质
类型的不同，有的种群提高，有的种群降低）；
养分的可获得性、储存和交换的提高；改良土
壤物理结构与水分条件；酸性和铝毒害的降低；
更好的微生物和动物活性，特别是食腐者

施肥 可获得性、成本 通常是菌根和氮气固定的下降（对应 P 和 N 元
素），矿质化—非移动性平衡的变化，提高植物
生产和有机质输入，通过更多食物的提供提高
一些生物的数目

杀虫剂 成 本、 环 境 和 健
康的影响

降低了疾病、害虫、寄生虫和其他病原体出现
的几率，但对非目标生物区系如有益昆虫和蚯
蚓有负面影响；提高植物生产但也产生了依赖
性；打破养分循环；土壤结构的破坏；长期来
看目标生物区系抗性的提升

灌溉或洪水 成 本、 坡 度、 劳
力、 工 具 和 水 源
有效性

提高水的可获得性， pH 值更中性，养分循环
（往往是更高级别的厌氧过程）和可获得性的变

化，更高水平的非共生生物固氮，提高干旱胁
迫下生物区系的数目，更少的敏感生物区系，
更低的有机质分解率，土传病害和杂草的抑制

作物轮作 社 会 接 受 力、 机
会 成 本、 农 业 生
态系统的兼容性、
气候、土壤条件

轮作的效果，生产力的提高和病虫害管理；更有
效的土壤养分利用；地上与地下更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更高的有机质种群、生物量和活性（特别
是与豆科植物一起）；土壤团聚性和浸润性的改
良；降低了土壤容积密度；更高的有机质含量

被选定土壤的
生物区系（如
根 瘤 菌、 菌
根、蚯蚓、根
部细菌、拮抗
物、生物控制
剂）的接种

成本、可获得性、
环 境 适 应 能 力、
对 本 地 生 物 区 系
的 竞 争 或 替 代、
足够的土壤条件

固氮的提高、土壤可获得养分、水分的摄取和
植物获取养分的效率；更高的产量；对重金属
抗性提高；对植物疾病、害虫和寄生虫更好的
抗性；土壤孔隙度、透气性、团粒稳定性、水
分浸润性和保水力的提高；更快的分解率和养
分循环

资料来源：引自 Swif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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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影响土壤环境，并因此影响到土壤生物种类和数量，特别是在

用铧式犁翻转土壤时。一般情况下，当一片林地或放牧地转变为耕地

时，植物残茬的质量和数量以及较高大植物种类数会明显减少，从而缩

小了土壤生物的栖息范围和食物来源。也显著改变了不同生物及其相互

作用的比率。通常用犁板犁地、单一种植、使用杀虫剂、侵蚀和土壤污

染对大多数生物具有负面影响，应观察对其产生的影响，尽可能采取那

些经调整、可避免或影响最小的生产措施。另一方面，有些措施如施用

有机废物、适当地使用化肥、作物轮作和旱地灌溉以及湿地排水，通常

对土壤生物密度、多样性和活性具有积极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改进

这些措施来获得资源的更高效利用。

然而，影响农民决策的不仅是生物物理因素（步骤 4，图 9-3），

还有社会经济的因素。在应用不同的土壤生物学管理措施中，一些最常

见的限制因素，包括金钱成本（购买投入）、劳动力和时间成本，资源

的可获得性以及用于获得这些措施的工具等（表 9-3）。

适应性管理：最佳方案的选择

从农民最好的管理措施、创新和新技术中，选出大量不同的可能

解决方案后，利用适应性试验进行反复参与式筛选（图 9-3 中步骤 5）。

热带农业国际中心的热带土壤生物与肥力研究所，提出了一种土壤生物

学过程的适应性管理方法，强调了农民、推广机构、当地社区协调人和

科学家之间的反复互动合作（TSBF，2000）。在这个适应性过程中，不

同的处理方案和技术应同时在多个作物种植周期中检测，以找出最合

适、最经济、最可操作和最易被社会接受的措施。

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在东非和亚洲的合作伙伴一起，开设了农户田

间学校，以促进农民团体对土壤和水分管理经验的学习，包括研发一个

由农户主导的动态过程培训模块，和一个实践性练习工具箱。此外，联

合国粮农组织还通过土地和水数字媒体（CD Nos. 27 和 22，www.fao.org/

landandwater/lwdms.stm）开发关于农业保护的实践培训材料。

农民和其他合作伙伴最终决定选出他们想要的、在各个水平上实施

的技术措施（图 9-3 中步骤 6）。由合作伙伴最终决定要实行哪些措施，

这可能与大农户和小农户以及资源贫乏和资源丰富的农户之间的选择完

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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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物综合管理的实施

土壤生物综合管理措施的采用（图 9-3 中步骤 7）是一个长期的参

与式学习过程，包括诊断、选择分析、优先排序、选择、测试、适应性

调整、讨论、达成协议和选出最佳土壤生物管理办法等过程。周期中最

后一步是农民在田间对最佳方案做评估，并决定是否大范围长期实施这

些措施，或者仍旧实行他们传统的管理策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之前

所有努力都系于这一决定性步骤上。这需要一定的支持性服务，例如被

选中的作物种或品种种子的准备，肥料合适的价格和数量供给，制造改

进工具工匠的培训，以及对农户的进一步培训，例如为土壤有机质和施

肥而进行的家畜管理。

一些关于土壤肥力生物管理的例子

有机质管理的重要性

在已有的各种成功实践中，对于土壤生物区系的保护和生产力的长

期维持而言，最有趣的是，它们一般都与土壤中有机质活性库的动员和

维持有关。通过整个作物种植系统的调整，适宜的作物组合、时间和空

间上的合理模式、合理的土壤管理措施，可增加有机质数量和质量，并

促进所有土壤生物和理化功能的联级效应。这一现象常常在退化生态系

统恢复过程中出现。一旦植物建植，根系便开始穿透土壤，并且起保护

作用的枯枝落叶层会在土表形成，碳量有效性增加、土壤小气候变化，

及生物活动的相互作用，将有助于加速生态系统恢复。在较为干旱的环

境里，土壤水分对这一恢复过程和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更具决定性。土

壤持水力可通过保护作物或用覆盖物遮盖、免耕或少耕等措施，加以提

高，减少耕作可为土壤中保留更多的植物根系生物量和有机质。

间接的土壤生物管理

墨西哥 Tlaxcala 州 Grupo Vicente Guerrero（GVG）农民找到并

已经实施了恢复土壤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学管理措施（Ramos，1998）。

在 Tlaxcala 州采用传统方式耕种地，已有数千年历史（Glie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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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然而，对脆弱易受侵蚀土壤的强度利用，严重地损伤了地

表，导致全州土壤受侵蚀、淤积以及集水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早在 20 年前 Vicente Guerrero 小村子里的农民们，就发起了一个项

目，旨在创造、分享和推广那些能提高他们及其邻居生活质量的措

施的项目。

在 GVG 成功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一种对环境深厚崇敬感，当地人

把对自然资源深入综合利用中获得的实践，以及把与其他农民分享他们

的发现，看作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这允许农民们耐心地将成功经

验付诸实践，并进一步完善，通过以农民与农民的交流模式，将乡村发

展协调员和技术专家所教的知识，传授给其附近的农民。在过去的 20

年间，GVG 成员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培训了 2 000 多名农场

工人。案例 9.5 显示了这些农民团体所采用的一些成功的管理措施。这

一成功案例突出了综合和多边（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农场系统发展途径

的重要性，可达到确保长期效果的目的。

在过去 20 年里，巴西 Palaná州随着保护性农业措施特别是免耕制

度广泛采用，也出现了类似协作技术的发展、改进和推广过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放弃了咖啡种植并用传统方法种

植一年生作物（特别是大豆和小麦）后，全州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类似

于墨西哥 GVG 的问题。广泛分布的冲刷沟、淤积河流、洪水、水质问

题和被严重毁坏的作物，促使农民寻求能替代传统土壤耕作（圆盘耙和

铧式犁）的措施。在农民在试验、改进和需求的驱使下，形成了工业

部门与农民的伙伴协作关系，由政府发放补助，研发可手动、畜力或

拖拉机驱动的免耕种植工具。与此同时，基于作物轮作、覆盖作物以

控制杂草和土壤保护的管理措施也被开发出来，包括最小化地使用机

械来降低土壤紧实度等。结果巴西在近 2 000 万 hm2 的土地上已实行免

耕制，其中有 550 万 hm2 在 Palaná 州（为该州面积的 25%）。这些技

术特别注重生物学作用，主要是避免了对土壤的干扰，在土壤中积累了

有机质（大部分是在表层；Sá，1993），并且允许土壤生物学活性得以

恢复，增强其在土壤肥力中的作用（House 和 Parmelee，1995 ；Hendrix

等，1990 ；Brown 等，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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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5　墨西哥 Tlaxcala 州 GVG 采取的适宜的土壤管理和保护方法

（1）GVG 认为他们取得的一些主要成就：

·显著减少了许多原来拒绝使用有机肥料的农民，使用农用化学药剂，在

一些农田里已经不使用农药。

·增强水土保护措施，当地农民开始努力恢复土壤肥力。

·更好地将秸秆和残茬还田入土。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该团体的一位农民因为将旱地玉米产量提高到 5.5t/

hm2 （远高于全州的平均产量），而获得了全州竞赛第一名。

·获得了 Tlaxcala 州政府对他们努力的正式认可。

·提高了团体组织吸引外部资金的能力，这要归功于全体成员的经验和良

好声望。

（2）采用的管理和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方面：

·谷物生产中使用了增加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功能的技术。

·作物轮作、豆科保护作物、当地品种改良和作物协会的多样化，拓宽了

农业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并提高了产量。

·低扰动耕作方法可减少对土壤结构和土壤生物区系的干扰。

·利用秸秆、收割残茬、牲畜粪便和绿肥以生产有机肥料。

·土壤覆盖的保护方法可保持土壤结构和水分含量。

·土地管理有利于植物和动物多样性和相关的土壤生物活性。

·不同作物和不同利用方法使土地的斑块化。

·为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利用获取和保存降水。

·圈养动物（当地品种的鸡、火鸡和兔子）相结合，它们的粪便可用于家

庭花园施肥。

·通过种植本土作物、药用植物和树木以恢复农业生物多样性。

（3）参与式方法和各种工具包括：

·访查农户的田地。

·田间示范作物和土壤管理技术。

·田间试验。

·快速参与式诊断。

·研讨会、讲座、授课、科教游戏以及社区剧场的演出。

关于 GVG 及其案例研究的更多信息可从 Ramos （1998）或网站 www.fao.

org/ag/AGL/agll/soilbiod/cases/caseD1.pdf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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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管理的直接技术

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虽然在较高水平上的干预可能更容易成功，并

以级联效应通过对较低水平下的土壤食物链的作用来影响系统，但直接

操控土壤生物区系的特定技术，也是有用的，能够通过有机质和农业生

态系统的管理，来实现间接干预。尽管如此，它们通常会受到更多的限

制，应根据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在具体条件下采用。以下是一些在微

生物和宏观动物区系上，应用生物管理技术的实例，包括其应用的前景

和优势，以及为便于其广泛采用而必须克服的一些问题。

土壤有益微生物

土壤有益微生物包括那些与植物根系建立共生关系，促进养分矿质

化和有效性，产生植物生长激素和抵抗植物害虫、寄生虫和疾病的微生

物。尽管许多微生物都是自然存在于土壤中，但是在接种或增强其数量

和活性的农业管理技术的影响下，可促进其群体的增加。

在农业生产中，固氮根瘤菌的作用可能是最成功和被人熟知的直接

生物学管理形式（案例 9.6）。根瘤菌感染植物根系，并形成能够固氮

的根瘤，供给植物发育所需的大部分氮源。形成有效共生体、能良好固

氮的植物，每年每公顷可固定几百千克的氮素。虽然大部分氮素会被转

运到籽粒内（豆科谷物）或储存在植物组织里，并通过残茬的分解而释

放，以利于后续作物或间作作物，但是一部分氮素是在植物生长过程中

通过根系而进入到土壤中。先是根瘤菌接种豆科植物根系，能急剧增强

由根瘤菌引起的根瘤的形成，最终提高潜在生长优势。接种根瘤菌可提

高产量已被证明，而且 Giller（2001）和 Montáñez（2002）还讨论了主

要的限制因素。可是，尽管根瘤菌接种或管理具有显而易见的益处，提

高豆类植物产量该项技术广泛应用仍受到各种限制，包括氮肥的大力推

广施用、缺乏市场对种植豆科作物的刺激、农民缺少对固氮和采用根瘤

菌接种重要性的了解、环境的局限（如土壤磷含量低、干旱）、接种剂

质量差、有效性低、根瘤菌与寄主豆科植物的遗传兼容性低，以及缺

少适宜的政策和经济上的鼓励，基层推广组织少等（Giller 等，1994 ；

Hungria 等，1999）。



217

第 9 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管理

案例 9.6　接种：机遇与限制

生物固氮（BNF）对可持续农业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经常受土壤缺乏高效

和有竞争力固氮微生物的限制。由于这类微生物对作物生产很重要，对其有效

性、质量和运送等方面的有明显改进需求。过去数十年中，对生物固氮的研究

迅速拓展，获得了更多关于这些过程的知识。然而，生物固氮技术的应用及其

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始终无法满足需求。在一些最为重要的食用豆科植物

的生产中，有些接种剂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并且在世界上很多接种剂的质量

依然较低（联合国粮农组织，1991）。只有当农民看到并确信生物固氮的好处，

而且能够克服这些限制，与研究人员、私人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结成伙伴关系的

时候，才能获得保证让农民自发地采用生物固氮技术。

在不同农业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条件中，增加生物固氮投入的机会可通过

下列途径获得：

（1）改变系统中有效共生或伴生生物的数量（接种）。

（2）改进接种的方法和技术。

（3）筛选和选择最适宜的作物和微生物菌株。

（4）提高作物生产系统中固氮和净氮投入循环的管理措施（如轮作、使用

绿肥、免耕、对豆科作物策略性的利用；Montáñez，2002）。

资料来源：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信息可查 Giller（2001）和网站 www.fao.

org/ag/AGL /agll/soilbiod/cases/caseB1.pdf。

菌根是在土壤真菌和植物根系之间高度演化的互惠共生体。植物

供给菌根碳来换取更好地利用本地土壤资源的能力。世界上 90% 以上

的植物具有菌根，但对共生体的依赖性和获益程度并不同。虽然存在

少数其他类型的共生关系，但是了解最深并且也许是最为常见的菌根

共生关系，包括丛枝菌根（许多种作物）和外生菌根（仅对木本物种、

大部分树木和灌木）（Allen 等，1995）。菌根在植物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已有研究证明，有许多案例表明，其促进生长和提高产量，特别是在

高依赖性、易感染的植物中。虽然各种因素都可引起植物的响应，但

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源于吸收水分和养分的有效根面积的增加，这

是由于菌根的菌丝网成为植物根系的自然延伸。菌根共生体的其他好

处，包括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增加对污染物的耐受能力，以及

对水分胁迫、土壤高温、不利的土壤 pH 值和移植后根系不适应等不良

因素，有更强的抵抗力。

然而，农业生态系统中菌根的广泛接种也受到阻碍，主要困难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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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丛枝菌根的成本较高，同时大量生产接种剂的价格也高。此外，共生

有效性随着土壤肥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磷含量），或者随着高磷肥料

的使用反而降低。目前最具实践性的菌根利用，主要包括土地恢复和改

良，以及在苗圃对树木和作物苗进行丛枝菌根、外生菌根接种。尽管如

此，农田中增强自然产生的菌根数量（以及它们对正在生长作物的潜在

益处）也是可行的，其效果可通过多种提高菌根数量和活性的管理措

施加以提升，例如减少耕作、作物轮作、更低的施肥量（特别是氮肥

和磷肥）以及在主要作物播种前选择合适的寄主，提高土壤的感染性

（Abbott 和 Robson，1994）。因此在减少外部投入的农业生态系统和有

机农业中，促进菌根共生体潜力的发挥，是非常有价值的。

有益的土壤宏观动物区系

直接的生物学管理措施也可包括接种土壤生态系统调节者（工程

师）或提高其活性。这项技术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在印度，在

Tamil Nadu 的茶园里，利用蚯蚓和有机肥料（Giri，1995 ；Lavelle 等，

1998 ；Senapati 等，2002）。

在印度，茶叶是一种高价值的种植园作物，具有很长的历史（许多

估计都认为在 100 年以上）。近些年，尽管提高了外部投入如肥料和杀

虫剂的使用，但绿茶的生产始终徘徊不前。茶园土壤长期开发已导致各

种土壤理化性状和生物学条件的严重改变，降低了有机质含量、阳离子

交换量、持水能力、土壤大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减少了 70%）和 pH

值，同时也增加了毒性铝的浓度。

在茶叶生产中为应对这些限制，采用了一项称为 Fertilisation Bio-

Organique dans les Plantations Arborées（FBO）的专利技术，是由 Parry 

Agro 工业有限公司联合 French Institut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和 Sambalpur 大学（印度，Orissa）开发。这一技术的目标是改善土壤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条件，具体方法是接种一种低质量和高质量相混

合的有机物（茶树的修剪枝条和肥料），并将蚯蚓放到每排茶树中间挖

出的沟中。从 1994 年开始，在两个不同位点的测定显示，这一技术远

比单独施用 100% 有机肥料或 100% 无机肥料有效得多，在使用的第一

年，平均产量提高到 276%，并且获得相同比例的利润（从使用传统技

术时的 2 000 美元 /hm2 到使用 FBO 技术后的 7 600 美元 /hm2）。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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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而其使用的原则对其他多年生种植园作物也许

会有帮助。这一技术的细节见其专利档案（ref. PCT/FR 97/01363 ；或 

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cases/caseA1.pdf）。

有一个类似的间接调控生态系统工程师（调节者）数量的例子，通

过向萨赫勒地区板结土壤中施用有机质，增加了白蚁的活动，导致土壤

结构的恢复和植物生产性能提高（Mando 等，1997，2002 ；或 www.fao.

org/ag/AGL/agll/soilbiod/cases/caseA2.pdf）。近几十年来，荒漠草原裸露

和有结皮的土壤一直在增加，景观严重退化且降低了作物产量。然而，

在布基纳法索北部结皮和裸露土壤上增加覆盖物后，白蚁从附近地区迁

来并侵入到有机基层和表层土壤中，显著改变了其物理结构，很多地下

通道在土壤表面开口，减少了地表的封闭，贯穿整个上层土壤，形成了

大小和形状不规则的大孔隙，降低了土壤的紧实度，并提高了渗透力和

排水性，使作物可以再次种植。此外，白蚁提高了覆盖物的分解和矿

化，从而释放养分供植物摄取。在人工去除白蚁的覆盖小区，牛豆产量

比有白蚁出没和活动的覆盖区减少 1%。这一工作再次证明白蚁远非农

业生态系统中的害虫，而在植物生产和生态系统功能中，具有极其重要

性，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管理其活动能为人类谋福利。

在非洲很多地区，出于对虫害和病害特别是白蚁的害怕，农户清除

他们田间所有的有机物，结果是尽管白蚁更喜欢干燥的物质材料，但如

果没有食物来源，它们确实也会以作物为食，这导致白蚁行为上的改

变。必须说服农民，举例证明在试验地上，覆盖物对提高生物活性和水

分渗透、减少蒸发和提供植物必需的养分及水分方面，所体现有用的价

值。

土壤生物多样性事故

上述的例子都是计划性的干涉，目标在于通过生物学手段获得农业

管理措施的改善。然而，偶然事故的发生（Lavelle，2000）为检验生物

学管理的原则提供了机会。在这些事故中，在特定地点通常由于人类干

扰引起土壤生物区系关键功能性群组的缺失，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剧烈

影响（通常是消极的）。例如在亚马逊盆地的高岭土中，发生土壤结构

被破坏和草场退化（Chauvel 等，1997，1999 ；Barros 等，2004）。

在巴西亚马逊，95% 的被砍伐林地变为草场，而其中 50% 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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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于管理不当、植物检疫问题、土壤肥力低下和土壤结构调整（与动

物区系活动相关联）而退化。亚马逊地区主要是高岭土，因为其金属羟

基氧化物含量低而具有良好但脆弱的微团聚体结构。当森林被改用为草

场后，首先是机械的压力，然后是家畜的踩踏，都能够导致严重的土壤

板结，特别是在 5~10cm 的土层（Chauvel 等，1997）。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部分本地生物类群消失，森林土壤中大型动

物区系群落也迅速改变。机会性入侵的蚯蚓种 Pontoscolex corethrurus 

占据了空下生态位，生物量达到 450kg/hm2（接近总的土壤动物生物量

的 90%），年产 100t/hm2 以上的废弃物，极大地降低了土壤的大孔隙

度，低到相当于由重型机械镇压产生的孔隙水平（2.7cm3/100g）。在降

雨季节，这些废弃物淤塞在土壤表面，渗入土壤并且产生一个厌氧条件

为主的稀泥层（同时提高了甲烷的散发和反硝化作用）。在干旱季节，

脱水使土壤表层干裂，阻塞植物根系的生长并且阻碍根系从土壤中吸收

水分的能力，之后植物枯萎死亡，在草场上留下裸露的地面（Chauvel，

1997）。

在巴西 Manaus 附近的一个试验表明，在破坏和重建土壤结构中

P. corethrurus 和一个多样的土壤生物集群（如其他种类蚯蚓、白蚁、

百足虫、等族类动物和蚂蚁）的作用。一些 25cm×25cm 的正方体土

块被从草场移至森林中；类似的一些土方块也从森林移到草场上。一年

后，紧实的草场土壤结构完全恢复到当地森林土壤的典型水平，这是由

于森林土壤无脊椎动物多样性群落的活动所造成的。与此同时，森林土

壤的大团聚体结构完全被 P. corethrurus 破坏，紧实度和孔隙度都接近

已退化的草场。

这项研究不仅突出了在土壤结构（尤其是高岭土）保持中，大无脊

椎动物多样性群体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还强调了与环境不相适应的

管理措施的相关问题（砍伐林地后在有问题的土壤上建植草场），以及

入侵种在生态系统特性和过程中的作用。此类研究中的发现，必须提供

给培训农民和推广人员，因为农民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经验分享，会有助

于催生创新和适应性管理，并为那些必须由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定位

的限制因素，提供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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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看到土壤生物区系代表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大部分，它们也为

人类福利做出了贡献，提供商品生产、气候调节和地表水质量等重要服

务。但这些生物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公众所了解，在生物多样性的

科学评价方面则基本被忽视，而且在农场经营系统发展中也是视而不

见。土壤生物和那些地上生物，特别是植物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使

人们非常担忧这一认识上的疏漏。对这些生物在知识管理能力上还很有

限，但在原则和方法的发展上，已迈出有意义的一大步。对这些管理途

径的发展和探索，值得成为本世纪未来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

如果可持续的、生产力更高的农业系统得以实现，则应该查明土地

管理变化对土壤生态系统短期和长期功能上所形成冲击。这需要确定适

宜的指标，用来促进对土地利用和土壤生物多样性相互作用的认识，协

助监测和评估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及其组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趋势、

影响和过程。这些指标应便于在各个空间尺度上进行监测，并且是地区

和国家范围内土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有效工具，也能用于生物多

样性和自然资源状况和趋势的区域性及全球性评估。

土壤、作物和虫害管理措施，往往被作为单独的技术加以发展，并

且通常忽视其对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功能的影响。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管

理策略的发展，使得综合系统方法比成分研究和简明研究更为必须。如

果土壤的各种过程可用一个系统途径同时加以定位，并考虑到土壤—

水分—作物—家畜—人类管理中的相互作用，之后提出的策略和建议

可更有效地定位于农民和家畜管理者的多重目标。种种事实表明，土壤

生物学管理措施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同时具有

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当管理策略未结合生态系统环境，或因知识缺乏而

无法对潜在危机和限制做出合理评估时，不适宜的措施或技术能导致毁

灭性后果。另一方面，当考虑到具体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农场经营体系的

限制和机遇时，干预行动更有可能成功，但也不能完全保证。土壤生物

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要求有与土壤生物相关的知识，及其相互

作用和需求，还有各种措施对其种群和功能以及土壤、植物、家畜、农

业生态系统、气候、社会经济和人类为背景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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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和虫害
管理 : 源于生态学的一些展望

A. Wilby      M. B. Thomas

在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的时代，

大量研究是致力于评价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持久性的作用，以

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虫害控制在多种情况下被界定为由生

物多样性提供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Pimentel，1961 ；Horn，1988 ；

Altieri，1991 ；Mooney 等，1995a，1995b ；Naylor 和 Ehrlich，1997 ；

Naeem 等，1999 ；Schläpfer 等，1999），而这一服务正处于由人类活动

而引起的危机之中（Naylor 和 Ehrlich，1997）。大量证据表明，当农业

生产系统通过增加外部投入而实现集约化，以提高产量并改变景观构造

时，这些系统会倾向于丧失生物多样性，并随着更高频率和更大范围

的虫害暴发而变得不稳定（Pimentel，1961 ；Andow，1991 ；Kruess 和

Tscharntke，1994 ；Swift 等，1996 ；Knops 等，1999）。然而，我们对于

产生这种不稳定性的生态学机制，或天敌的多样性，在维持虫害控制中

的重要性，却知之甚少。本章的目的是探索从生态学中得到的原理如何

促进对这些机制的研究，及如何有助于提出一个框架来检测和了解生物

多样性在维持虫害控制中的作用，还需了解这种作用是如何由不同的管

理措施所形成的。基于我们早期的工作成果（Wilby 和 Thomas，2002a，

2002b），我们确立了一些假设和建议，用于将来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作

用和管理的研究，以及在虫害可持续管理方面的研究。

为便于我们预测由于人类控制虫害而引起的物种丧失，我们必须对

农业系统生态学中两个相互关联问题的增强理解。首先，我们需要对农

业生态系统管理中虫害及其天敌群体多样性、种类组成的影响机制进行

确定，并了解其特点。其次，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害虫控制措施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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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Wilby 和 Thomas，2002a）。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我们使用了

现有的关于群落组合和生物多样性功能方面的生态学理论。尽管在特定

情况下还有一些争议，但最近已经取得重大进步。在我们最初考察这些

争议时，也在自问这些教训会如何影响我们对多样性和害虫控制关系的

研究。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特征，是过去 10 年生态学的主

要研究目标（第 9 章）。已对生态系统的许多特性，开展了大量的理论

和经验研究，包括生物量的生产（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养分的

摄取和留存、分解、土壤 pH 值、土壤水分和有机质含量以及生物群落

的呼吸等（Schläpfer 等，1999）。尽管大多数研究已揭示了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饱和性正相关（Schwartz 等，2000），但是关于

对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少数问题，还有争议。举例来说，在对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定性中，围绕相对价值的观测证据和试验

证据之间就存在争论。试验性研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在试验群落中的

物种组成和多度分布，常不足以与自然群落相似，还因为物种鉴定和

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有时会混淆（Huston，1997 ；Wardle，1999 ；Wardle

等，2000）。此外，在已证明发生多样性效应时争议的是，它们是否是

由不同分类或功能群组的补充功能、物种间积极的互作所造成的，还是

取样的影响，即随多样性增加，取样中包含了一个具有高度影响力物种

的可能性增加了（Huston，1997 ；Tilman 等，1997）。前两个机制被认

为是真正的多样性效应，因为它们是源于多样性而突然出现的特性，但

是后一个由物种构成而产生的随机效应，只有当试验包含该种类的出现

可能性与自然条件下的出现相匹配时，它才会被认为具有真正的多样性

效应。已经形成了将真正的多样性效应，从取样影响或选择效应中分

离出来的方法。举例来说，如果研究设计的特征是正确的，具有不同

组分的多样性重复可消除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混淆，并且 Loreau-Hector

（Loreau 和 Hector，2001）方程，能将取样影响的多样性从补充性效应

和物种正向互作中分离出来。

试验研究方法问题使一些研究人员推广观察性研究。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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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未能控制与多样性相关的变量而受到批评，因此也不能可靠地

应用于确定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功能中的重要性（Naeem 等， 1999 ；

Naeem，2000）。然而，已经认识到，观察性研究对确立自然界中存在

的多样性模式是必要的，是设计更加与实际相符的试验的决定性步骤

（Wardle 等，2000）。

除了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研究结果的解释，所带来问题之

外，在实际的生态系统中，应用新形成的理论也有困难。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认为研究的背景和程度，能强烈地影响所观察到的多样性和功

能间关系的形成，因此是否能将试验结果外推到各个尺度上、或不同环

境条件中并不清楚（Fridley，2001）。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关系假设的核心概念，是一个

分类学或功能上生物多样性元素的互补。这种关系的形式是由功能相似

的生物多样性元素 [ 例如基因型、物种、觅食同功群（Feeding Guilds）]

范围所决定的，也就是这些元素发挥功能的类型、作用地点和功能等。

如果各元素间在特定功能方面的互补是显著的，那么过程的相关率会随

着每个元素的缺失而降低。相反，如果元素之间有大量的冗余，则最初

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会趋向于不影响生态系统过程的比率。

到此为止，关于生物多样性元素之间功能互补性理论都集中在这

些元素本身的生态学特性上。然而，很可能研究生态学背景也能对功

能互补性有重要影响。如果这些元素利用特定的空间或时间，或它们

单独执行特定的功能，互补性就会提升。结果是互补性的潜力部分是

由可获得的时空生态位的范围和研究的程度来决定。在固定了范围和

对象的一项研究中，试验者决定每一个属性。随着在时间、空间和过

程尺度程度上的增加，最大化的功能对生态位数量和元素数量的需求，

也会增加。这一点由图 10-1a 中假设的例子所证明，该图标明了处于

各阶段（方盒）过渡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的各个要素（由带有下标的

小写字母表示）。对于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比如一个具体的生态学环

境）给定的状况，为完成生态系统功能所必须的生物多样性元素数量，

取决于所涉及过程的范围。如果该过程的影响范围仅仅是由状态 A 过

渡至状态 B，那么只需要一个生物多样性要素（如 a2）。但若我们所关

心的过程包含了状态 A 过渡到状态 D，就需要三个要素来完成该功能

（如 a2、b1 和 c1）。当一项研究的时间或空间范围扩大，最大化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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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所需的要素的数量也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不同的要素似乎会在不

同的空间和时间点上达到最高效率。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从状态 A 过

渡到状态 B 的空间变化过程中，就需要三个生物多样性要素参与（a1、

a2 和 a3）。对于贯穿了所有时间和空间组合的从 A 至 D 的整个过程范

围，全部功能需要最多 27 个元素。这样，尽管饱和功能也许是一个生

物多样性 - 生态系统功能的普通关系（Schwartz 等，2000），但是可获

得最大化功能的最小多样性，将部分取决于该项研究的空间—时间—

过程范围（图 10-1b）。

过程

空间
时间

生物多样性

增长幅度
（时间、空间或过程）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最大

图 10-1 过程、空间和时间范围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影响

a. 过程假设事例，每个状态间过渡是以每个生物多样性要素活动为媒介的。过

程、时间或空间范围沿着坐标轴增加，包含较多生态位和增加功能最大化所需的生

物多样性要素数量。b.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变化曲线

诚然，这一概念模型极为简单，很多过程我们还不了解，例如，生

态位如何贯穿空间、时间和过程尺度的积聚。虽然我们很清楚生态位的

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物种间的交互作用。然而，有证据表明，空

间范围效应，源于空间上沿环境梯度产生的生态位专门化（Tilman 等， 

1997 ；Fridley，2001 ；Wellnitz 和 Poff，2001），以及源于物种间物候学

差异的时间范围效应（Hooper，1998）。并且，物种多样性的保险假说

认为（Naeem 和 Li，1997 ；Petchey 等，1999 ；Yachi 和 Loreau，1999），

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相互作用，进一步提

高了物种间的及时互补功能的可能性。在对生态系统功能定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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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Ghilarov（2000）指出了过程尺度的重要性。比如，我们期望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一些很不同的关系，如果按照生态系统功

能，我们指的是由所有植物的 CO2 消耗总量，而不是全部生物生产和

利用的所有化合物。这些尺度和背景效应，使得将试验结果外推到其他

时间、空间或者过程尺度上变得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利用试验结果

指导实践时十分小心，举例来说，直到我们充分了解此比例关系时，农

业（或保护）政策才能应用。

这些问题对发展生态学框架、研究农业管理、生物多样性和害虫控

制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启示呢？考虑到试验性研究中利用不切实际的群

落，以及在观察性研究中决定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建议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力求将变化的生物多样性对害虫控制的影响，与农业管理对生物

多样性的预期影响相联系。生态学术语中，这意味着将群体研究与生物

多样性的功能相连接。在采用这一方法时，我们商讨了与非自然物种集

群和不切实际的物种损失模式的相关问题。作为依赖生物多样性 - 生

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尺度和背景的结果，在缺少可预测生态位沿尺度累积

模型的情况下，此试验测试应集中与全部生态系统过程的利益相关上，

而且采取与尺度相适宜的常规农业管理。在用天敌控制虫害的情况下，

这可能就是贯穿一个或几个种植季节的田间尺度。

很清楚的是，多样性和物种构成效应，都能对几个生态系统过程产

生强烈影响，虫害控制也不大可能例外。我们认为，一个适宜的研究途

径也许能阐明害虫及其天敌的生物学特性，这些生物学特性，作为决定

控制害虫功能的因素，影响着多样性和物种构成的相对重要性。假如在

物种构成效应强的情况下，我们亟需了解物种多样性缺失的机制，以及

将决定物种丧失可能性的生态学或生物学特性，与决定功能的那些特性

进行比较。通过下列方法，我们也可避免取样效应误差问题，因为评估

一个集群中包含一个特定物种的可能性，是该研究的一个固有目标，而

不是随机的假设。下一节中，我们对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及其对节肢动物

群落组成、对天敌多样性和害虫控制功能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提出生

态学框架。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如何能有助于将其连起来，以达到预测在

农业集约化和粗放条件下的害虫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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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和节肢动物群落组成

    大量的研究报道了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对节肢动物多度、分布和多样

性的系列影响。例如（特指害虫控制）Letourneau 和 Goldstein（2001）

比较了有机生产和传统生产，对马铃薯虫害和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的影

响，发现虽然食草动物的多度性在两种生产系统之间没有不同（如在限

制杀虫剂使用的地方，害虫没有更严重），但有机农场的节肢动物全部

功能群组的物种多度和天敌多度，比传统农场更高些。这些差异是与特

定的农业措施和景观特征相联系的，特别是休耕管理、周边生态环境和

作物的移栽日期等。在另外一个美国系统中，Menalled 等（1999）检测

了农业景观结构是否影响寄生和拟寄生生物的多样性。他们发现在一些

地点，由农田与中晚期撂荒相演替的混合构成的复杂生态环境景观，具

有比简单景观（主要是农田）（第 11 章）更高的寄生和拟寄生生物多样

性。然而，这一模式并非在所有地点上都一致，因此还无法确定景观复

杂性对寄生的影响。这个模棱两可的结果与 Thies 和 Tscharntke （1999）

的研究相矛盾，后者发现复杂景观确实增加了寄生和对油菜花粉甲虫的

控制。但是其他研究，例如 Weibull 等（2003）的研究认为，尽管在农

场规模上物种的丰富性常常随着景观异质性而增加，但是多样性的变化

没有明显导致对害虫自然控制的影响。

前述研究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了解农业管理对节肢

动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任何多样性的改变对害虫控制的影响），我们

就需要一个描述物种为何栖居在特定区域的生态机制的框架（Wilby 和

Thomas，2002a）。配置法则在群落生态学中的应用有很长的历史，其目

标一直被用于预测哪些物种会出现在特定的生态环境（Keddy，1992 ；

Kelt 等， 1995 ；Belyea 和 Lancaster，1999）。

为使一个物种出现在特定生态环境，首先它应该能到达该生态环

境。有关散布限制因素则支配着来自含当地物种库的区域物种库中哪

个物种能够扩散，即该物种能分散到所述的生态环境（图 10-2）。当地

物种库中的物种，仅含有能克服该地环境限制并占据生态物种库的物

种。最终，内部群落动态，包括种内和种间过程，控制了实际物种库的

组成。除了控制物种在群落中的出现以外，这些过程也影响了物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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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就允许该框架被用于描述驱动物种分布多度和物种丰富度的重要

过程。

区域物种库 本土物种库

散布限制

管理

实际物种库 生态物种库

内在动态

环
境

限
制

图 10-2　群落配置过程的重点是顺序过滤

包括从区域性物种库到实际的物种库转移中的散布、环境和内部群落动态等。

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可以修改其中的每一个过程

尽管配置框架适用于任何群落，但农业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相

比，它的某些特性可能改变支配物种多样性筛选的相对重要性。例如，

相对于平衡系统，扰动具有增加非平衡系统中如散布和无性繁殖等过程

（Chapin 等，1997）。这是因为农业生态系统受到了规律性干扰，比如

通过收割、耕作、杀虫剂的使用，在这些扰动之后，散布的限制会因为

许多物种被迫再定植而被放大。应用这样一个描述群落配置过程的框架

的价值在于：我们能理解农业管理措施对多样性的影响，以及管理措施

对组成配置过程中一个或多个筛选过滤方式的途径改变。

例如，散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景观结构改变的影响，这是土

地使用方面变化的结果。这些影响对自然是定性的（不同物种相对多度

的改变），也是潜在定量的（多样性或总多度的改变）。通常，农业发展

的结果，是种植面积增加，一个地区会因此具有更大的与作物相关的昆

虫来源区，以致于任何一个农业生态环境，可能更易于被寡食性节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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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入侵和繁殖。然而，对于更多的广食性节肢动物在事实上可能相反，

因为有可能它们需要的资源在农田里无法获得。农业发展趋向是农田平

均地块面积增大，因此农田中央变得远离生物入侵源。相邻植被对占

据一定地点的天敌，在类型和数量的影响已有多次陈述（Wainhouse 和

Coaker，1981 ；Altieri 和 Schmidt，1986a，1986b ；Thomas 等，1991，

1992 ；Landis 等，2000 ；Gurr 等，2003）， 并 且 有 证 据 表 明， 在 景 观

复杂多变地区，广食性昆虫的多度和种的丰富性更高（Carmona 和

Landis，1999）。因此，土地利用的变化，通过改变入侵源的数量和隔

离状况，而改变物种的多样性和组成。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了解了节肢

动物的生物学特性，例如采食范围或者体型大小，这会决定具体物种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如果我们也能理解这些特性在害虫控制功能上的

意义，我们将会很好地预测害虫控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农业管理对各地的环境条件也有巨大影响，即图 10-2 中的第二个

筛选过滤器。例如，水稻生产系统的集约化，往往会提高每年作物种植

的季数（在此我们倾向于使用水稻生产的事例，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

主要的研究系统。但我们的观点和说明结论都可明显地拓展到其他系

统）。一年内的多季种植，使专食水稻的害虫很容易由前季存活到下一

季（Loevinsohn，1994）。这与更为传统的农场经营措施形成了对照，后

者由于采用较长的休耕时间，使得大部分节肢动物群落只能在休耕期后

在一定地点再重新入侵繁殖。在印度尼西亚，与水稻相关的昆虫群落的

动态表明，休耕期具有明显效应，原因是那里昆虫群落的动态，在第一

和第二季作物变化是很大的（Settle 等，1996），这是因为虽然第一季作

物是在延长的休耕期后种植的，但第二季作物与第一季的间隔时间太

短，就会导致第二季的虫害严重。

像休耕期一样，杀虫剂也能改变环境的限制因素，迫使大部分昆虫

群落再次迁居，虽然是在一个更小的时间尺度上。在杀虫剂使用后，不

同广食性捕食昆虫和害虫种类的再殖率有不同，这是造成东南亚大部

分地区棕色飞虱（Nilaparvata lugens）问题的主要原因（Heong，1991 ；

Cohen 等，1994 ；Settle 等，1996）。

农业管理也影响图 10-2 中的第三个筛选性过滤器即群落的内部动

态。例如，由施肥引起的食物质量变化一直表现为大量害虫群组多度和

危害性增加，而这些影响可归结为害虫物种具有更高的存活率、更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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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速度和更强的繁殖力（Ooi 和 Shepard，1994）。证据显示这些影响

可通过食物链向下级联动；de Kraker 等（2000）指出，稻田内食草动物

及其天敌的多度，随氮肥的施用而增加。

除与作物种植周期相关的植被变化外，一个作物季内的植被多样

性，也影响着该作物季节肢动物的多样性。一般从多种植被到单一种植

的植被变化，是与杂草管理次数增加相伴的，也伴随着节肢动物多样性

的下降，但节肢动物的多度却不一定会下降（Andow，1991 ；Tonhasca

和 Byrne，1994）。就质量而言，相对于寡食性食草昆虫，水稻田中杂草

的出现，增加了广食性食草昆虫的多度。Afun 等（1999）的研究显示，

在西非的水稻田中，广食性食草昆虫和食肉昆虫的多度与杂草的生物量

量呈正相关，而寡食性食草昆虫的多度则与水稻的生物量呈正相关。

关于农业生态系统群落配置的概要分析表明，农业管理是如何影

响和支配节肢动物物种多样性配置中的每一个筛选过滤器。如果我们

想要预测管理对害虫控制的影响，当前的挑战则更加深入地阐明并解

释了对管理措施响应的普遍特征，并调查该特征及相关害虫控制功能

的实用意义。

天敌多样性和害虫控制功能

讨论了用于研究节肢动物群落在农业生态系统中配置的生态学框

架，并且已展示了某些特性是如何有助于控制农业管理的响应的，我们

就可转到本章讲述的第二个问题：物种的多样性和组成，如何影响自然

的害虫控制功能。

几项研究已确认在自然和管理系统中，天敌对食草害虫的多种响应

预测模式。例如 Dyer 和 Gentry（1999）提出的证据显示，寄生蜂可以

更好地控制寡食性群居鳞翅类幼虫，而食肉昆虫可更好地控制隐藏起来

的光滑幼虫。同样，Hawkins 等（1997）提供的数据认为，食肉昆虫和

病原体，可导致植物外部采食性害虫有更高的死亡率，而某些在植物内

部采食的害虫因寄生蜂引起的死亡率更高。然而，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和

害虫控制功能之间关系，始终所知甚少，而通过天敌间相互影响以决定

害虫控制的范围，和稳定性机制也还不清楚。举例来说，最近的一项关

于禾谷类作物系统中景观、栖息地多样性和管理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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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Weihull 等（2003）揭示，在农场层面或每个谷物田间，步行虫、

隐翅虫和蜘蛛的种类丰富度与生物学控制之间，无线性关系。他们总结

认为，对生物学控制的整体效率而言，物种丰富度本身不如不同群组取

食者的高度多样性重要，例如地面和叶片上的捕食者、春季和夏季的繁

育者，以及白天和夜间活动的物种。也就是说，有效的自然控制的关键

在于害虫天敌间互补功能的最大化。遗憾的是，我们对决定捕食者间互

补性和配置的多种自然因素的特性，还不太了解（Schmidt 等，2003）。

例如，虽然有证据表明在蜘蛛种间，通过小环境和功能互补性，可划分

出重要的生态位（Sunderland，1999），但是没有多少研究表明天敌之间

有明显的互补性（Snyder 和 Wise，1999）。同样，尽管昆虫捕食者之间

有协同互作（如叶上捕食者捕食引起蚜虫的下落，增加了被地面捕食者

捕食的可能性；Losey 和 Denno，1998），但像种群内的捕食这样的过程

则能严重干扰生物控制（Rosenheim 等，1995 ；Snyder 和 Ives，2001 ；

Finke 和 Denno，2004）。

对于此处概括的复杂类型，我们相信其对探索明确天敌间互补范

围的生态因素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本质，具有一定价

值。让我们假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存在饱和正关联，类

似于通常在经验性研究中发现的关联，这些关联的斜率，取决于物种间

互补性的大小（图 10-3）。如果所有物种对一个具体过程，都有一个相

等且互不重叠的影响（完美互补），则这一过程的比率，会在物种丰富

度降低时出现线性的下降。在另一种极端状况下，如果物种间没有互补

性（物种间对所涉及功能是冗余关系，Walker，1992; Lawton 和 Brown，

1993），那么保留下来的物种，将会补偿缺失物种的功能，并且最终在

功能性物种全部缺失后，会出现该功能突然而彻底地消失。抛开平均功

能比率和多样性关联的形式，更容易看到，在决定功能比率中物种的组

成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物种组成效应，增加了物种丰富度和过程比率

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只有一个物种（例如一个基石物种）对过程比率的

影响比其他物种大得多的极端情况下，依据物种缺失的顺序，可观察到

这种响应关系呈现其在一个框图内的轨迹（Sala 等，1996）。在种间具

有显著负互作的情况下，如群组内的捕食，随着物种丰富度的下降甚至

可能出现其功能的增强。在存在强烈的成分效应情况下，物种的丰富度

可能无法成为过程比率的预测指标，而需要更深入地对种间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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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索。对害虫控制功能，最近有证据认为，有关物种生活史的特征

有时可用来预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间关系的形式，以及强烈的

种类组成效应（响应的高度变化）是否有可能发生（Wilby 和 Thomas，

2002b）。

合理补充

冗
余

增
加

最大

过
程

率

物种丰富度下降

图 10-3　生态系统功能对于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减少的响应假说

如果物种以冗余方式起作用，响应趋向于临界方式，只有减少到临界点时才会出现

功能的显著降低。如果物种间以互补的方式起作用，并且是互不重叠的，则响应趋

向于线性，即每个物种的缺失都伴随着功能的细微减少。如果物种的同一性是重要

的，则按照物种缺失的顺序响应出现在一个宽泛的轨迹范围内（阴影部分所代表）

举例来说，害虫生活史的主要差异，包括它们是否是全变态或不

完全变态昆虫，能对攻击它们的天敌的数量和多样性产生重要影响

（Wilby 和 Thomas，2002b）。完全变态昆虫在其卵、幼虫、蛹和成虫的

各个时期，经历形态上和行为上剧烈变化，并且这些生命阶段往往承担

着不同的生态学角色，可利用不同的食物并占据不同的生态环境。相比

而言，不完全变态昆虫在各个生命阶段是经历渐进的变化，它们总是占

据相似的生态环境并利用类似的食物。这些差异的结果就是我们可望这

些昆虫与天敌之间的联系结构有所不同。与全变态昆虫相互作用的天

敌复合体，应大略被分成攻击食草害虫的特定生命阶段的组群；大部

分以成虫为食的天敌不会以幼虫或蛹为食，有证据表明此情况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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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完全变态的昆虫中（如 Barrion 等，1991 ；Mills，1994 ；Luna 和

Sánches， 1999）。而因为占据生态环境和行为上的相似性，以不完全变

态昆虫为食的天敌，被认为同时以若虫和成虫为食。由于生命周期结构

的原因，捕食不同生长阶段的全变态昆虫的天敌种类间，应比捕食不完

全变态昆虫的天敌间，具有更大的互补性。模拟研究已表明，全变态昆

虫的天敌间有更高的互补性，可能导致随天敌种类多样性下降而对害

虫的控制功能逐渐丧失。通常对不完全变态昆虫控制则会更持久，只

有在天敌多样性极度流失后，害虫的控制功能才会突然丧失。亚洲水

稻生产集约化过程中，害虫出现的模式与这些预测表现一致（Wilby 和

Thomas， 2002b）。

食草害虫生活史的其他方面，有可能影响天敌复合体的丰富度或特

点，进而影响害虫控制的功能。例如，其形态和行为上的伪装，有促进

食草害虫与天敌之间种群动态紧密连接的趋势。因此，对伪装的食草害

虫，相比于寡食性寄生蜂，虽然它们也许受到更多的广食性寄生蜂种类

的袭击（Hawkins 和 Gross，1992），但是寡食性寄生蜂要比广食性的捕

食者更重要（Memmott 等，2000）。本质上讲，更多寡食性天敌和害虫

之间的紧密连接，突显了其种类组成的影响，并提高了对随机物种缺失

响应的不确定性。

食草昆虫的生命历程，也能对天敌复合体的丰富度和特征，产生重

要影响。食草昆虫的生命历程越短，物候学上与食草害虫重叠的天敌

物种数量就越小。这一效应表现为影响攻击食草害虫寄生蜂的丰富度

（Cornell 和 Hawkins，1993）。因此，对生命周期更短的害虫的控制，应

依赖冗余更少的天敌群组，要么贯穿不完全变态昆虫的生命史中，要么

在全变态昆虫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之内。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应在天敌

种类缺失的响应中，对短寿命昆虫的控制更早。

这些例子表明，生物生活史所包含的基本特性，能导致在对确定害

虫的控制功能中，对多样性和种类组成相对重要性有不同预测。这使得

我们得以超越对天敌种群来讲，是种类组成重要还是多样性的贡献重要

这一争论，这是我们可预测哪种类型的害虫有可能确保由一种特定种类

的天敌来控制，以及哪种害虫可通过多种天敌的配置加以更好的控制。

要了解农业管理如何影响害虫的出现，这一信息必须与此前我们有关农

业生态系统中节肢动物群落配置的讨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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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的发生和农业生态系统管理

如何连接两个生态学框架，这将帮助我们预测自然害虫控制功能对

不同类型农业生态系统管理的响应，对非拟态的不完全变态害虫，比如

飞虱（Delphacidae）、叶蝉（Cicadellidae），我们也许能预测天敌的控制

并阻止天敌的缺失。然而，一定的管理技术例如杀虫剂的使用，对天敌

多样性有巨大影响，并且可能会导致天敌呈去功能化配置。这种影响

可以通过亚洲的水稻生态系统中对棕飞虱的深入研究为例证。棕飞虱

的发生通常由天敌很好地控制着，但经常在使用杀虫剂后得以再次恢

复而变成害虫 (Kenmore 等，1984 ；Heong，1991)。这一现象的机制已

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在缺少棕飞虱的时候，以食粪昆虫维持生活的广食

性捕食者，几乎全种群迁移，这成为棕飞虱得以出现的原因（Settle 等，

1996）。而棕飞虱也能部分逃脱控制，因为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耐受

杀虫剂的伤害，而且可快速扩散，并重新侵入稻田，依靠其高种群生长

速率（Heinrichs 和 Mochida，1984）。防扩散、环境的和生物的限制等

方面的综合处理，可更成功地防止棕飞虱逃脱其天敌的控制。因此通过

限制杀虫剂的使用，以及在害虫缺少的时候为捕食者提供可替代的食物

供应，则可获得较大程度上的有效控制。

预测全变态食草昆虫控制，对天敌多样性的丧失尤为敏感。如果稻

田管理措施可确保天敌多样性的维持，那么在管理的早期，就可避免全

变态害虫的出现。如前所述，有很大篇幅是关于未耕作土地对天敌丰度

和多样性的影响。按照我们的框架，临近作物的未耕作土地则削弱了天

敌物种扩散的限制，那些天敌要在作物地之外花费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时间。与此同时，未耕作土地对作物地的临近也增加了更多寡食性昆虫

入侵的机会。当然，这对食草昆虫物种也是一样，但我们的假设认为通

常害虫出现会受到天敌的干扰，因此潜在的害虫物种入侵不大可能成为

一个问题，除非它们天敌的入侵也受到了阻碍。

对于伪装的食草害虫，需要对我们的天敌组成框架进行更为细致的

考虑，以预测管理对特定天敌物种或种群的影响。拟态食草害虫更容易

被寄生蜂攻击，而不是食肉昆虫的攻击，这对一个功能性天敌组成的持

续性，有很大影响。寄生蜂趋向于比食肉昆虫更为寡食性，因此它们更



244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可能依赖于少数寄主物种。对于寡食性物种，在寄主丰度增加时不可避

免地存在滞后期。例如，在虫害突发期间，天敌的响应就是如此。在天

敌限制害虫的丰度之前，害虫可能已达到具有破坏力的密度，因此维持

稳定的寄生蜂和寄主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管理目标。这可能

促使必须为寄生蜂准备充足的食物，比如由农田内或其附近的杂草所提

供的蜜源（放宽生物限制），改变休耕管理的目的是促进寄生蜂在休耕

期间的存活（放宽环境的限制），以及为保证当地入侵繁殖资源（放宽

分散限制）而进行的地貌管理（减小地块的大小、非同步的作物种植周

期和杀虫剂的使用）。后者可能实际上对寡食性昆虫更为重要，已知这

些昆虫通过它们营养地位和体形大小的优点，对栖息地的斑点状发生更

为敏感（Tscharntke 和 Brandl，2004）。

一种替代性或补充性的措施，也许能够保证一个有效的广食性天敌

组合的出现，或者利用植物品种实现对某种目标害虫的抗性（Thomas， 

1999），这可能减缓或延迟其种群的建立（基本上是通过一些额外的不

依赖于密度的死亡率来实现的），这就是允许关键的寄生蜂种类，在害

虫种群周期的早期，发展起来。这一方法曾在非洲水稻瘿蚊（Orseolia 
oryzivora）的控制方面予以讨论，例如，虽然两个已知关键的寄生蜂种

类是瘿蚊数量明显下降的原因，但在防止经济损失的季节里，它们的控

制效果往往出现得太晚（F. Nwilene，个人观点，2002）。有趣的是，广

食性天敌的补充作用，增加了天敌多样性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即使

害虫种群调控可能仅仅取决于一些寡食性天敌。对系统而言，这证实了

在一个适宜的环境状况中，形成生态观点的重要性，并能在系统中得以

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害虫控制的经济条件和并非必要的种群动态

条件）。

结论

害虫—天敌互作的生物多样性配置，和功能方面的生态理论的应

用，导致害虫控制对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响应的系列假设的产生。对一

个简化食物网的检测，将产生一些预测，即有关具某些特性的害虫如

何对天敌多样性丧失响应。我们分析认为，由广食性天敌控制的害虫，

有望随天敌多样性的降低，表现为控制的临界点或渐进性减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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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种，所设计的管理技术是应以生物的、环境的以及扩散性限制

措施来维持天敌多样性的调整，通常足以防止害虫的突现。相反，由

寡食性天敌控制的食草昆虫，也许会展现出对天敌多样性下降不可预

测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害虫和天敌的扩散及入侵过程，有

所了解，以预测害虫控制对天敌多样性丧失的响应。对寡食性天敌的

生物学概括，允许我们预测农业管理对决定其丰度的扩散、环境及生

物限制因素的影响。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关联配置的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

我们才能有效地回答，有关人类活动对经由生物多样性效应实现的生态

系统功能有多大影响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某些种类的特征，可能与其

对人类引发的生态系统的改变，及其与功能特性的响应有关。虽然我们

只限定对于昆虫控制的讨论，但我们相信类似的方法，也许能更准确地

预测管理对其他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生物学特性的检测和一个生态系

统过程及其所涉及的生物等具体细节，也许可让我们跳出关于是多样性

效应还是种类组成效应占优势的争论，而转向预测是哪种环境引发了种

类组成效应或多样性效应成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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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中对作物病害
的管理：遗传多样性的利与弊

D. I. Jarvis A. H. D. Brown   V. Imbruce   J. Ochoa
M. Sadiki E. Karamura   P. Trutmann   M. R. Finckh

几千年来，农民始终在与威胁他们作物和生计的病虫害进行着斗

争。他们传承的驯化品种或地方品种在种群间和种群内，都有显著的遗

传多样性。随之而带来的问题是：农场中生物多样性如何保持，特别是

影响寄主和病原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因的保持，如何给农民提供一个有

效抵御病害的策略；反之，它是否为会病原体种群中有害的多样性提供

进化的机会。或者说作物遗传多样性对及时减少病害作用有益吗？在一

定范围内它会引发强毒病原体出现的害处吗？

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概括了农场中遗传多样性的最佳管理措施所

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们完全可以清楚地说明农民是否能靠多样化的种

植，以获得有不同抗性结构 1 的基因型混合群体，还是种植单一作物品

种 2，仅用单一形式的抗性来保护。

在多样性有益假说的情况下，抗性的多样化遗传基础对农民是有益

的，与单一种植相比，该基础对病害的管理更为稳定。理论和实践表

明，单一种植的抗性能轻易地被打破从而导致整个种群灭亡。在同一地

区比一下病害的为害，那么遗传多样化的农田对不同抗性类型的需要要

少一些，以至于很少出现种群被毁灭的情况。

    另外一个理论：认为多样性为害假说，携带多基因或实际上是几个

遗传上不同主效抗性基因组合起来的品种，比进行单一种植更好、更稳

定，因为这样会使病原体种群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为克服所有抗性而

出现两个或多个突变应是极少见的。与此相反的是，这个假说预测出：

具有基因型差异能抗多种病原体的混合宿主种群，会导致形成多样化的

病原体种群，并可能通过单一步骤的突变或重组形成强毒性病原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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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争论导致对该理论有更多的争论（Mundt，1990，1991 ；Kolmer 等，

1991），而在试验上很难确定强毒病原体的威胁。

这一章我们讨论当地作物品种多样性，是否在遗传上具有降低病原

体易感性的证据。这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发现当地作物品种和基因型

如何利用，以及在什么时间利用会对农民在面对虫病害发生时产生有益

的影响。我们还讨论了对于判断两个假说及确定利用多样性管理病原体

压力的最优方案，什么类型的研究是必要的。最后，我们注意到农民处

于宿主 - 病原体 - 环境三角形的中心位置，而当地作物品种处于当地

长期存在的低投入农业系统的管理下，成了一个遗传变异性的贮藏库，

这是宿主、害虫、环境和农民间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遗传脆弱性和遗传一致性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农业科学家就认识到大面积种植单一而一致

的作物品种有潜在的毁灭性后果（Marshall，1977）。这种情况被认为是

增加了遗传脆弱性，因为这增加了疾病流行 3 大风险。希望降低遗传脆

弱性，而促使种植遗传异质性品种，这就与多样性有益的假说相符。另

一方面，病害对产量的影响是严重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全世界超

过 30% 年产量的损失，是由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病虫害所致的（Oerke

等， 1994）。从表面上看，多样性为害假说认为传统品种更倾向于有这

种损失，并可解释发展中国家病害为什么严重。然而，它忽视了在传统

系统中环境和农艺学的复杂性，使抗性基因形成的策略不适当或者作用

有限，并使得对抗性基因的认识依旧处于这些广泛存在的普遍认识的底

层，不可能对其有明确的认识。

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晚凋枯病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传入

而出现了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这是遗传脆弱性和遗传均一性共同导致

的作物毁灭性灾难事件（Schumann，1991）。另一例子是在 1979~1980

年，锈病侵袭古巴甘蔗（由 Puccinia melanocephala 引起），原因是有一

个品种占据 40% 的蔗糖产区，这导致了 5 亿美元的损失（FAO，1998 ：

32）。在 20 世纪 70 年代（始于 1972 年），美国南方的玉米枯叶病（由

Cochliobolus carbonum 引起）造成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玉米损失。5 个

主要的商业香蕉品种对真菌性香蕉黑色叶斑病（由 Mycosphae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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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jiensis 引起）的易感性使中美洲国家损失其 47% 香蕉产量（FAO，

1998）。尽管具了控制疾病的办法，但是在过去的 8 年里它们耗费了中

美洲、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 3.5 亿美元，并由于暴露于杀虫剂中，还

带来了严重的人类健康问题。木薯花叶病毒病使非洲一些地区木薯产

量损失达 40%，而那里许多人以木薯为重要的营养来源（Otim-Nape 和

Thresh，1998）。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橡胶无性繁殖株，都源自很有

限的遗传变异植株为基础的杂交（Oldfield，1989）。由 Mycrocyclus ulei 
引起的南美橡胶树枯叶病具有毁灭南美橡胶种植园的历史，因其有高

度的变异性，成为那里橡胶发展的主要障碍（Rivano， 1997）。橡胶树枯

叶病的真正威胁在亚洲，那里出产 90% 的橡胶。虽然目前该地区尚无

这种病，但无性繁殖植植株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Compagnon，1998 ；

Kennedy 和 Lucks，1999）。

许多损失是因虫害和病原体进化出的新种攻克了目前大面积分布的

作物的抗性基因。而当培育出携带新抗性基因的新品种时，由于出现新

的病变种使这些抗性只可能保护种植几季。当然，基因扩散也会提高病

原体的复杂性。例如，假定多样性为害假说更有说服力，在厄瓜多尔，

一些奎奴亚藜地方品种在基因扩散前，该品种普遍对隔离的低毒性霜霉

病有抗性。但是随着抗性地方品种种植面积增加，产生了病原体菌株对

所有扩散的由过敏反应诱导的抗性都有了毒性（Ochoa 等， 1999 ；案例

11.1）。这样干涉真正流行病学的后果难以确定，因为具有抗性的地方

品种的种植范围并不理想。

案例 11.1　厄瓜多尔新型抗性品种的扩散和致病性漂变

在厄瓜多尔，小麦黄锈病、奎奴亚藜霜霉病、豆锈病和炭疽病原体演化的

具体情况如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小麦黄锈病的种群结构非常简单，包括对所使

用的不同品种都是无毒的一部分菌株，用于确定菌株的特征（INIAP，1974）。

在 1991 年的一项调查中，Ochoa 等（1998）明确定了黄锈病抗性基因（Yr1、

Yr2、Yr3、Yr6、Yr7 和 YrA）的致毒性菌株。此后，在厄瓜多尔的种群中对

Yr9 和其他抗性基因的致毒性菌株也进行了鉴定。目前，育种者可以获得的所

有小麦主要抗性基因都已经被病菌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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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系谱选择基础上的奎奴亚藜育种工作，种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

期，并且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初。当地种质以及从秘鲁和玻利维亚引进的种质，

在几个地区进行了测试，登记了 4 个品种：Cochasqui、Imbaya、Tunkahuan 和

Ingapirca。这个项目中，对于 Peronospora farinose f. sp. Chenopodii 引起的霜

霉病有无抗性是一个主要的选择标准。1994~1995 年在一项对 P. farinose 种群

结构的研究中，发现了 4 组病原类型，明显不同于连续的单一变异菌株。分

离的无毒菌株（V1-group）仅在 Otavalo 的一个地方品种中发现了一次。此类

分离的无毒菌株也许在开始育种前的早期奎奴亚藜生活系统中更为常见。品

种 Imbaya 显然携带有抗性因子 R1，品种 Ingapirca 带有抗性因子 R2（来源于

秘鲁和玻利维亚），而最近发布的品种 Tunkahuan 缺少任何一种抗性因子。抗

性因子 R1 常见于地方野生品种中，R3 在选育的高级品系中更为常见。筛选能

抗病原体 V4 组的抗性分离菌株的种质今尚未成功（Ochoa 等，1999）。

在育种改良的短时期内，奎奴亚藜霜霉病病原系统中出现一个快速演化过

程。在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中，通常认为低致病性的菌株表现出较弱的攻击性和

较低的复杂性。相反，在现代奎奴亚藜中，有毒性的分离菌株更常见，可能是

因为其有高水平的的攻击性。在奎奴亚藜霜霉病原系统中，病菌的适应性表现

和其他活体的营养专一性一样快速而高效。

在厄瓜多尔，豆锈病（Uromyces appendiculatus）和炭疽病（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是严重制约矮菜豆种植的因素。对这两种疾病的病原体结构

和宿主抗性进行过研究。由其变异性筛选出的 21 个分离菌株中，鉴定了 17 个

不同的锈病病原类型。20 个不同菌株中有 14 个以上是易感菌株。然而，当地

品种和地方野生品种在区分病原类型时更有用，这些病原类型表明了宿主植物

和病原体的协同进化。大多数现代商业品种都被发现容易感染锈病（Ochoa 等，

2002）。

与对锈病的结果相似，形态差异在区分炭疽病病原类型中的效果较差。通

过使用不同的引物，找到了 6 种病原类型。然而，在用当地品种和地方野生品

种时，就可区分 12 个不同遗传变异分布模式。如常见的豆锈病，大部分商业

品种都易感染此病（Falconi 等，2003）。

虽然对锈病和炭疽 病抗性是豆类育种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谷物质量

是品种登记时要优先考虑的目标。分布最广泛的品种（Paragachi）很易感

染锈病和炭疽病。抗锈病品种 Gema 并不适合用于锈病是主要制约因素的峡

谷低地，因为该生长地区易感染炭疽病，而该品种不抗炭疽病。出现这一矛

盾是因为豆类育种和抗性筛选是在国外进行的，而仅在品种登记前进行过适

应性和产量潜力测试。相反，育种项目需要培育适合当地条件的具有多抗性

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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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品种对病原体环境的适应

不同类型的抗性似乎广泛分布在地方作物品种中（Teshome 等，

2001），其原因在于多样性原始分布中心和次级分布中心存在病虫害和

宿主之间长期的协同进化。对于许多作物种类，可能是作物遗传多样性

中心，和那些病虫害或病原体多样性中心相一致（Leppik，1970 ；Allen

等，1999）。

随着人类与作物在全球分布，扩展和蔓延，抗性种质和病原体毒株

也在全球扩展。抗性基因在对新病原体的响应中进化，但如果这些作物

已经在历史上与这一疾病有关，那么残余的抗性可能已在某个区域出现

过。这种现象已导致多样性在原始分布中心以外出现抗性，例如在安

第斯地区蚕豆（Vicia faba）对赤斑病（由 Botrytis fabae 引起）的抗性。

这种作物首次到达美洲是几百年前，它的多样性中心是在肥沃新月湾

（Fertile Crescent）的地方。

与虫害和疾病相关宿主的抗性标记表明地理分布模式能说明协同

进化的实现过程。在全球大麦收集品种的筛选中，Qualset（1975）发

现对大麦黄矮病毒（BYDV）的抗性，高度定位于埃塞俄比亚这个多

样性中心。Qualset 得出的结论是，大麦黄矮病毒抗性突变体发生在埃

塞俄比亚，并且认为此病的出现是自然选择有利于抗性大麦存活的原

因。Sunrahmanyam 等（1989）对于 Puccinia arachnidas 锈病的抗性和

Phaeoisariopsis personata 叶斑病的抗性，筛选过从全球收集的花生材

料。他们发现 75% 的抗性材料来自秘鲁的 Talapoto 地区。秘鲁是花生

多样性的一个次级分布中心，它是由玻利维亚南部的原生中心驯化发展

而来的。

有证据表明，地方品种能适应其生长的环境，包括含害虫和病原体

的 环 境。Leppik（1970）、Harlan （1977） 和 Buddenhagen（1983） 注 意

到最大数量的抗病基因通常来自地方野生品种，由于宿主和病原体已在

地方野生品种中协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虽然某些品种种群可能低

产，但其种群间及种群内的遗传变异性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程度上防流行

病为害的能力。

与病原体压力相结合的其他选择力，和宿主环境中疾病的相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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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共同决定了抗性选择的强度。例如，稻瘟病（由 Pyricularia grisea
引起）的偶发性流行在不丹高海拔地区可能是毁灭性的，局部地方能彻

底摧毁整个作物，这表明稻瘟病成为一种很强的选择压力。但抗寒性又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实际上也许它是系统中首要的控制性选择力

（Thinlay， 1998）。

案例 11.2 讨论了最近有关墨西哥蚕豆地方品种的研究，并作为对

作物主要的赤斑病和褐斑病的抗性资源。此工作中引起大家兴趣的关键

因素是：大多数当地病原体菌株的分离筛选是同时在实验室内和大田条

件下完成的。发现宿主种群在抗性上具有多态性，对其遗传分析表明蚕

豆赤斑病的发生是由多基因控制且是局部发病的。

除抗性基因自身外，在地方野生品种中的抗性响应，可能源于形

态学上的差异、相互关联性状或间接效应。例如，土耳其小麦地方野

生品种中的实心茎秆型小麦对锯蝇有抗性，然而空心茎秆型却无抗性

（Damania 等，1997）。在东非，对耐受暴雨的选择响应与对炭疽病的抗

性相关（Trutmann 等，1993）。

案例 11.2　作为多基因抗性资源的摩洛哥地方品种

在墨西哥，由真菌蚕豆葡萄孢菌（Botrytis fabae）引起的赤斑病是对蚕豆

（Vicia faba L.）最具破坏力的叶片疾病。在最适宜病害发生的条件下，这种病

原体可使作物年产量降低 80%。Bouhassan 等（2003a）明确并报道了当地种

质中的抗性资源。因此从 136 份蚕豆材料中筛选出对蚕豆葡萄孢菌有抗性的材

料。在大田条件下和在分离叶片上同时测试了，用当地蚕豆葡萄孢菌株系进行

人工接种后的响应情况。在两类测试中，对疾病反应的基因型之间，具有显著

差异。9 份材料在大田和实验室中都具有明显的抗性，并且 2 份材料具有高度

抗性。虽然没有观测到完全的抗性，但是作者认为这些基因型具有部分抗性，

并认为该病是由多基因控制的。

Bouhassan 等（2003b）使用源于 5 个不同当地蚕豆品种培育的 5 个不同品

系，这些品系在大田中具有不同的感病性，他们分析了部分抗性对赤斑病的流

行病学组分。他们发现这些组分的伤害直径、潜伏期和每小叶片上孢子数量等

方面显著地成为一部分抗性特征。接种时期早晚则对抗性没有作用。这一工作

用的是当地真菌分离出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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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蚕豆壳二孢（Ascochyta fabae Speg）引起的褐斑病，是全世界范围内蚕

豆的一种主要真菌性病害。这种真菌能够损害植物的所有地上部分，并导致产

品质量和数量严重下降。而遗传抗性是对这一病害综合防治的一个主要方面。

为培育抗性基因池，通过协同工作网络（frymed），在北非的当地种质材料中筛

选出对这种病原体的抗性（Kharrat 等，2002）。总的来说，在大田中，用当地

病原体分离菌株 fry aft04 接种 309 份材料后（其中 106 份来源于摩洛哥），进行

筛选。对那些最具抗性的株系进行重复测试，以确定在大田和在培养箱中人工

条件下，对两种致病分离菌株的抗性（fry aft04 和 fry aft37）。从这些测试中得

到了 18 份抗性蚕豆材料。有些材料表现其茎部比叶片有更好的抗性，并被保

留下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维持抗性的遗传基础。几乎所有被鉴定为具有抗性

或部分抗性的材料，都属于小型或中型种子，但其生命周期长度和其他一些形

态学特征上有较大变异性。这些抗性基因型被引入由 Iav Hassan Ⅱ研究所在摩

洛哥 Rabat 建立的壳二孢病专项基因池收集中。

具有高度遗传变异性的复合杂交或者是大量种群，是很有意思的试

验体系，它们可用于描述宿主种群如何演化，以应对来自病原体种群变

化的压力（Brown，1999）。Allard（1990）分析了大麦复合杂交中对云

纹病（由黑麦喙孢 Rhynchosporium secalis 引起）抗性有效期的变化趋

势，得出的结论是，并非所有抗性等位基因都是有用的，有些等位基因

对产量、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利。他还总结出病原类型在攻克各种抗

性等位基因、感染和损伤宿主的能力上有不同。病原系统在影响宿主和

病原体种群动态的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包括宿主种群抗性等位基因

频率和病原体种群致病性等位基因的频率。

一些机制可能对具多样性抗性寄主种群的发病率或严重性（通常是

降低）变化是有作用的（Wolfe 和 Finckh，1997）。这里列出了 7 种这

样的机制，其中前 4 个机制，应用于所有混合的和可变的种群时，不管

病原体对有问题的宿主是否具有专一性。最后三个机制应用于具有专一

抗性的宿主—病原体系统。

（1）种群中易感基因型的植物间距离增加，会降低孢子密度和致病

孢子落在易感宿主上的几率；

（2）抗性植物可以充当病原体扩散的屏障；

（3）在宿主种群体内筛选出更强竞争力和更强抗性基因型就能够全

面降低整体病害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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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原体种群多样性增加时在本质上就能在某些情况下减少病害

（Dilenoe 和 Mundt，1994）；

（5）在病原体发生宿主基因型专一性的地方，无毒孢子诱导的抗性

反应，可阻止或延缓相邻毒性孢子引起的感染 [ 例如，对混合大麦白粉

病（Chin 和 wolfe，1984）和对小麦黄锈病的抗性（Lannou 等，1994 ；

Calonnec 等，1996）] ；

（6）病原体菌株间的互作（如对可利用宿主组织的竞争）可能降低

病害的严重性。

边界效应是互惠的，即一种宿主基因型植物，会成为阻止专一性病

原体对不同基因型的侵染的边界，而后者也会作为前一基因型的病原体

专一性的屏障。这些机制应用于气传的、弹射型和一些土传病害。因

此，宿主基因型的混合群体会随着植物病害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并

会表现出对那些疾病的全面响应，而这些病害是与种群中抗性更强的病

害水平相关。此外，当特定基因型受病害影响时，更多的抗性个体的产

量通常会弥补前者产量的损失。

病原体进化对宿主抗性管理的响应

地方野生品种的生物环境与非生物环境，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程度上

的差异。第一，生物环境是一个潜在的移动性响应目标，可能发生变化

以应对新的进化机遇并与宿主的变化相匹配。第二，病原体组分有一部

分隐藏在潜在的病害中，这些病害的种群在当前情况下是可以控制的，

因此可能对种群的威胁并不明显。尽管这个地区的环境和生物数据都表

明其土壤或气候胁迫很明显，但是严重病原体是否出现，仍然要有病害

在专一性宿主植物上有明显为害的事实。

人们密切关注在遗传异质性宿主种群中，选择具有抗强毒菌株种质

的潜力，这种强毒菌株可能导致种群同时失去所有抗性。然而，随不

同基因型数量的增加，选择优势能袭击多个宿主病害，所以控制住病

原体菌株能够袭击所有基因型的方法，会缓慢增加宿主种群的复杂性。

（Wolfe 和 Finckh，1997）。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抗性响应多样性的

增加，会降低作物种群的适应性或其利用价值。因此，似乎应该使宿主

复杂性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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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延缓强毒菌株进化的策略。例如一些研究人员建议在

当地种群中，最优进化策略可能在于形成宿主抗性与病原体制毒性的遗

传变异补充模式（McDonald 等，1989）。有大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文献

是针对这一预定宿主抗性和病原体致病性系统的混合策略，进行调查；

而传统地方野生品种中有关这一问题了解很少。

病原体种群的遗传结构，对抗性基因扩散的长期影响，在许多针对

农业系统中协同进化模式的研究中，强调考虑抗性和致病性相关成本的

重要性。但是这些成本难以记录。如果病原体确实具有致病性的适当成

本，那么携带不同抗性基因的混合体，将会减缓病原体的进化速率，并

且简单菌株将会控制病原体种群。然而，目前的模型表明，是致毒性作

用机制在起作用，而不是致病性成本，因此二者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Lannou 和 Mundt，1996 ；Finckh 等，1998）。

当农民们在操控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时候，病原体是如何响应呢？这

一重要问题也许有多种答案，就像有许多作物生产系统一样，但是普遍

认可的结论是，病原体的进化漂变是基本原理。案例 11.1 给出了一些

近来在厄瓜多尔进行的研究实例，它们强调在抗性基因配置过程中，出

现的复杂情况。抗性品种在次优化使用时能促进病原体致病性无意识地

且无方向地漂变， 而这些漂变必须符合未来抗性资源的进一步利用。

利用遗传多样性管理病害

农民和育种家都会筛选和利用能抵抗作物病虫害的基因型，并

且形成了降低由其造成的引起损失的农业系统（Finckh 等，1995 ；

Finckh 和 wolfe，1997 ；Thinlay 等，2000a）。在这里我们讨论 3 种基因

型的使用：由农民直接使用、在混合栽培中的抗性使用及在育种项目

中的使用。

由农民直接使用

传统上农民们经常注意到并开发品种间对主要病原体感染性的差

异。案例 11.3 提供了在乌干达，农民应用基因型多样性对付香蕉中一

组病虫害的例子。感病性常常与一系列复杂指标相结合，决定了农民对

种子的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相互矛盾指标间的折中，或农民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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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品种来满足其不同需要。

案例 11.3　在东非高地香蕉生产系统中对叶斑病的管理

据估计，在东非大湖地区香蕉品种的多样性有 100~150 个品种（Karamura

和 Karamura，1995）。香蕉栽培与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

得这种植物的各个部分在家庭中都有用；不同的品种可被用作药物及用于完

成一些文化功能，如出生、死亡和婚嫁等活动。在一项民族植物学研究中，

Karamura 等（2003）报道了农民用来进行品种选择的 7 项指标，其中 5 项与病

虫害相关。另外，栽培措施如摘除幼芽、深种和收获后残根的清除等是香蕉生

存系统中管理病虫害的实用方法。

东非高地的香蕉，AAA-EABB（Karamura，1999）是东非大湖地区的一个

独特类群，现在被认为是香蕉多样性的次级中心（Karamura 等，1999）。虽然

该类群在这一地区的作物中占绝对优势（78%），但其他香蕉类群，如 Bluggoes

（ABB）、水果香蕉（AAA-Gros Michel）、AB（Sukali Ndiizi）和菜食香蕉品种

（AAB-Gonja）的香蕉类群与 AAS-EAHB 一起混合种植，每个农场有 30~40 个

不同的品种。

在这个地区，病毒、真菌和细菌性病害和害虫的以香蕉宿主为攻击作物，

所有这些都会引发作物的各种响应。这些胁迫中首要的是复杂的叶斑病：香

蕉黑条叶斑病，由斐济球腔菌（Mycosphaerella fijiensis Morelet）引起；芽枝霉

叶斑病，由 Cladosporium musae Mason 引起；以及香蕉黄条叶斑病，由香蕉生

球腔菌（M. musicola Leach）引起。在温暖湿润地区，作物偶然会受到眼斑病

（Drechslera sp.）的为害。

Tushemereirwe （1996）研究了叶斑病在大湖地区的出现和分布情况，特别

强调了高地香蕉上的叶斑病。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植物种群对不同叶斑病所产

生的一系列响应。本文表 11-3 总结了那些对香蕉生球腔菌的响应，对于这种

病害，AAA-eahb 类的品种在测试（Entundu、Mbwazirum 和 Nakitembe）中具

有最低的发病率，然而“啤酒”香蕉 Kayinja 品种的发病率最高。在这种病害

普遍发生的地区，平均一个农场中这个品种通常只占所有植物丛数的 5% 以下

（Karamura 和 Karamura，1995）。这也许有助于在庭院种植中保持较低的病害发

病率及最小的农民损失。这种对香蕉黑条叶斑病（M. fijiensis）响应与香蕉黄条

叶斑病相反。ABB 品种显示出高水平的抗性，而 AAA-EAHB 则表现为非常容

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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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描述的结果表明，种内的多样性有助于香蕉叶斑病的管理。通过种

植几个品种，农民防止了因病原体种群变异或改变，造成的总产量的损失，因

此也保证了食物安全性和家庭收入。在大湖地区，农民们在两个水平上强调病

害问题。第一，他们利用基因组间的变异优势。ABB 品种易感染香蕉黄条叶斑

病，但对香蕉黑条叶斑病具有抗性。对于东非高地的香蕉情况则相反。这两种

病害发生与否也受到温度的影响，在更冷的高地，严重感染香蕉黄条叶斑病；

而在更温暖的低地，则严重感染香蕉黑条叶斑病。

农民们也许使用亚类群如 Lujugira-Mutika 中的变异，在此地，最易受感染

的植物也是早熟的植物（9~12 个月），但是大束的和晚熟香蕉品种（12~15 个

月）最容易具有抗性。早熟品种至少可以避开一种斑病大量增殖的湿润季节，

因此产量高于预期。在作物系统水平上，在高海拔地区的农民偏向于种植易感

染但早熟的品种，而在低地，农民大多种植具有抗性或耐受性的品种。

案例　表 11-1　香蕉黄条叶斑病的发病率和香蕉基因组对香蕉黑条叶斑病的反应

品种 基因组 香蕉生球腔菌 发病率 香蕉黑条叶斑病 响应 *

Kayinja ABB 72% 感染 7.1±0.1 有抗性

Gros Michel AAA 19% 5.2±0.3

3 个品种 AAA-EAHB 7% 有抗性 —— 感染

很多品种 AAA-EAHB —— 4.7±0.0

Sukali Ndiizi AB —— 5.4±0.1

菜食品种 ABB —— 4.8±0.2

资料来源：Tushemereirwe （1996）。

   * 响应测量是检测最幼嫩的有斑叶片（± 平均标准误），把最后呈漏斗状或

未能伸展的叶片计为零。在易感品种中，症状迅速出现在幼叶上，而在抗性品

种中，仅有老叶显示有症状。

多品系和混合栽培控制病害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农民们，都偏好种植适应当地的混合品种，这

样就有了对当地病虫害的抗性，并且增加了产量的稳定性（Trutmann

等，1993）。因此作物内多样性（通过品种混合、多株系，或者在同一

生产环境中有计划地配置不同品种）能降低病虫害带来的损失（案例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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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4　东非：农民利用菜豆遗传多样性降低病害

非洲的大湖地区是当地主要食用作物菜豆（Phaseolus vulgaris）的次级多

样性分布中心。豆类是靠混合基因型种植的，因其高产且产量稳定而受到青

睐（Voss，1992）。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在发展和利用可获得遗传多样性以

优化生产的过程中，农民位居核心部位。在传统上，混合种植的每块农田的

品种都经过选择并被隔离保存，每个混合种植的大田都有其自身的坡度、光

照、降雨量和其他一些因素。首先，当农民们在一个地区定居或新开垦一片土

地时，他们会就在每块田中混合播种尽可能多且有变化的作物品种种子，收获

存活的植物并在季节和年度上反复地重复上述过程。最终，添加进来又一些选

择标准以满足另外一些目标，如家庭口味、颜色和烹调爱好。只有在后期，新

品种才会被选择性地加入混合种植的品种中来，并且也只有在其被单独测试之

后。没有农民筛选时，混合播种的成分变化很快。因此，农民混合种植的组

成部分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部分是农民管理的结果。在这些混合种植中，存

在对当地病原体固有的抗性水平，而这个抗性水平在更适合病原体的区域得

到增强（Trutmann 等，1993）。尤其是在被控制条件下，该品种对当地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的菌株具有抗性，这种常致植株死亡的病害被

称为炭疽病。然而农民混合种植时会根据不同的区域同时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变化，即不同种子类型的数量（混合种植的植物的丰富度多样性）和组分类型

的比例（均匀度多样性）。来自炭疽病更适合发生区域的抗性品种，其炭疽病

抗性随着海拔高度而增加，品种种类的数量也随着抗性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此

外，农民管理抗病性的方法还包括植物结构的使用，选择过程中有瑕疵种子予

以剔除，以及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利用遗传多样性的变化。

品种必须耐雨水。抗雨性和产量是农民们筛选品种的最重要标准。虽然

在整体上，病害通常不被单独确认，但是它们与降雨有关。降雨与叶片或者

根的腐烂（正如农民的观点来看）相关，还与导致小花败育有关（Trutmann，

1996）。可以使植物逃避降雨影响的植物结构受欢迎，并且根据条件选择植物活

力的特定类型。通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雨季里使用不同的混合种植，农民们也

考虑了遗传多样性。传统上，每个季节收获的种子存起来用于每一块农田。这

一策略与轮作交织在一起。此外，农田面积要小，并且豆类通常和其他作物如

香蕉、甜马铃薯和玉米间作。总的效果是通过其种植地、频率或密度以及时间

的变化，这样使控制病害遗传变异的效果增强。通过这些方法，当地农民加强

对有效遗传多样性的使用，通过作物内基因配置而直接获得了对当地病原体的

抗性。

农户可以采取的另一个办法，是混合种植传统品种和具有抗性的

现代品种，以求减少病虫害损失，这样也在农场中保存和使用了传

统 品 种（Zhu 等，2000 ； 及 第 12 章 ）。Pyndji 和 Trutmann(1992)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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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mann 和 Pyndji（1994）指出，在当地豆类易感角斑病（由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引起）的豆类混合种植中，将一个抗性品

种增加到 25%~50%，连续超过 3 个季节，此混播种植模式既保护了在

当地混合种植中的易感组分，又使产量的增加明显高于预期。然而无

病害胁迫就不产生产量效益。角斑病（ALS）是一种限制产量的重要因

子，而新的抗性资源会对传统混合种植的豆类产量产生主要影响。这样

的新抗性及其在混合种植中的应用，有助于保存传统品种，并降低其被

单一种植作物替代的危险。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在多位点测试中，由于新抗性混合种植而受益

的产量，并不像严重性评价所表明的那么清楚。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互

作因子是另一种病害，粉状叶斑病（由菜豆柱隔孢菌 Ramularia phaseoli 
引起），而对角斑病有抗性的品种易被感染。这些结果明显地使一些育

种者面临典型困难，即他们必须在其他性状中筛选出抗多种病害的材

料。Wolfe（1985）提出，混合品种也许有助于更高效地达到此目标，

因为如果混合品种中不同组分能够具有不同的抗病性，那么品种混合种

植将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多品系是遗传上相似的品系或仅对不同病原体抗性有不同的品种

混合。它们用于美国的谷物生产（Finckh 和 Wolfe，1997）和哥伦比亚

的咖啡（Coffea arabica）生产中。哥伦比亚品种是由不同抗锈病（由

咖啡驼孢锈菌 Hemilera vastatrix 引起）咖啡品系组成的一个多品系，种

植 面 积 超 过 36hm2（Moreno-Ruiz 和 Castillo-Zapata，1990 ；Browning， 

1997）。

在试验中，品种混合和多品系病原体群落的流行病学研究中，为了

解地方野生品种种群中抗性异质性是否也能够降低病害的传播，给出了

一种经验性测试，Wolfe（1985）回顾了超过 100 个此类试验的观测研

究，发现在由两种混合种植中，易感组分的感染率仅为单一种植感染率

的 25%。品种混合种植中的整体感染率，接近于抗性组分单独生长时

的效果。并且他还发现，混合品种种植通常比多品系更有效，因为它们

具有更高水平的遗传异质水平。

有关此争论的另一条线索是：支持多抗性的适应性特征，在野生植

物种群中普遍存在。Burdon（1987）综述了 8 个草本植物和森林树种的

结果，以及燕麦属（Avena）、大豆属（Glycin）和三叶草属（Trifolium），



265

第 11 章　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中对作物病害的管理：遗传多样性的利与弊

表明自然植物种群在其对病原体的响应中，通常具有多态性。在野生

种对应的野生亚麻—亚麻锈病菌（Linum marginale-Melampsora lini）系

统中，在抗性更强的天然植物种群中，隐藏着更多的致病性锈病种群

（Thrall 和 Burdon， 2003）。但是在这一系统中，通常在抗性遗传多样性

丰富的宿主种群中病害并不普遍。在水稻地方野生品种和稻瘟病体系中

也有非常相近的观测结果（Thinlay 等，2000b）。

竞争和补偿是发生在植物种群中，最重要的基因型内互作，二者都

影响产量和产量的稳定性。没有病害出现时，混合种植的产量趋向于在

各组分产量平均值周围浮动，并且全部平均产量稍高于各组分的平均值

（Finckh 和 Wolfe，1997）。基因型混合种植中产量的提高，也许部分源

自各组分生态位的不同（Finckh 和 Mundt，1992）。未知来源的他感作

用和协同效应也会起一定作用。

混合种植中的发病程度几乎总是低于其组分的平均水平（Burdon， 

1987 ；Burdon 和 Jarosz，1989）。发生病害时，混合种植品种的产量总

是高于单一种植各组分的产量平均值（Finckh 和 Wolfe，1997）。虽然病

害严重性和产量间的相互关系在单一种植品系中很清楚，但在混合种植

中并不总是很清楚（Finckh 等，1999）。这是因为对病害严重性和混合

种植中，单个组分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病害

受品种间竞争性相互作用的影响（Finckh 和 Mundt，1992 ；Finckh 等，

1999）。

育种

因为抗性基因对育种计划的价值，很多研究人员已在筛选基因库中

的地方野生品种、野生作物亲缘种，以及从大田中新收集样品中的抗性

基因。阐释这些研究结果的时候，何时开始收集的基因库样品，以及何

种病变型用于抗性测定最为重要（Teshome 等，2001）。因为病原体和

宿主种群在大田中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时间因素是重要的。比较不同

时间内收集品种的情况表明，在任何时间内，都会出现随多样性水平变

化而产生有误导性的多样性水平响应。尽管与利用非当地病变型来测定

地方品种的抗性响应，与特定的育种目标有关，但是这种类型的数据并

不能用于在原生境中研究协同进化。

地方野生品种在抗性上经常是多样性的，因此筛选对多种病原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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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的抗性时，使用足够大的样本也很重要。通常，地方品种中仅有部分

比例的植株携带抗性（Thinlay 等，2000b）。此外，即使是绝对自交的

作物，也有一定的异交率，因此保持地方品种多样性时，即使被隔离，

抗性依旧会随时间而发生缓慢变化（Finckh，2003）。

育种者对地方野生品种中抗性的使用，往往开始于种质的筛选。例

如，Negassa（1987）筛选埃塞俄比亚小麦地方野生品种对叶锈病（由隐

匿柄菌 Puccinia recondite 引起）的响应，并且发现了具有中度抗性的种

质，能在 6 个基因上抵抗有致病性的菌株。接着，Dyck 和 Sykes（1995）

测试了这种抗性在小麦育种项目中是否可转移。在通过杂交和回交进行

的测试中，他们证明埃塞俄比亚四倍体和六倍体小麦中对叶锈病和秆锈

病（由禾柄锈菌 P. graminis f. sp. Tritici 引起）的抗性是可用的。

在 埃 塞 俄 比 亚 大 麦 的 地 方 野 生 品 种 中，Alemayehu 和 Parlevliet

（1996）发现了一个几近缺失的菌株专一性，该种质对大麦秆锈菌

（Puccinia hordei）具有中等水平的部分抗性，而且这种主要抗性出现的

频率高。随着定量的、部分的或多基因育种等在现代植物育种中出现了

各种困难，这时可借助连锁的分子遗传标记的帮助，或靠参与计划的各

种分散的育种努力，包括农民在田间进行的筛选，是值得鼓励的，如案

例 11.5 所报道。

案例 11.5　摩洛哥的地方品种对参与轮回选择的响应

在摩洛哥，基于轮回选择的种质增强已经被证明是改良蚕豆种群的一个有

效途径，特别是对数量性状（Sadiki 等，2000）。在当地蚕豆种质改良中参与

植物的选择方法方面，该策略是具有吸引力的。对产量成分和蚕豆葡萄孢菌

（Botrytis fabae）抗性的选育，是在由地方品种组成的大量种群基础上进行的，

在田间自然侵染条件下，经过三轮半同胞家系多性状选择而完成的（Sadiki 等，

2000）。对这种选择响应的评估表明，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以及对该病菌的抗

性提高了 54%。第一轮选择周期出现了所有性状对选择有最大响应。这个方

法证明当地农民通过结合抗性基因而提高抗病型基因型的频率，可以改良他们

的品种。然而，就可见性状和对病害本身的反应而言，改良种群仍然偏好多样

性。这些改良了的种群可以用来选育对地方病原体种群的抗性。

遗传基础复杂的抗性能够用多种方法进行处理，而不仅仅是通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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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育种。由于病原体被认为是“正在漂变的敌人”（Stakman 1947），如果

不是为了防止其进化，许多育种者都主张使用抗性基因多样性来解决病

原体种群的进化问题（如 Suneson 在 1956 年提出“进化的植物育种”方

法；Le Boulc’h 等，1994）。在其他育种概念中，种群选择、混合杂交、

顶端杂交和多品系都是使用了作物内的多样性（Finckh 和 Wolfe，1997）。

农民在协同进化遗传多样性形成中的作用

农民掌握着他们作物的遗传成分、田间的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

等，并能在农业系统中创造明显不同的选择压力。4 种遗传学管理方法

值得注意。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筛选

农民对种植材料的选择很明显对病原体种群有主要影响。农民明显

而有效的种子选择标准，使作物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包括避免病原体

伤害的种子。对许多作物来说（例如，蚕豆，案例 11.2 ；香蕉，案例

11.3 ；菜豆，案例 11.4），在农民的选择决策中，病害响应标准非常重

要。在其他没有明显病害症状的作物中，抗性筛选是间接的，主要通过

对产量的选择而实现。

农民对种子筛选的效果，取决于他们可获得的遗传资源和这一地区

的作物种植历史。一方面，在该品种被驯化的地方种植地方品种，仍然

会与其野生祖先和近缘种发生相互作用，主要是通过杂草、相同病虫害

以及有益生物的相互作用等。另一方面，跨越大陆并与其来源地分隔的

作物拥有的遗传多样性小，并在与病虫害的作用中呈现出又一类关系。

任何特定情况下的结果都很难预测。大部分作物在远离与其协同进化的

病虫害的限制时，都能够繁茂地生长。在一些情况下，作物在其驯化中

心以外的地方也能形成抗性（例如蚕豆 Vicia faba），其中也可能包含着

农民的筛选作用。

农田的大小和位置

农田位置会影响作物种类与其他农民田间的作物种群，以及周边天

然植被中野生替代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小而分隔的农田，比大块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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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相互脱离，使许多传统系统中的的小块田地呈现出病害地块斑点

状多样性，这样就减少了大规模流行病发生的机会。相邻农田会增加

宿主和病原体种群之间基因流动的机会。野生亲缘种的天然种群，能

支持病原体的进化，以及病原体攻克作物抗性的潜在能力（Allen 等，

1999）。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致病性锈病菌株从喜马拉雅小麦的野生亲

缘物种扩散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栽培小麦中，导致锈病流行（Joshi，

1986）。

作物遗传多样性在农田内的空间配置

农民在种植作物时，可采取各种单作或多种混作，同时有各种套种

模式。这些策略会影响宿主 - 病原体互作的比率和水平，如前所述。

时间变量

温度季节性变化和收获、种植时的降水会，影响植物 - 病原体的

互作。农民的实践措施如休闲、轮作、播种日期的调整、品种不同的使

用期限、诱虫作物的使用，以及特定抗性品种的时间配置等，都可在建

立管理虫害的季节性中应用（Thurston，1992）。

轮作对于改善作物健康的各方面，都是根本的（Finckh，2003）。

这些可以分成对于土壤中或作物残茬上残留病菌繁殖体更长时间的影

响，经由土壤微生物活动的间接影响，以及特定作物对特定病原体的直

接抑制影响。尽管必须有一种病原体出现才能导致病害的发生，但是一

种病原体的消失对健康植物并非是必需的。事实上，有益和有害生物之

间的平衡往往起决定作用。

但是如本章所述，补充和拓展综合病虫害管理策略，例如轮作可以

充分利用和管理当地作物品种的种内多样性，这也是当地的主要资源。

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的农民，地方品种多样性及其管理，也许是少

量资源中的一种，与病虫害斗争可以有其他可利用的选择。因此，生物

多样性的优势通过一些方法的利用而增殖，这些方法除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外，还包括降低环境损伤、昆虫、真菌和土壤微生物的保护以及相

邻生态系统中的水生生物多样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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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研究中的挑战

尽管大家知道作物遗传多样性能用来降低病虫害的压力，但是也知

道这种方法并非在所有环境条件下都适用。面临的挑战是要形成标准，

来确定管理病虫害压力时，了解生物多样性使用的时间、地点及所起的

作用。这些标准将成为农民和技师采取措施和进行决策制定时的基础，

使其能够采用适宜多样性丰富策略来管理病虫害。

（1）研究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了一些利用作物生物多样性的指导，

下面是利用作物生物多样性进行研究时引来的一些关键问题。

·宿主抗性多样性：传统作物品种间和品种内，存在什么样的抗性

遗传多样性能应对病原体种群中固有的多样性？

（2）多样性和农田抗性：作物中出现的抗性多样性，是否确实能减

轻病虫害为害和作物的易受害性，或者至少在短期内？

（3）生物类型多样性：病原体的种群结构是如何在整个系统中变化

以及其空间上变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以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包括宿主、害

虫、病原体特点及直接来自田间测量的环境特征，并结合农民提供的

信息。

一般而言，植物种群病害的发生、抗性和致病性的协同进化，是 3

个因素互作的结果：宿主、害虫或病原体、环境，也被描述为病害三角

形（Burdon，1987）。在传统作物生产系统中的宿主 - 病原体协同进化，

也可与自然群落或复合，一同被描述成三角形。然而，对于传统系统中

的地方野生品种，将农民加入到这个模型中则很重要，因为他们在筛选

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Finckh 和 Wolfe，1997）。

结论

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基于最优化遗传多样性保存和管理，并形成

防御病害的有效机制时，理解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作物、环境及宿主

和害虫种类之间的相互联结，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匮乏的农民依靠当地

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应对所有导致低产的因素。另外发展可替代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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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结合几种抗性的高度同质品种的选育工作

其花费很大。这些高度纯化的多抗性品种不能适应低产田或高度变化的

环境。不可避免的是，当新的病害或病原体出现并为害的时候，这些品

种必须被替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够资助这样的连续而持久的育

种。公共部门在缩小，环境总是容易变化，而且气候对大多数病原体都

很适合。因此，抗性多样性在农场持久和优化利用上都是最基本的，它

可以确保农民当前的生产和未来的多种选择。在不适当的多样性配置情

况下，也不能排除这一根本原则。多样性本身并没有害处，但也并非总

是有益。因此，需要做的是确定关键的遗传学、环境和农学参数，这些

参数将影响农民其多样性使用的获益时间，并且能降低病虫害对作物的

为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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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对于简单性，作为严格的多样性策略，我们不包括多种物种，因为一个多

作物系统中的种类组分也许在遗传上是同质的，并且可能会成为不同病害的宿主，

然而对为害其他种类组分的病害可能具有免疫性。来自这一策略的抗性益处是源自

物理效应（如孢子陷阱、宿主密度）而不是遗传效应（例如不同的抗性）。

（2）术语“单作”通常指在大面积区域内连续种植单一的作物种类。然而对于

病理学家，仅仅单作是不够的，因为它可以适用于种、品种或基因的水平。如果种

内所有可获得的品种都具有相同的抗性基因，那么这一系统将会是一个高效的抗性

基因的单作（Finckh 和 Wolfe，1997）。

（3）遗传脆弱性被定义为“当出现一种广泛种植的作物一律感染某种害虫、病

原体的条件下，或者由于物理环境危害其遗传构成时，会造成这种广泛分布的作物

潜在性损失”（FAO，1998:30）。因此，脆弱性反映了作物潜在的损伤性，而不是

指出现的实际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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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　王云月　周江鸿

高投入和高产出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为增加水稻产量和满足日益

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粮

食安全（Lu，1996a，1996b）。

然而，少数高产改良水稻品种的单一化、集约化种植及长期大量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使水稻生产环境日益简单与脆弱，严重地破坏了水稻

生产生态系统。其结果是病原物的变异进化更快，病害的暴发和流行

周期更加短暂、频繁，病害的发生更加普遍严重（Shigehisa 等，1982; 

Bonman 等，1992; Dai 等，1997 ；Zhu 等，2000a, 2000b)。所有这些因

素已经导致作物大幅度减产。 

稻瘟病，由灰梨孢引起（有性态为 Magnaporthe grisea Barr），是一

种流行性病害，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水稻生产的限制因素。农药和

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稻瘟病，相反还导致水稻生态系统

的恶化，限制了水稻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本章内容论及如何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布局，即采用不同水稻品种混

合间栽控制稻瘟病案例 12.1，以及如何开展稻瘟病菌的遗传多样性研

究（Shigehisa 等，1982；Staskawicz等，1995；Baker 等，1997)。

案例 12.1　在中国实施的水稻品种混合间栽技术

感稻瘟病传统糯稻品种与抗稻瘟病现代杂交稻品种混合间栽，其结果是感

病糯稻品种的发病率减少 94%，糯稻品种单位面积的产量比净栽田块增加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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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混合间栽田块中杂交稻的产量仅减少1%（Zhu等，2000a）。混合间栽可增加

农民的收入，这种方法简单、有效、易行，广大的农民积极将该技术应用于水

稻生产中。随着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的迅速推广，在云南及中国南方

其他省，稻田高矮不同水稻品种相间种植已经成为许多稻田的主要景观，并大

大改变了农村的景观。1998~2002年，随着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面积在中国

不断扩大，混合间栽组合品种不断增多，农户开始将现代水稻改良品种与其他 

优质高感稻瘟病的传统品种混合间栽，其平均增产为0.5~1.0t/hm2。在中国由乡

村干部、农科员、农技推广人员、科研工作者等组成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

为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的迅速推广提供了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网络确

保了农户得到相应培训并在种植节令提供充足的种子供应。由于市场对优质品

种的需求增加，农民也偏爱种植一些优质稻品种，混合间栽技术的推广使农户

平均增加收入为150美元/hm2。这项技术的推广使农民受益，从而成为一项农民

积极主动采用的可持续实用技术。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广，许多优质感病的传统

品种又重新回到农田生态系统中，促进了种质资源的农家保护。

在云南利用水稻品种遗传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理念，也被应用于其他主要

作物生产中的病虫害防治，例如，小麦、大麦和蚕豆的病虫害控制。在云南一

年两季水稻 - 小麦（蚕豆）轮作的面积不少于 25 万 hm2，夏季种植水稻，冬季

种植小麦和蚕豆。小麦条锈病（由 Puccinia striiformis 造成）是小麦生产中的

一种重要病害，可导致高达 20% 的小麦产量损失。蚕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

物，与小麦种在同一生长季节，由于受到斑潜蝇为害导致蚕豆的产量下降。当

小麦与蚕豆的间作时，在云南 5 个试验点的试验结果表明，小麦锈病的发病率

减少了 24%，蚕豆斑潜蝇的为害也下降了。在小麦与蚕豆间作系统中，小麦间

作与净作的产量相比一致，但是，蚕豆间作的产量比净作增加。至 2002 年底，

利用不同作物混合间套作的面积不断增加，间套作种植模式有：小麦与蚕豆、

大麦与蚕豆、油菜与蚕豆、玉米与马铃薯、玉米与花生等。

在品种多样性混合种植系统中，尽管控制病虫害的复杂机制仍然需进一步

阐明，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已表明，现代品种与传统品种混合间栽可以提高产

量，减少农药使用量，提供优质的粮食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这种混合间栽

的生产方式还把将要流失的一些传统品种重新恢复种植到多样化的生产生态系

统中，为在现代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系统中如何进行品种资源的原位保护提供了

成功的案例，展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这种可持续的多样性种植理念已传播到

种植水稻的其他国家。菲律宾田间试验表明，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降低了水稻

东格鲁病的发生，这是一种在热带地区为害严重的水稻病毒病。在湄公河三角

洲和越南中部地区，通常栽培品种已散失了抗病性，品种混合间栽技术被采用

来控制稻瘟病。从以上不同地区不同生产系统中得到的试验结果，无疑将会进

一步促进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如何开展作物品种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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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间栽生产中水稻品种中的遗传多样性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也是亚洲栽培稻 (Oryza sativa L.) 的起源中心之一 (Cheng，1976 ；Oka，

1988 ；Shi 等，1999)。云南具有丰富的水稻遗传资源，在云南地方品种

中已发现并鉴定了许多抗性新基因 (Pan 等，1998)。

根据已克隆的近 30 余个抗病基因序列所推测的氨基酸序列分析结

果，已经克隆的抗病基因根据它们共同的分子特征可将抗病基因分为 5

类 (Baker 和 Staskawicz，1997)。由于这些抗病基因产物结构上相似，可

根据其蛋白质功能保守区设计合成 PCR 引物或简并引物在未知的植物

基因组 DNA 中扩增和分离抗病基因同源序列，筛选抗病基因或与抗病

相关的片段。这种抗病基因同源序列（RGA）分析方法为快速评价种质

资源遗传多样性和鉴定抗病候选基因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RGA 分

子标记已被用于描述水稻种质资源的特征和水稻育种工作中 (Chen 等，

1998)。

选用来自云南各个不同生态稻区的 137 个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

种：包括传统地方品种、杂交水稻、籼稻、粳稻、糯稻、黏稻和陆稻。

本研究目的：

（1）利用 RGA 分子标记评价云南水稻品种遗传多样性；

（2）寻找抗稻瘟病相关的分子标记；

（3）为水稻抗病育种和有效利用地方品种提供分子生物学基础。

RGA—PCR 扩增分析

本研究选用三对 RGA 引物（S1/AS3, XLRR for/XLRR rev, and Pto- 

kin1/Pto- kin2）( 表 12-1)。这三对 RGA 引物设计是基于拟南芥 RPS2

基因和烟草 N 基因的 NBS-LRR 区域设计的 S1/AS3 ；水稻 Xa21 基因

的 LRR 区域设计的 XLRR for/XLRR rev 和番茄 Pto 基因编码蛋白激酶

的 DNA 序列设计的 Pto- kin1/Pto- kin2。利用这三对 RGA 引物扩增供

试水稻品种全基因组 DNA，可以扫描和发现供试水稻基因组中与 NBS-

LRR、 LRR 和 Pto 结构有关的抗病基因。RGA-PCR 步骤包括 PCR 扩增，

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和银染（Chen 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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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

为了分析并明确供试水稻品种的遗传关系，所有扩增条带都作为显

性遗传标记加以统计。使用 Statistica 软件中的差异百分值和非加权成

对分组平均法程序进行水稻品种聚类分析 (Release 4.5)。

表 12-1　利用 3 对 RGA 引物对 137 个供试品种的分析结果

引物 序列 5＇-3＇ 扩增总带数 多态带数
多态带百分
率（%）

S1

AS3

XLRR for

XLRR rev

Pto-Kin1

Pto-Kin2

Total

GGTGGGGTTGGGAAGACAACG

IAGIGCIAGIGGIAGICC

CCGTTGGACAGGAAGGAG

CCCATAGACCGGACTGTT

GCATTGGAACAAGGTGAA

AGGGGGACCACCACGTAG

82

41

52

175

48

23

28

99

58.5

56

54

57

RGA-PCR 扩增检测水稻品种 DNA 多态性

由 3 对 RGA 引物对供试品种全基因组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片

段大小范围在 30bp 到 2kb 之间。其结果揭示出供试品种间具有高度的

DNA 多态性（表 12-1）。由 XLRR for/XLRR rev 扩增产生的一条大小为

350bp 的条带为粳稻品种所特有。RGA 扩增存在籼粳分化差异，RGA

扩增差异可能是水稻和病原菌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长期互作和协同进化

的结果。

差异分析

RGA 标记在植物基因组中的分布和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

的抗病性。将 3 对 RGA 引物的扩增结果使用 Statistica 软件中的差异百

分值和非加权成对分组平均法程序进行水稻品种聚类分析。总体来看，

供试品种的抗病基因同源序列类型丰富多样，结果显示供试品种间具有

丰富的 RGA 多态性。根据扩增带差异相似性为 96% 时，可将供试品种

划分成 3 个类群，其中第一个类群品种是粳稻和几个地方品种；第二类

群中以籼稻品种为主，同时包含寻杂 29、寻杂 36、黎明 251、京国 92

等粳稻品种和黄壳糯，现已知寻杂 29、寻杂 36 是具有籼稻亲缘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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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型杂交稻；第三类群为籼稻品种。在父母血缘关系相同的地方传统品

种之间的差异相似性为 8%~70%，这种差异分化可能是由在水稻育种

中长期定向选择和稳定选择造成。

RGA 分析结果揭示，籼粳亚种间和籼稻亚种内的 RGA 遗传差异较

大，粳稻品种间 RGA 遗传差异较小。这也反映在田间籼粳品种混合间

栽，或者籼稻品种间混合间栽比粳稻品种间混合间栽控制稻瘟病的效果

好（Zhu 等，1999a）。

混栽与净栽稻田中的稻瘟病菌遗传多样性

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0 年从云南石屏县水稻品种混栽田块和品种净

栽田块采集稻瘟病标样并单孢分离得到 251 个稻瘟菌株，其中有 24 个

菌株来自混栽田块，28 个菌株来自净栽杂交稻田块，10 个菌株来自净

栽的糯稻田块。利用稻瘟病菌的一段倒位重复序列 Pot2 设计特异引物，

采样 rep-PCR 分子指纹技术对分离自石屏县的 251 个稻瘟菌供试菌株

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及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析结果选取来自不同遗传

宗群的代表菌株进行致病性测定。

利用 Pot2 序列设计的一对引物（Pot2-1: 5＇ CGGAAGCCCTAAAGCTGTTT3＇

和 Pot2-2: 5＇ CCCTCATTCGTCACACGTTC3＇）进行长片段 rep-PCR 扩增，扩

增片段大小范围在 400bp~23kb。结果表明，基于重复序列 Pot2 的指纹

分析，扩增的多态带占 83.7%，供试菌株间存在丰富遗传多样性。

利用 Pot2 比较不同年份混合间栽与净栽田块的稻瘟菌群体遗传结

构。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在 0.65 相似水平划分，石屏县 1999 年采集分

离的 113 个稻瘟菌株可分为 4 个遗传宗群 (G1、 G2、 G3 和 G4) ；2000 年采

集分离的 138 个稻瘟菌株可分为 6 个遗传宗群 (G1’、 G2’、 G3’、 G4’、 G5’ 

和 G6’)。各个遗传宗群包含了来自不同的栽培模式的不同菌株。第一

遗传宗群 (G1’) 由 134 个菌株组成，其中 95 个菌株来自净栽的杂交稻

田块，其余的 39 个菌株来自于混栽田块。第二遗传宗群 G2 中的 11 个

菌株来自于净栽的糯稻田块，20 个来自混栽田块。第三遗传宗群 G3 包

含 25 个菌株，其中 7 个是来自净栽的糯稻田块，18 个来自混栽田块。

第四遗传宗群 G4 由 57 个菌株组成，其中 55 个菌株来自净栽的糯稻田

块，2 个菌株来自混栽田块。剩下的 4 个菌株则属于第五遗传宗群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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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第六遗传宗群 G6，其中 G5 中的两个菌株来自混栽田块，G6 中的两

个来自净栽的糯稻田块。 

净栽田块与混栽田块相比，前者的田间稻瘟病菌遗传宗群数较少，

且有明显的优势宗群，而后者田间稻瘟病菌遗传宗群数较多，且优势宗

群不明显。在杂交稻净栽田块 G1 宗群是优势宗群，在糯稻净栽田块中

G4 是优势宗群。1999 年和 2000 年之间遗传宗群的组成变化不大，表明

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利于病原菌稳定化选择。

混栽与净栽田间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组成的变化

根据 rep-PCR 聚类分析结果，选取代表不同遗传宗群的 62 个稻瘟菌

株，根据在中国稻瘟病鉴别品种的抗感反应，鉴定划分稻瘟菌生理小种。

结果显示，混合间栽田间鉴定出 6 种类群（ZB, ZC, ZD, ZE, ZF 和 ZG），

7 个稻瘟菌生理小种；净栽糯稻田间，鉴定出 4 种类群（ZC, ZD, ZE 和

ZG），4 个稻瘟菌生理小种；净栽杂交稻田块，鉴定出 3 种类群（ZA, ZB

和 ZC），10 个稻瘟菌生理小种。总之，混合间栽田间稻瘟菌生理小种类

群较为丰富，优势小种不明显；而净栽田间稻瘟菌生理小种类群较少，

有明显的优势小种存在。优势小种 ZB13 在杂交稻净栽田间占 50%，在

糯稻净栽的田间 ZG1 小种占 70% 成为优势小种，这是因为毒力小种定

向选择导致的结果。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水稻品种多样化布局不利于

病菌的定向选择，限制优势小种的产生，而有利于稳定化选择。

田间相对湿度和水稻叶面露水与稻瘟病发生

水稻会因稻瘟病发生而导致减产，田间稻瘟病的发生与品种、栽培

技术和气候条件有关。已有许多研究表明生态和气候因子影响稻瘟病

的发生 (Kong 和 Zhou,1989; Yu 等 , 1994; He 等 , 1998; Ding 等，2002)。

这些研究表明温度、湿度、降雨量、雾、叶面露珠和光照会对稻瘟菌

的产孢能力及水稻的抗病性产生较大影响。当温度高于 20℃，早晚有

露珠和大雾，稻瘟病菌产孢量大（Dong 等， 2001)。当空气相对湿度超

过 93% 以上 , 稻瘟病菌才会产生分生孢子。空气相对湿度越高，病菌

分生孢子产生的速度越快，数量越多。孢子的萌发需要空气相对湿度



283

第 12 章　作物品种多样性与病害控制

RH96% 以上且有水滴存在。在缺乏水滴的条件下，即使空气相对湿度

达到饱和 RH100%，也只有 1.5% 的分生孢子萌发（Qiu，1975）。Xu

等（1979）报道许多真菌只有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时孢子才能萌

发，但有水滴时会萌发更好。Yang 等（2000）指出病原菌孢子形成能

力和病害的流行明显地受空气湿度影响，在饱和湿度下真菌孢子较易萌

发并更具有侵染性。

近年来，在中国云南、四川和湖南省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控

制稻瘟病已经推广应用超过 35 万 hm2，并且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Zhu 等，2000b）。为了研究水稻品种多样性混

合间栽控制稻瘟病的关键因子，我们对田间的相对湿度和稻株叶面露

珠保持时间及面积进行调查研究，为利用水稻品种混合间栽控制稻瘟

病提供理论基础。

本研究中采用矮秆杂交稻（籼优 63）和两个高秆糯稻品种（黄壳

糯和紫糯）进行研究（表 12-2）。两个高秆糯稻品种的抗性基因 RGA

指纹相似（91% 相似性），但是糯稻品种和杂交稻品种之间的抗性基因

RGA 指纹存在较大的差异（59% 相似性）（Zhu 等，1999b）。

表 12-2　水稻品种及其农艺性状

品种 类型 稻瘟病抗性
生长期

（天）

株高

（cm）

千粒重

(g)
穗粒数

产量

（kg/hm2）

籼优 63 籼稻 抗 158 120 30.3 143 10 250

黄壳糯 籼稻 感 169 160 30 205 3 975

紫糯 籼稻 感 165 155 28 198 3 675

2000 年和 2001 年两年调查发现：当高秆的糯稻品种和矮秆的杂

交稻品种混合间栽时，稻株叶面露水表面积减少了，净栽的高秆糯稻

品种平均叶面持露面积是混栽田块的两倍多；当高秆的糯稻品种和

矮秆的杂交稻品种混合间栽时，稻田小气候环境中相对湿度显著降低

（表 12-3）。

糯稻品种在混合间栽田块中稻瘟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下降了，而

杂交稻品种籼优 63 在净栽田块及混合间栽田块中对稻瘟病的控制效果

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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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净栽和混栽田间相对湿度

年份 类型 品种 100%
 相对湿度的范围（天数）

95%~100% 90%~95% < 90%

2000 净栽 H 24 11 11 12

混栽 H/S 2 14 22 20

净栽 Z 19 13 6 20

混栽 Z/S 6 17 12 23

2001 净栽 H 19 12 7 20

混栽 H/S 0 9 21 28

净栽 Z 18 7 8 25

混栽 Z/S 1 12 16 29

*H= 净栽黄壳糯；H/S= 黄壳糯与籼优 63 混栽；Z= 净栽紫糯；Z/S= 紫糯和籼 63 混栽。

水稻品种中硅含量研究

水稻是一种典型的含硅植物。从水稻中硅的百分比含量和总量

看，硅是水稻中含量最丰富的矿物元素之一（Chen 等，1998 ；Chen，

1990）。硅对植物的重要性表现为它可以加固叶表皮细胞从而阻挡真菌

病原菌的侵入。当水稻缺硅时更容易受到病虫为害，例如，水稻缺硅时

易发生稻瘟病、稻胡麻斑病、茎腐病、稻飞虱、稻螟虫等。此外，缺

硅水稻下部位叶易出现披垂早衰并逐渐向上发展，抽穗推迟，谷粒易

感染胡麻斑病，易发生穗茎瘟，茎秆柔软易发生倒伏（Shui 等， 1999; 

Hu 等，2001; Chen 等，2002)。水稻含硅量高对稻瘟病的抗性好（Qin，

1979)，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水稻吸收硅经硅质化在表皮组织形成硅化细

胞层，加强稻组织表面机械强度，防止病原菌的侵染和扩展（Yoshida

和 Kitagishi， 1962; Nanda 和 Gangopadhyay，1984)。因此，水稻含硅量

直接影响水稻抗病虫能力以及抗倒伏性，硅对改善水稻株型和增加产量

有影响（Hu 等，2001)。已有许多关于土壤中含硅量与作物含硅量之间

的关系研究并已应用于生产，生产上通过施用硅肥来增强水稻的抗病性

和提高产量（Ye，1992;  Hu 等，2001)。

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可以有效地控制水稻稻瘟病（Zhu 等，2000a)，

大规模的混合间栽技术已经推广到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南方 10 余个省。

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广，一些感病优质的水稻品种得以在混合间栽稻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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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种植，特别是一些高秆易倒伏、优质、高感稻瘟病的糯稻品种由于

病害减少产量增加已被大面积种植。由于稻瘟病的减轻，农药施用量减

少，农民投入减少、收入增加，已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

的效益（Zhu 等，2000a)。

为了弄清品种多样化混栽控制稻瘟病和抗倒伏的机制，本研究选

择两个常用传统品种，研究它们在混栽田块和净栽田块中含硅量与硅

细胞结构变化，为品种多样性混栽能有效控制稻瘟病和抗倒伏提供科

学的依据。

试验所用的两个传统品种，一个是高秆易倒伏的糯稻品种，另一

个是高秆易倒伏陆稻品种，两个都是优质高感稻瘟病的水稻品种。另

外，还选取一个矮秆、高产抗病的杂交稻品种。在云南省弥勒县东洪村

选择中等肥力的田块进行试验，试验处理和小区设置根据朱等人的报道

(Zhu 等 , 2000b)。所有的小区处理由研究人员管理并与周围农户进行的

品种混合间栽田间管理一样，以不施杀菌剂处理作为对照。

收集混栽和净栽处理中水稻样本，应用扫描电镜（STM）观察，分

析组织中硅细胞的形态和数量 , 并且测量组织中含硅量。

收割前一星期调查穗茎瘟发生为害。由有经验的人进行田间调查，

调查人根据感病穗茎和感病枝梗所占百分率来评估损失率。根据穗茎受

害严重程度分为 0 级到 5 级。0 级表示没有感病，5 级则表示病穗率和

损失率为 100%，用病情指数评估损失率。病情指数计算公式：{[(N1 × 

1) + (N2 × 2) + (N3× 3) + (N4× 4) + (N5×5)]/N0…N5} × 100，这里的 N0…

N5 分别是各级的病穗数。

水稻灰化进行含硅量分析。结果显示，供试传统品种在混栽田块中

平均含硅量比净栽田块中高（表 12-4）。在成熟期除弥勒香谷外，混栽

田块和净栽田块的稻株含硅量存在显著差异。

对 供 试 样 品 进 行 了 扫 描 电 镜 观 察，(Revel, J.P. 等 ,1983) 然 后 在

KYKY-1000B SEM（放大倍数 800×，加速电压 18kV）下观察硅质细

胞的形态和数目。

扫描电镜（SEM）（800×）观察表明：在混栽田里水稻组织中硅化

细胞的形态和数量与净栽田相比有显著的差异。混栽田与净栽田相比，

前者供试品种组织中的硅化细胞比后者大而且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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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水稻茎秆硅的含量（%）

品种 生育期 类型 重复 1 重复 2 重复 3 平均值 增加率 (%) 
T 检测

（t0.05=2.78）

黄壳糯 孕穗期 净栽 8.11 7.57 7.22 7.63 14.68 3.89*

  混栽 8.64 8.61 8.99 8.75

成熟期 净栽 7.52 7.51 8.05 7.69 11.8 3.14*

混栽 8.28 8.48 9.04 8.60

弥勒香谷 孕穗期 净栽 6.4 6.37 6.89 6.55 14.81 3.13*

混栽 7.03 7.91 7.63 7.52

成熟期 净栽 6.63 5.48 5.55 5.89 16.47 1.89

混栽 6.28 6.8 7.51 6.86

* 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混栽与净栽田间稻瘟病发生、倒伏性与水稻产量的比较

传统品种和现代品种混栽能有效地控制稻瘟病。在混合间栽田间，

传统品种穗茎瘟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以及倒伏率与净栽田相比显著降

低（表 12-5）。1998~2002 年，田间调查结果显示：净栽田间传统品种

稻瘟病发病率是 5.73%~100%，病情指数是 0.011~0.804 ；而在混栽

田间传统品种稻瘟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仅为 1.14%~58.79% 和

0.0024~0.328。净栽田间现代品种稻瘟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

1.3%~81.9% 和 0.0026~0.468 ；而混栽田间现代品种稻瘟病的发病率

和病情指数分别为 1.27%~65.1% 和 0.0045~0.297。混栽与净栽相比稻

瘟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减少了 36.75% 和 39.82%。

各水稻种植区尽管存在生态条件差异以及品种抗性的差异，然而，

混合间栽都比单一品种净栽控制稻瘟病的效果好，在不同地区利用不同

的品种组合控制稻瘟病的效果都较显著。

在混合间栽系统中，其平均总产为 8 577.9kg/hm2，包括现代品种

的产量 8 044kg/hm2 和传统品种的产量 533.9kg/hm2 之和。在单一品种

净栽系统中，现代品种的平均产量是 8 060.5kg/hm2，而传统品种的平

均产量则为 3 663kg/hm2。因此，混合间栽系统中总产量均比单一净栽

现代品种或净栽传统品种的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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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间栽种植规模的扩大

自 1998 年以来，随着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种植面积的不断扩

大，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利用来进行品种组合（表 12-6）。1998 年品种

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在石屏县的坝新、冒河、宝秀等地种植面积仅为

812hm2。1999 年在红河州 6 个县包括石屏、建水等地进行混栽技术推

广，面积达 3 534hm2。2000 年混栽推广应用地区已超过 40 个县，推广

面积已增加到 3 4740hm2。2001 年和 2002 年推广面积已分别增加至

84 467hm2 和 136 189hm2。1998~2002 年在云南省 15 个地州推广种植

总面积已增加到 259 742hm2。

表 12.6　云南省混合间栽种植技术中推广使用的品种数

品种 / 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传统品种 2 4 40 62 94

现代品种 2 3 12 15 20

品种组合数 4 8 65 121 173

混合间栽品种组合选配

混合间栽品种组合选配是根据品种的抗性遗传背景、农艺性状、经

济形状、当地的栽培条件以及农民的栽培习惯进行综合考虑。品种抗

性差异的选择标准是基于 RGA 分析结果，两个品种 RGA 遗传相似性

最好低于 70%，高、矮秆品种组合的选配原则是高秆品种比矮秆品种

高 25~30cm，两者的成熟期前后不超过 10 天。为了提高农民参与的积

极性，在混栽技术推广早期可以提供一些经济补助，例如免费提供用于

混栽的优质稻种子及满足农民对高产优质的需求。选用与现代品种混栽

的传统水稻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栽培条件，比如当地灌溉条件、土壤肥

力、海拔等，所选品种也要受到当地农民的喜爱，以便符合当地的栽培

习惯。

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规程

为了方便收割，混合间栽的品种组合最好收割期相同。由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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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生育期不同，可以通过调整播种期已达到收割期一致。例如高

秆优质的传统糯稻品种、香稻、紫糯和软米由于生育期比杂交稻品种

长，可提前 10 天早播，在 4~5 月同时移栽到大田，以满足混栽品种组

合在成熟时一致。稻瘟病的发生为害调查评估标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

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培训

由于农民是混合间栽技术的主要实施者，因此，提高他们的作物多

样性保护与利用的意识，有利于促进他们自觉地采用混合间栽种植技

术，也有利于他们创造性地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技术。

为了使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的推广应用得到各级部门及领导

的支持，利用各级政府召开的各种有关农业方面的会议，对乡村级以

上的各级领导开展培训，使他们了解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对提高

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方面的优势

作用。同时，也使他们掌握混栽种植技术的基本方法、关键技术以及

推广的关键措施，让他们变成混栽技术的指导者。农技术员是农业技

术推广的主体，因此，应该让他们受到技术培训。在云南省 15 个地

州已经建立了 93 个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站。受过培训的农技术人员

深入乡村组织农户，利用农民夜间学校或是其他空闲时间对农民进

行培训。在秧苗移栽的关键时期，由村干部组织田间混栽技术现场观

摩，由农户进行现场操作演示，掌握混栽技术的农民带头进行推广示

范工作。利用各种媒体如收音机、广播、电视、墙报、挂历以及海报

等广泛宣传多样性混栽技术。至 2002 年已在云南大理、昆明、德宏、

丽江、临沧、思茅、昭通、楚雄、泸西、祥云和宾川等建立的了 33 个

试验示范点，3 个电视站和 29 个影像光碟生产点，印制了 38.2 万份培

训材料，并制作了的电视及幻灯宣传片，组织实施了 5 871 次培训课，

培训的农民总数达 92.9 万人。

田间试验示范对混栽技术的推广非常重要。1998~2002 年在 15 个

地州市的 90 个县进行了混栽技术的田间试验示范推广，示范面积达

64 133hm2。在弥勒、建水和腾冲县进行了品种混栽技术田间大面积连

片示范推广，示范面积达 6 667hm2，这些大大加速了混栽技术推广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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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从以上结果得出结论：作物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是控制病害的

一种有效途径。理论和实践表明，田间作物品种的遗传异质性能够控制

作物病害，大面积的示范应用抑病效果更佳。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作

物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提供了一种生态的病害控制方法，减少了农药的

使用，促进了作物的可持续生产。此外，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由

于简单易行，农民反映一学就会，效果显著，既能减少投入又能增加收

入，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所以很快就得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我们的经验认为科学家、各级机构领导、农技人员和农民的共同努力对

作物品种多样性技术的传播和实施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现代农业生产中如何高产稳产和有效控制病虫害还需要进行

不断的研究，作物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技术不可能解决现代农业生产中

碰到的所有问题。我们还需要不断研究，培育新品种，寻找不同的混栽

品种组合，发明和创造更多更好作物多样性种植技术及农业推广技术以

满足不同农业生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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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Brookfield C . Padoch

农民管理的生物多样性有其极端性。一方面，他们大面积利用化学

方法增加产量或保护单一作物的做法可能降低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

种植多种作物并用树木将这些作物分隔开的做法会形成一个多样化的斑

块状景观。本章与以前章节的内容有很大差异，主要是关于整个农场和

农业区域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不仅包括农业生物多样性，也有自

然和其他管理下的生物多样性。

本章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对农业景观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探讨。

通过轮作、改良和管理作物刈割后的自然再生，保证了农民能够连续地

进行作物生产。农民利用水分和土壤条件的季节性变化，形成多种植物

种植模式，能够在不同季节生长。有时，农民在耕作过程中要处理土壤

退化、盐碱化和水涝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管理实践来减轻这些问题，进

而农民会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波动性，使土地利用在空间上形成镶嵌

性。所有这些农业实践的改良措施都会影响景观水平的生物多样性。本

章的目的就是评估这些大范围的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探讨并解释

一些农业实践活动的科学意义并试图衡量其价值。

农业景观

近来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大多集中于小区和细节分析上，但是基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调查工作常常是在很大区域上开展的，因为这些区

域常被认为是有特殊价值并可应用保护制度的地方。在更专门的农业生

物多样性研究中，考虑农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是一个重要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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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农场及农田、果园、菜园、休闲地和草场成为取样和调查的重要单

元。况且农民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

生物多样性来自不同斑块之间、不同农场的农田和有农村自然社区

的农场。如果我们关心农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那么关注相互间有基因

流动的异质种群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类种群易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

生变化或被取代。所有要素在斑块间、农田或大区域的某一水平综合起

来，就成为多样性结构出现的地方，也是实践管理过程中产生多样性，

能观察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且能被人们理解的地方。这就是景观，但

是在开始论述本章的内容前，我们需要努力尝试用更积极的术语去定义

景观。

作为一个科学当量，从其定性意义相反的一个特殊角度来看，要

定义景观并不容易。景观是从 19 世纪末期的德国地理学进入英文科学

体系，指对特定区域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分析，有时是综合起来的一种

分析方式。以前的分析依赖地图，现在依靠遥感手段，但是定义仍保

留与可视地面水平相关的含义，因此景观被定义为在地形学尺度的范

围之内。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态学上斑块及斑块镶嵌状在进化中

的作用被重视，因而景观在生态学中日益重要。Forman（1995:13) 给

出了一个很有用的定义，即是将景观定义为本土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

构成的整体，在大区域内以相似形式重复出现。根据生态和土地覆盖

著作中的经验数据，景观面积可以从几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在

人口稀少缺乏景观历史描述的地区甚至更大。即使是小面积的区域也

有动态的、微环境的多样性。适应多样性的多样化管理系统会形成土

地利用格局的变化。

从单纯科学角度来看，景观水平多样性分析最普遍的目的，是衡

量或估计人类在利用产生的变化及利用条件变化后造成的影响。因为

巨大变化的发生，在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这种分析

变得尤为重要。伴随全球人口从 1850 年的 12.5 亿增加到 60 亿，人口

增长成为变化的最基本驱动力。1950 年后农业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

虽然在增产方面成效显著，但是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无论是有

无现代农业技术的地区，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均大量丧失，这是

大家的共识。

    我们称之为传统农业后的不足 30 年时间里，污染、土壤流失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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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森林砍伐、景观同质性、基因流失、不适合机械化和化学处理地区

的贫困，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少数民族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在一些主

要是新技术引起变化的地区，这些问题已经超过了以前的任何问题，并

且由于人类的强度利用，这些问题愈加被广泛关注。

在欧洲，仅有 3% 的景观仍可被描述为自然植被，44% 的土地被

作为农场管理，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土地退化和其他变化就成为公

众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关注开始导致欧盟的普通农业政

策发生了主要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环境管理新标准的实施，也就是所有农场在实施有

助于环保的管理实践过程中均会得到补贴，该计划特别资助农业环境

项目。虽然参与者的水平差异很大，但该标准目前已在所有成员国中

实施（Piorr，2003）。本次主要包括约 1/7 的农场，其中有 17% 的农田

在 2004 年前接受过欧盟的一些农业环境类项目（Bureau，2003）。由于

几乎全欧洲区域内都受到了人类土地利用的影响，必须从土地利用管理

上寻找解决途径。因此一些农业环境项目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降低家畜密

度，而是更有建设性的措施，一些项目在改善或重新构建树篱和灌木篱

时，将区域内保存的原有木本物种连接起来，打破自 1950 年来形成的

完全裸露区域无限扩大的局面。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在景观水平上恢复适

宜斑块状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

景观水平生物多样性的特点——欧洲和发展中国家

对多样性正在消失的事实虽然毫无争议，但是准确监测其变化仍然

是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欧洲人准备将部分税收用于农业环境的恢复

上，农民参与到农业环境项目中，并付给一定的补偿，这就产生了监测

的需要。近年来，寻找合适的方法在景观水平上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的

需求正在上升。虽然欧洲与本书中所涉及的发展中国家差别很大，但是

欧洲土地利用的镶嵌性则非常复杂，并且在欧洲大陆上占很大比例，和

北美等以广阔大景观为主的大陆更具相似性。因此调查主要在德国做的

一些类似的研究工作是相当有价值的。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一些调查。一些调查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在不

同利用方式下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其中的一项研究是在一个自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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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开始给予阶段性管理的农场上进行的，毫无疑问，生物多样性

随停止耕种后的时间延长而增加了（Waldhardt 和 Otte 2003）。为了避免

这类标准编目工作中所涉及的时间和资金上的大量投入，调查中的大量

工作在于寻找容易识别的指示物种，这样可以用于监测变化。尤其是集

中在昆虫区系的监测上，如选择可以快速捕获的甲虫等（Duelli，1997; 

Büchs，2003）。取样是主要问题，一些方法集中在将景观再划分成栖息

地类型区。景观结构，如果考虑到样地周围的管理对生态环境物种丰富

度的影响，包括自然和镶嵌尺度，其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指示指

标（Dauber 等，2003）。

几年前开始的一项研究中，将 TM 影像与详细的生态环境制图相结

合，形成了分层取样法（Osinski，2003）。生态区域取样计划是利用卫

星生成的土地覆盖数据，形成德国土地分类中最初的 28 个类，然后在

28 个土地类的内部抽取面积为 1km2 的区域进行生态环境组分的详细

分析（Hoffmann-Kroll 等，2003）。这项工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大约与大尺度的英国乡村调查在同一时期，该调查也采用了相似的方

法，即建立在典型样地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信息的方法（Haines-

Young 等， 2000）。Opperman（2003）提出一个更加间接的，却是一种

以完全参与式方法评价特定农场的生态管理，即主要利用农场空间的自

然特点及其管理中出现的一些植物和动物区系中的指示物种。

近 来 有 过 一 些 对 德 国 和 瑞 士 研 究 工 作 的 比 较 综 述， 其 中

Waldhardt (2003 ) 和 Waldhardt 等 (2003 ) 主要集中研究在有机体和

景观指标结合的价值，这些指标可能指明了今后的方向。然而，构

建指标时产生了许多问题，取样方法和评价都需要有高昂的费用。

多数这类工作所考虑的物种集合和参考区域都很小，因此构建可

能广泛用于农业环境区监测的指示物种，仍然要有一个漫长的过

程。整个欧洲范围内，尽管有密集的区域性科学投入，已获得了大

量有用信息，但是监测指标的研究，仍然处于开始阶段。正像 Oecd

（1997）指出的，为形成一套长期的有国际效力的农业景观指标，目

前的工作仍然与最初提出的目标有很大差距。

替代指标仅能够用于审视发展中国家农业系统、气候、生物和非

生物环境中的问题。栖息地多样性和景观格局虽然很重要，但是仅有

少数国家掌握遥感解译和地面调查所需的技术及资源。尽管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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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译能力有限，但是已在文献中找到了 50 个或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的

量化指标，但多数是几年前构建的，目前仍然是农业或自然区域中

可以获得的能使用的生物多样性分类的唯一工具）Whittaker， 1972; 

Magurran，1988）。

基于农业管理使用的多样化策略，可以支持甚至加强生物多样性

的假设，因此开始了有 12 国的人、土地管理和环境变化（Plec）项

目。该观点在欧洲获得广泛支持，主要是截止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

现代农业技术开始前，近千年的农业实践对欧洲农业影响，使欧洲

大陆形成了栖息地的动态镶嵌性或生态斑块，这不仅增加了物种多样

性，也增加了栖息地的结构与功能多样性，也许还包括动物和植物种

的遗传多样性（Waldhardt 等，2003）。Plec 项目被授权进行生物多样

性编目，该工作是所有示范区都必须记录的生物多样性，并且在 1999

年建立了这项工作的取样方案（Zarin 等，2002），随后设计了数据库

（Coffey，2000）、相关指数（面积总和）和多样性指数的详细计算方

法（Coffey， 2002）。Plec 仅关注维管植物的多样性，没有考虑任何水

平的动物区系。

     完全的分层随机取样即便在欧洲也办不到，因此我们的取样方法

和随机相比有其目的性。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在 12 个国家中，1/7 的

景观区域（示范生态环境区域）被选中用于代表已建立起联系、并已开

始实施项目的农村或农民群体。景观范围从 10 km2 到 100 km2，甚至是

国家大小，通常此样地在最后确定前，主要考虑的是设在曾经开展过调

查工作的横切面内。在这些景观中，主要的土地利用级别是以粗浅通用

的地面覆被物为首要判定方法。因为我们研究的工作区域，很大范围

上是在过去或目前进行轮作的区域中实施的，强调了土地覆盖变化的

不确定性，我们称此为土地利用阶段。在 12 国中，确定了 27 个这样的

阶段，根据相似性或可比性原则，包括平缓的边界，可以将其归成 7 类

（Pinedo Vasquez 等，2003a）。

    在这些大级别的类中，我们寻找类型特点或生态环境的集合组装特

点。因为如果强调按照农民的管理实践定义，我们称它们为地块类型，

虽然它们也包括不同的管理实践及不管理的休闲阶段或林地阶段。实际

的取样区域是在这些地块类型内，以有偏方式进行取样，强调最大程度

的表观多样性，特别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耕作地块上收集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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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等，2002）。在这些样地内设置样方，并进行植物种类的数量统计

（记名样方）。同时要详细收集有管理实践的样地周边的记名样方的生物

多样性信息（Brookfield 等，2002）。庭院花园和地块间的平滑边界，需

要单独取样，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处理（Zarin 等，2002）。

    PLEC 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主要是基于地面评价，只有局部样地有航

片和遥感影像。系统设计是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Plec

的目的是研究农民的管理实践及其产生的影响。这类工作的开展必须与

农民紧密合作。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小区域内，如位于坦桑尼亚的 Meru

山，Kaihura 等（2002）建立的土地利用顺序（案例 13.1），没有发现什

么，因为这个地区一年种植三茬，农田的作物组合每几个月就变更一

次。作物成分是农田类型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指标，记录了大量的其他信

息，包括土地所有者、农民年龄和其资产状况，坡度，肥力等级，氮、

磷、钾的亏缺情况，耕作类型，耕作工具，饲养家畜种类和饲养状况，

杂草和病虫害控制方法，控制侵蚀，土壤含水量和排水的方法等。1999

年对一个农场的 12 个农田类型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农民使用 10 种不同

的粮食和现金作物类型，6 种树及超过 10 种的药用植物来控制 30 多种

病害，有 17 个用于繁殖和出售的苗圃，6 种蔬菜、18 种水果和 7 种园

艺植物（Kaihura，2002:136）。这种管理的多样性给农业生物多样性赋

予了丰富的内涵。

尺度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如果栖息地类型或农田类型在很大的

空间尺度上重复，这是很难从土壤利用阶段上辨别的。虽然从不同的植

物区系组成上也可以辨别，但它们通常是由农民管理实践的差别所决

定。东南亚大多数地区主要有 4 种农田类型：进行轮作的池塘灌溉农

田，定期休闲的旱作农田，种植和管理的农用林地或林场，同时家里的

花园实行持续的集约化管理。每一类型的利用方式都构成一个土地利用

的阶段，但又可按照作物种类或管理的不同划分亚类。同样，在西非的

Fouta Djallon of Guinée 地方，除小面积的林地和未培育土地外，所有土

地可以被分成 3 个土地利用阶段：一贯并每年都强度培育的土地、粗放

经营并经常性与休闲相结合的土地，小面积的种植和管理的农用林地。

仅在 Fouta Djallon 地区单一乡村水平上，这些就可以划分为很大数量的

土地亚类及亚类间的平缓边缘地带。两种分类水平都是有效的，并且都

与根据特性目标所选择的整个景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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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3.1　坦桑尼亚 Arumeru 地区的 Olgilai/Ng’iresi 土地利用极端和土地

类型的描述

土地利用阶段 农田类型 农田类型描述

天然林 干扰最小 Mount Meru 山 麓 顶 部， 不 可 利 用， 因 为
山体陡峭，并有深的纵切山谷。坡度为
50%~85% ；湿润热带气候；一些野生动
物；保护区

轻微干扰 Mount Meru 山坡上部；用作木材、薪柴和
药用植物；距离村庄远和山体陡峭限制了
其利用。坡度 15%~35% ；热带湿润气候，
野生动物少

高度干扰 锥形山顶有时用于休闲；用作木材、薪柴
和药用植物。村庄控制树木砍伐，但是最
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和灌木已经收获了

人工林 松树和短期作物 清除天然林后种植松树；玉米和豆类通常
与白菜和马铃薯轮作；作物组合和排列由
于农民和季节而有差异。坡度是 10%~20%

柏树和短期作物 种植柏树，作物系统类似于松树耕作系统

种植桉树 清除天然林后，仅种植桉树

农业林 作物和树木 作物和树木按照农场大小、季节、农民喜
好形成复合系统；咖啡、香蕉、树木复合
玉米和豆类最为典型
各种变化的坡度

玉米和豆类复合
林木

玉米和豆类间作，树木作为边界和轮廓；
最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占据的面积最大

马铃薯和蔬菜轮
作

一年中的第一季种植商业马铃薯，随后种
植白菜，第三季休闲

玉米 单作玉米

马铃薯 单作商业作物马铃薯

农场边界 用树木、灌木和攀援植物形成边界围栏及
分隔不同地块。这些种有多种用途，但是
多数都有刺，防止穿越

种植区边界 农场内地块间的分隔有沿着边界的作物秸
秆、杂草垛以及有经济价值的灌木和攀援
植物，这些可以分解并能改善土壤肥力

家庭菜园 在住地附近种植当地或引进的蔬菜。通常
在平坦、坡度不大并有灌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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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地利用阶段 农田类型 农田类型描述

水源 小型集水区 划出的面积小于 30 m2 的区域防止水分渗
漏；种植多年生木本植物和香蕉，树木不
收获；限制穿行取水；为社区共有

休闲 恢复性休闲 公共或个人种植区域为培肥地力暂时不耕
种。陡峭到中等陡峭坡地

草场、游憩地或
休闲地

休闲的土地或家庭游憩的地方；可以放牧
山羊

围封地和割草地 围栏放牧奶牛或进行交配的草场（如公
牛）；也可以作为割草的饲料地

* 资料来源：Kaihura 等 (2002:155)。

农民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使用者

无论景观是一个很大的区域，还是仅有单一群落的地域，农场都

是通过生产管理而获得生物多样性的单位。农民很少只管理单一类型

的土地或是仅有唯一的土地利用阶段；其中通常包括自然森林、种植

林地、水体以及耕种草地和这些土地类型间的边缘地带。休闲地可以

是经过管理的，也可是没有管理的，它通常是能够提供可以收获的资

源。在景观水平衡量和记录多样性不仅需要得到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

的认可，还需要他们积极的合作。甚至是公共的荒地，也必须向使用

这些资源的人学习。

在 PLEC，我们广泛使用的农业多样性概念，是由 Brookfield 和 

Padoch （1994）首先提出，多数景观都经历了与自然相对应的栽培区

划，因而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多样性和生物环境多

样性，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就是上下文所指的四度空间，我们也称其为管

理多样性（Brookfield，2001; Brookfield 等，2002）。后一个术语还需要

解释。无论其是否能够赚钱，农场是一个和企业类似，具有特定相互关

系的经营企业，是社区的高级形式，是当地、区域、国家和全球经济的

一部分。和其他企业一样，它是嵌套于大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一个

社会经济系统。Blaikie 和 Brookfield （1987） 称农场的经营者是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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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便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工作，并且需要决

策生产哪类作物和家畜。农民或家庭农场为了达到生产目的必须做年

度、月度和日生产计划。农场间的差异很大，农场经营者的资源和技术

也差异显著。

这是多样性的中心部分。它包括存在于农场所有者、租赁者和经

营者间，资源固有特性限制和农场的劳动力总数等方面的多样性。基

本要素包括劳动力、家庭大小、家庭资源特有差异和依靠农场外雇工

情况等，也包括在农场工作的年龄群体和性别关系、依靠农场本身而

不是外部资源的支撑，农场的空间分布，农场间的相互援助和获得土

地的农民间的差异性等。资源所有制、资源所有者能够利用的条件，

也就是 Leach 等（1999）所描述的环境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组织

多样性涉及到所有资源管理，包括土地、作物、劳动力、资金和其他

输入品等。

无论什么样的土地所有权条件，在资源最大负荷期间，有技能的工

人都有形成简单组织的需要，但是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文献中往往被极

大地低估。这种从单作到两作甚至三作的变化，使绿色革命成为可能，

因为绿色革命对这些技能需求很大。此时，农民在如何管理他们的资源

和劳动力方面，很少接受指导和教育，他们都是通过自学而获得这些技

能的。组织多样性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农民有时会在短时间内，根据环

境改变劳动力和资源的组织方式，很快会对与生产力相关的、需要新方

法的信号作出应答。

    这方面做的最好的专家型农民往往不是社区的政治或社会领导者。

在中国进行的 PLEC 项目，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改革家，名叫李大

一，以前主要是在从事狩猎和作物耕种间相互转换。20 世纪 80 年代，

他为驯化从森林里发现一种稀有而珍贵的木材——普文楠（Phoebe 
puwenensis）产生了兴趣。虽然不懂植物学建植的方法，他在两年内

成功地获得了可存活的该树种的实生苗。1983 年，他将 0.13hm2 集体

分给他用于种植玉米的土地变成了玉米与树苗间作的种植地。在 PLEC

的支持下，他将其技术推广到 95 个村庄的农民手中（Dao 等，2003）。

在过去的几年中，生活在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村民们已经修

改了他们与现金作物相结合的固有种植系统。一些在园子里种植洋芋

的农民，往往在第一、第二年期间同时种植可可或咖啡幼苗。直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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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前，Robusta 咖啡始终是这个地区唯一的现金作物，这是

由推广组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引进的，在次生林包围和银合欢遮阴的

小区中种植，平均每个小区 150 株。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狂热，

使农民几乎不种植其他咖啡类型，所有家庭都至少种植 Robusta 咖啡

一二个小区。然而，1990~2001 年间，种植了超过 7 万株可可树。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情况而需要耕作制度有一定的调整。在以前三

年种植制度的最后阶段，小区被杂草占据，但是目前引进的这些匍匐

地面的甘薯有效地控制了杂草。休闲地中的树和高草现在也没有杂

草，并种植南洋樱（Gliricidia） 为给可可遮阴。这样就将种植粮食作

物生产转变成了现金作物园。在农民争辩了 20 年后，他们会清除可

可，再次种植粮食作物。农民知道清除可可、南洋樱、银合欢然后种

植粮食作物相当林地 20 年的休闲。因此这个实践的结果将不是降低

粮食生产，而是有可能在 20 年后，导致自然演替的休闲地物种大量

流失，虽然其中有很多是使用者自己收集的。农民虽然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但是认为这种丧失不严重，因为并不是每块被开垦种植粮食的

生态环境都会变成马铃薯或可可。他们不会用劳力去收获、加工这些

可可或咖啡（Sowei 和 Allen，2003）。其他许多类似的例子也能引用。

现代社会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西非加纳南部出口业的创造，1890~1920

年间，有魄力的移民农民在次生森林中建植了大面积的可可，为便于

其土地的殖民管理而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土地，因而形成了新的土地使

用制度（Hill，1963）。本章后面部分，我们会描述在巴西亚马逊的农

民如何对价格作出响应而将粮食作物系统转变成农林系统。这种活动

类型将改变整个景观的生物多样性。

     还有其他生物多样性的使用者与农民不同。摆脱一切限制的牧师，

在一年的不同时间，可以使用不同的景观，其中一些人以与农民形成契

约的方式，在农民的休闲地上放牧家畜。这在西非的萨旺那区域是非常

广泛的一个实践。Toulmin （1992）描述了在 1970~1980 年期间，马里

北部 Bambara 村的家庭为了吸引游牧的富拉尼人而如何用手打井，因为

一旦富拉尼人的家畜在有水井的农田里宿营，就会产生厩肥而增加粮食

产量。但是村民必须确保留住他们的客户，如果富拉尼人在附近定居，

他们就自己打井而不进入他们的农田。为了保持这种资源通道的安全

性，在 Bambara 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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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居的人口中，一些人很少有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他们可以依

靠的是公共土地资源或是景观区域中的任何地方。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

根本不是耕种获得的。案例 13.2 的资料来源于孟加拉国政策发展研究

中心的 Farida Ahkter 在蒙特利尔发表的一篇文章，主要从地理角度描述

了穷人区最穷的人如何依赖生物多样性。

案例 13.2　孟加拉国农村最贫困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计策略

在孟加拉国农村，穷人依靠自然的、没有经过培育的食品生存和维持生计

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种依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研究通过收集他们

居住的土地、水体和森林中的植物，探究了穷人使用食品的匮乏。但我们问村

民，穷人住哪里？答案是“混乱”（Chak），意思是在其他的耕地或远离公路。

6~8 月的几个月，他们在甘蔗田里忙着为农民收获甘蔗。在 Agarhayan, Poush

和 Magh 的季节中，他们忙着为农民收获马铃薯和水稻田准备秧苗。他们可以

因为这些劳动得到一些钱，主要用于油、盐、学费和偿还债务等。但是，他们

的报酬也可以用部分马铃薯作支付，并收集不再需要覆盖的马铃薯田里的秸秆

用作薪柴。他们将捡农民田里的黄麻叶子来吃，沿着水稻田边收集多叶植物，

并且将其中的一些卖掉。他们会卖掉散养鸡的鸡蛋去买大米，捕捞水中的小鱼

作为每日食物。这是这些穷人的生活方式。

确保他们获得这些食物资源，能够应对挑战，最适宜方法是什么？建立在

少数作物基础上的农业发展，由于杀虫剂和单作等广泛使用的农场实践，使穷

人不能得到足够的未耕种食物资源，因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并不能充分补偿其

给穷人造成的损失。这种农业模式也不能补偿公共财产制度和授权人们使用这

些食物资源的社会惯例的流失。分析这些未经培育食物在孟加拉国食物安全中

的贡献说明，适宜的水平是将获得这些食物资源扩大到群落景观，而不是将其

仅仅局限在个体植物种、农场或后院。依靠多样性基础上的农场系统、保护农

村土地而不使用杀虫剂和公共土地围栏等实践活动的简单推动，也能保证获得

大量未经耕种的食物资源。与基于耕地的培育植物的农业定义的更多局限性相

对比，这种策略可以称为景观培育。农业改良应该在更广泛意义的背景上继续

提高群落承载力，以产生和维持生物多样性食物系统需要的条件。最后，生物

多样性不是培育，也不是培育的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 : Farida Ahkter,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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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尺度

无论是从农业生态系统中发现生物多样性还是系统以外发现的，生

物多样性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温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农民的轮作

顺序、短期农场和随后的休闲，都可能是北方农业随时间变化的常见类

型。但是热带小农体制下的时间复杂性，通常是科学家不熟悉或很少能

理解的，也常被政府忽略或指责。

通常研究的典型小农户模式，即砍烧和游耕的农业种植业系统中

涉及到管理的复杂时间变化和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热带 - 亚热带中，

几乎所有形式的小农户农业都是高度变化的，但他们通常以两种利用方

式交替为特点，即刈割、火烧的方法清除土地，然后是一个较短的精细

作物种植阶段与多年的森林或灌丛休闲地阶段交替。直到最近，才逐渐

不以砍烧制度中作物的集约化管理为特点，而是将休闲阶段理解为临时

性的弃耕。它是假设这部分在该循环中，在耕种、清除杂草和多数作物

收获后，所有动植物的管理活动都停止，直接来源于小区的经济效益很

少。实际上，休闲过程中的农田常常可能会恢复到完全的自然植被。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南美和东南亚进行的研究，表明另外

一种结果。正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虽然砍烧地管理可能随时间而

发生剧烈波动，但是许多小区从来没有被真正弃耕过，因此很多轮作系

统更准确地被描述为农林业循环。即使很大面积的植被看起来像野生或

自然植被，主动而有技术性的管理虽然不容易察觉，但是仍在继续，因

而会束缚生态环境中动植物种类和频率。在植物范畴内，尤其是休闲地

上的植物，实际上这些植物仍是被耕种过的，有时通常难于或不可能被

确定。同时，取样种类可能不会发生变化，野生或栽培比例，可能转变

为自然重建植被和自然入侵者，或在休闲地精细管理后的几个月或几年

中，最终被栽培植物代替。

由于经济压力正在上升，处于热带的亚洲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农

村人口逐渐增加，砍烧已经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砍烧—休闲地管理

经历了与这些转换相关的剧烈变化。该循环中所有阶段的管理，变得更

加精细和可见，以市场为导向的物种管理成为其特点。由于农林业经常

是以橡胶树、水果和速生林为主导，这类强度砍烧—休闲系统目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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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另外，超强度但仍是复杂的循环系统，包括有经济价值的灌

木，甚至是草本豆科植物为主的休闲地（Cairns，2006）。

    我们如何能准确测量砍烧—休闲农林系统中的持续变化的生物多

样性？研究单元广阔的景观和包括各种管理水平下成熟的农田及休耕

地，就可帮助研究者获取这种农业格局中多样性的丰富度和复杂性。在

时间尺度上取样，是能够获得随季节性和其他变化结果的理想方法。

Plec 项目中发现在每一个地区，研究者都必须灵活地调整其研究方法以

求和当地条件相适应。并且，他们必须理解，如果长期研究和重复取样

做不到时，其研究数据就有局限性。

时间复杂性有多种形式，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会出现很多困难。在

亚马逊河的冲击平原，Plec 有几个研究地点，地块每年经过陆地和水体

两个阶段。农民的地块随着每年河流的洪水而消失；在秘鲁，通常河

水会涨到 10m 高 , 洪水退去后几个月出现农田，在目前和未来的农业

利用上，这些农田的植被盖度、地块大小、土壤类型和其他特性等都是

变化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地块在水下时，其生

物多样性变化剧烈，虽然看起来常常像是只通过一个不同的水体阶段而

不进行生产。例如，在秘鲁的 Muyuy，许多 Plec 项目中，冲击平原的

农民，会通过管理河边和湖边植被，包括能结实的果树，使其不仅在陆

地阶段能够为人类生产水果，而且在洪水季节能够吸引鱼类（Pinedo- 

Vasquez 等，2003b）。对农业研究人员来讲，亚马逊地区农民形成的水

体和陆地阶段的多目标性管理，很难被发现，也不能引起共鸣，其生物

多样性组分的确很难衡量。

在整个热带，在一个独立地块上同时管理具有多种功能的农业、农

林业和林业资源，对一个小家庭企业来讲是很普通的。尽管他们的方法

很深入，但是这些方法在文献中很少被提到，似乎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

根本就见不到。许多农民在农田里种植几个月后就可以收获的一年生作

物，同时也在农田里间作 30 多年后收获的树苗。树苗可能是自然入侵

的或是有意种植的，也可能是从临近的森林和花园里移栽过来的。种植

的粮食作物在除草和收获时，很少注意生长缓慢的树木，而只是匆匆清

理和偶尔修剪一下。热带小家庭农场中非机械化自然状态的持续使多样

性成为可能。当地农民了解他们农田里的每一个角落中生长的机体及其

组合的生长特性，包括其特殊性和局限性，这些知识使复杂的管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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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案例表 13.3 显示了在巴西亚马逊冲击平原，这种管理过程的最

后结果，从砍烧阶段后种植有价值树种的树苗开始，经历地块休闲阶段

后，最后形成成熟的森林。

主观能动性很容易被曲解，尤其是被农民或社区管理的、多样性丰

富的系统，这些系统是明显低产或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人类

学家 Fairhead 和 Leach （1996）在几内亚的工作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已

经成为经典案例。他们描绘的通常被大家认可的情形是：Kissidougou 省

现有的农田、森林和草地，曾经处在长期变迁中。然而官方和当地对

Kissidougou 省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和人与森林相互作用的自然本质在

理解上完全不同。如果接受当地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原因的争论，即

“在景观上定点取样获得的多数生物多样性和大面积的森林的出现很大

程度上是由人造成的”，那么区域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测量和人类对当地

景观形成的作用，这在本质上与肯定提前砍伐森林的竞赛游戏的这个假

设是相反的。有效利用航空摄影和遥感等现代技术以及早期的生态环境

描述，Fairhead 和 Leach 确定了当地的解译标志。

    在世界的另一端，Yin（2001）显示了中国云南农民仍旧保留的砍

烧法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系统，一些变化是最近发生的，有一些变化是

很久以前就有的。作物和栽培方法已经改变了，轮作时间变短，建立的

轮作方式能够维持这些土地短期轮作的肥力，引进现金作物或开发以前

只用于维持生活的植物的现金用途，甚至结合了梯田形式。然而，尽管

这个系统已经形成很强的适应性，并且其适应性仍在持续加强，但是官

方和许多科学家继续将所有推行砍烧法的农民视为原始，而其做法应该

被很快替代。只有现代农林生态学评价才开始真正对传统技术的优势有

了新的理解，这虽然是迟来的理解，但是仍然在持续上升。

    小家庭农业生态系统中经常出现逐渐增强的变化，且各步骤间看起

来相互脱节（Doolittle，1984 ； Padoch 等，1998），这些相互脱节的措施，

增加了多样性测量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劳动力的限制和巨大的环境变化

使农村家庭可获得的其他资源产生了变化，导致长期接触到的农场发生

变化。在农业的边缘环境中，增加可耕地需要时间和劳力的集约化经

营。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西部加里曼丹省的海岸，将泥炭沼泽地转变成

高产的可可园或红毛丹园，甚至建植成盈利高的果园，这需要花很多年

挖沟、排水，建植并毁坏已经种植的几种水稻。在该区域一个典型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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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3　巴西亚马逊低地两个生态环境森林阶段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在两个生态环境中发现，林地面积是小农户土地所有的一部分，是开

始于农田阶段、连续休耕和森林阶段等连续管理实践的结果。10hm2 抽样样地

的详细目录清单（Mazagão 5hm2 和 Ipixuna 5hm2）表明物种丰富的多样性（案

例表 13-1）。

在两个地点中，森林均包含很高的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但是，Mazagão

森林中的平均物种数量（51）略高于 Ipixuna 森林的平均物种数量（36）。相比

较而言，Ipixuna 的取样森林中的树木数量（平均 1 117）更多，高于 Mazagão

（平均 1 014）的数量。这些结果反映了这两个生态环境中小农户的管理历史和

资源提取物实践。在 Mazagão，人们更热衷于森林活动，他们趋向于不断增加

森林中需要的木材、药用植物和水果等种类。Ipixuna 的农民则热衷于农林业

和采集水果、药用产品，而不仅仅是木材提取物。

尽管 Mazagão 和 Ipixuna 居民在森林用途和管理实践上有差异，但是两

个地方的森林都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或利农指数。基于多样性指数的估计， 

Mazagão 森林 ( 平均 H'=2.59) 比 Ipixuna 森林 ( 平均 H'=1.77) 有较高的多样性

值。这些结果与其他地区报道的森林区域的利农指数相似，如 várzea 河口的冲

击平原（Anderson 和 Ioris，1992）。

虽然 Mazagão 森林的物种丰富度高于 Ipixuna 的森林，但是两种最有商业

价值的物种（Euterpe oleraceae 和 Calycophyllum spruceanum）均是连接生态环境

中的最主要的建群种和优势种。这表明，人们鼓励森林中这些树种和其他有

价值的树种的建植和生长。类似地，两个生态环境中木材、水果和药用物种的

大量出现反映当地居民的管理强度和频率。调查资料也表明，人们对商业价值

较低的几个物种保持比较低的个体数量。在这些物种中有一些先锋物种，如

Cecropia palmata 和 Croton sp.，它们在吸引大型狩猎动物上具有重要地位。

案例    表 13-3    森林样品的多样性，对种数、个体数和香农系数（H）的比较

Mazagão Ipixuna

样品小区 种数 个体数 H 样品小区 种数 个体数 H

1 48 892 2.96 6 26 623 1.66

2 55 1 096 2.66 7 41 1 032 1.91

3 54 1 118 2.43 8 38 1 610 1.68

4 45 778 2.66 9 43 1 696 1.80

5 55 1 322 2.26 10 34 923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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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其重要值指数，表明在 Mazagão 和 Ipixuna 森林中发现的 8~10 个最

重要的物种是产生商业价值的产品。在管理休耕地时，人们也按照相应的特殊

环境和经济条件，采用和发展新的管理技术。经济上重要物种的丰富度和优势

度，是小农户通过应用管理措施保持并促进不同光照和环境条件下物种重建的

基础。例如，多数农民进行收获前的管理实践，以避免对森林的过度损害，因

此可以优化生产。在最近的收获前管理实践中，比较有创新性的是在砍伐木材

前，撒播种子或种植有价值物种的实生苗。多数实生苗是从森林的其他部分收

集来的，但是 Andiroba 红木（Carapa guianensis）的树苗主要是在家庭花园生

产的。 

资料来源 :  Pinedo- Vasquez 等 (2003c ：69~71)。

观可能包括用途变化、管理和多样性差异形成的许多斑块地。所有该区

域镶嵌景观的组分都是由于小家庭林-作物系统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

性等特点形成的。加里曼泥炭沼泽的内陆区，发生了从一个系统变成另

一个系统的案例，这种变化是不连续的，并且增加了一些表面上令人费

解的过程。Padoch和其他研究者记录了Dayak村民从砍烧农场的丘陵地

种植水稻变成灌溉水稻田栽培的过程（Padoch等，1998）。这个变化过

程引发了许多变化各异的中间过程，这些中间过程的生产力和外貌均不

一致。在这个动态系统中，对于希望更精确表达丰富度的科学家来讲，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更具挑战性。

结论

景观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在测量和解释上均出现一些争论。因为在该

尺度上的综合调查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取样设计的自然性就成为最重

要的方面，且它还会产生很多困难，尤其是对巢式样方的定义。一个极

有目的性的要素往往都是引进的。Plec 项目中，我们在土地类型中选择

地块，且在这些地块以及全部家庭花园中综合做样方。在欧洲的工作，

力图寻找合适的指标，以克服扩大景观调查时的尺度问题，但是并没有

找到可以普遍应用的指标。因为估计改善管理的成功性是目的，因此在

农业组分中选择与结构方面相关的生物指标和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管

理特性相结合。这个方法修正后可在发展中国家使用。

然而，用能理解的科学方法来衡量它是很困难的，令人瞩目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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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对于理解许多小家庭农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力度是必须的，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是直接种植的大部分管理，都会在这些管理系统

的边缘发现多样性，如果沿着管理系统这个路径，在房屋间和沿着河道

的地方都能发现多样性。正常收获这些斑块植被，其生产的水果被食

用、销售和用来满足其他多种经济需求。当农民缺少了多样性的这些无

形资源时，他们的膳食和收入常会下滑，他们应对气候或经济干扰的能

力常会丧失。

农民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时间因素也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已经详细讨

论过：每年淹没的洪积平原上水体和陆地交替出现，但是更大的议题

是：在一个土地利用阶段上，有目的管理产生的对后期该土地利用中生

物多样性的调整的影响，或者是使生物多样性向另外的发展方向转变，

因此有目的的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差异。这些结果是理解

景观水平管理效果的核心，它们揭示了管理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多大

的影响。本章已讨论过管理对生物多样性的改变，既包括有目的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也包括通过借助生产需要而间接的引起生物多样性的变

化。出现持续生物多样性流可以作为一个中心结论，它是引起其他所有

问题的关键，也就是保存植物、植物组合和管理景观的静态基况。

注释

α- 多样性是在生态环境或样方内的多样性（如本地多样性）；β- 多样性是生

态环境间种类的变化（如物种转化）；γ- 多样性是所有生态环境结合起来的景观

多样性（如区域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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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小农户系统的多样性和革新对	　	
环境和经济变化的响应

K. Rerkasem M. Pinedo-Vasquez

在世界上大多数农产品都工业化生产的今天，以热带小农户模式为

主的农民，是少数仍然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种植和管理大量作物多样性

和其他生物资源的群体。专家已经确定小农户的农田中有大量稀有物种

和作物品种，他们呼吁进行保护。作物多样性其所能提供并为大家所熟

悉的灵活性在丧失，是世界农业面临的危险，对这些无价资源已建立

了就地和迁地保护计划。然而，基于人类实践、土地管理和环境变化

（PLEC）项目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小农户的作用仍处于争论之中，争论

小农模式的重要贡献，以及如何按照他们农场结构中的稀有作物和品种

对其进行的排列和归纳。小农户农民大量复杂和多样性的资源利用体系

已经产生，还在继续发展，这些复杂的多样性资源利用体系是很重要

的，并且会对资源产生威胁。这些生产系统反映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

与生物和技术资源结合为一体。如果这些资源利用系统产生的有价值的

产品，能像它们本身所生产的产品一样被备份、检测、改善和推广，那

么将会极大地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本章我们将重点放在这些资源利用系统上，以及小农户如何经常性

利用并改变它们。我们尤其要审视那些超越严格的本土或非本土、传统

或现代的小农生产和管理技术。田间实践表明，小农户们大范围保留的

系统有巨大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试图分离小农户技术并形成一种类型，

通常是不可能的或徒劳的。保留复杂和多样化的资源利用技术和我们所

讨论的保护实践，也就是产生和保持环境的方法，这些都是作物和其他

栽培或管理下产生有机物丰富的多样性家园。我们知道，高水平的农业

生物多样性和小农户管理的其他生物多样性形式，是世界上小农场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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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经济资产。我们认为小农户的农业多样性也反映和支持了小农户

的承载力，就是对科技和经济变化的应答，还有拥有对快速变化的环境

和社会作出调整的大量生态及经济方式。

   为了支持我们的论点，我们利用整个热带地区 PLEC 的示范点，在

动态农业、农林业和林业管理技术层面上，提出、分析和讨论了一些

经验资料，并讨论了相应的保护实践。PLEC 项目在下列国家和地区执

行，如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的中国农民，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岛，坦桑尼

亚、肯尼亚、乌干达、加纳、几内亚、墨西哥、牙买加、秘鲁和巴西

（第 13 章）。Plec 方法集中在农民策略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和就此产生

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民策略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可以当作悠久社区实

践的传统产品来对待，也可以说是面对不良环境、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

的个人创造和个人决定。我们这里讨论的变化来源于形成的大量品种，

通常由于复杂原因形成的，在持续时间、严格程度和外形等方面发生变

化。我们集中在本土水平的变化和响应，也就是我们并没有考虑由于全

球范围的巨大灾难的影响，也没有概括小农户对于普遍存在的全球变化

的反应，虽然我们有一些例子会以灾难作为分类特征，但那属于突发性

事件，可以带来巨大的伤害、损失和破坏（韦氏在线词典），这些“灾

难”多数描述了全球性的价格和市场波动。几个被卷入亚马逊洪水的村

庄倒塌，看起来是灾难，同样由于一场新病害的到来会洗劫社区主要现

金资源或使重要作物咖啡的产量和价格急剧下跌。然而，我们讨论的案

例并不是以观察到的地区尺度的突发性灾难事件为特征的，描述的关注

点也不仅仅局限于常规，而还有一些特殊性。我们研究中还包括不可预

见的灾难，这不仅反映了它们的小尺度和乡村位置，也是小农户在成功

应对这些事件中所展现出的最基本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小农户系统可能是变化的、异质的并具生态环境特殊性。但是，我

们强调的是这种系统的整体性，而不是利用技术和保护实践将其分成许

多类资源型。持续被低估的小农户资源由于技术的多样化目标被开发和

保护。我们通过全面观察、进行有关推荐研究和发展策略得出结论。我

们坚信：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贫穷国家，利用他们生物多样性的可持

续性，来改善其最贫穷农民的困境，我们需要重视并将技术资源结合于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中，保护实践是建立在高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景

观工程生产的基础上，是由小农户世代管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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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多样性过程和产品

强调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无疑已经使由小农户形成的系统论述

更不清楚。同样地，这也被许多研究者所强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包括那些最关注小农户的研究者，他们也认为长时期的持续性和适应

性，使这些小农户系统的稳定性加强。我们的确认识到以小农户生产

为特点的长期性观点，和以许多村民长期实践为基础的重要性。然而，

我们也断言小农户对技术革新和策略的承载力，可能是他们应对面临

问题的最重要财富，也是解决因环境和经济变化产生问题的一种机

遇。包括生物和技术的多样性，通常是适应性的核心。农民利用环境

中的自然多样性进行生产的许多综合性方法，包括作物的选择及将土

地、水和生物区作为整体来管理，即农业多样性 (Brookfield 和 Padoch，

1994:8)，是小农户能够应对社会和自然景观变化的根本，其中既包括

积极变化，也有消极变化。

研究人员长期研究过小农户社区生产系统的技术适应和革新，以

及它们作为如何应对的各种变化 (Feder 和 O’Mara，1981)。例如，过

去 40 年中，Boserup 建立在土地利用强度和种群生长的农业生长基况，

是田间最具影响的工作 (Brookfield，2001)。然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

的不同意见 (Richards，1993; Scoones 和 Thompson，1994)，多数研究

者利用小农户中技术变化来预测系统长期进步的变化，或突然地被迫

放弃、退化或系统崩溃。我们主要集中在小农户愿意坚持的、已有的、

能持续的稳定生产的变化和适应上，同时，农业多样性是农民适应的

基本工具。

PLEC 研究人员几年来收集了丰富的农业多样性数据，发现农民利

用机遇和适宜技术，在持续不断地革新并解决问题 ( 更多的数据资料参

见 Brookfield 等，2002, 2003)。我们将概述几个例子，来揭示系统利用

并能克服困难的大量多样化品种。例如，巴西亚马逊区域的农民已经发

展并形成了香蕉 - 伊姆卡尔拉达 （banana emcapoeirada ）农林系统，在

该系统中，他们能够进行香蕉生产；然而在单作系统中，由于细菌性病

害常常席卷和蔓延，给香蕉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Pinedo-Vasquez 等，

2002b）。市场对野菜需要的增长和变化的土地政策，推动了泰国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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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民形成了一个优势农业系统 (Rerkasem 等，2002)。肯尼亚咖啡

价格的下降导致生产者形成了几个植物种和品种共同种植的综合系统，

这个系统是在保持适宜大小咖啡丛的情况下，搭配种植一年生和多年生

植物种或品种 (Kang’ara 等，2003)。秘鲁河岸侵蚀的潜在性灾害，使农

民很早就形成了以动态变化的方式生产作物并管理动态经济的和生物物

理的环境 (Pinedo-Vasquez 等，2002a)。

农民应对变化过程中的农业多样性和变异

大约 20 年前，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灌丛火灾，给加纳小农户农

田中种植的可可和其他果树带来严重损坏。在可可已经出现退化，为

非主要作物的经济地带，这类事件时有发生。可可豆的价格很低，多

数加纳农民已经历了可可经济从繁荣到衰退的快速转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Plec 项目的科学家就开始对选定的加纳村庄进行评估。

他们发现多数农民对于多样性已经做了必要的保护，使他们的生产系

统能够顺利转到以玉米和木薯轮为特点的种植方式 (Gyasi 等，2003)。

加纳农村收获后形成的巨大草垄，都是由可可占主导的景观镶嵌式小

农场转化而来，这些小农场种植的作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这种景观

生产模式，由于农民在其中不断地增加产品，包括鸡甚至蜗牛。这也

包括巨大的马铃薯多样性，但由于农场中可可的繁荣，马铃薯多样性

几乎消失（案例 14.1）。

加纳农民这种转变生产系统的方式，通常发生在可可豆价格下降，

并且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而发生一系列伤害可可树丛的火灾的时

候，这时由栽培单一作物向农业多样性的转变，在经济上就有多方面的

重要性 (Gyasi 和 Uitto，1997)。然而，随之而来的多样性生产格局还有

其他功能。它帮助农民降低火灾风险，重新建植并保持植被覆盖度，反

过来又有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是因为高强度的可可种植园经济

已使当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产品和生产系统的变化，可以作为克服失去市场现金作物和林业产

品的策略，泰国高地的 Hmong 社区是另外一个农民依靠用农业多样性

来应对变化的例子。Hmong 的农民利用复杂的作物轮作系统，在市场上

出售他种植的白菜 (Rerkasem 等，2002)。这种轮作系统的核心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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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1　加纳的作物轮作系统

作物轮作系统帮助农民在其耕地和农林地上，种植更多的物种和作物品

种（案例表 14-1）。当前农民在其自有土地上，种植和保存了 13 个木薯品种

和 140 个山药品种。复杂的轮作系统也帮助农民与能固氮的豇豆，以及玉米、

胡椒、蔬菜等植物套种，豆科牧草和水果，如杧果、牛油果、柑橘、可可和

Adesaa 大黄（Chrysophyllum albidum）等种类套种。

案例　表 14-1　作物轮作系统及其优势

实践操作或耕作制度 主要特征和益处

矮灌木荒地轮耕，火烧清理土地 土壤肥力再生和野生植被的一种方式

最少耕作措施，有控制地用火清

除植被

对土壤和生物区扰动最小

作物混播、轮作，混合型耕作系统 最大化土壤养分利用；保持作物的生

物多样性；分摊全部作物损失的风险；

加强食物类型和营养的多样性；利于

土壤更新

农林混合：在林间生态环境种植作物 保护树木；枯枝落叶可更新土壤肥力，

一些树木通过固氮肥沃土壤

Oprowka 翻耕，无火烧耕作系统，包

括砍伐植物并留在生态环境中腐烂分

解等措施

人为地增加植物分解来保留和刺激微

生物活动，维持土壤肥力；通过避免

火烧等措施，保护植物繁殖体

在菜园中使用生活垃圾和粪便作肥料 保持土壤生产力

用非洲紫葳（Neubouldia laevis）做木

薯的砧木

非洲紫葳的垂直根系可帮助木薯扩展

块茎，其冠盖可遮阴，落叶可增加腐

殖质，非洲紫葳可能还起固氮作用

间隔收获作物 确保长期食物供给

作物贮藏，特别是一些种的木薯，留

在土壤中备将来收获

加强食物安全，确保种子库

保护后院的森林 保护树木种；少见的药用植物；优质

蜜源植物，蜗牛农业和喜阴作物，如

木薯

资料来源 : Gyasi 等（2003）。

Hmong农民可通过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安排种植作物、优化生产和劳动力

效率，从而降低农田施肥和杀虫剂对周边环境的负效应，同时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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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而轮作系统又成倍增加了产品帮助农民应

对白菜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便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利润

(Rerkasem等，2002)。

在 PLEC 项目中，鉴别并记录小农户对变化、变革方式的应答，已经

在农场、家庭和景观水平方面的管理、作物及其他生物多样性保存上，形

成了丰富的技术和实践。我们发现尽管小农场主对各种变化的技术响应有

不同，这往往是归因于专家为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不同。在中国坡地造林

和其他森林砍伐区植被恢复方面，小农场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且多用途的

系统，给这些有差异的技术方法提供了一个对比的范例（案例 14.2)。

案例 14.2　中国宝山白桦林的多层次和多用途造林系统

中国农民形成的多层次和多用途造林系统是对传统农林系统的改良。通过

以下措施种植一些最普通的树种或对其进行保护：

·Phoebe puwenensis, 自然恢复的速生木材用树种。

·Alnus nepalensis, 通常种植于农林地中的种 , 能够给地块中自然恢复树种

或造林树种提供覆盖遮阴。

·Toona sianensis, 木材和野生蔬菜树种。

·Toona ciliate, 一种缓慢生长的阔叶木材用树种。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木材和薪柴用树种。

·Punica granatum, 木材和薪柴用树种。

·Pinus armandii, 快速生长的木材用树种。

·Lindera communis, 快速生长的木材用树种。

·Trachycarpus fortunei, 生产纤维用于纺织，花可食的树种。

·Crateva unilocularis,  速生木材用树种，花也可食。

·Paris sp., 木材用树种，也可药用。

当这些物种建植时，农民通过种植一些树种丰富立地的物种，如核桃、栗

子、几种梨树和一些药用植物，如 Dendrobium candidum，其兰花能做药用。

在丰富森林物种的过程中，它们在种植地形成了小丛（通常是 1. 5~3m 长）或

用来保护野生蔬菜。另外，木材树种的枝条被贮存在大树的基部用来生产蘑

菇。使用多层次和多用途的造林小区包含 73 个种，其中 52 种（71%）有很重

要的经济价值。

资料来源 : Dao 等 (200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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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南部的小农户，被国家批准参加退耕还林计划。这些计划推

动了不怎么给农民带来效益的两个速生种的种植。因此小农户将几个本

土种结合到多层次、多用途的系统中。这些本土树种开始作为附加种被

特殊观察，因为其轮作的收获时间是林业工作者推荐的速生种的 3 倍。

通过田间工作，PLEC 研究人员发现种植当地树种的农民并不需要等到

轮作结束时才收获当地树种而获得经济效益 (Dao 等，2001)。本土树种

可以为昆虫、草本植被营造适宜的小生态环境，这样有利于蘑菇和野菜

的生长，甚至可以用来养鸡。相反，只种植林业工作者推荐的速生树种

的退耕还林区，昆虫少，也不能为蘑菇和野菜的生长提供小环境。中国

的这个例子是许多观察并记录到强加变化所形成的当地技术的 PLEC 成

员均有文案证明的许多案例之一。

中国农民在造林中使用当地的土物种技术并传播，极大地促进

了其他小农户加入到退耕还林计划中。这个案例也解释了我们对农

民发展实践的争论，其焦点并不是保守的倒退，也不是局限于传统

实践。许多贫穷农民是动态的且超前的。我们发现比较穷的农民，

始终在寻找致富的方法，如果社会为其提供新技术，且能产生短期

或长期经济效益，他们就会在并未根本改变重要生态过程的基础上

采纳这些技术，就像大多数现代商品生产系统一样。通过跟踪不同

演替阶段，在农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植被斑块地上，贫困农民通常

会维持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持水土和生物多样性。这些当地发

展系统也为看似能产生毁灭性问题的疾病和快速的环境变化，提供

了容易实现且实践性强的解决方案。PLEC 在亚马逊工作的两个案例

说明，农民如何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优势，和他们生态系统功能

和服务知识，可以征服似乎是即将到来的灾难。

在许多位于亚马逊河口的潮汐洪积平原上的村庄，直到最近一直

是香蕉的主要出口者。该地区的小农户农民，不仅为巴西北部城市

Amapá供应香蕉，也出口到亚马逊河区的主要城市 Belém。在过去的

几年中，这个地区的香蕉生产几乎被当地人称作香蕉纤维病的 Mokko

病害全部一扫而光。这个病害在香蕉产区很普遍，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防除而控制病害蔓延：彻底一致地拔除并销毁感染株，并反复对所有

工具进行消毒，持续观察剩余的所有植株 (Stiver 和 Simmonds，1987)。

这些控制措施对当地香蕉生产者来说，在经济上并不可行。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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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Ribeirinhos 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林系统，当地称作香蕉病株铲除

（Emcapoeirada）系统，就是农民能够管理病害，虽然他们并不能将病

害完全消除。

病株铲除 Emcapoeirada 农林系统，是一个新的适应性系统，是将

农林技术结合的管理实践。有许多有关亚马逊河区农林系统的讨论，

包括亚马逊河区的印第安人如何改造传统模式适应现代需要和机遇

(Padoch 等，1985 ； Padoch 和 de Jong，1987，1989，1995 ；Denevan 和 

Padoch，1988 ； Irvine，1989 ； Posey，1992)。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将

农林系统作为控制植物病害（如香蕉纤维病）的资源来检查农林系统。

Amapá的农民现在种植香蕉，并鼓励 Sororoca and Pariri 两个本土

种自然更新和生长，它们是芭蕉科的两个当地野生种。村民报告说这两

个种不能和香蕉竞争（当地术语是“brigar”）。然而，它们能保护香蕉

丛免受疾病的为害。除了这两个种外，香蕉病株铲除 emcapoeirada 农林

系统中还包括许多其他植物，外貌特点看起来像森林。因为采用了上述

系统，每公顷香蕉的产量增加了 500%( 表 14-1)。

表 14-1　香蕉病株铲除 Emcapoeirada 农林系统中香蕉产量和品种数量的增加

年份 产量（串 /hm2） 种植的香蕉品种

1997 63 3（当地耐阴品种）

1998 165 3（当地耐阴品种）

1999 247 5（当地品种 3 个，Santarém 地区购入 2 个）

2000 284 6（当地品种 3 个，由 Santarém 地区购入 2 个，

由 Obidos 地区购入 1 个）

2001 332 9（当地品种 3 个，Santarém 地区购入 2 个，

Obidos 地区购入 1 个，embrapa 购入 3 个）

2002 378 9（当地品种 3 个，Santarém 地区购入 2 个，

Obidos 地区购入 1 个，embrapa 购入 3 个）

* 香蕉生产系统，当地称为香蕉 emcapoeirada，常与木材用树种同时经营管理。

在亚马逊河的另一端，秘鲁的 Muyuy 地区是高度动荡的洪积平

原 (Kalliola 等，1993)。该地区由许多异质性的景观组成，包括一些

多样性程度很高的人类定居部落、土地构成、水体和植被覆盖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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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组卫星影像判断，河流方向和外貌结构位置的主要变化发生在

1987~2000 年间 (Pinedo-Vasquez 等，2002a)，这期间，形成了一个新

的湖泊，次级河道被淤埋了，亚马逊河显著改变轨迹，减小了 Padre

岛的大小和居民人口。因为在河对岸发现了两个新的村庄，表明岛上

的 5 个村庄中有两个搬到了河对岸。许多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土地

利用格局的面积、数量和溪流的变化带来了其他重要的经济转变。这

些转变包括在旱季和高防洪堤期间鱼群的变化，和拦河口悬浮泥沙的

增加。村民们对这些极端变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搬迁村庄，而且

他们也改变了主要的农业技能。他们主要种植水稻，并且在干旱河床

及增加的宽阔防洪大坝上种植其他一年生作物。村民们还利用突然

出现的高防洪堤坝，种植木本水果和其他农林作物。农业生物多样

性（如他们种植的 18 个豆类品种是在生长条件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

品种）、技术［至少报道了 12 个不同的农业系统（Padoch 和 de Jong，

1989）］的丰富性及开发了许多土地利用形式等，是村民在动态环境

中最重要的资源。再加上影响农业的其他变化，当前的主要趋势是沿

着新的溪流清除植被，因而形成许多新的小渠道，这样水流可以更容

易地进入大岛屿内部森林资源中。大岛屿内部小渠道溪水的增加可增

加响盒子树 (Hura crepitans) 等用于提取物质的树种和其他木材用树

种。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村民希望控制其获得的资源及其相应提取物。

例如，建立了社区规则，禁止外来人员在社区区域范围内采伐树木，

居民每年只能采伐 4 棵成年树（胸径大于 55cm）。这种村庄内的轮伐

解释了 Ribereños 人作为亚马逊河居民为何在秘鲁闻名，因为他们能

有效地应对变化，他们不仅改变开采技术，而且为了开采而转变了社

会规则，去适应新机遇。   

支持变化和混杂性

即使农民的生产系统是盈利的，而且生物多样性丰富，但是对于研

究者和技术人员来讲，评价贫困农民生产系统仍比较困难，这主要有几

个原因。一个通常遇到的问题是：许多农民在形成热带技术的时候，往

往将研究人员研究、发展和推广的农业革新技术与那些他们熟悉的技术

种类和概念相混淆。甚至一些用来描述农民或作物栽培方式（如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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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种植、间作）的普通术语，也很难揭示在许多小农场中发现的多样

性 (Scoones 和 Thompson，1994)。在没有留意诸多看起来像是标准或常

规技术多样性时，如清除、挖掘、耕作、种植、杂草防除、保护、收获

和休耕农田，而试图直接洞察当地农民对发展变化的应答措施，是非常

困难的 (Agrawal，1997)。这些农场生产活动的种类能尽可能地揭示出

它们所能展示的内容。

PLEC 项目推动的许多小农户系统，对农业专家来讲似乎都是无

形的或是不可理解的，这主要有几个原因。农业多样性本身是真实的，

但概念却不明确。生物学多样性系统很难理解，尤其是对那些按照一

定秩序，进行简明和均一性培训的农业企业。PLEC 项目所推动的许

多管理系统，开始都很难将其看成是管理系统，其活力也很容易被曲

解。在关心环境发展的人当中，他们现在更多地强调可持续生产的愿

望，活力很容易与退化混淆。小农户技术也有规律地与当地系统相结

合，外来技术的融入，形成意想不到的杂合优势（Gupta，1998）。然

而这些生产技术经常被忽略，或被本土和土著的保守者贬低，却被那

些现代技术的拥护者推崇。

诚然，新与旧、本土与外来的结合，是所有知识和资源管理实践

的特点。在我们的“产品包”世界和现代（与保守相对应）意识中，

这个明显的混合系统有时虽然并不被赞赏。更多的时候这个混合系统

被视而不见。这些技术是当地诸如特殊土壤、河道、气候、生态过程

管理和多样性（案例 14.3）等方面知识，持续不断的深层次反映，但

是它们已经被更新，或者已融合了农民从其他村庄学到的知识和实践 

(Fairhead，1993)。

混合系统通常会将更高水平的多样性引入连作系统中。国际研究中

心的农林研究者，在东南亚有关“橡胶丛林”系统，是近来被认可的一

个例子。这些生产系统将橡胶树的种植和林分中的许多其他树种的管理

相结合，以模拟自然森林，并且该林分可提供生态系统的许多服务。橡

胶林是两种最普通模式杂交系统所产生的产品：既结合了远离农场为适

应现代生产系统而从事雇佣劳动所获得的知识，又融入了发展机构带来

的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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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3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中作为文化实践工具的生态系统

组分

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农民植物遗传资源的日常管理决策，因此，本研究的

目的是理解生态系统组分，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集中于 6 个物种：高

粱（Sorghum bicolor）、 粟（Pennisetum glaucum）、 花 生（Arachis hypogeae）、

豇 豆（Vigna unguiculata）、 秋 葵（Abelmoschus esculentus）、fabirama or fra fra

马铃薯（Solenostemon rotundifolius）。

研究在 Burkina Faso 的 3 个不同的农业生态区进行：北部，年降雨量低

于 500mm 的 Ouahigouya 村；中北部地区，年降水量低于 400mm 和 600mm 的

Tougouri 村；西南部，年降水量超过 1 000mm 的 Thiougou 村。

在 3 个地点均给农民发放了有用的多学科综合问卷。按照如下标准在每个

农业生态区中选择一个地点：农业对当地人口的重要性，遗传流失已经发生，

所研究物种在当地人口生存中的地位，环境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存的影响，社

会现象相互依存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三个地点收集的数据是农民对植物发

育的观察（物候学），动物行为（动物行为学），星相运动和与天气预测相关的

变化，如雨季和农业季节的来临。

农民考虑的两组到来的季节标志：植物发育的不同阶段和与动物行为相

关的指示，如特定鸟类鸣叫出现和持续时间等，它们的筑巢行为和位置，爬

行动物变换位置和两栖动物鸣叫、运动等（案例表 14-2）。这些标志常用于

预测雨季的到来。另外一组是特定的星相运动，如“Lapetite ours”，风向和

位置，参考传统的月亮历法，Gnignonsés 族群中通常由神职掌管人员（称为

“Tengsoba”）预测。

对生态系统组分作用的理解作为预测的基础，也对 Burkinabè农民非常关

键。因为农业生态系统成分是变化的，农民按照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通过

种植推荐的品种，选择使用的栽培方法，确定播种日期和预测作物收成的好坏

等农业活动，来解决和维持对多样性所需的理解。这些实践是通过气候、土壤

和生物因子等方面的知识，在控制农业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地位。这表明本土

系统的环境管理，确保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农民有他们自己的管理标准，就是他们按照地区、族群、环境、文化和宗

教仪式、农业活动等灵活使用。这些方法确保了栽培作物遗传变异性以进化方

式维持，这也保证了本土栽培品种和其野生近缘种间的基因流。因此对于农场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非常关键，同时也保护了诸如树木和动物等生态系统的成

分。因此生态系统与农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324

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管理

案
例

 表
14

-
2　

加
纳

农
民

利
用

环
境

征
兆

预
测

雨
季

植
物

动
物

星
象

和
天

气
宗

教
仪

式

表 明 雨 季 降 雨 量 好 的 征 兆

木
棉

树
花

朵
盛

开
种

子
出

苗
好

Xe
m

en
ia

 a
m

er
ic

an
a,

 
Fi

cu
s p

la
ty

ph
yl

la
 ,

D
io

sp
iro

s m
es

pi
lif

or
m

is
,

Vi
te

la
ri

a 
pa

ra
do

xa
 ,

Sc
le

ro
ca

ry
a 

bi
rr

ea
, 

H
ee

ri
a 

in
si

gn
is

 (
le

bn
or

é
)

和
La

nn
ea

 
m

ic
ro

ca
rp

a
等

植
物

均
匀

结
实

Bé
ga

日
（

传
统

集
市

）
下

大
雨

rô
n

ie
r(

B
or

as
su

s 
p

al
m

, 
B

or
as

su
s 

ae
th

io
pu

m
 M

ar
t.)

.树
叶

多

Fr
ou

ko
和

Fa
la

og
o

长
鸣

巢
中

的
鹳

将
头

向
西

转
Ta

ba
在

树
顶

筑
巢

只
有

一
支

鹳
鸣

叫
着

飞
回

村
里

Ta
ba

出
现

野
牛

蟾
蜍

向
西

看
打

猎
收

获
很

多
野

珍
珠

鸡
和

V
ar

an
us

村
里

发
现

红
毛

虫
W

on
no

nw
on

do
很

多
白

蚁
修

筑
许

多
蚁

巢
蟋

蟀
1~

2
月

不
停

挖
开

和
堵

住
洞

口
出

现
3

种
Y

an
ty

aa
ki

第
一

滴
雨

深
夜

跌
落

由
南

向
北

吹
起

强
风

3
月

很
暖

和
从

12
月

开
始

的
3

个
月

很
冷

白
天

出
现

水
景

海
市

蜃
楼

从
第

一
场

雨
开

始
，

各
地

都
在

下
。

水
象

由
西

向
东

流
（

K
ou

gn
y

村
）

依
据

唤
雨

巫
师

的
预

测 当
地

酋
长

预
言

表 明 雨 季 降 雨 量 差 的 征 兆

菜
地

植
物

长
得

不
好

rô
ni

er
an

d
和

H
ee

ri
a 

in
si

gn
is

(le
bn

oré
 ).

的
第

一
片

叶
子

凋
萎

ka
ri

té
, 

ra
is

in
ie

r,
 k

un
a(

s)
,

和
no

bg
a 

(S
cl

er
oc

ar
ya

 b
ir

re
a )

产
量

低
而

且
不

稳
定

酸
豆

树
和

无
花

果
果

实
累

累
，

并
且

保
留

叶
片

R
ai

si
ni

er
和

ka
ri

té
的

果
实

提
前

脱
落

K
ar

ité
出

叶
晚

木
棉

花
开

得
很

不
好

巢
中

的
鹳

向
东

看
Fr

ou
ko

的
鸣

声
沙

哑
，

Fa
la

og
o

叫
得

少
斑

鸠
边

孵
蛋

边
向

东
看

村
里

来
了

许
多

鹳
鸟

巢
向

西
打

猎
收

获
很

多
鹌

鹑
乌

龟
向

东
看

野
牛

蟾
蜍

向
东

看
地

里
出

现
大

量
乌

龟
蝗

虫
早

出
现

蟋
蟀

不
封

堵
洞

口
白

蚁
搬

到
树

木
中

M
im

im
an

as
不

断
经

过

冷
季

（
冬

季
）

短
于

3
个

月
风

从
各

个
方

向
吹

来
季

风
由

北
向

南
吹

河
漫

滩
的

水
由

东
向

西
流

第
一

场
雨

雷
特

别
多

雨
季

开
始

的
风

带
来

红
色

沙
尘

依
据

唤
雨

巫
师

的
预

测 参
考

农
历

资
料

来
源

: S
aw

ad
og

o
等

(2
00

5)
。



325

第 14 章　小农户系统的多样性和革新对环境和经济变化的响应

对保护优先重点的响应

无论是环境、经济还是政策上的变化，小农户都有能力对新问题和

机遇，做出快速而适当的反应 (Agrawal，1997)。他们的反应往往包括

对所有农业多样性的要素：如多样化的资源混合利用方式，经济活动的

特定区域，及居住模式和工作组织方式等。在一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的区域，已经划出了保护面积，因此农业多样性也帮助小农户适应这种

管理。当地农民确定和形成的经济选择多样性，允许农民对强制性的保

护计划做出变化和有效的反应，这包括他们的动植物资源利用区域、限

制资源的使用和增加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等。

小农户生产系统对生物多样性保存的重要性，在多种形式上起作

用。然而，试图解释和理解小农户技术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价值，往往会

出现高估其或过度简化其作用。例如，建立在作物多样性水平上的单作

产品系统的保存价值，许多专家所做的结论都是综合的 (Brush，2000; 

Hamlin 和 Salick，2003)。农民形成的造林系统，在经济上和生物多样

性方面，均比地区林务官建议的那些造林方法有更高的价值。应该考虑

到系统种植木材所用树种数量的额外增加，与植物和动物多样性相关的

间接因素等。当衡量这些系统的收入或经济价值时，同样，其所包含的

复杂性也是真实的；通常这些价值既难辨别也难于衡量。

小农户社会中农业多样性的保存价值，可以从很多方面衡量，如农

田边界、休闲地、森林和溪流等小生态环境的形成、保持和管理等。在

中国、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其他 PLEC 项目地区的观察和记录发现，在

种植作物的堤岸和沿灌溉农田的边界上，许多农业系统的农业生物多样

性都很丰富。虽然当地社区高度赞赏这些系统的经济和生态重要性，但

是这些系统多数并不为外界所知。在其他案例中，这些边缘作物系统

（edge-cropping systems）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原因是这些系统在丰年

时往往不会有显著的资源收入。然而，他们可以证明在年景不好时这些

系统的有效性。或许分析这些系统所包含的社会、生态价值再加上它们

的经济资产，它们的重要性会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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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只是通过 PLEC 项目中 200 多个研究者关于小农户农业优先权

的研究，粗略地勾画出：为什么要重视小农户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持过

程，而不仅仅是重视其产品的几个重要原因。我们同时关注这些系统的

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the dynamism）。小农户及其社区通常保持斑块状

生产景观，也就是说林地对于维持生计和作物，及对其他形式的生物多

样性保存来讲，其重要性可能与农田一样。我们也强调技术和产品多样

性的作用，及其在维持小农户和家庭应对新机遇、解决问题等反应能力

的高效性。

我们强调斑块状生产景观、系统杂合性和变化的重要性，这些似乎

将与近来所关心的生物多样性群落中的许多问题有一些矛盾。虽然我们

并不否认生态系统的破碎化、不可持续性生产及传统的或本土系统及物

种毁灭等问题，在某些方面也是紧迫问题，但这些概念也不应该被误用

或曲解。Plec 科学家的许多系统描述和推广活动，对那些被公众关心的

文化保存来讲则过于现代了，对保护主义者来讲，过于强调了以产品生

产为主导。保护主义者不服从科学家确定的种类，并逃避对研究者的理

解。然而，在这些看起来缺乏秩序的系统中，所保存的生物多样性，远

远超过了目前仍旧为亿万人需求服务的现代农业，这些系统还允许他们

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我们的政策和计划，必须至少是为了不毁坏这些

最重要的资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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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膳食和
	 人类健康

T. Johns

植物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基础。植物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营

养、药物制剂、有活力的生态系统组成成分，还对社会文化福祉有作

用。传统价值和科学概念都需要饮食多样性，尤其是与健康相关的水果

和蔬菜的多样性。面临经济和环境的变化，日常食物过度简单化，也就

是大多数人类的食物局限于少量高能量食物，这使得人类健康面临前所

未有的困难。同时人类对于植物作为财产性质的文化知识逐渐被侵蚀。

因此，生物多样性和对其利用知识的保存保护了过去的适应性驯化，并

且为现在和将来的健康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营养和健康的考虑为确保人类福利和保存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建立

了牢固联系。因此，形成了以营养学视角来思考植物遗传资源的方法，

并且营养可以认为是努力保存和使用植物遗传资源最突出的地方。虽

然农业生物多样性、饮食多样性和健康间的联系似乎是逻辑上的原则，

但是建立在以食物为基础上的与健康需要相关并使决策者能够用来验

证其有效性的方法，及实践中这些关系如何作用等其实证数据还不充

分。这些数据也是应用这些原理和策略的基础，并能够通过在发展中

国家加强它们的利用，及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值来推动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存。最重要的是，在饮食多样性、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之间联

系的实证和参与式研究，能提供项目设计的基础，能促使发展中国家

对食物系统、环境和疾病模式的当前问题和未来变化，形成非常有效

的应答。



331

第 15 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膳食和人类健康

膳食多样性与健康

少量流行病学研究支持传统谚语格言中有关多样化食谱是有益处

的饮食方针 (Johns，2003; Johns 和 Sthapit，2004)。例如，美国妇女消

费大量推荐的食物（平均年龄 61 岁）其死亡风险降低 (Kant 等，2000)。

处在最高值的妇女（中间变数值为 15）与最低值（变数为 7）的妇女相

比，在 5.5 年期间的死亡的奇数比是 0.69。结合饮食多样性、寿命及降

低慢性疾病，如男性和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的关系，在

Kant 等 (1995) 的研究工作中已经阐述。

在对意大利人的一个研究中，饮食多样性与胃癌发病率的下降相

关，尤其是饮食中的蔬菜和水果 (La Vecchia 等，1997) 的比例。这符合已

经公认的事实：地中海膳食中，水果和蔬菜的摄入有降低慢性疾病发生

风险的作用 (Trichopoulou 和 Vasilopoulou，2000)。类似地，Drewnowski 等，

(1996) 指出，虽然法国人的饮食与美国人的相比具有脂肪更高的特点，因

此其饮食质量偏低，然而其全面的膳食多样性可能是它们被公认的优势。

现存的资料很少有支持发展中国家饮食多样性对健康有贡献

(Johns， 2003)。但是，在肯尼亚，已经将 1~3 岁幼儿的饮食多样性与

改善生长状况相联系 (Onyango 等，1998)。在马里，Harløy 等 (1998) 证

实：水果和蔬菜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营养充足和特殊维生素（如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有密切关系。

    在不同的研究中，用个别食物和高质量食物数量的多样性指数来衡

量食物多样性，因其方法不一致性，很难进行比较和作出概括性结论。

虽然如此，不同方法获得的数据，仍始终支持水果和蔬菜的多样性对营

养和健康有贡献的假设。

食物功能与食谱多样性的关系

膳食品种中的饮食质量对健康有益的作用，可部分归结于营养物

质的含量，但又不是绝对的。膳食的营养质量随食物多样性增加而改

善 (Hatløy 等，1998; Johns，2003)。但是，单一的维生素、矿物质、蛋

白质和能量含量，并不能解释与地中海地区居民和韩国人有关联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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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Kim 等，2000)，以及其他食谱的优点。各种非营养物质，如植物

化学成分、纤维及能量来源的质量等，也在饮食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Trichopoulou 和 Vasilo-poulou，2000)。

这 种 科 学 认 识 已 引 起 公 众 对 称 其 为 功 能 食 物 的 注 意 (Johns 和 

Romeo，1997; Hasler，1998; Milner，2000)，在发达国家，功能食物更

是成为消费者企求和企业家追逐利润的对象。在日本，从 1991 年开始

颁发健康特别食物使用执照 (Arai，2000; Arai 等，2001)，美国食品与

药品管理委员会（FDA）对功能食物的认可是以健康宣言为基础，符合

1990 年颁布的《营养标签和教育法》(www.cfsan.fda.gov/~dms/lab- hlth.

html; Ross，2000)，并且功能食物能支持并具有促进健康食物推广的能

力，这远远超过了其基本营养成分的作用。相应地，许多作为膳食补充

和营养健康产品来销售，并按照剂量服用的产品，如大蒜和葡萄种子就

被指定用于疾病及与饮食相关的一些症状调理 (Blumenthal 等，2000)。

这类产品来源于传统食物和草本药物资源，其共同对发达国家消费者摄

入的、正在成长阶段的丰富植物的多样性起作用。

这些产品中有许多产品已具有为时已久的传统声誉，并在世界各

地使用。相关的一些食品和饮料，主要是源自日常用品，如大豆、茶、

亚麻和番茄及当地产种类如越橘类（蔓越莓、越橘和蓝莓）和玛卡 

（Lepidium meyenii）（Johns，1981; Quiros 和 Aliaga Cardenas，1997）、路

易波士 [rooibos （Aspalanthus sp.）]（Standley 等，2001）、多刺的梨树叶 

（Opuntia ficus-india）、鱼油以及其他海中食品等。

表 15-1 列出了商品类主要功能食品的种类。许多案例中的功能活

性归结于特殊化学成分（Johns 和 Romeo，1997），例如，许多酚醛类物

质（例如类黄酮）、类胡萝卜素和其他植物化学成分等是抗氧化剂，其

在脂类代谢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可作为抗诱变剂。这对缓解心血管疾

病、肿瘤和其他风险有积极作用。其他抗癌制剂包括：吲哚类、十字花

科蔬菜中的硫氰酸盐，分别来源于大豆和亚麻异黄酮和单宁（Lignans）

等植物雌激素。植物中普遍存在植物甾醇类化合物，葱属植物种中还

含有硫代亚磺酸酯（蒜素及其衍生物），这些物质能够通过降低血脂

而降低冠心病发病风险。另外，食物中脂类成分的特性，尤其是特殊

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健康，如橄榄油中含有的油酸属不饱和的

十八碳脂肪酸，可缓解对健康有影响的因素。动物食品中含有的长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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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来自植物的功能食物、饮料和调味品举例

植物 生理作用 已知活性成分 参考文献

苦瓜 降血糖 Marles 和 Farn sworth 
(1995)

蓝莓 抗氧化剂 多酚 Wang 等 (1999)

花椰菜
或 其 他 十 字
花科蔬菜

抗癌 吲哚 -3 甲醇，
环己基异硫氰酸
脂

Hasler (1998)

柑橘果实 抗癌 柠檬苦素 Montanari 等 (1997)

酸果蔓 泌尿道感染 原花青素 Howell 等 (1998)

胡芦巴 降血糖 Marles 和 Farn sworth 
(1995)

亚麻子 抗癌，雌激素，
降低胆固醇

木酚素前体， 
α- 亚麻酸

Hasler (1998)
Blumenthal 等 (2000)

大蒜 降血脂，抗高血压，
杀菌

硫代亚磺酸酯 Hasler (1998)
Blumenthal 等
(2000)

燕麦 降低胆固醇 β- 葡聚糖 Hasler (1998)

橄榄油 降低 CVD 风险 油酸，多酚 Visioli 和 Galli (1998)

仙人掌叶子 降血糖 可溶性纤维 Trejo- Gonzalez 等
 (1996)

蚤草 降低 CVD 风险 可溶性纤维 Hasler 等 (2000)

南 非 红 灌 木
（Rooibos）

抗诱变剂，抗氧化剂 多酚 Standley 等 (2001)

大豆 降低胆固醇，降低 CVD
风险，抗癌，雌激素

大豆蛋白，
异黄酮

Hasler (1998)

茶 抗氧化剂 多酚 Mukhtar 和 Ahmad
(2000)

百里香 抗氧化剂，缓解支气管
痉挛

酚类 : 麝香草酚，
香芹酚

Nakatani (1997)
Blumenthal 等 (2000)

番茄 抗氧化剂，抗癌 番茄红素 Hasler (1998)

红酒和葡萄 抗氧化剂，降低 CVD 风
险

多酚 Hasler (1998)

注：CV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血管疾病。

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很多种重要的与代谢和健康相关的功能，例如

经其代谢成类花生酸调节健康（Simopoulos，1994)。饮食纤维，尤其是

在燕麦等谷物产品、亚麻类和许多水果和蔬菜中含有的可溶性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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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降低冠心病和肿瘤发生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

性纤维、能被消化和吸收的食物中的植物化学成分，以及特殊碳水化

合物的性质可改善血糖控制能力，降低糖尿病人体内的高血脂(Johns和 

Chapman， 1995; McIntosh和Miller，2001)。

植物中所包含的上千种植物化合物，在植物内及植物间，其结构

类型和个别化合物均有差异。对食物中化学成分的功能及其全部特性

完全了解的还不多，但是随着数据资料增加，功能食物和其相关化

合物的名单将逐渐增加。目前研究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传统植物

作为食物和药物摄入的多样性。除了表 15-1 中列出的广为人知的种

类 外， 对 叶 类 蔬 菜 的 摄 入 (Chweya 和 Eyzaguirre，1999; Trichopoulou

等，2000) 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对传统生存系统重要性的理解 (Johns 和 

Sthapit，2004)。

全球变化、饮食和健康

快速的变化过程，例如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人类和他们赖以生存的

生态系统关系的深刻变化，已经对饮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变化。传统的

生存系统通常表现出很好的和谐性和人类资源独特的相互作用，并能

保证满足营养和健康的双重需求 (Johns，1996 ；Kuhnlein 和 Receveur，

1996)。而破坏环境的整体性，反过来会影响人类健康、疾病和营养状

况的格局 (Johns 和 Eyzaguirre，2000)。膳食的不协调，包括多样性的丧

失，是表示有变化产生的主要结果，因为其直接加速了对人类健康的挑

战。饮食的退化，加上环境胁迫，共同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

健康形成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有关营养失调、免疫力和传染性、环境毒

素和氧化胁迫等。

    营养失调

人口爆炸和各种因素，导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毁灭，因而

生态系统生产食物的承载力遭到破坏，导致食物总量不够或去消费

营养差的食物，因此，蛋白质和能量营养可能会失调。微量元素营

养失调则可反映传统生存模式的破坏，导致接触和摄入特殊生物资

源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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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生存模式是：获得食物能量的支出过程，结合其他低能量食

物的摄入活动。除能量的过度消耗外，对食品加工依赖性增加，可以通

过降低营养和功能化合物的摄入而影响健康，因为功能性化合物对保护

健康有更多微妙的作用 (Johns，1999)。

大多数的人口膳食模式的数据，不足以建立个别水果和蔬菜摄入量

的多样性随时间波动的规律。然而，许多案例中，整个民族消费趋势，

对于强调出现糖尿病和冠心病等疾病的现象，具有充足而深刻的意义

(Popkin 等，2001b)。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分析了过去 35 年来，几

个东非国家的食物消费支出表 (apps.fao.org/)，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肯尼

亚，单位人口消耗的豆类量下降很多，与之相平行的是从可食用油中

获得的能量上升了（图 15-1）。考虑到对豆类营养性（铁、纤维、蛋白

质）和功能（Milner 2000）性益处的认识，豆类对公共健康中出现的微

量元素和可能的蛋白质缺乏、能量过度消耗等疾病有重要影响，尽管水

果和蔬菜的多样性能起到一些调节作用。

谷物和块根、块茎

植物油

高粱和粟

豆类

水果和蔬菜

年份

卡
/（

人
·

天
）

图 15-1　肯尼亚食品消费的比较（1963~1998）

表示的是 3 年平均（±1 年）（数据来源：FAO 食物支出表：apps.fao.org/default.jsp）。

（1 卡＝ 4.19 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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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对于营养亏缺的调节手段，包括临床治疗、膳食补充和食

品加工防御 (Allen 和 Gillespie，2001)，虽然这些方法在正确使用并充

分监控条件下很有效，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多

方面的原因，在正常环境下，往往给人们提供并不妥当的解决方法。此

外，依靠单一的营养反应来鉴别营养不足，虽然快速而适当，但由于身

体的营养需求是多方面的，通常会引起不易察觉的其他营养的缺乏和不

能提供长期健康的营养平衡需求。

    建立在食物基础上的解决方法，再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C，叶

酸和其他微量元素的获取和摄入量的增加，这看起来似乎是可持续的

(Allen 和 Gillespie，2001)，也就是如果它们在生态和文化上适度的。然

而，食物基础为介入计划的评估，一直以来都不充分，由此为目标而努

力使用该计划时应享有优先权。

免疫和感染

源于环境的疾病因素危及到营养膳食的安全性，这反过来又在疾病

的流行和严酷性中起关键作用。自然生态系统受破坏，使一些传染性

疾病呈蔓延上升趋势，这主要借助两个途径：疟疾、黑热病和登革热

（Spielman 和 James，1990）等疾病的带菌体暴露其数量增加；或通过影

响与密度相关因素，如卫生设施和直接的人与人的传播而发生病害。例

如肺结核、肠胃疾病、麻疹和呼吸疾病等，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公共

健康问题，这反映了营养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Platt，1996)。营

养不良可导致如维生素 A 和铁等微量元素的缺乏，这会影响免疫系统，

且会合并发生其他类型的疾病 (Tomkins，2000)，如艾滋病毒 HIV 呈阳

性和艾滋病。而对传统膳食和药物中功能性质（如免疫活性或抗氧化

性）的潜在效果，还了解很少。

氧化应激状态

氧化应激状态在很多疾病状况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糖尿病、心血

管病和肿瘤等慢性疾病等，这是致病因素和不良结果共同导致的。工业

和农业中的化学制剂如重金属、有机氯和放射性物质使环境污染，加重

了营养状况的危机 (Kuhnlein 和 Chan，2000)，对当地和全球膳食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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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都造成影响，包括对氧化应激等都有重要作用。外部抗氧化剂，尤其

是饮食中的维生素和非营养成分，是形成正常氧化应激防御的重要成

分。因此，膳食中植物多样性摄入量降低，会有更进一步负面影响，因

而增加膳食中植物多样性会获得积极的解决方案。

城市化和营养转变

城市人口对环境负面影响逐年增加，这主要是通过市场需求、在自

然和农业地区定居，及与工业增长和城市废弃物相关的污染等。在这种

状况下，市区穷人由于生活在不健康环境中有负面结果，会由于膳食

中营养不足而加倍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为了使大量人口获得食物能

量的保障，高投入 - 高产出的农业和长距离的运输、精制碳水化合物

（小麦、水稻、糖）和可食用油（WHO，2003）的供给，以及获取量

的增加，也对营养转变起到了强化作用（Popkin 等，2001a; Chopra 等，

2002; Popkin， 2002）。另外，文化和商业全球化，促使发展中国家食物

系统和饮食西方化。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对购买食物的依赖度更高，而

接触多样性野生和当地栽培食物的机会更少。购买食物的选择是由可获

得和供给状况所决定的，因此，与传统生存系统相比，城市中的穷人可

能受限制而成为膳食多样性受限的群体。相应地，当农村生产者的生计

与城区市场的联系越多时，对多数消费者需求少的产品其供应减少，这

会进一步降低其市场容量，并使其在生产上失去经济存活价值。

营养转变

膳食中源于高能量植物和动物的食物，具有的共同特点是能量消耗

低。通常城市人口能获得的包括水果和蔬菜在内的饮食多样性是高的，

但这并不能解释成消费的必要性 (Popkin 等，2001b)，尤其是对穷人来

讲。通过市场营销系统购买可获得的加工食品，虽然有潜在品牌和形式

的变化，但是实际包含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通常涉及利用进口商品

替代当地产食物的趋势。

甚至在贫穷国家，这种营养转变都会导致出现Ⅱ型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肥胖、肿瘤和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 (Popkin 等，2001a; 

Chopra 等，2002; Popkin，2002; WHO，2003)。高碳水化合物、高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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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膳食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复杂化，在发展中国

家膳食的改变，再结合贫困、发病率高的传染病，这就和营养低下共同

形成双倍的负担 (Popkin 等，2001a; Popkin，2002)。廉价食物的能量，

结合低的多样性和营养质量，产生肥胖模式，尤其是妇女，再加上家庭

营养不良 (Doak 等，2000)。早期孩童时期的营养不良（胎儿计划）可

能增加成年期患糖尿病和其他状况的可能性 (Popkin 等，2001a)。随着

国家老龄化人口进一步加速，能够预期非传染慢性疾病会流行。世界卫

生组织（WHO）基于食物基础方法的全球膳食策略、身体行为和健康

（WHO， 2003）被明确认为是抗击慢性疾病的核心。

对非洲的城市，很少有膳食研究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与那些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已普遍认同的结论有同样的趋势：随着油炸食品消费

成倍增长，能量消耗量会降低，即源自淀粉资源丰富的食品如木薯、小

麦和马铃薯的消耗量减少；同样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下降 (Mennen

等，2000)。对于人口中最穷和最脆弱的人群分，这些产品通常是以街

头食品以低密度营养形式存在 (Vant’ Riet 等，2001)，他们是其主要消

费对象。结果是，非洲大部分人口的能量过度消费，可能与典型的营养

缺乏及传染病共存 (Bourne 等，2002; Johns，2003)。

塞内加尔的结果表明，其可食用油消费的剧烈增加，甚至超过肯

尼亚的消费量（图 15-1），在 1963~1998 年间，从可食用油和脂肪中

获得的热量卡路里已从 8% 增加到 20%（图 15-2）。虽然，脂肪的增

加有助于穷人膳食中能量的增加，并能促进维生素 A 的吸收，但是塞

内加尔人膳食中总可利用的热量卡路里从 18% 增加到了 29%。换句话

说，其水平相当于推荐给发达国家的标准，这表明大部分人口消耗热量

卡路里远远超推荐水平。同时，似乎对传统谷物中黍子和高粱的消费量

下降出一半（在肯尼亚，下降的比例更高），然而，这些在营养成分含

量、消化率和适口性方面未达标的食物是能提供潜在的抗氧化作用的

（Sripriya 等，1996），且其与外来的小麦、水稻和玉米相比，具有低血

糖的优点。

随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联合国定居计划 (www.unchs.org/

unchs/english/stats/table2.htm) 引导的城市化，即每年 4% 的定居比率，

15 年后接近 50% 的人口定居，目前亟需找到预防这个高能量趋势导

致营养和健康不良后果的解决办法。此时，需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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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对植物熟性科学评价基础上的植物多样性、文化支持计划、膳食

教育、革新加工方法和市场营销等措施可提供的方法，缓解这些变化

的影响。 

谷物和块根、块茎

植物油

高粱和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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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塞内加尔食物的消费比较（1963~1998）

表示的是三年平均（±1 年）（数据来源：FAO 食物支出表：apps.fao.org/default.jsp）。

（1 卡＝ 4.19 焦耳）

作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与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物种

作物多样性的流失

传统上，尽管有超过 7 000 种植物被用作食物，但是水稻、小麦和

玉米 3 个种占到目前全部人类膳食中卡路里摄入量的 60%(Eyzaguirre 等，

1999)。全球的现代农业有代表性的植物集中在几种作物的生产上，多年

的育种研究形成了少量具有鲜明特点的高产、抗病虫和抗旱的粮食品种。

所有农业成就都全部用于这 3 个主要作物，这导致其他多种谷物消费量

下降。这也伴随着消费品种中，蔬菜和水果种类减少。文化改变和城市

化共同加速了这种趋势 (Chweya 和 Eyzaguirre，1999)。加之，许多传统食

物现在与贫穷或落后相联系。此结果破坏了膳食结构，并使饮食多样性

丧失。这些膳食变化对人类营养和健康的影响，目前了解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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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物种

如果有充分的理论支持膳食多样性，那食物品种毫无疑问对当地社

区的膳食平衡有作用 (Padulosi，1999)。例如在非洲，当地膳食之所以

重要，就是因为包括了许多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物种（nuss），

如谷物类作物福尼奥米（fonio ：Digitaria exilis)、 块根块茎类作物马铃

薯、豆子、油料作物的种子，班巴拉族的落花生（Vigna subterranea）

(Heller 等，1997)， 叶 类 蔬 菜 (Chweya 和 Eyzaguire 1999) 和 非 洲 李 子

(Dacryodes edulis) 或灌木杧果 (Irvingia gabonensis) 等热带水果。

多样性的重要性及其认识植根于传统系统中，因而即使在不知道膳

食中单一成分特殊营养结构的情况下，也应推荐膳食中应结合未被充分

开发的物种（nuss）的做法。目前有的一些物种资料对这些物种对健康

的作用方式，提供了有用的帮助。例如，猴面包树（Adansonia digitata）

的幼叶和果实是可以食用的，其在好几个非洲国家的本土膳食中都很重

要 (Diouf 等，1999)。在麦片粥中加入果浆和干叶可以制成调料，可直

接加入烹调的菜肴中 (Diouf 等，1999; Maundu 等，1999)，是很好的钙

源 (West 等，1988; Glew 等，1997; Boukari 等，2001)。另外，它们中结

合有一定数量的铁和维生素 C，这样的相互作用可以增加铁的吸收，抑

制贫血。即使无全面研究，我们也知道叶类蔬菜通常是维生素 A 的前

体——胡萝卜素、维生素 C、叶酸、铁、钙、纤维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West 等，1988; Uiso 和 Johns，1996; Chweya 和 Eyzaguirre，1999)，尽管

近来还有关于胡萝卜素生物利用效率的争论 (Solomons 和 Bulux，1997; 

de Pee 等，1998)。

传统可食种和品种的营养价值

虽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野生物种和栽培生物的多样性，在膳

食调查、成分分析、FAO 的食物平衡表，及政策制定和决策中被忽略

(Johns 2003)，但是这种资源无疑是对膳食适合的最基本贡献 (Chweya 和

Eyzaguirre，1999; Burlingame，2000; Johns，2003; Kuhnlein 和 Johns ，

2003)。对家庭菜园的研究，建立了多样性和营养状况间的联系 (Marsh，

1998 ； Johns，2003)。一些案例中，清楚地阐明了收集到的一些有特殊

营养的物种 (Ogle 等，2001a, 2001b)，且许多本土物种均具有营养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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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Rodriquez- Amaya，1999 ；Johns，2003)。

很少有关注种内多样性对营养和健康的贡献研究，也很少有资料

进行这类分析。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研究，阐明了有关本土作物品种

对健康、感官和烹调特性等方面，是有大量的传统知识及信念 (FAO，

2001)。 筛 选 的 主 要 作 物（Fassil 等，2000; Graham 和 Rosser，2000 ；

FAO，2001; Johns 2003; Johns 和 Sthapit，2004），虽不全面但有清晰的

文献、广泛而多变的营养和功能特性，无疑反映了群体或单一消费者

的营养状况（再加上其对植物育种家的有效性）。未充分利用物种内

（nuss）(cf. Calderon 等，1991; Chweya 和 Eyzaguirre，1999; Burlingame，

2000) 其营养成分潜在的遗传变异几乎没有被记录过。

种内多样性

从多样性保存计划及其利用方面看，作物植株种内营养成分和非营

养成分的变异，是研究者尤其感兴趣的。虽然很少有资料系统编撰，但

是甘薯中胡萝卜素成分的变化 (Huang 等，1999; Ssebuliba 等，2001) 和

玉米中类胡萝卜素的变化 (Kurilich 和 Juvik，1999)，可以提供存在于种

内的功能多样性变化范围的实例。

在传统的农业食物系统中，马铃薯呈现出令人着迷的性质。安第斯

山脉附近的农场及膳食中有大量的独特基因型，在色素特性方面有惊人

的变化，通过其中已知功能特性的多酚、黄色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

和类胡萝卜素 (Brown 等，1993) 的变化、分布广度等，表明其对健康有

重要作用。

发展世界中承袭的功能多样性

膳食的传统概念通常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特性，一般讲，不仅指营

养，而且指其特殊的功能特性。一些传统的概念如滋补品或强身剂，从

营养术语上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领域的相关科学调查研究，同样也支持

其他与生理和药理特性相关的食物特性。

许多非营养物质的优点，可能超过了那些认为有营养的物质。例

如，蔬菜膳食对适度改善维生素 A 的状况有作用，能导致标准血清中

叶黄素显著增加 (de Pee 等，1998)，这是对眼部相关疾病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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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氧化剂 (Sommerburg 等，1998; Brown 等，1999; Gale 等，2001)，也

对防止心血管疾病和肿瘤有作用，在发达国家中，叶黄素对健康重要性

的认识正在逐渐上升。这种看法在那些位于热带的非洲国家中更具潜在

的重要性，因为这里白内障是最主要的致盲因素 (Lewallen 和 Courtright  

2001)。虽然黄色素的编撰资料 (Holden，1999; O’Neill 等，2001) 中指

出，叶类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丰富，但是还需扩展到对本土植物的

研究和分析。考虑到功能活性的重要性，如果单单考虑叶类蔬菜和其

他植物性食物是维生素 A 前体的来源 (Solomons 和 Bulux，1997; de Pee

等，1998)，这似乎是不够的。

本土膳食植物有潜在对健康及其相关功能，包括抗菌、免疫刺激、

神经系统作用、解毒、抗炎、抗微生物、降血糖和降血脂等多方面的特

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有关本土居民营养和环境研究中心

的民族植物学及其分析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团体的工作，已明确强调了

传统膳食植物的这些健康功能优势。

例如，肯尼亚西部的 Luo 部落和坦桑尼亚，将肠胃的蠕动归因于

叶类蔬菜的扰动，这些叶类蔬菜是他们传统膳食中的重要组成。这些

植物中，特别是龙葵（Solanum nigrum）对肠道中的原生动物寄生虫

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lamblia）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另外，我

们已经报道过马赛人（Masai）使用的根和树皮中的酚醛树脂的抗氧化

活性 (Lindhorst，1998) 和皂苷，具有结合胆固醇的活性 (Chapman 等，

1997; Johns 等，1999)。马赛人居住在草原地区，他们将树根和树皮添

加到肥皂和牛奶中，其咀嚼的口香糖具有潜在的降血脂活性 (Johns 等，

2000)。其他方面的例子还有：藏族人用来治疗心脏疾病的植物，具有

抗氧化活性 (Owen 和 Johns，2002)，北美洲东部北方针叶林区的土著

人使用的抗糖尿病药物 (McCune 和 Johns，2002)。我们已经证实后两

个地区的传统药物具有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能够治疗痛风及其相关症

状 (Owen 和 Johns， 1999)，马赛人膳食添加剂也具有此功效（未公开发

表的结果）。

因为对人类健康的这种功效，可以归因于这些植物的植物化学组

成，且功能和植物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增加了世界范围内食物和药用植

物固有的多样性。

随着一些传统食物和药物商品化，尽管其对工薪阶层有潜在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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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是对不同地区功能性有显著差异，通常发展中国家中多数人比欧

洲、北美或日本等国更加强调对其功能性的需要。无论是农村生活还是

在城市居民的膳食中，文化上重要的物种，其功能对发展中国家目前和

将来的人类健康，有直接的生物学和社会重要性，很多证据和计划都支

持这一结论。

膳食适应性与优化

膳食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其相关价值的应用，能确定世界范围内人

类面对变化的最佳适应过程 (Johns 和 Eyzaguirre，2002)。考虑到生活

方式、科学精神方面发生了巨大而空前的变迁；对环境、膳食和健康

间的关系、植物和动物食物的特性的科学评价，及其目前变化带来的

不良后果的评价等，这是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的基本手段。但是，在这

个适应性过程中，过去的经验教训成为本土生物资源、生态系统以及

资源本身多样性最基本的宝贵知识财富。有关世界生物文化多样性的

研究和文化应该被高度优先关注。

发展营养、健康和植物种质资源保存间的联系

营养和健康为植物种质资源保护计划和活动，提供了多个切入点，

且营养与植物种质资源保护间的联系，可同时在几个方面发挥作用。如

果在保存、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能确保人类福利的需要，并

为当地和全球人类提供独特又互补的方法就更好了。从前，与营养相关

的活动，都可定义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异地保护和就地保护之

内。反之，农民和消费者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以及全球关注的科学和公

共健康议题，也能够指导植物种质资源活动。

由于在农业和环境科学领域中，对营养和健康优先权意识逐渐加

强，植物生物多样性在国际健康社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从事农业、环

境保护和健康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可以凭借相互合作的机遇，共同

地、更好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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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营养与健康研究的优先重点

在健康相关领域，植物种质资源给一些有关当代科学和公共健康重

要性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使人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包括

微量元素缺乏、一些基于食物策略导致的多方面营养缺乏、水果和蔬

菜中的维生素 A 前体、铁和其他营养成分的生物利用率、营养和疾病、

营养转换和作为健康心理调节剂的药用植物等。

在这些健康优先问题的范围内，出现了营养与植物种质资源相关的

研究活动（Johns，1999, 2002），包括利用选定的营养成分在实验室分析

鉴别作物和小杂粮品种 (cf. Booth 等，1994) ；强调种内多样性成分的数

据库；以农场和社区为基础的活动则集中在与健康相关的植物资源特性

的土著知识上；制定和编写适宜的消费者质量（如感官、营养、烹饪特

性、毒性、药用特性等）评价标准，该标准适合原生境、迁地生态环境

保护和利用植物种质资源；膳食多样性指数为进一步建立植物种质资源

保护的重要性提供了简便的服务，发展中国家根据其背景，制定的营养

状况低成本指标 (Hatløy 等，1998) ；公共健康研究（WHO， 2003）等。 

因为贫穷是决定营养不良和疾病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更好地理解生

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营养因素的协同作用是其根本 (Johns 和 Sthapit， 

2004)。

结论

植物资源多样性，在人类解决其面临的营养、健康和社会文化需求

等方面扮演着最基本角色。生物多样性等同于饮食多样性，也就是等同

于健康。在当今世界，全球变化以威胁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影响传统生态

学，同时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健康是管理生物多样性和保存植物种质

资源的至关重要的根本要则。

植物资源连同根植于传统系统中的生物文化真谛，有助于解决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食物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等严重问题。同时，植物生物多样

性是社会适应变革的一项基本资源，尤其是与文明有关的变革。在这方

面，农村与城市相联系至关重要。营养多样性和健康功能，服务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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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关植物多样性的土著知识则为面对当今社会中生物多样性的独

特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解决方法。

针对食物资源单一或仅集中于某几个物种或基因型的问题，在营

养、食物安全和农业方面发起了几项主要国际行动。虽然已理解很大一

部分人面临微量元素缺乏和食物不安全等特定的严重问题，但是这种特

定目标的方法中忽视了人类 - 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和人类疾病、健康的

多因子特性。膳食多样性是膳食质量的直接衡量方法。因此，过分强调

高产而不管质量和某种营养成分，只强调生物强化计划中有限数量的食

物或膳食改变，这些做法都是非常短视的。短期的正面结果可能失败或

产生长期的负面结果，因为它们限制了膳食功能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

可能促发疾病。

此外，营养需求的短期成功的选择，可能会带来生物多样性侵蚀的

恶果，而土著知识及其使用，及社会文化价值则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存

在。反过来，多样性丧失又反作用于主要健康问题，如糖尿病等。在发

展中国家，有限的经济和技术选择内，膳食简单化波动的后果是：可能

带来其限制人口承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的作用被夸大。强调技术解决方

案，形成单靠技术看起来似乎根本不能解决其后续问题的方案。不缩小

贫穷及经济因素的限制则膳食多样性有影响，传统食物系统的优势就不

能持续。只有膳食多样性整体方法支持获得广泛多样性的作物和可食用

植物，才能使人们的营养和健康状态获得可持续。

人类膳食和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只是根植于人类文化中，作为人类

生态系统复杂性的一个整体成分，是自古以来应对生态系统破坏的缓冲

剂。最近提出的方法，既不是最优的，也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全世界

人民都渴望的健康远不是简简单单、没有疾病和体弱（WHO，1946）。

因为人类健康被认为是身体、精神和社会福利等所有状态的综合，它的

本质与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健康相关。为此，植物种质资源具有深

刻的实用价值和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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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农民选择与育种家之间的对比——
尼泊尔农家水稻品种的价值

D. Gauchan  M. Smale

尼泊尔是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的一个重要多样性中心。从

尼泊尔到越南北部地区有着多样化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这一地区可能

是第一个种植亚洲栽培稻的地区（Vaughan 和 Chang，1992）。在尼泊

尔，农家品种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 30％以上（Apsd，2001）。

农家品种的杂合度通常比现代品种更高。现代品种的选育基于特定的

表型指标，株高一致，而农家品种则通常能满足当地人的特定需求和

适应当地生态环境 （Simmonds，1979）。据估计，在尼泊尔各地由农民

保存的水稻农家品种，野生近缘种和杂草稻约有 2 000 种（Shrestha 和

Vaughan，1989; Upadhyay 和 Gupta，2000）。这些农家品种的进化环境

有着广泛的差异，包括土壤、地形和气候条件，以及农民的种子选择

和管理方式。在某些地区，市场的相互隔绝促使农民依赖于自己准备

的种子，而为满足食物需求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依赖。农家保护包括

在农家品种的进化环境（社区和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对持续种植

和管理农家品种所做的决策，如同农民在尼泊尔所做的那样。通过播

种、收获后选种，与其他农民换种以及补植（第 4 章），农民选择并维

持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农家品种。农民的选择决定了用于作物改良和具

有社会价值的遗传资源是否会在当地被持续种植。如果一些品种因为

产出或市场的变化而丧失其原有价值，那么农民就会选择不再种植这

些地方品种。

职业植物育种家们的决策同样对作物生物多样性的农家保护产生影

响。为了获得新的品种，植物育种家们会选择材料并进行杂交。这些新

品种通过商业化的种子系统进行发布，因此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提供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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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遗传资源范围。通过引入新的或经过重组的遗传材料，育种家们可

以丰富农民的选择，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或作为对现种植品种的补

充。作物改良以增加产量和降低食物价格而产生社会价值。在作物改良

中，异位保存和原位保护的遗传资源都非常重要。由于项目成本和放弃

计划费用等方面的成本问题，农家保护方法并不能保护所有的农家品

种，也不是所有的农民会保存农家品种。

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尼泊尔是全球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世

界银行，2003）。目前尼泊尔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开展保护水稻生物

多样性的奖励措施，这对农民和未来社会都将有利。虽然不能对将来的

需求进行准确预测，但是经过专业评估，水稻育种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合理的猜测。但和农民一样，水稻育种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这一章通过在尼泊尔的研究所获得详细调查数据，来评价农民和育

种家们的选择和与水稻生物多样性原位保护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

了育种家选择农家保护材料的一些标准。一个根据微观经济学模型所建

立的关于农民决策的概念方法被勾画出来。这个模型将农民根据这些指

标所做的可能的选择，与一些受公共投资和政策影响的解释因素联系起

来，然后对这个联系进行计量经济估算。如果对任何一种选择，解释因

素所造成的影响都相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因素对于选择标准是中

性的。如果不同，那么加强一个保护选择的前景，可能会降低另一种选

择的前景，而这意味着需要对政策进行权衡。一些实证研究，探讨当政

策的推动改变解释变量的时候，多样性的一种类型是如何与另一种类型

互相权衡的，例如在教育或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这些分析的前提是品

种的社会价值指数没有差异。在这里所提到的分析中，我们明确地将水

稻育种家和保护者的偏好，与农民的偏好联系起来。水稻育种家和保护

者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农民正在种植的农家品种潜在社会价值的看

法。农民的选择则显示了他们在面对众多经济和物质的限制时的偏好，

反映了品种的个人价值。同时我们参考了应用类似方法，研究其他作物

和经济背景的结果。下一节描述了研究地点和收集数据的方法。在归纳

了概念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后，则简要描述统计方法和结果。最后一章

则阐述了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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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点

在尼泊尔开展的项目“农业生物多样性农家原位保护”包括 3 个生

态点，这项研究关注其中的两个点。一个生态点包含一个集水区，包

括一组社区和村庄。选择这些生态点的标准包括针对农家保护、农业

生态特征，以及市场基础设施的水稻和其他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

Kaski 生态点代表了尼泊尔的山区地区，具有中等水平的市场基础设施。

而 Bara 生态点位于低地地区（Terai），拥有更为发达的市场基础设施。

在两个生态点中，水稻都是粮食经济中的主要作物。水稻被种植在一系

列不同的微生态环境中，因此经常能在同一个农场中发现高地、低地和

沼泽环境。为了符合不同的农田类型、土壤、湿度条件和种植顺序，农

民通常会种植多个水稻品种。

在生态点水平上，山区和低地生态点中，被抽样农民所保有的水

稻品种总数分别为 50 个和 23 个（表 16-1）。正如预期的那样，山区

生态点保有最多的水稻农家品种（39 个）和最高的农家品种种植比例

（72.5%）。虽然现代品种和农家品种共存于两个生态点，但是低地生

态点基本上都种植现代品种（96%）。低地生态点农民种植的现代品种

（18 个）比山区生态点的现代品种数更多（11 个）。而山区生态点的水

稻品种数则比低地生态点的品种数多两倍。

表 16-1　尼泊尔 Bara 和 Kaski 生态点中农民所种植水稻的多样性

生态点水平上水稻种植布局     Bara ( 低地 )      Kaski ( 山区 )

水稻品种总数 23 50

农家品种总数 5 39

现代品种总数 18 11

农家品种所占面积百分比（%） 4 72.5

现代品种所占面积百分比（%） 96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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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水稻种植户的实例调查

作为尼泊尔国家原位保护项目的一部分，这里报道了若干年中所密

集开展的农民参与式实例调查研究和分析。首先，调查小组列出了两

个生态点中的所有 1 856 户农户。通过当地联系人，调查小组知道了其

中一些农户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户不再住在原地，还有一些农

户不种植水稻。通过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户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了

17.25％的农户（307 户）。其中在 Ksaki 点抽取了 159 个农户，在 Bara

点则抽取了 148 户。

这项调查方法是利用一份结构性问卷进行个人访谈。问题中包括农

民及其家庭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农场的自然特征；水稻生产的

经济评价；以及进入市场的通道。由主要研究员协调并与当地有经验

的人员一起进行相关调查。受访人员包括当地参与水稻生产和消费决策

的男性和女性。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和统一性，还对调查问卷开展同行评

议，来检查是否有测量误差、模棱两可和遗漏的信息。在调查期间，对

有遗漏信息或有不恰当答复的农户立即进行重访。为了确认测量所用的

单位和术语的一致，研究者和统计员在访问点上对问卷做了相应的编辑

加工。

水稻育种家的调查

在国家原位项目和尼泊尔水稻育种研究中，包括了对植物育种家

和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根据保护

或未来植物育种的重要性，在原位项目中工作的 16 位植物育种家和研

究人员被要求对农户调查中所确定的品种进行排序。这项调查同时也

确定了育种家们选择农家品种潜在用途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多样性

（表现为一个不均匀的异质群体）、稀有性（体现为独特或不寻常的特

性）和适应性（表现为广谱适应性）。在调查的第二阶段， 根据水稻农

家品种是否满足这些标准，8 个植物育种家被单独要求对这些水稻农

家品种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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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方法

这个概念方法是基于农业户模型 (Singh 等，1986)，并被应用于分

析作物生物多样性（Van Dusen, 2000; Van Dusen 和 Taylor，2003）。其

他相关的模型和应用包括有 Brush 等（1992）, Meng（1997）, Smale 等

（2001）, Benin 等（2003）和 Birol（2004）。

在此方法中，通过一系列农场的消费项、市场购买物品的消费项以

及休闲项，使得单一农户的效用最大化（别处所提出的数学项）。多种

消费的组合决定了单一农户的效用，其水平则取决于农户成员的偏好。

而偏好又取决于农户的众多社会和人口特征，包括其禀赋人力资本和其

他资产，用向量 &HH 表示。

生产技术限制了农户所能产出的数量，用农户的自然特征值 (ΩF)

所表征。生产技术由每一季在种植区域所投入的种子、劳力和其他购买

的东西组成 (A)。作物和品种组合的选择及其分配的种植面积决定了农

场的生产水平、农户的预期收获，反之亦然。对每一个给定的作物或品

种，其分配面积可从 0（不种植该作物 / 品种）到 1（不种植其他作物 /

品种）。

当这些选择完成以后，所支出的时间和金钱不能超过全部收入。任

一季全部的收入包括农民销售作物产品的净收入（利润）和选择该季作

物和品种所带来的外部收入，例如库存结转、汇款、养老金和其他从上

季转入的收益 (Y0)。当一个作物没有运作良好的市场或它的贸易存在显

著交易成本时 (ΩM)，就不能对生产和消费决策进行单独处理。此时决定

作物指导决策更多的是影子价格，而不是其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与不同

的市场交易成本相关，反映了单一农户的具体特征 (ΩHH)。而之前相关

领域中的研究表明，对于水稻品种，特别是农家品种，市场通常是不完

善的 (Gauchan 等，2005)。

随机效用模型，能通过样本数据来对品种选择决策进行统计学解

释。如果一个农户成员认为某一水稻农家品种的期望值比其他可替代品

种高，那么该农户就会选择在其稻田中种植这个农家品种 (Ui ＞ Uj，对

任意的 j ≠ i)。因为不能对期望水平 (U) 进行直接观测，所以数据中的

选择就反映了为效用最大化而提供给农户的备选方案。这些选择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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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由农户的偏好及他们所面临的限制因素来进行系统解释。而偏好

和制约因素则取决于和农户、农场和市场特点相关的可观测变量。从一

个随机抽样的农户中获得数据而引入一个随机组分，为预测农户种植某

个农家品种的概率提供了统计学背景，该函数包含系统组分 (β'X) 和随

机误差 (ε) ：

 概率 P ( 选择农家品种 i) ＝概率 P (Ui ＞ Uj)

　　　　　　　　　　＝ β0+ βH'ΩHH + βF'ΩF + βM'ΩM

　　　　　　　　　　　　　  + βyY
0 + βaA + ε…………（I）

经济计量方法

方程 1 是经济计量分析和假设检验的基础。用一个概率模型来进行

回归分析（limdep，version 7.0）和交叉检验（Stata）。通过计量经济学

检验，对决策模型中哪一个解释因素会显著改变农户种植农家品种的预

期概率（似然性）进行了调查。这些水稻品种已经由水稻育种家根据遗

传多样性、稀有性和适应性进行归类。对不同因变量（选择标准）和

相同解释变量的特定回归进行检测，比较了回归系数的表现和显著性。

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则由关键知情人的调查结果确定（表 16-2）。表

16-3 中列出了解释变量及其假设效应，并根据等式 1 中概念变量的一

系列观察特征进行分组 1。以下是对这些解释变量的简短说明。

表 16-2　概率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定义

类别 特点 选择 结果

多样性 非一致，杂合群体 是 =1

其他 =0

满足选择标准的所有农家

品种

稀有性 特有的，罕见的性状 是 =1

其他 =0

满足选择标准的所有农家

品种

适应性 广谱适应性 是 =1

其他 =0

满足选择标准的所有农家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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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多样性解释变量定义及其假设效应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假设效应

农户特征

　　AGEPDM 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年） （＋）

　　EDUPDM 生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年） （＋，－）

　　EDUCDM 消费决策者受教育程度（年） （＋，－）

　　AAGLABR 农场中成年劳动力（数） （＋）

　　FAADTPCT 成年工作人员的妇女比例 （＋）

　　LANIMLV 大牲口（牛，产奶牲畜）的价值（以尼泊尔

卢比计）
（＋）

　　TOTEXP 本季最后收获前月平均消费（外来收入，以

尼泊尔卢比计）
（＋，－）

　　SBRATIO 近 5 年平均水稻产出 / 消费比值 （＋，－）

农场自然特征

　　IRPCNT 稻田灌溉面积百分比 （＋，－）

　　LNDTYPS 稻田类型数 （＋）

　　RDPLCULH 住家到稻田的步行距离（mm）/ 种植面积

（hm2）
（＋）

市场特征

　　TMKTDS 住家和农场到市场的步行距离和（mim） （＋）

　　LRSOLD 上一季农户卖出的水稻农家品种（kg） （＋）

　　MVSOLD 上一季农户卖出的水稻现代品种（kg） （－）

农户特征

通过偏好和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农户的特征会影响农户选择种植哪

个农家品种。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构成都会影响农户的偏好

和习惯。年龄较大的农民更倾向于种植多个农家品种，并且持续种植这

些品种。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则可能提高生产和消费决策者（通常为男

性和女性）获得信息和试验研究的能力，但这也通常使得他们更偏向于

现代品种和进行专业化种植。有更多可用的成年劳动力时允许农户种植

更多有着不同管理要求的水稻品种系列。妇女工作的比例则会增加某些

具有独特消费属性农家品种的种植。项目组的一项早期研究发现，妇女

在水稻的种植和种子维持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Subedi 等，2000）。

拥有更多挽用家畜（牛）和乳用家畜（水牛和奶牛）的农户，被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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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将种植更加多样化的水稻品种，因为他们有着更好的投入渠道，获得更

多信息，更强的试验研究能力，并需要更多的饲料。拥有牛（畜力）也使

得农户能适时整地、脱粒和运输农资、以及收获产品。外来的现金收入一

方面能提高农民雇工和购买农资的能力，以开展更广泛的活动；但另一

方面，它也可能意味着农户成员将参加更多非农活动，并减少花费在特

定水稻品种上的时间。当生产的水稻多于预期消费需求时，农民可能有

更好的能力来维持农家品种，但也可能是为了市场而专业种植现代品种。

农场自然特征

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系统的特点是，农场规模非常小，地块分

散，异质化的土地类型、对农耕技术极为重要。如果农民种植水稻的土

地类型更为独特，田块更为分散，那么他们种植农家品种的可能性就越

大。因为农家品种能适应特定的季节小生境或自然小生境。通过灌溉可

以改善水分供应，这对农民种植特定的农家品种可能有积极影响，但也

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更好的水分供应可使农民更专注于一些品种的种

植，使得生产过程更为统一；但它也使种植更多具有不同水分需求和成

熟期的水稻品种成为可能。

市场特征

市场变量通过农户水稻贸易的程度、购买农资、食品的程度及其他

农户在市场上的需求程度，对多样性产生影响。从住宅到市场的距离是

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住宅离当地市场中心越

远，那么农民就会越依赖于自己的产品来满足其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包

括了一系列食品和饲料的需求。如果农户过去销售过农家水稻品种，那

么这将鼓励农民种植农家品种；而如果农户过去销售现代水稻品种，农

民可能会专门种植少数性状一致的现代品种。

结果

统计描述

更为孤立的山地农户（Kaski 生态点）种植农家品种的可能性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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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平原地区的农民（Bara 生态点）。这些农家品种被水稻育种家们认

为具有多样性、稀有性和适应性等潜在价值（表 16-4）。

表 16-4　Bara 和 Kaski 生态点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统计结果

生态点

变量 Bara（N=148） Kaski（N=159） 总和（N=307）

因变量
农户种植多样化农家品种

的比例（+）

2 50.9 27.4

农户种植稀有农家品种的

比例（+）

2.7 20.8 12.1

农户种植适应性农家品种

的比例（+）

0.7 74.8 39.1

解释变量
AGEPDM 48.27 46.20 47.20
EDUPDM 3.0 3.95 3.52
EDUCDM 0.48** 1.99 1.26
AAGLABR 2.52 2.51 2.52
FAADTPCT 0.27 0.28 0.28
LANIMLV 10 270** 18 490 14 527
TOTEXP 2 483 2 581 2 533
SBRATIO 1.40** 0.76 1.07
IRPCNT 0.42 0.39 0.407
LNDTYPS 1.54 1.49 1.517
RDPLCULH 120* 146 134.58
TMKTDS 163** 340 255.14
LRSOLD 16.89 43.68 30.76
MVSOLD 971** 38 487.8

注 : 假设方差相等，对 Kaski 和 Bara 生态点相应数据进行双尾 T 检验，“**”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 X2 检验显示了 Kaski 和 Bara 生态点间存
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解释变量的定义参见表 16-3 所示。

这两个生态点水稻种植户的人口结构比较类似，包括生产决策者的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成年劳动力、从事耕种的男女数量和比例。但在

Bara 生态点中的女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显著较低。这两个生态点的

平均收入水平较为接近，但是平原地区的农户其牲畜资产的价值相对较

低。平原地区农户更多地销售现代品种稻米，说明他们更多地种植现代

品种。平均而言，平原地区的农户比山区农户能更好地通过自己的水稻

生产满足其对稻米消费的需求。两个生态点在粮食销售方面的差异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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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这可能仅仅因为在 Bara 生态点上，有一个农民报道他销售了大

量的稻米。两个生态点农场的稻田土地类型的数量、稻田灌溉百分比等

自然特征比较类似。但平原地区的田块分布更为集中，而农户距离市场

也更近。

经济计量结果

根据每一个选择标准（多样性，稀有性和适应性）因素，表 16-5

列出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吻合的预期因子。这些因素对农民种植地

方品种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地方品种被水稻育种家们认为是

重要的。

表 16-5　农民种植农家品种的预测因子

这些品种是由育种家们在尼泊尔两个生态点中根据选择标准所确定的有潜在价值的品种

水稻育种家的选择标准

解释变量 多样性 稀有性 适应性

常数 –0.6221*** –0.4289*** –2.6499***

位点 0.2792*** 0.1074*** 1.0596***
AGEPDM –0.000029 –0.00058 0.000387

EDUPDM –0.0101 0.00212 0.00931
EDUCDM 0.0218** –0.00483 –0.00679
AAGLABR 0.04315** 0.01702 0.14948***
FAADTPCT –0.03892 0.13687* –0.05048
LANIMLV 0.000005* –0.0000019 –0.000002
TOTEXP –0.000023 –0.000018 0.0000003
SBRATIO –0.09510 –0.02833 0.05185
IRPCNT 0.080216 0.005799 0.1390
LNDTYPS –0.05990 0.06588*** 0.03843
RDPLCULH 0.000029 0.000056 0.001112**
TMKTDS 0.00040** 0.000137** 0.000665*
LRSOLD 0.00021 0.000111* –0.000094

MVSOLD –0.00004 –0.000005 –0.0001188
对数似然函数 –93.79 –75.50 –54.65

近似 R2 0.478 0.734 0.332

注 : N=307. 所有案例中使用的回归模型都是概率模型。显著性检验采取单尾 Z
检验，“***”表示 P ＜ 0.01,“**”代表 P ＜ 0.05，“*”则代表 P ＜ 0.1。变量定

义参见表 16-3。Z 统计与最大似然估计相关。表中报道的变量值具有边际效果并

作为解释变量而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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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户特征值中，教育、劳动力组成和牲畜价值对预测农户将种植

地方品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些地方品种对未来的作物改良非常重要。

人力资本对水稻品种的选择性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稻米消费决

策者（通常是女性）所受的教育越多，那么这个农户种植具有遗传异质

性的农家品种的可能性就越大。更多从事农业的成年劳动力对种植适应

性农家品种的可能性影响很大，也会显著促使农户种植遗传多样化的农

家品种。而农户成年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较高，则意味着种植稀有农家

品种的可能性更高。如果农户拥有更多的牲畜（水牛、黄牛和阉牛）资

产，那么其种植农家品种（这些品种被水稻育种家认为是多样化和适应

的）的可能性就越高。外来收入对品种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因为种植农

家品种并不花钱。稻田土地类型数（多样化的农场生产条件）会增加稀

有农家品种的种植机会，而稻田的分散程度也会促使适应性农家品种的

种植。位于山区生态点且与市场隔绝的农户，种植任一类农家品种的概

率更高，这些品种被水稻育种家们认为对未来的作物改良具有潜在价值。

对于不同的农家品种组，具有统计意义的预测因素（生态点位置，

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人比例，步行到市场的总距离）对品种选择的导向

性相同，但程度有所不同。以下三个与政策相关的因素对品种选择具有

非中性的影响，其影响的统计意义取决于育种家的选择标准：多样性、

稀有性或适应性。第一，“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农业生产”仅能预测农户

将种植稀有或多样化的农家品种，其程度则随选择标准而不同。第二，

“过去农家品种的稻米销售”是一个政策相关因素，与稀有农家品种的

种植显著相关，但与多样化或者适应性农家品种的种植无关。这一调查

结果表明，专一化的市场可能会鼓励农民持续种植稀有农家品种。第

三，由农场规范化的“散布状农田”是农户将种植适应性农家品种的一

个预测因素。田块空间分布将决定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方式等因素。

相关研究结果

表 16-6 列举了一些相关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是根据本章中所用到

的概念变量组，来解释农业户保有的作物多样性变异水平，以及他们

继续种植农家品种的概率变化。这些研究案例的理论基础是农业户模

型，该模型通过农户和农田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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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包括一系列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作物：例如秘鲁的马铃薯案例

（Brush 等，1992），土耳其的小麦案例（Meng，1997），墨西哥的玉米、

豆类和南瓜案例（Van Dusen，2000; Smale 等，2001），埃塞俄比亚的谷

物案例（Benin 等，2003），以及匈牙利的庭院案例（Birol，2004）。表

格中的符号“+/-”代表统计上显著的正向 / 负向影响，而 0 则代表回

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相关方法的应用和推广并不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每个实例的

概念变量都相同，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测量必须与研究背景相符合。

在秘鲁，该方程被用于预测马铃薯现代品种的接受程度及其对农家品种

种植的影响。在土耳其，该方程被用于预测所种植小麦的地方品种，以

及根据决策种植条件对小麦农家品种多样性进行解释。在墨西哥进行的

一项研究，解释了栽培系统中玉米、豆类和南瓜的品种总丰富度；而另

一项研究调查了玉米农家品种的种植比例。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则对谷

物及其品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进行了检测。在匈牙利，对其高收入过渡

经济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几个组分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庭院中的作

物物种丰度和农家品种丰富度。

就如同尼泊尔的水稻案例，在秘鲁和埃塞俄比亚这些低收入国家，

决策者的年龄对品种选择并无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墨西哥和匈牙利这些

中等和高收入国家，老年农民种植农家品种的可能性则更高。在尼泊尔

和埃塞俄比亚，对性别相关变量的测量显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她们

参与农业生产的程度，对农户作物遗传多样性水平有正面影响。对所有

国家、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的供给系数和非农或移民收入数据都显示

当就业情况发生转变时，农户水平上的作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水平就

会降低。而财富的预测效应是模糊不清的。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土

地、牲畜和农业劳动力的富裕农民具有更好的维持多样性的能力。

虽然这些结果是众多农业生态因素的混合体，但是农场的田地碎裂

度、土壤异质度、海拔以及坡地耕作往往对作物和品种多样性的影响更

大。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本地市场的基础设施越发达，那么农户多样性

水平就越低。但是在埃塞俄比亚山坡地区，附近的种子或产品市场使得

农民能够引入作物和品种作为他们自有品种的补充；在土耳其，本地市

场会鼓励农户种植多样化的小麦地方品种；而在尼泊尔，农家品种的销

售与农民种植稀有品种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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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任何给定的参考地区，农民通过选择是否种植某些作物品种及其

种植比例，来决定存留的品种或保有的基因复合体。农民现在所做的选

择不仅影响他们的福利，同时也会对未来社会的福利造成影响。一些具

有潜在价值的等位基因或基因组合，可能会随植物种群的缩减而流失。

农民根据其个人价值观，选择所种植的作物品种，在半自给农业中，这

些选择会随品种特性、市场状况以及农场自然特征而变化。

当植物育种家选择育种材料或需要保护的资源时，他们会采用一些

决策标准，但农户和育种家的决策标准会有所不同。例如，他们可能会

鉴定出遗传多样性高的品种，拥有稀有性状的品种，或具有广谱适应性

的品种。这些品种对育种具有潜在的价值，因此在遗传资源保护中也具

有潜在的价值。这些都是针对农家品种社会价值的最佳猜想。

这里所介绍的分析，侧重于选择保护标准的政策权衡。根据不同的

选择标准组，水稻品种被分为若干组。如果农民种植某一组中的水稻品

种的可能性上升，那么继续种植另一组中水稻品种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旨在达到一个目标的政策，可能会对另一个目标

造成严重后果，但我们的结果表明并不存在这种冲突。然而，结果也显

示为支持继续种植稀有品种所设计的项目或政策，与支持多样化和适应

性品种是不同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提高女性参与水稻生产水平和发展

当地小市场方面的投资，可能会增加农户种植稀有农家品种的可能性。

回归结果和统计数据总结显示了在面对当地水稻生物多样性保护

时，点（生态点）和农户是如何做的。很明显，山区生态点（Kaski）

的水稻种植户更多地种植遗传多样化的、稀有的及适应性的农家品种。

而低地生态点（Bara）中水稻种植户，所种植和出售的水稻现代品种更

多。虽然低地生态点中女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更低，农户更为贫穷，而

且他们并没有更多的外来收入，但是他们能更好地通过自己的产出，满

足其自身的消费需求（自给自足）。

在 Kaski，并非所有候选的农户和农家品种具有相同的保护前景。

如果农户拥有更多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劳动力，那么其保有具社会价值

的农家品种的可能性会更高。因此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可能会对保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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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产生负面影响。那些保有具社会价值的农家品种的农户，通常拥有异

质度更高的农场，并与市场更为隔离。种植更多稀有农家品种的农户，

会在当地出售稻米，这一证据表明了发展专门的可控市场，可能会鼓励

农户保有这些品种。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的成本

如何。最后考虑公平性，政策导向可能还会包含其他的一些权衡因素。

那些种植具社会价值的地方品种最多的农户，也会拥有更多的牲畜资

产、较高地预期产出和消费需求，并至少有不错的现金收入。在全球标

准下，虽然绝大多数尼泊尔山区农民被归为穷人，但是使地区和农户保

有更多有价值的农家品种的目标，绝不会等同于使其贫困。

对与已完成或进行中的相关经济学研究结果的比较，凸显了许多因

素预期效应的地区特异性，特别是与农户人力资本和财富特征相关的因

素。尽管市场基础设施和环境异质度是一个有力的假设，但还需要对种

子市场和体系有更完善的理解，来作为支持作物多样性管理的手段。在

解释这类案例的研究结果时，还必须牢记至少一个方法论的告诫。在某

些情况下，农业生态思路与发展市场基础设施是相互作用的。虽然我们

认为农业生态思路很可能会支撑山区和平原地区之间，水稻多样性管理

的不同，但其中能通过断面变化（山区 - 平原）来替代时间变化的范

围是有限的。纵向的数据或者能定期监测多样性产出和基本过程的数据

能有助于获得更有力的结论，同时这些数据，对于在重要的多样性中心

区域中建立合适的奖励措施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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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因为田块距离的总和与耕作面积高度相关，所以将这两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变

量，来反映控制种植总公顷数时由田块分散所带来的影响。

2. 选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销量，是为了确保用于解释水稻品种选择的是一个独

立变量，而不是一个选择变量。对于销售量则选用一个 0~1 变量，因为它们能表达

更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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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家畜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
	 利用的经济学

A. G. Drucker

人类所需的食品和农业产品有 30% 来自于畜禽（FAO，1999），

世界上大约 70 ％的农村贫困人口依赖畜禽，并将其当成他们生计的一

部分（Livestock in Development，1999）。动物遗传资源的（AnGRs）多

样性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福祉，不同动物的特性和产出可适合各类社

区的需求。

然而，在各种环境中经历过几千年的育成品种，据估计自 19 世纪

初已经丧失了 16%（Hall 和 Ruane，1993)，另 32%（22％的哺乳动物

和 48％的禽类）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物种灭绝的速度目前是每星期

两个品种，并呈加速趋势（FAO，2000）。这些驯化动物遗传资源的小

基因库（40 种、6 000~7 000 品种）表明这一丧失已予特别关注。这样

一个不可逆转的遗传多样性丧失会威胁到粮食安全、贫困问题以及可

持续农业问题。

大量濒危动物遗传资源所处发展中国家，只有有限的经济资源来

支持保存，因此经济分析将有助于确保能选择合适的保存重点 (UNEP，

1995)。 尽管动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学分析非常重

要，但也只是目前才受到关注。这些研究也揭示了系列方法不仅可用

来评估农民育种工作和特征参数选择的价值，也可用来制定相关的政

策，来解决本土品种被边缘化的趋势。特别是，这使得畜禽饲养者认

识到将畜禽适应性和非营利性功能放在重要位置的重要性，并且在育

种计划中考虑到这些需要；鉴定品种也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其有利

于多样性保护计划参与的最大化；它还有助于对比在品种保护中如何

考虑非畜禽饲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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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简要阐述开展这些研究的理论背景、潜在方法、所需数据以

及面临的困难，然后将分析最近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开展的一系列

AnGRs 经济研究的结果。

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贡献

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持续利用的经济学讨论，是赢得必要的公众和

政策支持的有效手段，包括制定适宜的政策等。具体包括如下重要任

务：确定此项目对社会上的社团和特定群体的经济贡献，支持对保存家

畜多样性最优成本方法的优先性评估，协助设计经济激励机制和制定有

关制度以推动个体家畜饲养者或社团对此项目的保存等。 

分析框架

由于现存家畜是来自于一小部分特别改良的品种，这些品种被认

为可直接为人类带来福利，因此导致了动物遗传资源的侵蚀。同时，

经济理论表明，运作的市场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反映现有资源

的稀缺性的价格机制，可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并可提供资源利用和

取代的正确激励机制。

Mendelsohn （2003）在关于动物遗传资源丧失的论述中指出，动物

遗传资源保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定农民为什么要放弃社会应保存的动

物，考虑到市场要保存有经济价值的家畜品种，保护学家必须去关注被

市场抛弃的家畜品种，确定和量化被市场抛弃的动物遗传资源的潜在社

会价值。因此保护学家必须证明为什么应当保护这些目前似乎不盈利的

动物遗传资源，然后制定保护项目并有效地保护这些社会资源。

Tisdell（2003）也认识到市场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指出

发达国家的家畜技术如人工授精、集约化畜牧业对发展中国家牲畜种

群的影响，加之市场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将加速品种的丧失。上述

情况发生的条件主要有：区域性生产专门化，国际运输成本的降低

和 Swanson 优势效应（发达国家使用的品种试图取代发展中国家的品

种），通过比较优势减少多用途品种的需求，改变消费者的口味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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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变饲料进口的价格和可用性以及加强家畜饲养的环境控制等

（Tisdell，2003:367~368）。Tisdell （2003:371）引述了来自联合国粮农组

织（FAO）关于尼日利亚的案例，指出开放地区间贸易和提高木本作物

价格将导致农民放弃当地的家畜饲养，粮农组织指出尽管从农民的角度

这是一个合理的中期战略，但是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世界贸

易的短期性，失去这些现存家畜的遗传资源是非常短视的。

Pearce 和 Moran（1994） 进一步质疑这样的自由市场驱动所产生的

社会偏好，他指出由于市场干预和全局占有的失误，生物多样性（遗传

资源）保护活动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有用和无用）可能没有被市场捕

获，该失误将产生这样一种扭曲，即从事无助于遗传资源保护和倾向于

摧毁这些资源的经济活动。Smale（2005）最近编撰了关于农田作物遗

传多样性经济评价的一些方法并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例如，经济理论建议用进口家畜品种取代农家品种，应当由该选

择的相对利润率决定，当然，相对利润率是针对农民而非针对国家和

世界。对于家畜饲养者替代本地品种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其回报会高

于遗传资源保存，资源保存带来的是他人受益的公众利益，而非其本

人的市场利益，而且一些补偿（如人工授精 , 兽医服务）也是针对进

口品种的。

Swanson （1997）指出这些非市场价值的重要性，因为生物多样性

并非均匀地分布在各国，其总体的对外价值实际上更为重要。生物多样

性所面临的问题由一系列的困难构成，这些困难是基于全球分散基础上

的传统变化过程的调整所造成的。历史上，国家和个人都可对自己的土

地和资源利用情况做出是否调整的决策，而不需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

这样将导致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因为每一个演替转化所丧失服务的价

值是不同的。随着转化过程的增加，演替转化所导致的多元化资源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的丧失也将不断加剧。目前尚缺乏一种机制将这些成本纳

入到状态转换的决策支持系统中，或者说个人也是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主

要组成部分。

因此，经济分析可以帮助分析家畜饲养者，选择本地品种和进口品

种的经济动力，以及制定一些措施，来确保目前的农业发展过程和家畜

多样性的保存、可持续利用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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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经济学分析的
方法和制约因素

尽管动物遗传资源保存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并有生物多样性价

值评估的总体框架支持，但并没有引起很多关注 (FAO/ILRI，1999), 

主要有如下原因。

方法和制约因素

第一，在植物遗传资源评价方面存在一系列方法上的困难。例如，

Evenson (1991) 指出测定种质资源多样性对作物改良的贡献是非常困难

的。遗传资源很少在市场上交易，经常是非正式创新的产品。因此，确

定本地品种对改良品种的贡献是非常复杂的。另外育种的基础材料本身

是生产的产物，确定其利润的各个因素（包括劳力、农田技术、知识投

入）只能用通常的概念 (Evenson，1991; Pearce 和 Moran，1994)。因此，

这样的一系列分析方法应当借鉴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经验。Drucker 等 

(2001) 综述了这些方法， 并根据其研究目的将其归为三类（表 17-1）， 

即为：确定 AnGRs 保存项目适宜的成本；确定濒危物种实际的经济重

要性；确定 AnGRs 育种项目的优势领域。

缺乏数据

第二，数据的有效性是一个制约， 为了使用这些方法，有必要开展

如下活动。

（1）测定品种表现的指标；

（2）评价实际和潜在的育种制度；

（3）确定家畜使用和饲养者在不同生产系统中对本地品种的喜好特

性（包括确定家畜饲养者关于特殊特性的价值和他们愿意的交易），以

及影响因子和可选择的品种；

（4）确定影响家畜需求和价格的因素，包括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

响（如饲草或作物）和不同品种所需是外在（如兽医）投入； 

（5）分析不同品种对生计的潜在影响，包括对利用、潜在获取和分

发机制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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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各个因素的作用， 包括土地权属、农业潜力、种群密度、

进入市场和整合、许可需求、税收、开发项目和教育。

非市场数据和调查方法

第三，对生计重要的家畜的非市场贡献，例如对干旱和疾病的

抗性、变化的适应性、文化和社会价值，及家畜作为经济和保险的

途径等，这些因素必须被纳入经济模型和分析中，因为这些信息对

于确定合适的育种项目目标，以及估计不同品种使用的相对利润，

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目前有大量国家水平的家畜生产数据，但这些信息只是局限于

一定数量的主要品种，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重要的非市场贡献。最

近，粮农组织的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和国际家畜研究所的家畜遗传资源

信息系统，开始涉足这一问题，但这些方法论的探讨总是受限于相关数

据的缺乏。

第四，数据的有效性总是与数据的可获得能力息息相关。这是因

为在偏僻地区的生产系统中。本地家畜的利益是由生产者而非消费者

获得。因此，这些品种的遗传资源大多反映生产者的偏好。为了确定

这些遗传的隐性价值并用来初步评估本地动物遗传资源的价值，研究

必须确定生产者的偏好特性。偏僻地区的生产系统中，家畜育种主要

关注家畜在严酷环境下的适应性。家畜适应性被生产者所珍视但并不

是市场特性。因此为了获取经济价值，需要研究其经济和非市场功能

(Scarpa 等，2003a)，但如何才能以最佳方式进行研究目前仍然是一

主要的问题。

需要使用农村评估方法

针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评估研究经验是，在农村地区和远离市场

经济的地区进行调查会面临一些困难，Pearce 和 Moran (1994:94) 指出，

“未来的研究应当可能需要修改经济学的技巧来建立与参与式快速农村

评估方法相结合的体系”。

农村评估方法是适于家畜拥有者使用的非常有用的计划工具

(Waters-Bayer 和 Bayer，1994)。可以帮助理解家畜拥有者对品种在

生产和功能方面特性的选择 (Steglich 和 Peters，2002)。可以在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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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良项目中选择遗传特性 (Tano 等，2003)。可以实现形式分析和

技术开发 (Conroy，2003)。 有助于在家畜拥有者是主要的知识拥有

者地区推动改革创新（例如饲草选择是低投入的系统）（Peters 等，

2001）。

关键是将这种方法和所需的各种信息相配合，在许多情况下，最好

的途径是融合不同的农村评估方法。 

结果和讨论

尽管在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中存在前述的很

多制约，但已经确定了获取必要数据的方法和途径，并取得了一系列可

喜的成果。

确定优先保存品种的决策支持系统

考虑到大量的本地家畜面临着威胁，但有限的保存经费不足以保

存其全部。Simianer 等 (2003) 制定了一个决策支持工具，这是一个在系

列品种中分配保存经费的框架，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品种的多

样性。Weitzman (1993) 指出最适的保存标准是将这一部分品种的期望

效益最大化，是多样性所代表的品种特性和保存品种的价值的加权和。

该方法被应用于 23 种非洲 Zebu 牛和 Zenga 牛，结果表明，根据模型

推算，保存经费应当用于其中 3~9 个品种，并非必须是最濒危的物种。

另外该模型适用于主要参数的关键数据可以获取的地方，本框架也可以

用于全球水平的理性决策。

非市场价值的条件评估方法

为这类决策支持工具获得数据，经常需要一系列方法为农户生产中

的很多没有价格的投入和产出赋值。Tano 等 (2003) 和 Scarpa 等 (2003a, 

2003b) 用条件价值法为本地家畜品种的表型性状赋值，适应特性和非

收入功能是饲养家畜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非，例如纳入品种改

良项目的最重要的目标性状是抗病虫害、适应性和繁殖力。比较而言牛

肉和牛奶的生产居第二位。这些研究表明，这些方法不仅（来自于环境

经济分析）可用于动物遗传资源研究，也可用于调查这些特性的遗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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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虽然调查牲畜种群中的这些价值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却是育

种或保护项目的理想选择（例如，疾病抗性）。

另外，文章提到家庭经济特性怎样决定了育种参数选择的不同，可

以利用这些额外的信息制定政策应对本土品种的日益匮乏。例如，他们

可以被用于促进品种的保存，在墨西哥的案例中的选择试验表明，因为

生产者赋予 Creole 猪和其他品种同样的价值，因此缺乏确保此品种可

持续利用的动力。

在发达国家的案例中，Cicia 等 (2003) 发现树状分枝选择证明，偏

好可以用来评估濒危意大利 Pentro 马保存项目的效益。生物经济模型

可用于估计保存的成本，成本效益分析可以揭示这一问题，结果表明保

存活动不仅有大量实际的价值，而且这种方法可以为政策决策者分配有

限的资金去保护濒危动物提供有利的支持。 

用偏好揭示法进行市场评估

和前面的偏好方法相比，Jabbar 和 Diedhiou (2003) 指出，喜好揭

示法可用于确定家畜饲养者的繁育实践和偏好。分析尼日利亚西南的

情况，表明他们对耐锥虫瘤牛品种（尤其是 Muturu）完全没有兴趣，

其他地区瘤牛试验者不太在意他们偏好的品种特点。因此最有希望实

施 Muturu 瘤牛品种保护，或可持续利用战略的，很可能是在西非的其

他区域，如尼日利亚东南等，在那里锥虫病仍然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Muturu 牛可以更好地适应那里的耕种制度，这一品种的大市场也将在

那里持续存在。

用于总体生产表现评估的模型（本地和杂交种的比较）

在很多生产系统中肉奶生产性能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这导致

Ayalew 等 (2003) 指出传统的生产评价指标不足以评价现存家畜的生产，

主要因为他们没有去捕捉家畜的非市场性价值，而且其单一投入限制核

心理论，也不适用于现存家畜的生产，因为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多元限制

性投入（家畜、劳力和土地）。因此，应当尽可能将家畜的功能（物理

和社会经济）纳入与资源利用有关的货币价值中，而无需考虑这些产品

是否是市场的、家庭消费的或留待今后使用的。包括了三个补充群体生

产力指数的评价模型，被用于评价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部的山羊生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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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本地山羊在提高管理水平后，显著增加了净利润，这一结论也对

之前的普遍概念提出挑战，即本地牲畜对改进管理水平反应不强。此

外，结果也表明，在一般生产方式下，杂交山羊比本地山羊生产力高和

利润更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此，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平

台，提出更加完善的管理措施。

保存的成本和收益（不同的方法）

即使本地品种的价值已得到认可，并且支持机制已实施，但仍然

存在很多不足。在检查欧盟农家动物多样性保存措施和其潜在成本时，

Signorello 和 Pappalardo (2003) 指出，很多粮农组织的世界观察目录中，

所列的濒危品种并未列为被支持项目，因为这些品种并没有被列入国家

农村发展计划。另外，支持项目并没有考虑品种的濒危程度，支持水平

仍显不足，且无利润支持本地品种。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欧盟的动

物遗传资源支持措施也急需重新审定。

尽管 Drucker 的研究表明保存的成本很低，但本地品种的保存动力

仍然不足，Drucker 参考了最低安全标准（SMSS），并采纳了 Crowards

（1998）的极小回报矩阵来研究品种，而非物种。基本框架认为，只要

保持品种的最小存活种群（在这种情况下，粮农组织将“不处于危险

之中”的数量定义为 1 000），就可以保持本地品种保存的不确定利润。

执行最低安全标准的费用是由保持本地品种的机会成本差异（如存在）

所组成，而非进口的和杂交种，此外，保护项目的行政和技术支持费

用都必须加以核算。

以实际成本估算前面提到的动物遗传资源经济案例（例如欧盟、意

大利和墨西哥）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和目前提供给畜牧业的补助

总量（不到总量的 1%）和保存成本（利润成本比大于 2.9）相比，执

行最低安全标准的成本较低（如表 17-2 所示，根据品种的不同，成本

为每年 3 000~426 000 欧元）。令人鼓舞的是，发展中国家花费的费用

最低，目前 70% 的家畜品种在这些地方，并且这些地方的丧失威胁也

最高 (Rege 和 Gibson，2003)。这些保存方法应用于村社时成本特别低，

并且这些地区仍然热衷于保存当地品种。因此，最低安全标准方法的实

施必须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并和这些村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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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方法在动物遗传资源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被应用

于实践之前，必须广泛地定量化评估构成 SMS 的全部费用，该经济评

估必须涵盖所有需要保存的品系或物种，并将尽可能多的总经济价值构

成要素考虑进去。

Drucker 和 Anderson 提供了额外的数据支持这一假设，即动物遗传

资源的成本比利润小。这篇尚未发表的文章指出，通过农村评估方法

获得的数据，应怎样被用于价值评估的方法（Drucker 等，2001 综述），

他们的研究表明，保存的成本较利润低好几个数量级（表 17-3）。

表 17-3　关于 Yucatee( 墨西哥 )creole 猪利用农村评估数据

使用价值方法的结果汇总

　　　项目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利润

（￠元）

保存费用（￠元）

市场共享 0.54 百万

生产损失转移（只限 Yucatan 州） 1.21 百万

意愿评估（城镇消费者偏好检测） 1.43 百万

意愿评估（生产者选择试验）和最

低消费途径

<2 800~3 700

而且，对本地猪品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计划的年费用估算表明

(Brush 和 Meng，1996)，村或户保存的费用更低，是更经济的保护项目

实施途径，这一最低成本方法确实可为计划实施提供有用的框架。这就

是实施强有力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计划的经济理由，如果该品种已被列

为粮农组织的濒危品种，则更应当立即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其灭绝。

确定净利益的大小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如一些理论预测，本地

品种的丧失是因为农民认为与其他品种相比，没有利润。虽然某些类型

的农户（例如较大的，较富裕的）表达了对利润的偏好，支持了这一理

论，但大多数农户却没有。猪本地品种的生产会逐步减少，导致纯种群

减少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缺乏本地品种储量等因素而非农民纯收入，将

制约对该品系的选择。

在社会各阶层，保存和可持续利用项目较大的净利润表明，尽管没

有巨大的市场价值，但一些突出的利润价值（如本地品种猪将作为抵抗

病虫害的储备，或特别针对城市消费者的存在价值）也是保存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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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外，商业部门在补贴外来品种生产，这一市场扭曲现象还相当严

重，而且补贴的水平远远大于本地品种保存的成本。维持农民生计的重

要的遗传资源正在丧失，而大量的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补偿却提供

给了商业化生产的农民。

结论

本章的描述（依据物种的品种、品系、生产体系、地点和分析方

法）表明，用于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方法是确实

存在的，特别是与农村评估方法相结合，将揭示其市场、非市场和潜在

的品系特性的重要价值。

饲养者对品系品种特性和管理需求的知识，以及饲养者偏好的不同

特性，育种和保持政策急需的投入的构成等信息，加上当地品系在管理

改进条件下的表现和潜力，以及保持和持续发展项目的相对费用和收益

数据。对于理解推动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项目的性质和所需

的净花费是非常关键的。

主要挑战是如何将结果的实惠给家畜饲养者，并支持国家研究者和

政策制定者的工作。

注释

1. 转换不仅可以通过置换实现， 而且可以通过杂交育种和由于生产系统改变而

减少家畜来实现。

2. 这些包括访谈、直接观察、目录、时间表、季节表、资金排序、偏好排序

和成对排序， 这样的方法可以用于户水平的核心小组、商业农场和市场，包括主要

的调查者，如当地猪饲养者、屠夫、消费者、家畜协会成员，并可以纵向比较监测

12 个月的农户情况。

3. 同样大的净保存利润由 Signorello 和 Pappalardo (2003) 在意大利 Pentro 马的

案例里发现，表明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

4. 即使在较大和富裕的农户，也是更偏爱杂交种而非外地种，因此需要讨论如

何保存纯种系用于杂交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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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生物多样性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
	 生态和经济作用

M.Ceroni    S. Liu    R. Costanza

由于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生态系统越来越缺乏多样性，因此其系

统功能和对人类社会的服务能力，也开始令人担忧 (Ehrlich 和 Wilson，

1991)。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研究，已经开展了

十多年，但最近大家才开始关注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农业生态系统功

能的影响。农业集约化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广泛丧失，包括作物和家

畜品种的减少、土壤多样性的衰退、当地天敌数量的锐减等。

随着物种的丧失，能量和营养途径也随之丧失，相应的生态系统

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和有效性也受到影响。单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对各

种灾害的恢复力很弱，如干旱、洪水、病害和入侵物种，以及不确定

的市场波动。同时也需要大量的能量投入，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

剂和灌溉等。

多功能和可持续的农业应当在其生产的同时，还考虑到其生态系统

功能、过程和对其他系统的影响，而在食物和纤维生物生产的同时，还

要提供一系列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土壤侵蚀控制、碳库、营养循环、

野生生物保护、精神享受和文化休闲等。

生态系统功能是指生态系统过程的比率和量级，如初级生产、分

解和营养循环。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直接和间接对人类的影响。尽管有

一些测定生态系统功能的指标，如矿化率和有机物生产，但将生态学

家的测定，转化为生态系统服务，仍很困难。因为生态系统服务代表

生态系统中以人为中心的特性，这一概念来自其固有的定义。由于这

一原因，生态系统服务经常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而非生态指标（如能量

和物质流）（Costanza 等，1997)。尽管全球各地的经济严重依赖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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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但传统商业市场却一直忽视生态系统服务，政策决策中也

缺乏对它的关注。

Costanza 和其同事 (1997) 关于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研

究，很好地阐明了这一问题。研究评估了全球 16 个生物群系生态服

务的总经济价值（很好地适应地球不同气候带的植物和动物群落，如

沙漠、草原或温带森林）。作者发现，评估全球经济活动的指标，如

全球的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并未涵盖来自于不同世界生物群系生

态服务的经济贡献。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据估计是每年 18 万亿美元，

而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为每年 14 万 ~54 万亿美元，平均为每年 33 万

亿美元（按 1994 年的美元计算）。但从这些研究中，还是能分析出农

业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贡献。耕地，总价值为 1 280 亿

美元（为总估计值的 0.38%），似乎除了粮食生产外对全球生态系统

服务的贡献很小（表 18-1）。但是，这一结论主要源于对有限的粮食

生产系统的生态服务信息和一些假设，认为耕地不能提供野生生物栖

息地和有价值的休闲资源。当包括了草地系统，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耕

作放牧为目的，来自农田的年生态服务总价值就上升到 1.03 万亿美元

（总估计价值的 3.1%）。农田和草地共同对粮食生产的贡献为（3 360

亿美元），同时有生物控制（1 210 亿美元）和授粉服务（1 170 亿美

元）。来自于农田中的草地的主要贡献是废物处理（3 390 亿美元）和

侵蚀控制（1 130 亿美元）。考虑到本研究的范围较广，且确定主要生

物群系时涉及的种类较多，本表并没有涵盖所有不同的农田用地（如

虾养殖业、水产业、涝地和农田森林等），将不可避免地低估了世界

农业生态系统的贡献。

无论农业生态系统对人类福利的最终贡献值是多少，都是农业生物

多样性，支撑起我们社会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特殊经济贡献和生物多样性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 (Turner 等 ,2003 ；Smale，2005)。

为了确定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需要区分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Oecd，2002)。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元素，如基因或种，都对人类经

济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在于，它是物种

品种的的生态交互作用、生理耐受力、空间结构安排和遗传结构的主要

源泉，这些最终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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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中已经指

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方决议 IV/10 指出，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的

经济价值，对于制定目标明确的激励措施是很重要的。

很多关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研究，都是评估生物资源的直接价值

（例如容易被商品市场捕捉的价值），特别关注植物或作物和动物遗传资

源，或植物的医用和观赏直接价值（对以遗传资源在作物改良中的直接

价值请见 Alston 等，1998; Evenson 和 Gollin，2003 的综述）。很多案例

也评估了遗传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包括家畜遗传资源（(Drucker, 第 17

章 ) 和最近对庭院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估 (Birol，2004; Birol 等，2004)。

两项评估基因库中保存的作物遗传资源价值的研究（Koo 等，2004），

及关于农田作物多样性 (Smale，2005; 第 16 章 ) 的研究，所使用的主要

数据都是刚出版的材料中的。这些研究都基于细致的野外调查，并采用

先进的方法来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组成，或基于新的切入点。

几乎没有生物多样性组成对人类社会经济价值的信息，特别是间接

价值。例如生态群落物种和功能群的多样性对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价值

的，关系到我们可以获取的利益，如营养循环、生物量生产和稳定性

等。但证明群落多样性的重要性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确定一般生态规

则，是否适用于经济评估的广泛目标就更加困难。在这一章，我们将阐

述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关系（主要是农业系统）的生态研究，确

定生态功能提供生态服务流的方向和强度的有用指标，而不必直接转换

为生态服务。我们主要关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而非生物资源），

除了提供经验生态研究的证据，本章还将简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知

识，怎样才可用于经济价值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的评估方法

最近已被广泛地阐述 (Wilson，1988; Orians 等，1990; Drucker 等，2001; 

Nunes 和 van den Bergh，2001)，一些方法论所涉及的考虑，并不在我们

的讨论范围内。我们首先将回顾十多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主

要观点和发现，然后我们将讨论农业生物多样性，怎样与农业系统的稳

定性和恢复力相关联，生态环境异质性支持野生种的作用也得到验证。

这一章也对景观水平上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进行了阐述。最后我们将依据

研究所需的观察，得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以

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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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和生物量生产的多样性

在过去的 10 年中，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联系的最有影

响的研究，是关于调节草地植物种类多样性和功能群丰度的一系列试验

（Naeem 等，1994; Tilman 等，1996, 2002; Hector 等，1999），以及关于

水生微生物的研究（Petchey 等，2002）。

因为最近的出版物涵盖的生物多样性功能研究很广泛（Chapin 等， 

2000; Loreau 等，2001, 2002; Kinzig 等，2002; 第 9 和 10 章 )，笔者只是

简要地回顾他们的主要论点。

很多经验和理论的研究案例，已经肯定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

能的联系，很多联系从不显著到显著，从积极到消极，都已依据观察的

尺度进行了确定 (Naeem，2001)。很多因素如样点肥力、扰动、生态环

境大小、气候 (Wardle 等，1997)、营养类群的出现和缺乏（Naeem 等， 

2000) 和物种的功能组成 (Hooper 和 Vitousek，1997; Tilman 等，1997a)

等，都可确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的关系。

一些研究发现物种丰富度和植物生物量累积呈正相关 (Schmid 等， 

2002)，有关该作用的机制长期围绕着两种主要假设而争论，当然也不

乏 其 他 解 释 (reviewed by Eviner 和 Chapin，2003)。Aarssen (1997)、 Huston 

(1997) 和 Tilman 等 (1997b) 认为，如在多样性大的小区中，常观察到初级

生产力的增加，这也许反映了抽样效应。物种丰富的群落自然有可能包

括具有特殊特性的物种。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另一种解释，是生

态位互补（Naeem 等，1995; Tilman 等，1997a)。群落中较高的物种多样

性增加了生态特性的范围，因此获得了多个生态位类型，导致在多变的

生态环境中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最近，对此争论似乎已趋一致 (Loreau 等，

2002; Naeem，2002)，生态位互补和抽样效应在试验管理的不同阶段，具

有不同的作用：最初阶段观察到的快速生长，似乎与抽样机制相符合，

在多样性最多的样地，产量几乎最高可达到单播的产量。两年或更多年

后更长期的反应表明，多样性高的样地的产量高于最高的单播产量，这

一格局的解释是生态位差异导致了种内竞争 (Pacala 和 Tilman，2002)。

一系列多样性功能的研究结果和解释，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

论：在试验群落中物种的作用各有不同，有些种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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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重要种 (Paine，1966) 或生态系统工程师 (Jones 等，

1994; Wright 等，2002)。有些种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方面似乎是多余的，

很容易被其他物种取代，即使其在一些地区灭绝了，对其在生态系统的

功能也没有可察觉的影响 (Walker，1992; Gitay 等，1996; Naeem，1998)。

在第 10 章已经讨论过，生物多样性功能研究的主要制约是只能在

很小和可控制的样地中进行，很难仿真自然甚至管理的生态系统。例

如，很难推断这种研究的结果对农业系统的意义，农业系统使用的作物

种数量很少，并且系统的时间动态由轮作周期所控制。

很少的试验室通过调节农业系统的物种的丰富度，来评估生物量生

产，英国南部的干草试验表明，在物种贫乏的草地恢复物种丰富度，对

干草生产可产生积极的影响。Bullock 和其同事 (2001) 在英国南部的 7 个

地点进行了割草场恢复试验，表明提高物种丰富度可增加 60% 的产量。

每个试验点在随机排布的试验小区中，分别补播了两种混播组合（少物

种组合是 6~17 个种，多物种组合是 25~41 个种）。第二年开始，多物种

样地的干草的产量开始高于少物种样的产量，最高提高 60%（图 18-1）。

比较所有试验点的两种处理，物种数量差异和干草产量增加量间，存在

简单的线性相关。两种处理的饲草质量相同。因此建议农民在补播草地

时，可通过最大化生物多样性来获得最高质量饲草产量。这一结果非常

值得关注，因为在农民中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增加多样性将减少产量。

产
量

（
干

物
质

/h
m

2 ）

差

好

年

图 18-1　生物多样性处理对不同年份干草生产的影响

（样地的平均数 ±1SE）， 从第二年开始物种丰富度较高的样地有较高的干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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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唯一的缺点是，高多样性处理的种子成本高，需要更高的

产量来抵消这一额外的花费。所观察到的模式背后的生态机制是处理

和对照区之间的物种差异，但是作者也提醒，因为物种的数量和组成

并非是独立变化的 (Hector 等，1999)，所以物种成分的差异也可能造

成产量差异。

 经济利益

在这项研究中，物种丰富度对干草生产的经济贡献可直接评估，这

是因为两种不同丰富度处理之间的产出，存在差异。这种评估可用于鼓

励农民在干草生产系统提高植物多样性。

但在大多数案例，作物物种的丰富度对其他生态服务，如氮循环和

CO2 调节的经济贡献的评价都不是非常直接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即

使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假设因果关系得到判明，经济评估

的有效性也很少可超出研究地的范围。

同时，试图在自然和半自然环境中，依据多元回归模型在地区水

平评估物种丰富度对净初级生产力和营养循环的影响 (Costanza 等，未

出版 )。

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多样性

大多数研究着重于初级生产者多样性对基本生态服务的作用，但很

少关注来自自然食物网较高营养水平的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最近关

于 19 种植物—食草动物—寄生蜂食物网的研究 (Montoya 等，2003) 表

明，食物网结构和食草动物的丰富度对寄主的寄生率有影响，即促进了

天敌的服务。一个主要的研究结果是简单食物网中寄生蜂的功能比复杂

网好。这表明在观察复杂的群落时，物种丰富度本身，并不是提供高水

平生态服务的关键因素。

Brown 等 ( 第 9 章 ) 指出，很多证据表明，土壤中没有可预知的物

种多样性与特定土壤功能的关系，很难预测减少土壤物种丰富度的结

果 (Mikola 和 Setälä，1998)。在很多的案例中，土壤生态系统功能由

优势种的一些特性和土壤食物网各组分之间的复杂的生物互作所控制

（Cragg 和 Bardgett，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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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种群具有更高的功能多样性，这与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例如在欧洲中部 21 年的对有机传统耕作系统的生物动态比较研究

表明（Mäder 等，2002），越是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典型的是有机管

理的土壤），将有机废物碳转化成生物量所需能量的消耗越少。

经济利益

在单个物种决定一系列生态过程，是在速率和生态系统服务流量的

系统中，该物种科被独立评价。但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复杂的生态

互作使得区分特定物种的作用，和当前多样性对特定生态系统功能的作

用非常困难。基于以上原因，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评价生物多样性支持

的服务，来间接评价生物多样性。例如，Walker 和 Young (1986) 估计，

土壤侵蚀导致了 Palouse 地区、爱达荷州北部和华盛顿州西部农业税收

减少，每公顷 10~15 美元。这一估计就是一个综合指标，用于描述生

态功能对特定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侵蚀控制的责任。

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力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很多研究，都是在稳定的情况下

进行的，但农业生态系统实际上是承受着农业实践的各种压力，以及虫

害和干旱等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当然，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的关系在变

化的环境中也许会有所改变 ( 第 13 章和第 14 章 )。

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作用，是抵抗环境

的改变 ( Holling 等，1995; Perrings，1995)。大量功能相似的物种，确

保当环境条件不适宜优势种时，其他物种可以取代其功能位置，而保

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Yachi 和 Loreau，1999)，并促进生态系统的可靠

性（例如系统可以在特定时间内维持一致的的表现水平）(Naeem 和 Li，

1997)。

例如，授粉者的多样性对粮食生产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花

粉对种子和结实的普遍限制（Burd，1994），更重要的是所面临的授粉

者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Nabhan 和 Buchmann，1997; Kremen 和 Ricketts， 

2000; Cane 和 Tepedino，2001; 第 8 章 )。Kremen 等 (2002) 发现，授粉

者的多样性，是维持加利福尼亚传统农场（相对于有机农场）授粉服务

的决定因素，因为授粉者的群落组成每年都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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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对维持土壤抗干扰的恢复力非常重要

（第 9 章）。利用熏蒸技术减少土壤中微生物的试验表明，具有较高生物

多样性的土壤，比被削弱了生物多样性的土壤的抗性更强（Griffiths 等，

2000）。

在世界极端地区的试验，如南极洲的干峡谷，那里的土壤群落非常

缺少多样性，提供了独特的研究食物网复杂性在土壤功能中作用的试验

地点。在这一区域的线虫最多有 3 个种，典型的冗余缺乏，对环境的变

化特别敏感 (Freckman 和 Virginia，1997)。

遗传水平上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提供了

保险。第 2 章至第 6 章描述了在粮食生产系统中，遗传多样性通过为作

物和家畜提供适宜的遗传性状的原材料，来确保适应性和演替的试验证

据。在第 15 章，Johns 指出农业多样性和相关管理知识对于饮食多样性

和人类健康非常重要。

具有能够在其功能被严重改变前，吸收更高强度扰动能力的生态系

统（生态恢复力强，Holling，1973），可提供更持续的生态服务。将不

同病害抗性的植物品种混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抗真菌病害的策略（第

11 章和第 12 章；Zhu 等， 2002）。

产业化的单播农业系统的恢复力，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投入，如化

肥、杀虫剂和化石燃料来实现。正如本书第 12 章、第 13 章、第 14 章、

第 16 章和第 17 章中所指出，在非集约化系统中，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为

不可预测的环境和市场波动提供缓冲，一些科学家已在呼吁对管理系统

中生态和社会恢复力之间有必然联系的认识 (Scoones，1999; Folke 等，

2003; Milestad 和 Hadatsch，2003)。事实上，也许系统具有生态学上的

恢复力，但在社会学上却很脆弱，或在社会学上有恢复力，但在环境

上都存在退化 (Folke 等，2003)。农业系统也可被看作是社会生态系统，

表现为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其中的管理者是系统工程的组分 (Conway 

1987)。在第 13 章，农业多样性（Agrodiversity）一词用于将农业生物

多样性、管理多样性和生物物理多样性关联为有组织的多样性。为了对

自然和市场的波动有恢复力，农业生态系统应当可耐受扰动、扰动后可

以重新组织、有能力去适应变化 (Walker 等 2002)。联合恢复指数指出，

恢复力能够通过管理，而“在面临外来压力和扰动时能阻止系统向不理

想的系统配置运动”，并“保护使系统经历了各种大的变化可以重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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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元素”(Walker 等 2002)，在恢复力管理中，生态组分和人类能力，

都可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险价值，已被认为可在

保护生态系统恢复力方面发挥作用。另外，具有高水平的社会和人类资

源的农业系统更灵活，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更具联合创新能力。

经济利益

确定和衡量生物多样性的保险值，不再是琐碎的工作。例如保护一

个系统的恢复力应当支付多少费用？一种选择是考虑维持一个无恢复能

力系统的费用，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这一费用等同于运行一个集约化农

业系统的费用，包括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等全部外部投入。本章之前和第

8 章中都提到，在面临授粉者减少时，生产系统恢复力的维持需要授粉

者多样性。Southwick 和 Southwick (1992) 计算了一旦蜜蜂数量下降到模

型预测的程度，62 种美国作物由野生授粉者取代蜜蜂功能的费用。如缺

乏野生授粉者的补偿，苜蓿的产量将损失 70%，相当于一年需 3.15 亿

美元。

保持和加强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保险功能，也许是以与人类利益

相关的其他功能，如粮食和纤维生产功能为代价的。例如 Heisey 等

(1997) 评估了巴基斯坦将小麦品种转换为更具遗传多样性配置，造成的

产量损失大约是每年几千万美元。Idawsky 和 Rozelle (1998), Di Falco 和

Perrings (2003), Meng 等 (2003) 和 Smale 等 (1998) 发现与作物品种多样

性、作物生产能力和产量变化相关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主要取决于作物

系统的背景，在一些案例中，评估了粮食生产系统中遗传多样性的保险

价值（Drucker 等， 2001，评估了遗传资源保存项目的费用），但是没有

研究涉及作物种、土壤生物和自然天敌所提供的功能多样化范围和表型

特征的保险价值。确定这些保险价值的主要困难是，其所提供服务的无

形性及其未来功能的无法确定性。而且，价值研究的结果也许会因感知

的衰退威胁水平不同而异。

农业生境和景观多样性

许多研究表明，农业景观多样性可通过影响食草昆虫和天敌的种

群，来减少虫害引起的产量损失 (Andow,1991)。例如更健壮的掠食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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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虫种群，更可能会出现在较为异质农田系统（异质性可以用周长和面

积比表示），或说是在作物种多样性更高的系统中 (Ostman 等， 2001)。

农业景观中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的组成和空间安排，对于掠食者

种群的长期动态是非常关键的 (Bommarco，1998; Thies 和 Tscharntke，

1999)。

在另一些案例中，与单作相比，混播似乎并不能在天敌种群方面提

供任何优势 (Tonhasca 和 Stinner，1991)。

控制景观结构和植被多样性试验的结果不一致，也许与试验植物小

区不同空间规模的变化有关。该 18 年试验的文献分析表明，在小面积

小区，空间异质性对食草动物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中等大小的小区有中

度的影响，最大小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Bommarco 和 Banks，2003)。

当多样性涉及多元分类单元时，景观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关系将

更复杂 (Tews 等， 2004 中的参考资料 ; 第 13 和 14 章 )。该关系至少特别

取决于 3 个因素：研究的物种群、对景观多样性的测定和时空间规模。

农业景观的多样性不仅为天敌，也为授粉者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

促进了授粉服务（第 8 章）。一项关于蜜蜂农业景观的研究发现，野生

蜂的物种丰富度和多度与半天然栖息地（景观多样性指标）的百分比呈

正相关 (Steffan- Dewenter 等 2002)。这一相关性取决于其空间规模和物

种群。例如，野生蜂在小尺度上，对景观的复杂性做出反应，蜜蜂只是

在较大的尺度上与景观结构特性相关。在其他案例中，授粉者的物种

的丰富度主要取决于合适的饲草地，而非景观异质性 (Steffan-Dewenter， 

2003)。

农业景观多样性，也可增加鸟和哺乳物种的丰富度。Benton 等 

2003 年的综述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从单个田地到整个景观，栖息地

的异质性与农田的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例如吃种子的鸟，在包含小

块农田的牧场中较纯大块草地更多些 (Robinson 等，2001)。另一些鸟特

别出现在农田系统的开阔栖息地中，在非洲 (Söderström 等 2003)、欧洲

(Pain 和 Pienkowski，1997) 和中美洲 (Daily 等，2001) 都有类似的案例。

农业林地拥有相当数量的野生物种，可与原生林地的物种相同或更

高。例如 Ricketts 等 (2001) 发现，森林和一些农用地块中蛾的物种丰富

度和多度没有显著不同，这些农用地块包括：单播咖啡种植园、林下

咖啡、牧场和混合农场。而设计成模仿自然状态的混作咖啡种植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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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案例中，其物种的丰富度等于或大于相邻的自然森林地块 ( 图

18-2)（Perfecto 等，1997; Daily 等，2003)。农业林地的物种多样性，

随着与森林距离的增加而下降 (Ricketts 等，2001; Armbrecht 和 Perfecto，

2003)，尽管这一结果和其他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 ( Daily 等，2003)。在

美洲的中部和南部，据报道林下咖啡种植园的植物包括豆科作物、果

树、薪材和饲草树等，每块地包括了 100 种以上植物，供养的鸟类则多

达 80 种 (Michon 和 de Foresta，1990; Altieri，1991; Thrupp，1997)。

森林

生境类型

物
种

丰
富

度

图 18-2　不同类型栖息地和与大片开阔森林不同距离地块

（平均值 ±1SE）内哺乳动物的丰富度

灰色柱形带代表在或离森林近 (±1km) 的样地，黑色柱形代表远

离森林 (5~7km) 的样地。不同类型栖息地物种的丰富度明显不同，但

与森林距离不同地块的的变化不明显。临近的小块林地的咖啡种植园

（CF），在物种丰富度上与开阔林块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比咖啡种植园

(C)、与小块森林相邻的人工草地 (PF) 和人工草地 (P) 的丰富度高。

非耕作地区 ( 比如河岸缓冲带、防风带或边界种植带 )、改良休耕

地和木本植被，在维持杂草、昆虫、节肢动物和鸟类的多样性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 (Benton 等，2003 中的参考资料 ; McNeely 和 Scherr，2003)。

灌木和木本植被除提供野生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也能强化其他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如土壤稳定性、土壤侵蚀控制和碳留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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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

已经证明农业景观多样性和野生种多样性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

农业生物多样性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价值，可通过分析享受纷繁

多样的生物环境的花费来评估。另外， 评估将包括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提供的多样化栖息地的花费。例如荷兰的公民每户每年愿意支付 16~45

盾（相当于 10.80~30.35 美元，按 2003 年美元计算）， 以支持增加荷兰

草甸地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Nunes 和 van den Bergh，2001)。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娱乐和文化价值

不同的农业土地利用，可为景观平添美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例如，众所周知景观的异质性是美学的特性。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受益

于当地的乡村旅游经济， 主要是基于其农业景观的多样化， 包括葡萄

园、麦田、草地和橄榄种植园。同样，在葡萄牙南部的 Alentejo 地区的

Montadoa 是一个具有丰富农业景观多样性的地方，Cork 和 helm 橡树生

长在各种密度的地区， 同时和作物轮作、草地结合，提供了自然的景观

和休闲价值 (Pinto-Correia，2000)。

另一个农业丰富的地区是在古巴的 Pinar del Rio 省，那里健康的

农业旅游依靠不同的自然农业景观， 包括烟草田、甘蔗园和各类果树

(Honey，1999)。各类欧洲国家和美国各州都制定了保护传统农业景观

的政策。 例如瑞士，因为这些异质系统的休闲价值，给山区农民补偿

用以保持农业和自然景观的交错保护 (McNeely 和 Sherr，2003)。 一些

保护组织如美国的土地基金会，经常用购买发展权作为保护农业景观的

乡土和多元利用的方式，这些景观是休闲活动和文化享受的主要的源

泉。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传统营养、丰富多样食品和长久知识的非物质文

化的主要资源 ( 第 15 章 )。小农户的植物和动物多样性，常常是出于个

人兴趣或满足家庭或部落的传统，或满足精神的需要。 例如， 千百年来

世界各地的本地植物和动物品种，为纺织品和其他工艺的艺术表达，提

供了原材料。其他案例，家庭花园不仅是用于食物生产，而且是为了观

赏和美学价值 (Kumar 和 Nai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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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

以休闲为目的的景观农业多样性的综合价值评估尚未有开展，虽然

目前有不同类型农业土地利用休闲花费的数据资源 ( Fleischer 和 Tsur， 

2000)。 

另外，将通过考察访问者维持景观的经济价值，评估农业景观异质

性的价值。例如，Drake (1992) 发现瑞士居民愿意每年支付 130 美元 /

hm2 保持农业土地成为森林，该价值高于瑞士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  

尽管， 生态学家已经确定了如何量化生态系统的功能（如生物量表

示初级生产力或矿化率表示氮素循环）， 但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测定与

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社会功能。在很多农村， 一定植物种类的文化价

值已超越了自身的货币价值。但也有争议，这些植物利用的内在价值不

可被测定。因此，对生物多样性服务的货币价值评估，也许是不够的。

应当制定与政策和决策相关的其他评估方法，确定其社会贡献。最近关

于意大利牲畜多样性的历史和社会价值的评估，初步探讨了这一方向

(Gandini 和 Villa，2003)。作者量化地评估了 9 种当地肉牛品种对其民

间传说、饮食、工艺和保持当地传统的价值。

结论

农业生物多样性服务，对粮食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对人类有直接和

间接的贡献，因此代表总经济价值的一部分。普遍认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管理，有助于增加粮食生产，同时有益于其他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多

功能和可持续的农业，可以提供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但其贡献和经济

价值还需要被量化。

多功能农业系统研究的积极结论，经常被忽视，因为这些结论通常

来自于小的领域并很难统计。 但是，小农户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农业的

主要构成形式，并被保持在偏僻的地区， 这些地区缺乏新的农业技术投

资 (Wood 等， 2000)。如果要全面了解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和服务的关系，确定另一些试验模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中国云南

省开展的水稻混栽案例 (Zhu 等 , 第 12 章 ) 表明， 出于强烈的政治原因

开展了大范围的农业试验（包括几百农民）， 从而可以很好地了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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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利益。 

尽管，通常小农户采用新的措施，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利益也许

不是非常明显。在本书第 16 章阐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不可能很

直接在市场中捕获。这些价值包括抵御灾害的保险价值、支持相关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文化和美学价值。对这些价值的全面评估（包括货币

和生态评估）对于鼓励政策决定者投资保护和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是

非常重要的。另外， 农业生物多样性非市场价值的经济评估，可以激励

农民采用创新的栽培方法，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而这些措施并非有益

于经济。

通常最近的评估方法，依据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

系的深入理解，并确定这些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最近对于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研究表明， 基于各类数据空间表达的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可视工具， 可以优化管理规划和确定保存目的地。例如在马萨

诸塞州 Audubon 社团委托性研究中，研究者 M. Wilson 和 A. Troy 能够

形象直观地表明水域生态服务的非市场价值 (Breunig，2003)。到目前为

止， 地区水平的各类价值方法，并没有区分各类不同农业用地， 使得在

大的景观上评估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还非常困难。

无论何时制定政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经济评估研究，可作为评估

指标， 可认识各类生态水平多样性的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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